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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伯特·K.殷（Robert K. Yin）是COSMOS公司的总裁。COSMOS公司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该公司成功完成了联邦、州、地方机构以及私人基金会委托的几百个研究项目，本书所引述的案例大部分源自这些项目。



除了COSMOS之外，殷博士还协助许多其他研究组织培训专业团队或者设计研究。近期正在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评估团队开展合作。此外，他还指导哥本哈根大学的博士生。目前，殷博士是美国国际服务学校（华盛顿地区）的著名驻校学者，之前是美国审计署（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研究方法分部的访问学者。



殷博士发表和出版了100多篇期刊论文、报告和书籍。他的第一本有关案例研究方法的专著《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2014年发行了第5版。姊妹书《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2012年发行了第3版）。他还主编过2本案例研究的文集（Yin，2004、2005）。殷博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学位，后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脑与认知科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序


很荣幸能为这本著作作序。本书精要地介绍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将使研究者以有别于实验研究的方法，达成与实验法同样具有科学性的研究目标。



我越来越相信，科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并不是实验本身，而是“似是而非的竞争性假设”一语所蕴含的研究思路。该思路能以“展现证据”作为解决问题的起点，也能以“提出假设”作为研究的开始。而且，该思路并不是以实证主义者（或后实证主义者）那种漠视前后关联的方式展现假设或证据，而是在复杂的、广泛的但对科学研究至关重要的前后关联中提出假设和呈现证据。



该研究方法包括提出相关证据的明确假设，并分析假设与其证据有多少一致性。该方法还包括寻求外在的有关主要证据的竞争性解释的说服力。随着竞争性假设的减少，其说服力通常会下降。所谓竞争性假设，就是从其他证据中寻找其所蕴含的另类关联，并检视其合理性。这两种方法从本质上来说，可能都是永远无法穷尽的。研究者要开展多少次的探索，取决于研究者的时间及期望达到的严谨程度。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能够在基础性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照样达成一致意见，并完成研究任务。然而，这种成熟的科学研究方法却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忽视，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无论是质性研究还是量化研究）的应用也不够广泛。



这种对竞争性假设进行去芜存菁的研究方法，具有人类学研究求真求实的特点，体现在解释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狄尔泰（Dilthey）、赫斯特（Hirst）、哈贝马斯（Habermas）以及当代学者对古代文体的阐释中。同样，你也能从历史学家对某一特定事件进行猜测、自然科学家对某一因果法则进行判断中，看到该方法的应用。但遗憾的是，社会科学领域正在用解释学的名义，放弃了目的的合法性，放弃了争论。因此，除了罗伯特·K.殷先生所介绍的量化的准实验性的案例研究方法之外，社会科学家还应该学会人文学者追求真实性的案例研究方法，该方法不用量化的证据，以及显著性测试，但同样能够说明问题，得出科学结论。



就竞争性假设类型来说，可供社会科学家仿效的范式有两种。基于所受的教育，我们很容易就会联想到农学实验、心理实验、医疗与药物实验，以及统计学家的数学模型等采用的随机性实验模式。采取随机性实验的主旨在于控制无限多的、不清楚是什么的竞争性假设。随机实验永远无法完全控制这些竞争性假设，但会把它们的影响控制在统计模型所估计水准的范围之内。



另一种范式，也是较陈旧的范式，可溯源于物理学实验室。该范式以隔离及控制为特点：绝缘的、铅皮遮蔽的墙，受到控制的气压、温度、湿度及抽成真空，等等。这种研究范式只控制相对较少的变量，检视相对较少的竞争性假设。虽然控制永远达不到精确的程度，但研究者会设法把它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至于控制哪一个变量，取决于研究者当时着重排除哪一项因素。之后，研究者会回过头来，反思一下，找出哪几项变量应该受到控制。



本书所介绍的案例研究法，按一般的说法，即“准实验法”，与第二种方式更为相似，因为每一个竞争性假设都要明确界定，且受到严格控制。由于竞争性假设的数量受到限制，研究者所从事的实验室之外的研究，所要达到的严谨性和一致性程度通常都不够高。不可复制性（以及无法变换方式去排除特定的竞争性假设）是问题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尽其所能地采用单一事件案例研究（该事件不可被重复），并且把握机会，有意识地进行可以重复的案例研究。



鉴于罗伯特·K.殷先生的经历（实验心理学博士，著有十几本该领域的著作），他对案例研究法的科学性的坚持就不难理解了。此类经历及职业选择通常伴随着对非实验室实验法的模糊性的排斥。我相信殷先生的转变，源自于他在实验室中研究最难以精确化的刺激的那段经历，也就是“人的表情研究”及其关于模式和脉络在研究中的作用的认识。



这一可贵的经历并没有使罗伯特·K.殷先生囿于经典社会科学案例研究，反而使他逐渐成为非实验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领域的一个先驱者。就我个人所知，目前尚不存在堪与本书相比肩的著作。这本书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社会科学家们的问题，我相信这本书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学科中的标准教材。



唐纳德·T.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

伯利恒，宾夕法尼亚（Bethlehem，Pennsylvania）







前言

自该书的第一版（1984）开始，你和其他读者愈加认可案例研究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方法。从广义上讲，这种不断深化的认知至少有三种可察觉的标志性形式。

对案例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化

一个标志是“案例研究”这一术语频繁出现在出版物中。虽然算不上权威预测，但谷歌Ngram浏览器对该词在已出版书籍中的频率进行了统计（Michel et al., 2010）。
[1]

 Ngram浏览器对“案例研究”和其他三个相近词汇“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和“随机抽样”的引用情况进行比较，图1显示了1980—2008年的情况。尽管绝对水平仍低于其他词汇，但在这一时期——大致与本书第1版和第5版间隔的30年吻合——“案例研究”的频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正如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首选的“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案例研究”近十年的上升趋势高于“随机抽样设计”，这一趋势可能令你感到惊讶（我也一样）。
[2]

 如频率趋势分析所示，案例研究在各种研究中的地位显然会日益突出。

[image: ]

图1　四个方法学词汇在出版书籍中出现的频率，1980—2008年


来源：谷歌Ngram浏览器（http://books.google.com/ngrams），2012年3月。



正式记录案例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参考著作的出现，是案例研究的第二种认可形式。案例研究的两大作品于2006年面世：四卷转载于学术期刊的关于案例研究的优秀论文汇编，共1580页（David，2006a）；两卷案例研究百科全书（Mills，Durepos，Wiebe，2010a）。

优秀论文汇编囊括了“整个20世纪”期间发表的“关于案例研究最重要的文章”（David，2006b，第xxiii页）。这几卷书共转载的论文有86篇，涵盖了“广泛的学科和领域”（Wiebe，2006b，第xxiii页）。这些文章中很大一部分首次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四卷作品的出版使得当代作者能够一睹这些案例研究经典。

案例研究百科全书有两个独立部分，共8.5×11卷，包含357项条目，约1100页（Mills，Durepos，Wiebe，2010b，第xxxiii页）。在编制百科全书过程中，众编辑希望该书能够成为“激发和提升案例研究兴趣的宝贵资源”（Michel et al., 2010b，第xxxiii页）。因此，该百科全书为了解案例研究提供了又一丰厚资源。

第三种更广泛的认知，在于特定领域关于案例研究的出版物。本书中表1.1（第1章）展示了12个领域的出版物样本。这些作品反映了案例研究的产生及其对社会科学领域（学科和专业）众多研究课题所作出的贡献。这些大量、多样的作品，加深和拓展了学者对案例研究的了解。

本书的各个版本促进了大家对案例研究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如前言所述，本书一以贯之的目标在于引导读者和其他研究者、学生有效地开展案例研究。

本书特色

本书有以下几大特色：第一，它既呈现了案例研究方法应用范围的广泛性和开创的学术财富，又作了详细、实用的说明。其他书籍，未能如本书一样全面又深入地介绍案例研究方法。因此，本书的前几版被用作案例研究者入门的完备教材。在其显著的特色中，本书：


●给出案例研究方法的操作性定义，指出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第1章）；



●就案例研究的设计进行了广泛讨论（第2章）；



●不断拓展案例研究方法，并将其展现给读者（第5章）。


上述三个特色很重要，因为人们在进行案例研究时，最大的挑战往往是研究设计和分析。在第2章和第5章之间，还有两大重要章节，全面探讨了研究准备（第3章）和材料收集（第4章）问题。第6章全面讨论了所要撰写的书面和口头案例研究报告，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第二，本书简明概述了大量不同学术和专业领域的案例研究，这些概述分布在各章的文本框里。每个文本框收录一个或多个已经发表的案例研究，用来阐明相关论点。引用的案例将带领你亲密接触已有的、（通常是）典型的案例研究。引用的案例大部分取自同时代人的作品，便于读者检索到原文。不过，为避免与案例研究的“根基（roots）”失去关联，本书也援引较早年代的作品，有些可能已经绝版，但仍值得我们重新认识。本书几个版本文本框的素材有所不同，有些被替换了，有些是新补充的。目前第5版有50个文本框，收录了50多个不同的已发表案例。附录A和B中含有另八个文本框呈现的案例研究，附录C中有所有文本框中案例研究的索引。

第三，本书有几大技术特色。这些特色从1984年第一版开始就已显现，逐渐成为各章的主题。一类主题强调在选择案例研究时，合理界定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在构建问题框架时，要考虑问题界定对研究方法选择的直接影响，以避免问题的类型与所选方法的类型不匹配。同样的，问题框架会影响案例研究的设计和对研究结果的概括。马里奥·斯默尔（Mario Small，2009）在一篇优秀文章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值得一读。

另一类主题的来源类似一个矛盾：案例研究和实验之间的平行。平行，一方面指在进行多次实验时使用复制策略——这一策略同样适用于多案例研究；另一方面指对实验进行总结时，使用分析归纳策略——该策略同样适用于案例研究。虽然在其他作品中很少提及这一话题（上述所引用的马里奥文章除外），本书在一开始就指出这一平行关系，并说明它在案例研究设计中的用途。

再一类主题是案例研究过程中，无论是研究设计、证据收集、数据分析，还是研究阶段的解释，要确认和考虑其他竞争性解释理论的重要性。关注这些竞争性解释理论，尤其是学会如何判别并跨越一般与方法假象相关的实质性竞争解释理论（Yin，2000b），是案例研究过程的关键。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在序中指出了本书的核心和其他重视竞争性解释理论的重要作品，例如保罗·罗森鲍母（Paul Rosenbaum，2002）关于非实验研究设计的作品。但是，大部分方法类的作品才逐渐开始涉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一方面。

使用指南

除了技术方法方面的特点，本书还有一些旨在使本书更实用的特色。第一，在作者前言之后和每一章开始之前都有一个总体的六圆结构直观图。每个圆代表每一章的正文。直观图表明案例研究是一种“线性的、反复的过程”，是整个研究过程的基本路线图，有助于每一章节之间的承接。每章开篇有一个摘要和“小贴士”。“小贴士”将每章的核心内容，以问题和答案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读者可以根据“小贴士”迅速获知这一章节的难易程度。容易理解的“小贴士”，说明本章节仅需简单浏览。相反，令人困惑、费解的“小贴士”，则说明该章节需要仔细阅读。

第二，本书有大量“实战演练”。每一章节后面紧跟着与之最相关的练习。这些练习呈现一种值得解决的方法论情境或者方法问题。无论这些练习被用作实际课堂的一部分，还是正式作业，都比不上在处理这些状况或问题时获得的高度满足感重要。

第三，附录C中包括50个文本框中的案例和正文引述的其他案例，如果你对某一议题感兴趣，可以快速查阅该议题的案例。

第四，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本书第4版评论者建议的基础上，每章的标题和副标题都得到了调整，排版也更便于读者理解每一章节的流程和结构。此外，为使读者更轻松地把握整本书的流程，找到特定议题，目录比之前版本更详细地列出了所有标题。

本版新特色

笔者在撰写第5版时遇到了双重挑战：由于读者对以前版本的喜爱，本书的主要特色和组织结构需要保留，但是鉴于自第4版之后案例研究的进步，本书的内容又必须扩充和改进。但愿结果也是双重的：比较熟悉第4版的读者，感觉第5版变化不大，但新加入的材料以及对主题更加详细的介绍是显而易见的。



拓宽广度，加大深度



正文中新加入的大部分新材料不仅没有扰乱之前版本的原有组织形式，而且易于查找。附录A和附录B中的材料收录了案例研究在心理学和评价学两个领域的简要说明，拓展了本书内容的宽度。尽管和前4个版本一样，第5版正文也提供了心理学和评价学这两个领域零散的参考文献，但这两个领域案例研究使用量的增长表明，有必要在本书结尾对其分别作重点介绍。

位于相关章节末尾的7个“辅导材料”拓展了本书的深度。每个“辅导材料”就正文中的主题进行更详尽的（如果不是更深入的）讨论。“辅导材料”应审阅者的要求，在文本中增加了所选议题的信息，以帮助目标远大的案例研究者。这些辅导材料探索了主题的复杂性——但仍不够深入——并为读者的进一步查询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参考文献。之所以将“辅导材料”与正文分开，主要考虑正文已经阐明了中心议题的基本思想。因此，如果研究者已经掌握了某一议题，或者不想过于复杂，可以轻松略过“辅导材料”部分。幸运的是，辅导材料的这一用途对原书的紧凑性——评论者认为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优点——影响较小。



第5版的其他变化



除了上述讨论的新材料之外，第5版还得益于大量的修订和改写（每一个句子都被重新审查过）。这些改动旨在使本书尽量清晰简洁——尽管增加了新材料——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新手们在熟悉案例研究过程中感到得心应手。除此之外，更多实用说明如下：

●以相对主义认识论（解释学认识论）和现实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在开展案例研究时，更加重视：


—进行介绍性讨论（第1章）；



—说明任何一种认识论都可激发现场访谈（第3章）；



—将“事实（facts）”改为“发现（findings）”，以适应一种选择：将现场参与者的多重现实作为相关研究发现（第4章和其他地方）；



—选择在案例研究报告中呈现参与者的观点（第6章）。


●严密界定“案例研究”（第1章），更加清晰地定义“案例”（第2章）；

●更深入地讨论案例研究的归纳策略——“分析性归纳”（第2章）。

●增添其他新名词：


—个案研究中，“独特（unique）”和“典型（typical）”改为“特殊（unusual）”和“一般（common）”，强化了本书不将案例研究视为任何更大范围或人群中一个样本的立场（第2章）；



—案例研究草案中，将“案例研究问题（case study questions）”（原先对“资料收集中问题”的不恰当提法）改为“资料收集问题（data collection questions）”。因为前者不是仅指资料收集的问题，它还包括整个案例研究的问题，这样就减少了困惑（第3章）。


●深入讨论研究伦理以及人类受试者的保护程序（第3章）。

●在资料收集程序部分（第4章）：


—对访谈资料的收集方法和过程等进行深入讨论；



—首次提出将“备忘录”作为收集资料的辅助手段；



—通过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网站搜集证据时所需注意的新材料。


●标题下面新加入的讨论“分析原始资料”，更强调感性的资料分析策略（第5章）。

●利用新图表，拓展了逻辑模型使用方法的讨论（图5.4和图5.5）。

●认为写作“天赋”对报告撰写无碍，并能提高案例研究报告的撰写质量（第6章）：


—采纳本书审阅者的建议，讨论了以前案例研究报告中重视不够的方法论和文献综述部分；



—案例研究报告和纪实写作之间并行不悖的新方法；



—重新排列第6章各部分，使顺序更合乎逻辑。


●扩大覆盖范围，广泛引用一系列案例研究：


—某一具体学科专业领域的案例研究方法论作品（见第1章表1.1）；



—文本框中的9个新案例研究，5个介绍原先重视程度不够的议题——国际事务的案例研究（见文本框4、7D、26、37和49，以及辅导材料6.1中的第6个此类案例）。


●与案例研究（但不是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直接相关的简要条款术语表。

●更新、扩充整篇引文，大幅增加了末尾参考文献数量。

鉴于第5版中的这些特色，本书没有变动的一处值得再提一次：唐纳德·坎贝尔的那富有洞察力的序言。他在三十多年前写下的那些精练的语句，仍然是点评社会科学方法的杰作。在当今的研究热潮中，坎贝尔的作品仍然颇具新意，并且合乎时宜。他在序言中对案例研究的定位，与本书的论述十分吻合。本书有这样的序言，我仍深感荣幸。本书再版时，我会一直这样向他表示感谢（Yin，2000b）。

总体而言，案例研究的不断发展对第5版的修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新加入的材料增添了一些更难理解的案例研究相关概念。所以，在这里提醒读者，该版本比先前几版“更难”了。不过，如果能成功运用本版中的技术和指导，将会比过去更好地实施案例研究。本书一如既往的宗旨是，在前几代学者的基础上，改进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实践。只有这样，每一代人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进而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致谢

多年来，本书的初版和不断更新的再版，得益于许多人的建议和支持。我无法列出一个不断增加的名单，向多年以前就给予我帮助的那些人表示感谢。伦纳德·比克曼（Leonard Bickman）教授和迪博拉·罗格（Debra Rog）教授向我约稿，要将本书的原初手稿收录进新版的“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丛书”。经他们校审，该“丛书”成为Sage出版公司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他们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并在完成初稿的过程中给予我宝贵的反馈意见和鼓励，我将永存感激。同样，在本书只有几个较早版本时，我的同事，如麻省理工学院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的拉里·萨斯坎德（Larry Susskind）、美利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纳内特·莱文森（Nanette Levinson）、丹麦奥尔胡斯商学院的埃里克·马卢（Eric Maaloe）等，都为我提供了在不同环境中讲授和探讨案例研究的机会。

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很多研究同仁以互补的方式参与案例研究研讨会，这类研讨会是COSMOS公司项目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研讨会上提出，还是在邮件中，人们对如何利用案例研究解决某一议题的不断追问，常常是无心插柳，激发我们产生新的见解。同样，COSMOS公司的员工和顾问一直致力于无数案例研究项目，创造一个令人兴奋的学习环境，这个环境似乎无休止地发展，一直向尚未开发的新境地延伸，尽管这一历程已逾三十几载。这些年来，COSMOS公司员工中的达奈拉·戴维斯（Darnella Davis）博士和（目前）安吉拉·韦叶（Angela Ware）最为活跃，感谢他们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以及为应用研究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这个学习环境也包括COSMOS公司之外的合作。近年来，一直与苏卡·普姆-杰克逊（Sukai Prom-Jackson）博士和法布里奇奥·费洛尼（Fabrizio Felloni）以及他们同事一起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做评估，与哥本哈根大学的本·内森（Iben Nathan）教授以及她的几个博士生也有互动。你们在如此多样的现代化环境中，继续为案例研究保留一席之地，我非常感谢。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准备印制本书第5版的时候。Sage出版公司邀请了几位人士，分享了他们使用本书第4版的经历。谢谢四位审阅人宝贵的评论：金门大学的李·罗宾斯（Lee Robbins）博士、芝加哥州立大学的乔恩·帕特森（Jon Patterson）博士、东卡罗莱纳大学的乔伊·C.菲利普斯（Joy C. Phillips）和宾利大学的迈克·F.鲁夫（Michael F. Ruff）。虽然我不能一一回应他们的意见，但希望他们知道，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对新版进行了修改和更新。

这些年来，Sage出版公司负责研究方法的编辑们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使得本书对读者更加有用，也更加具有实用性。在最近的这次编辑中，我很荣幸先与维姬·奈特（Vicki Knight）和凯瑟琳·奇尔顿（Catherine Chilton）合作。维姬是Sage出版公司整个研究方法系列书籍的组稿编辑，她运用自己积累的渊博知识，对文稿进行修改。然后由凯瑟琳将最终的文稿变成了一本富有特色的书。正如你所想，我们都在努力使第5版富有特色，而不仅仅是前几个版本的翻新之作。但同前几个版本一样，此书所有文责将仍由本人独立承担。

与此同时，我想用第4版前言中的一段话来结束新版前言。在里面，我提到，任何人对案例研究方法——甚至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的任何顿悟，实际上都有更深的思想渊源。我的思想火花，萌芽于本科阶段所受的历史学教育和研究生阶段所受的实验心理学教育。历史和史学使我初步认识到，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独特的脑与认知科学基础研究使我明白：只有在理论指导下合乎逻辑的实证研究才能取得进展；相反，如果把实证研究仅作为机械的资料收集过程，那么研究不会取得任何突破。这一心得成为进行案例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我将此书献给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是他成功地将上述思想传递给我，也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完成了那篇关于面部识别的学位论文。虽说如果他还健在，我想他也很难认出现在之我与过去之我的相似之处了。




[1]
 统计基于出版物中给定字或词的出现次数。不幸的是，Ngram Viewer不标明某一时期图书的数量，因此网站没有提供1980—2008年的书籍数量。总体上，Ngram Viewer声称已积累了已出版书籍的4%（Michel et al., 2010）。


[2]
 黄金标准的推崇者曾发表了一篇标题中含有“案例研究”的文章（Cook & Foray，2007）。但读者不应将此文作为案例研究的例子。该文主要是作者对一系列事件的解释（而叙述这些事件显然不能用量化方法），并没有呈现足够的证据支持这些解释。（这种阐述或许是重要的，但能否将其视为案例研究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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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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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其他研究方法，辨别案例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境



→理解案例研究的双重定义



→澄清对案例研究的传统误解



→确定是否进行案例研究









摘要



案例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多种方法之一。其他研究方法还包括实验法、调查法、历史分析法以及经济或数据模型等文本分析法（archival analysis）。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案例研究更适用于以下三种情形：①主要问题为“怎么样”“为什么”；②研究者几乎无法控制研究对象；或者③研究的重点是当前的现实现象。



如案例研究双重定义（twofold definition）的第一层次所说，案例研究探讨真实环境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即“案例”），尤其是现象与环境之间的界限不明显时。定义的第二层次主要指案例研究设计和资料收集的特点，比如在研究变量（variables of interest）多于数据点（data points）的案例研究中，资料三角形（data triangulation）如何帮助解决特殊技术问题（the distinctive technical condition）。在各种案例研究中，每个研究既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案例，可以只有量化数据，也可以作为进行评测的有效方法。



做好案例研究意味着要解决案例研究的五个经典（tradtional）问题——严格地开展研究，避免与教学案例混淆，学会归纳所需结论，谨慎把握努力程度，以及理解案例研究的比较优势。虽然传统观念中，案例研究是一种“软”研究方法，但应对了上述挑战，使其变成一种“硬”研究。







1

导论：


如何把握何处、何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案例研究


开展案例研究


对于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来说，采用案例研究法进行学术探索，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活动之一。本书的目标是帮助你——不管是资深的社会科学家，还是初入此道的后起之秀——来应对这一挑战。你的目的是设计周密的研究方案，客观地收集、呈现和分析数据，更深层次的目的，则是在完成研究之后，撰写出具有说服力的文章、报告、著作或进行口头报告。

不要低估了你将面临的挑战。你可能准备集中精力设计和开展案例研究，但其他人可能提倡用其他研究方法。同样，大量的联邦研究经费或其他研究资助，可能青睐的是其他方法而不是案例研究。因此，你要准备好回应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

首先，你必须解释、展示你自己如何致力于一条严谨的方法论路径。这一路径一开始就需要你作全面透彻的文献综述，并在深思熟虑后确定研究问题或目标。在研究过程中，还需要你遵循一个正式的、明确的研究程序。本书按照这条路径，给予研究者一些指导。案例研究的一些步骤也是各类研究方法的重要步骤，如保证效度、保留“证据链”和调查检验“对立的竞争性解释”。过去30年来，诸多学者和学生的经验表明，运用本书可以帮助你获得成功。

其次，你要了解并坦率地承认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与不足。案例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一样，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尽管有些人只看到某种单一的研究方法，本书相信，正如自然科学领域盛行多种科学方法，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也契合社会科学不同主题的研究需求和研究问题。例如，在自然科学领域，天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却不依赖实验研究方法；工程学和地理学也是如此（Scriven，2009）。同样，神经心理学和神经解剖学的研究，也不依赖于统计学方法。本章随后将阐述不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优势。



小贴士



我怎么知道，是否要使用案例研究法？



其实没有固定公式。你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你的研究问题。如果你的研究问题是寻求对一些既有现象的解释（例如一些社会现象如何形成，如何运行？），那么选择案例研究是很贴切的。如果你的研究问题需要对某一社会现象作纵深描述，那么案例研究方法也是贴切的。请思考还有什么原因，使你运用或不运用案例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方法在不同领域的特点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可以被用于许多领域。个案分析可以使我们增进对于个人、组织、机构、社会、政治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了解。毫无疑问，案例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工作、商业、医护和社区规划方面的常用工具。附录A描述了案例研究在心理学领域的漫长而奇特的演进史程。案例研究甚至还被用于经济学领域。在研究调查某一产业的产业结构或某行政区域的经济状况时，都可能用到案例研究法。

人们之所以会采用案例研究法，是因为它能够帮助人们全面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总而言之，案例研究可以使研究者原汁原味地保留现实生活有意义的特征——譬如，个人生命周期、小团体行为、组织管理过程、社区变化、学校办学表现、国际关系以及产业发展，等等。

本书阐述了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特别之处，并帮助你处理一些较有难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有的其他著作中并未被提及。例如，至今笔者还常被学生或同仁问道：①如何选择需要研究的“案例”？②如何确定需要收集的相关资料？③收集完相关资料之后，如何对其进行处理？本书不但回答了上述问题，而且涵盖了包括方案设计、资料收集、证据分析、报告撰写在内的其他所有环节。

然而，本书并不准备涵盖案例研究的所有用途。例如，本书并不想给那些将案例研究用作教学手段的人提供帮助。案例研究曾是法律、商业、医学及公共政策领域中常用的教学方式（参见Llewellyn，1948；Stein，1952；Towl，1969；Windsor & Greanias，1983），现在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包括自然科学，都使用这种教学方法。用于教学目的时，案例研究并不需要完整或准确地再现事件的实际发生过程，相反，它只需构建供学生讨论、辩论的框架。评判用于教学的案例研究（通常是单案例研究，一般不会涉及多案例研究）是否成功的标准，与作为研究工具的案例研究的判别标准相差很大（如Caulley & Dowdy，1987）。教学用的案例研究无须严谨客观地呈现实证资料，但作为研究方法的案例研究对此有极其严格的要求。

同样，本书也并不准备探讨用于行为记录的案例研究。医疗病历本、社会救济档案及其他形式的档案常被用于治疗、司法审判或社会救济，以及其他一些基于档案记录的工作，例如儿童监护测评（如Vertu，2011）。尽管创建案例记录或案例评价遵循相似的步骤，看似是有目的的案例研究，但事实上，这种用于实务操作的案例研究与用作研究工具的案例研究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Bromley，1986）。

相反，本书的基本假设是：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普遍用于社会科学类学科和应用专业。如表1.1中列举的12个领域，以及各领域案例研究的作品实例。（未列出的其他两类作品为：讨论各种研究方法的一般性方法论文章，即使含有案例研究方法；关于案例研究但未针对特定领域的文章。）



表1.1　特定领域案例研究方法作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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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你很想知道如何设计和操作单案例研究或多案例研究，借此来探索某一研究课题。你也许正在进行案例研究，也许案例研究仅仅是混合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方法（参见第2章）。总之，本书探讨了方案设计和开展案例研究的一系列步骤，包括启动和设计案例研究、收集案例研究资料、分析资料以及撰写研究报告。

案例研究与社会科学领域中其他研究方法之比较

研究某一社会科学问题时，你在什么情况下采用案例研究？为什么采用案例研究？为什么你没有考虑采用实验研究法，或者是调查法、历史分析法？你为什么不像分析经济趋势数据模型或学生在校表现一样去分析档案记录材料？

上述方法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研究思路。每种研究思路都有其特定的实证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都要遵循其特定的逻辑，也都有其长处与不足。为了能够使案例研究发挥其最大作用，你必须准确了解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异同。


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无高低之分


一种常常出现的错误认识是认为各种研究思路都有其等级性。到目前为止，尚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深信，案例研究只适合用于研究活动的探索阶段，调查法和历史分析法适用于描述阶段，而实验法则是解释事物间因果关系的唯一手段。这种等级观念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印象：案例研究法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初级研究方法，不适合用于描述或者验证某一命题。

然而，这种等级观念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用实验法来处理探索性问题的做法早已存在，而在某些亚学科领域如史料编纂中，对因果关系进行解释也常常是历史学家的思考方向。同样，案例研究方法不仅仅是一种解释性策略。一些最经典的、最著名的案例研究，都是解释性的（如亚利森（Allison）和泽利科（Zelikow）的《决策的本质：古巴导弹危机的解释》，1999，简介见文本框1）。同样，社会学、政治学等主要学科领域中也有一些著名的描述性案例研究（见文本框2的两个例子）。其他的解释性案例研究实例，包括大学改革方案、社区毒品预防团体和小型企业，在本书的姊妹书中有详细介绍（Yin，2012，第7—9章）。本书同样收录了关于教育领导、住宅区犯罪预防和社区团体发展的描述性案例研究实例（Yin，2012，第4—6章）。因此，区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必须摆脱等级排序的成见。



文本框1



一本采用解释性单案例研究（single-case study）方法的畅销著作



40多年来，格瑞汉姆·亚利森（Graham Allison）的《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出版于1971年）一直是政治学领域中的畅销书。这一著作采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当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在那次危机中，美苏争霸几乎引起一次核毁灭。在该著作中，作者提出了三个相互冲突却又相辅相成的理论，并用其解释这一危机，这些理论即，苏联和美国都以如下三种身份参与了危机：（1）理性的参与者；（2）复杂的官僚体系；（3）政治利益驱动下的人群。亚里森比较了每一理论对整个危机过程的解释作用：为什么苏联首先在古巴部署攻击性（而不是防卫性）武器，为什么美国对于导弹部署采取的反应是封锁、禁运（而不是空袭或进攻古巴），以及为什么苏联最终撤回了导弹。



该案例表明，单案例研究不但具有描述与探索功能，而且还有解释功能。此外，作者将研究发现与冷战后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其他流行解释进行了对比。这本著作的第二版（Allison & Zelikow，1999）更详细、更有力地表明，单案例研究可以成为有效解释与归纳的基本研究方法。






文本框2



两个著名的描述性案例研究



2A．邻里场景



数十年来，威廉·怀特（William F. Whyte）的《街角社会》（whyte，1943/1955）一直是社区社会学领域中的必修教材。这本书也是描述性案例研究的经典之作。它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描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到的亚文化，并发现了一些重要现象——例如，低收入家庭中青少年的职业发展、他们为挣脱街区社会关系而做出的努力与受挫后的无助感。



这一研究一直保有很高的声誉，尽管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距今近100年历史的街区（Cornerville）。奇怪的是，这一著作的价值就在于它归纳出了个人奋斗、团体结构与社区社会结构中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仍然存在。尽管其后的研究者调查的是其他不同时期的不同社区，但在后人的著作中，我们仍可以找到Cornerville街区的影子。



2B．国家危机



诺伊施塔特和芬柏格的《猪流感事件：棘手疾病的决策》，是对一场大规模免疫接种活动的精彩描述，最初在1978年以政府报告的形式发行，之后以《从未有过的流行病》（Neustadt & Fineberg，1983）为名独立出版。该案例研究描述了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执政期间，美国面临新一轮致命的流感病毒引发传染病威胁时，400万美国民众接受免疫接种的情景。由于该案例研究被视为透彻的、高质量的案例研究范例，在面临诸如2008—2010年H1N1等流感病毒的威胁时，当代政策制定者仍会从中学习如何应对健康危机，以及采取何种公共行动。






练习1.1　识别用于其他研究目的的不同类型案例研究



比较正确的看法应该是包容的、多元的：每种研究方法都可以服务于三种目的——探索性、描述性和解释性。因而有探索性案例研究、描述性案例研究和解释性案例研究三种类型。相应的，也有探索性实验、描述性实验和解释性实验。这些不同方法的区别不是等级高低，而是下面将要讨论的三个重要条件。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并不意味着这些方法之间或者使用每种方法的研究界限总是很明确的。即使每种方法有各自的特点，它们之间也会有交叉、重叠之处。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对比分析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费力不讨好的误用——即在本该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时候，你却采用了另一种不恰当的方法，导致事倍功半。



确定不同目的（非教学目的）的三类案例研究：①解释性或因果性案例研究；②描述性案例研究；③探索性案例研究。比较这三种研究类型的适用范围，再提出一个你想进行的案例研究，看它是解释性的、描述性的，还是探索性的，为什么？





使用各种研究方法的前提条件


在决定采用某种研究方法之前所必须考虑的三个条件是：①该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的类型是什么；②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及事件的控制程度如何；③研究的重心是当前发生的事，或者是过去发生的事。表1.2列出了这三个前提条件及其与五种主要研究方法（实验、调查、档案分析、历史分析、案例研究）之间的关系。在区分五种研究方法时，每个条件的重要性如下：



表1.2　不同研究方法的适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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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OSMOS公司




（1）研究问题类型（表1.2第1栏）


这是你要考虑的第一个条件（Hedrick，Bickman & Rog，1993）。问题类型分类的基本框架是大家熟悉的一系列问题，即“什么人（Who）”“什么事（What）”“在哪里（Where）”“怎么样（How）”“为什么（Why）”。

如果研究问题主要是“什么事”的问题，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什么事”的问题是探索性的。例如，“研究一个创业型公司，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经验？”这个问题的目的是提出可供进一步研究的恰当的假设与命题。这种研究当然是探索性研究。但是，前五种研究方法都可以用来处理这种探索性问题，如探索性调查（测试首次创业的能力调查）、探索性实验（测试不同企业激励机制的潜在好处），或是探索性案例研究（测试区分新创企业与资深企业家创办的企业不同点的重要性）。

“什么事”问题的第二种类型，实际上可以被表述成一连串的“有多少”或“有哪些”的问题。例如，“社区是以什么方式同化新移民的？”对于这类问题，调查或者档案研究的方法会更适合、更顺手。例如，通过设计一个简易的调查问卷，就可以列举出几种可能的结果。但是，对于这类问题，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就会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了。

如同上述“什么事”问题的第二种类型一样，“什么人”“在哪里”之类的问题（及由其衍生出来的问题——“多少个”），比如经济学研究，较适合采用调查或档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当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某一现象出现的范围、程度或频率，或者是预测其未来结果时，统计调查或者档案分析的研究思路就比较有优势。研究当前流行的政治思潮（在这种情况下，抽样调查或民意调查是比较合理的方法）或诸如艾滋病等疾病的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对病例发病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是比较合理的方法）就是典型的例子。

相反，“怎么样”和“为什么”之类的问题更富有解释性，适合处理这类问题的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法、历史法和实验法。这是因为，这类问题需要按时间顺序追溯相互关联的各种事件，并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研究它们出现的频率和范围。所以，如果要研究某个社区怎样成功应对关闭一个军事基地（当地最大的就业渠道）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见Bradshaw，1999，同见第5章文本框26），你不太可能采用调查的方法，也不大可能去检查档案记录，而可能会采用历史分析法，或者案例研究法。同样，如果你想知道研究者是如何（不知不觉中）偏倚其研究的，最好设计并实施一系列实验（Rosenthal，1966）。

让我们再举两个例子。如果你要研究“什么人”成为了某次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恐怖袭击造成了“多少”破坏，你可能会对当地居民进行调查、查阅当地的政府记录（档案分析），或者对受影响的地区进行全面的调查。相反，如果你想知道恐怖袭击“为什么”会发生，你就必须在进行访谈之外，收集更广泛的文献资料。如果你要研究“为什么”会发生多起恐怖活动，也许你需要设计一个多案例研究。

同样，如果你想知道政府某一新措施的后果“是什么”，那你可以根据这一措施的类型，进行问卷调查或者研究经济数据。而要回答“哪些人可以从中受惠？”“他们从中得到哪些好处？”“他们能受惠几次？”之类的问题，不需要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但是，如果你想知道这一新措施的实施情况“怎么样”或者“为什么”进展顺利（或者不顺利），那你就需要进行案例研究，或者进行现场实验。

总之，决定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第一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弄清楚你的研究要回答何种类型的问题。一般来说，“什么事”之类的问题可能是探索性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任何一种研究思路），也可能是关于范围、程度或频率的（在这种情况下，统计调查或档案分析会更适合）。“怎么样”和“为什么”之间的问题，比较适合采用案例研究法、实验法或历史分析法。



练习1.2　确定案例研究法的研究问题



找出一个你认为可以釆用案例研究法进行研究的“怎么样”或“为什么”的问题，并思考：如果仅仅釆用历史研究法、调查法或者实验法对其进行研究（总之不釆用案例研究法），哪些问题（如果有的话）无法得到回答？案例研究法与其他研究法相比，有哪些明显的优势？




确定你所要研究的问题类型也许是研究中最重要的一步，所以你一定不要匆忙上路，而要留出充足的时间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其关键是要明白，研究的问题既有其“内容”（例如，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也要有其形式（例如，我要回答的是什么问题：什么人？什么事？在哪里？为什么？怎么样？）。有些人倾向于重点思考具有实质性的重要问题（Campbell，Daft & Hulin，1982）；而本书则认为，花些精力确定研究问题的形式很重要，它能够帮助你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请记住，对于一些问题来说，各种研究思路可能都适用。在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从多种研究方法中挑选出最合适的一种。最后请注意，你（或你的学术团队）可能会在没有考虑问题类型的情况下，就先入为主地偏好某种研究方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保证你采取的研究方法与你要回答的问题类型相适合。



练习1.3　识别其他研究方法的研究问题



找出一个只釆用一种研究方法的研究案例，其研究方法可以是调查法，也可以是历史法或实验法（但绝不是案例研究法）。指出其研究问题。如果类似的主题也有过案例研究，那么该研究问题所属类别与案例研究的研究问题有无不同？如果有，有什么不同？





（2）对研究对象的控制范围（见表1.2第2栏）和（3）相对于纯粹的历史事件，研究对象的时代性质（表1.2第3栏）


假设某一研究所要回答的问题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那么，分析研究对象的控制范围和时代特性有助于确定采用历史分析法、案例研究法或者实验法中的哪一种方法。

当研究者无法控制、无法实际接触研究对象时，历史分析法是最适合的研究方法。历史研究法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其可以用来研究已成为历史的事件——当没有相关人员能向你报告或者回忆发生过什么事的时候，你必须以原始资料、二手资料，或者传说、故事、历史文物作为主要依据。历史分析法当然可以用于研究当代发生的事件，例如口述历史（比如，Janesick，2010），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研究方法就很容易与案例研究混在一起了。

案例研究法适合用于研究发生在当代，但无法对相关因素进行控制的事件。案例研究采用的方法与历史分析法大致相同，但比历史学家多了两种资料来源：直接观察事件过程，及对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进行访谈。虽然案例研究与历史分析有相同之处，但案例研究的长处在于获得资料来源渠道更多、更广泛——文件档案、物证、访谈、观察等。除此之外，在某些情况下，案例研究法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某种程度的非正式控制，比如参与性观察（第4章）。

最后，当研究者可以直接地、精确地、系统地控制事件过程时，才可以采用实验的方法。实验可以在实验室环境中进行，研究者能集中研究一个或两个独立的变量（假设与研究范围无关的其他变量能够被“控制”）；实验也可以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实环境中进行，这被称为“现场实验（或社会实验）（field or social experiment）”。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交替给受试者施加不同的刺激，例如给受试者不同的票券用于购买服务，观察受试者在各种情况下的反应（Boruch & Foley，2000）。

广义的实验研究也包括实验者不能控制实验过程但实验设计符合实验的基本逻辑的情况。这种情况通常称为“准实验方法（quasi-experimental）”（例如，Campbel & Stanley，1966；Cook & Campbell，1979）或“观察研究（observational-studies）”（例如，Rosenbaum，2002）。准实验方法甚至可以用于历史环境中。例如，对种族暴乱和私刑（见Spilerman，1971）感兴趣的学者就曾采用准实验方法，因为事件过程本来就具有不可控性。在这种情况下，实验法就与历史研究法有相似之处了。


评估性研究的特殊情境


在评估性的研究领域，博鲁赫和弗莱（Boruch & Foley，2000）提出了关于一种现场实验方法——随机现场实验——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作者认为，随机现场实验可以用于所有评估。例如，作者认为现场实验的设计既然可以评估实验室的实验设计，也可以用于评估社区提出的烦琐的立法提案的可行性。甚至已经有人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应该注意这种研究设计可能存在的局限。

特别是这种研究设计可能只在某一社区内有效，并要将消费者个体或某些用户作为分析单位。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例如以增进健康的活动作为社区的干预措施，而研究关注的正是某疾病在该社区居民中的发病率。随机现场试验要指定几个社区开展增进健康的活动，并选择几个不开展此类活动的社区，然后对比不同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

然而许多社区研究考察的目标和确切的分析单位并不在个体层面，而是在社区层面或集体层面。例如，要提升社区质量可能需要改善每家每户的经济基础（如提高住宅人口的平均就业数）。现在的情况是，尽管可以随机指定备选社区（candidate communities），但社区个数和居民人数（分析工具为双层线性模型）限制了研究后期资料分析的自由度。大多数现场实验无法保证有足够的社区参与实验，因此难以克服后期数据分析的限制。

以社区或集体作为分析单位带有局限性，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公共政策的目标集中在集体层面，而非个人层面。例如，21世纪初联邦教育政策将学校绩效作为关注的焦点。虽然学校招收的学生年年不同，但学校要对学生每年的学习成绩负责。现场实验的创建和实施基础是有大量的学校而不是众多的学生，因而需要大规模的研究资源，这对该研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实际上，博鲁赫（Boruch，2007）发现，大量的随机现场实验在无意中选择了错误的分析单位（个人而非集体层面），因而实验结果的有用性大打折扣。

现场实验牵涉大量集体单位（如社区、学校或组织机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


●在现场实验完成之前，随机选定的控制组釆纳了某一干预措施，而不再是“未处理”状态；



●控制干预可能要求实验社区重组他们提供某种服务的所有方式——即一个“系统”变化，因此控制组在总体中的相对位置出现偏移（实验假定，对照组和控制组在总体中的位置是一样的）；



●对变量进行控制的机构或实体在实验过程中出现变化，导致前后不一致（随机现场实验设计要求保持前后一致，直到实验结束）；



●控制组或实验组不能继续使用同样的工具或测量指标（实验设计最终将收集来自控制组和对照组的数据，并将两组实验数据进行比较，因此必须釆取相同的工具和测量指标）。


如果存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那就不能采用随机现场实验，而必须选择其他的替代方案。


结论


应该明白，在一些情况下你可以使用所有的研究方法（例如进行探索性研究时）；在另一些情况下，两种研究方法都同样有吸引力。当然，你可以在一个研究中使用两种研究方法（例如在案例研究中用到调查法，或者在调查法中用到案例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研究方法并不相互排斥。但同时你也应该明白，在一些情景中，某一特定的研究方法明显优于其他方法。具体到案例研究法来说，它最适合用于如下情况：


●研究的问题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



●研究的对象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



●研究者对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不能进行控制或仅能进行极低程度的控制。


确定哪些是最重要的问题并准确描述问题的形式，需要研究者进行诸多前期准备。方法之一是检索有关某一课题的既有研究文献（Cooper，1984）。请注意，文献检索和综述是实现研究目的的手段，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研究目的。初学者也许认为，文献检索的目的是了解某一问题取得了哪些进展。而有经验的研究者检索先期研究成果的目的，则是形成对这一领域的更清晰的看法，提出更富于洞察力的新问题。

不同形式的案例研究，相同的定义

行文到此，我们尚未对案例研究的定义进行正式的界定。而且，一些经常被问到的有关案例研究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例如，①当一项研究中不止一个案例时，它是否仍然称为案例研究？②案例研究中是否排斥使用定量分析？③案例研究能否用于对某计划、方案进行评估、评价？下面让我们对案例研究的定义进行界定，并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作为研究方法的案例研究的定义


案例研究最常见的定义仅仅复述了案例研究所能适用的问题的类型。例如，某个研究者是如此定义案例研究的：


案例研究的本质，也即各类案例研究的核心意图，在于展现一个或一系列决策的过程：为什么作出这一决策？决策是怎样执行的？其结果如何？（Schramm，1971，突出部分为笔者所加）。


这一定义把“决策”问题作为案例研究的核心内容。其他类似的问题包括“个体”“组织”“过程”“计划”“社区”“制度”，甚至“事件”。但是，仅限于“对一个研究对象而非所需方法的关注”（Stake，2005，第443页），不足以界定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案例研究的概念。

换句话说，大多数较早的社会科学教材根本没有把案例研究当作正式的研究方法。如前所述，他们常犯的错误，是把案例研究看作其他研究方法的前期探索阶段。

另一种错误的定义，是把案例研究与民族志研究或参与性观察中的“实地考察（fieldwork）”相混淆。因而，早期教材中关于案例研究的讨论，实际上局限于对参与性观察或作为资料收集过程的实地考察的描述，未能对案例研究的定义作出进一步探讨（Kidder & Judd，1986；Nachmias，1992）。

在有关美国的方法论改进过程的思想史中，詹尼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1992）回顾了案例研究的发展过程，并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错误认识的原因。她将案例研究法追溯到芝加哥大学社会学院所进行的生活史研究及社会工作中的个案，解释了为什么参与性观察被当作资料收集技术，间接阻碍了人们对案例研究的进一步认知。她在1950年之前的方法论教材中找到大量案例研究引文，但在1950年至1980年期间的教材中，几乎没有找到案例研究或案例研究方法的参考文献（Platt，1992，第18页）。最后，她分析了本书第1版（1984）怎么样把案例研究法与某些形式的现场调查作出明确的区分。随后她发现大约从1980—1989年开始，方法论教材重新探讨案例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探讨一直持续至今（同见本书前言，1980—1989年的谷歌Ngram浏览器趋势分析）。用她的话说，案例研究有其“设计研究方案时必须遵循的逻辑”，是“只有所要研究的问题与其环境相适应时才会使用的方法，而不是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要生搬硬套的教条”（Platt，1992，第46页）。


案例研究的双重定义


那么案例研究方法到底是什么？在本书第1版面世之前，笔者曾提出过案例研究定义的核心特点（Yin，1981a，1981b）。本书前4版对案例研究定义的发展，表明案例研究具有双重定义。首先，案例研究定义的核心精神在于其研究的范围：

1．案例研究是一种实证研究


●深入研究现实生活环境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即“案例”）；



●尤其是待研究的现象与其所处环境背景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显。


换句话说，采用案例研究法，是因为你想认识一个真实的案例，并认为这种认识很可能与影响这个案例的一些重要情景条件相关（Yin & Davis，2007）。

因此，定义的第一部分有助于你深度区分案例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例如，实验法刻意把现象从环境中分割出来，只重点关注感兴趣的现象和少数几个变量（典型的做法是在实验室中对环境背景进行严格“控制”，完全忽略真实情境）。相比之下，历史研究法确实要同时处理相互关联的现象及其环境背景，但它所面对的通常都不是当前正在进行的事件。调查法可以同时考察现象及其环境，但它对环境的探讨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例如，研究者在制订调查方案时内心都在不停地掂量：为了保证回收问卷的有效性（常受被试数量影响），他们不得不忍痛割爱，拼命地限制变量的数量（即调查问卷中题目的数量）。

定义第二部分的出现，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很难明确区分现象与背景条件。因此，其他方法论的特点也与案例研究的特色相关：

2．案例研究方法


●处理有待研究的变量比数据点（data points）还要多的特殊情况，所以
[1]

 ；



●案例研究方法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资料，并把所有资料汇合在一起进行交叉分析，因此；



●需要事先提出理论假设，以指导资料收集和分析，减少研究工作量，避免走弯路。


实际上，这样的双重含义，涵盖了案例研究的范围和特点，表明案例研究是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方法——包括设计的逻辑、资料收集技术以及具体的资料分析方法。


对不同认识论取向的适用性


这种包罗万象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不同认识论取向的研究——例如，相对于现实主义（realist）取向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或解释学（interpretivism）取向。
[2]

 正如本书中对其的描述，案例研究似乎符合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单个事实的存在不受任何观察者的影响。但是，案例研究同样可以很好地适用于相对主义者的观点——承认多个现实有多种含义，认为研究结论受观察者影响。比如，第2章将讨论“理论”在案例研究设计中的重要性。如果你采用相对主义的视角，那么在设计案例研究时，你的理论很可能影响你对不同参与者想法的接纳，并且你对不同价值取向的信任程度和原因也将影响你的研究问题。



练习1.4　从文献中找出一个案例研究，进行分析



从文献综述中找出一个案例研究。该案例研究可以是关于任何主题的研究，但必须使用了某些实证研究方法，并呈现了一些实证（质性的或量化的）资料。为什么这是一个案例研究？对相同主题，只有使用案例研究法才能得出的研究发现，与使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研究发现，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





作为研究方法的案例研究的几种变式


案例研究法的其他一些特征，对于界定案例研究并不具有关键作用。下面探讨案例研究的几种变式，同时回答本章开始提出的3个问题。

的确，案例研究包括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尽管在一些领域（如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中，学者试图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明确的区分——譬如将个案比较法（comparative case method）作为多案例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Agranoff & Radin，1991；Dion，1998；Lijphart，1975），但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实际上都是案例研究的变式（参见第2章）。文本框3是多案例研究的两个例子。



文本框3



多案例研究：包含多重案例的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可以涵盖多个案例，并得出一套跨案例的结论。下面两个例子是有关公众利益的：评估美国的社会改革方案，总结其成功之处，以改善社会的整体生活条件。



3A．先呈现独立的个案，再作跨案例分析的论文集



乔纳森·克雷恩（Jonathan Crane，1998）主编了一本书，其中收录了九个社会项目，每个项目是一个单独的案例。每个案例的作者不同，并独立成章。这九个案例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成功的社会改革实践，但它们关注的领域却很不一样——包括教育、营养、戒毒、学前教育以及不良少年药物治疗，等等。编者在最后一章中进行了跨案例交叉分析，旨在得出适用于其他项目的概括性结论。



3B．一本全都是关于多案例（“跨案例”）分析的著作



李比斯·斯科尔（Lisbeth Schorr's，1997）的著作分析了提高社会生活水平的主要方法，主要围绕四个政策主题来阐明：福利制度改革、加强儿童保护、教育改革和社区转型。本书列举了许多成功的改革实践，但是这些项目并不单独成章。引用文献资料的同时，作者基于案例研究，归纳出大量结论，包括成功的改革实践需要“以结果为导向”。同样，她还归纳出高效改革所具备的其他六个特征（见文本框44A和44B，第6章）。




确实，案例研究可以使用甚至可以只采用量化证据。但实际上，质性证据材料和量化证据材料之间的任何差别都不能区分各种研究方法。要知道，像某些类似例子一样，有些实验（如心理学中关于感觉的研究）和调查问题（如涉及类别而非数量的调查问卷）所依据的材料也都是质性资料，而非量化数据。同样，在历史研究中，也常常出现大量的量化证据。

与之相关的一点是，尽管案例研究一直被视为质性研究中的一种，但案例研究不仅仅是质性研究的一种形式（Creswell，2012）。混合运用量化数据与质性资料，以及需要对“案例”进行界定，仅是案例研究突破作为一种质性研究的两种方式。再比如，案例研究并非总是进行“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Geertz，1973），也不时会包含大量的观察资料，虽然这些观察资料常被看作是“质性研究”的特征。

如本书附录B所详细呈现的一样，案例研究法在评估学领域中确实有一席之地（Cronbach & Associates，1980；Patton，2002；美国审计署
[3]

 ，1990；Stufflebeam & Shinkfield，2007，第309—324页）。案例研究至少有四种不同用途（美国审计署，1990），其中最重要的用途是解释现实生活中各种因素之间假定存在的因果联系，这种联系非常复杂以至于用实验法或调查法都无法解释。案例研究的第二种用途，是描述某一种刺激及其所处的现实情境。案例研究的第三种用途，是以描述的形式，列示（illustrate）某一评估活动中的一些主题。案例研究的第四种用途，是当因果关系不够明显、因果联系复杂多变时，对其进行探索。不管是哪一种用途，都存在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在确定评估的问题和相关资料的类别时，评估项目的提案者——而非研究者——起更大的决定作用。

对案例研究的传统偏见

尽管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实证研究方法，但许多研究者却总是对案例研究极尽轻蔑之能事。换句话说，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一直被认为不如实验法或调查法那样令人满意。这是为什么？


严谨吗？


人们对案例研究最大的质疑源自“案例研究需更加严谨”这种认识。很多时候，案例研究者常常太过马虎、粗心，要么没有遵循系统的程序，要么使用模棱两可的论据，导致研究结论失实。进行案例研究时，要避免出现这些错误。有意思的是，其他研究方法却很少被质疑“缺乏严谨性”，这可能是因为有关其他研究方法教材的大量存在，已经为研究者提供了详细的说明，指导其按照特定的程序进行研究。相比之下，除本书外，很少有方法论教材（虽然正在增加）详细教导研究者如何设计完善的案例研究方案。


与教学案例混淆？


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即人们混淆了教学性案例研究与研究性案例研究。在教学中，案例研究的材料是经过精心处理的，以便更有效地突出某一关键之处（Ellet，2007；Garvin，2003）。在研究性案例研究中，这样的行为是被严格禁止的。因此，如果个人之前对案例研究的接触仅限于一个或几个教学案例，这或许误导了其对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认识。

进行案例研究时，你必须尽最大的努力，真实客观地记录观察到的资料，本书正是要帮你做到这一点。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的是，偏见也常常出现在实验过程中（Rosenthal，1966），或者任何其他研究方法的某一研究环节中，例如设计调查问卷时（Sudman & Bradburnh，1982），或者是在进行历史分析时（Gottschalk，1968）。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在案例研究中，这些问题出现的频率更高、更难以克服罢了。



练习1.5　分析用于教学目的的案例研究



找出一个用于教学的案例研究（例如，商学院教材中所引用的案例），分析其与作为研究方法的案例研究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教学案例引述了原始材料吗？包含了论据吗？展示了资料吗？教学案例论述如何客观地收集资料了吗？教学案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从案例中归纳？


对于案例研究第三个常见的疑虑是，认为其不具备从研究发现中进行归纳的能力。案例研究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你怎么能单从一个案例推导出这个结论？”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Kennedy，1976）。实验法也常常被质疑，“你怎么能单从一个实验中得出结论？”事实上，科学发现极少是基于一个实验的，它们通常都是对同一现象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得来的。

案例研究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但设计概念要有所不同。这在第2章有详细的讨论。最简洁的答案是：同实验研究一样，案例研究同样适用理论假设，但不能用于人口和宇宙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案例研究法如同实验法一样，并不是一个“样本”。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你的目的是归纳出理论（分析归纳），而不是计算频率（统计归纳）。就像几年前三位著名社会科学家在他们所完成的单案例研究中所言，案例研究的目标是“归纳”分析，而非“列举”分析（Lipset，Trow & Coleman，1956，第419—420页）。
[4]




工作量不可控？


对案例研究的第四个抱怨是，案例研究需要投入太多精力、时间，而其研究结论多表现为冗长烦琐的、不忍卒读的文档。就过去所完成的案例研究来说，这种抱怨并不为过（Feagin，Orum & Sjoberg，1991）。但这并不表明未来的案例研究也一定如此。本书的第6章详细介绍了如何撰写案例研究报告（无论是书面报告还是口头报告），其中包括避免传统、流水账式的叙述方法。

同样，案例研究并不一定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之所以出现这种误解，可能是因为他们把案例研究与其他某些特定的资料收集过程混淆，如民族志（O'Reilly，2005）或参与性观察（Dewalt，2001）。民族志通常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现场调查，仔细记录观察和访谈到的现象。参与性观察同样需要投入相当多的精力进行现场调查。相比之下，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并不一定需要通过民族志观察或参与性观察收集资料。在研究某些课题时，你甚至不需要离开图书馆，仅凭电话与互联网，就能完成一个质量高、可信度高的案例研究。


比较优势？


对案例研究的第五个异议与案例研究相对不明显的比较优势有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因随机对照实验或“真实验（RCTs）”在教育及相关领域再度得到重视而随之突现的。这类研究之所以受推崇，是因为其目的是确定各种操作或干预的有效性（Jadad，1998）。在许多人眼中，对随机现场实验或“真实验”的重视导致案例研究受到贬低，因为案例研究（和其他非实验研究方法）不能直接解决这一问题。



文本框4



案例研究方法与量化研究方法的互补性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不会相互开战”（George & Bennett，2004，第37页）。这个观点广泛被研究者采用量化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乔治和贝内特（George & Bennett，2004，第37—58页）研究中的一个优秀章节，用量化研究方法演示了如何检测政权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但却用案例研究方法来探讨如何审查可以解释这一关系的潜在过程。比如，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解释认为，民主国家能够通过相互之间的正式承诺解决争端，从而没有必要动用军事力量（第57页）。文献回顾了几十年来许多学者对相关研究的发展。整个研究以量化和案例研究方法为基础，证明了这些方法的互补性。




被忽视的一点是，案例研究可以提供随机控制实验无法提供的重要观点。一些方法论专家已注意到这一点，因而指出，随机控制实验虽然能够证明实验操作（或干涉）的有效性，却无法解释“如何有（无）效”“为何有（无）效”，而案例研究却能解释此类问题（如Shavelson & Townes，2002，第99—106页），或者“项目是否有效，如何有效”（Rogers，2004）。
[5]

 一篇评价公共项目的优秀文章的副标题就可以简洁地阐明。从这点看，案例研究确实有其优势。至少，案例研究可以被视为“实验研究的‘助手’，而非能够取而代之的研究方法”（Cook & Payne，2002）。在临床心理学领域，证实某种治疗确实会带来预期行为变化的“一系列单案例研究”，也可能增强实地调研资料的作用（Veerman & Van Yperen，2007）。最后，同样地，案例研究可以很好地补充其他量化研究方法（见文本框4）。


小结


尽管上述这些常常出现的疑虑与不满可以被减轻甚至消除，但以前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案例研究并不容易。无法对研究者完成案例研究的能力进行筛选或测试，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人们有办法测试出某人是否适合演奏乐器，也能够测试出某人是否达到某级数学水平，或者通过考试了解某人是否适合担任律师工作。但是，学者们并未找出能够判别某人是否具备案例研究所需要技能、技巧的测试方法。结果：


“许多人自认为他们能够设计出案例研究方案，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可以理解案例研究方案。由于这两种看法都是没有根据的，结果案例研究受到了许多它本不该受到的追捧”（Hoaglin、Light、McPeek、Mosteller & Stoto，1982，第134页）。


这段话摘自五个杰出统计学家所著的一本书。尽管他们来自另外一个研究领域，但奇怪的是，他们同样认识到了从事案例研究所要面临的挑战。本章简单介绍了作为研究方法的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案例研究同其他研究方法一样，是一种通过遵循一套预先设定的程序，对某一实证性课题进行研究的方式。本书的其他章节将会详细阐述进行案例研究所要遵循的程序。

本章小结

本章给出了案例研究的操作性定义，并且分析了案例研究的几种变式。本章还试图把案例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区分，指出在哪些情况下采用案例研究法会比其他研究方法（如调查法）更合适。在有些情况下，各种研究方法的长处和不足重叠在一起，似乎看不出哪种方法更合适。然而，本章最基本的目标，是希望你在选择一种方法进行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时，能够对各种研究方法采取包容、多元的态度。

最后，本章分析了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几种主要批评和质疑，并对这些批评作了回应。然而，我们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一定要努力克服各种问题，首先包括要认识到，我们中有些人根本不具备进行案例研究的技能与性格。尽管在传统观念中，案例研究被认为是一种“软性（soft）”的研究方法，也许是因为研究者并未严格遵循研究步骤，但实际上，案例研究非常难。本书提供了进行案例研究所要遵循的一系列程序，希望能使案例研究易于开展，帮你把研究做得更好。


辅导材料1.1

关于“案例研究”定义的更多说明


本书中，“案例研究”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这一术语与指代其他调查的术语平行，如一个“实验”、一个“问卷调查”和一段“历史”。“案例研究”是较为正式的称法（同样平行于“实验研究”“问卷研究”和“历史研究”），进行案例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本书的主题。

本版第1章中对案例研究的定义保留了第1版（1984）中的陈述精华。定义包括两部分：①案例研究的范围和②特点。最早定义中的一些概念现在看来很明确，比如一个“深度（in-depth）”研究、作为研究“案例”的现象、“证据三角（triangulation of evidence）”以及“兴趣变量多于数据点（more variables of interest than data points）”。

我们很难清晰地陈述一个定义。有些参考作品（Abercrombie、Hill & Turner，2006；Schwandt，2007）给出了案例研究的简单定义，但却不完整。其他作品或许用好几页来阐述，但仍不能表达清楚（David，2006b；Mills et al等，2010b）。本书也对定义进行了修改，以避免之前版本中出现的误解。具体如下：

1．现象（Phenomenon）与环境（context）之间的界限不清晰（sharpness），并不代表无须区分“案例”和案例研究的基本特征——独特性（singularity）；相反，第2章详细分析了定义“案例”时面临的挑战。

2．“深度（In-depth）”这一词汇表明有可能需要现场调研，尤其在研究正在发生的现象时，以便更加接近、了解所研究的案例。

3．“正在发生的现象（Contemporary phenomenon）”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的是研究目前的（但并不排斥最近发生的）事件，只是不追溯已经“死亡”的过去事件，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察这些事件，并且我们没有人可以访谈（这种情况下，历史研究方法可能比较合适）。

4．“变量多于数据点（Having more variables than data points）”这一特点，是由案例及其所处环境的复杂性（所以变量较多）导致的，而案例是唯一的“数据点”。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案例研究以变量为基础（variables-based）；相反，正因为变量的多样性，传统基于变量的研究方法分析案例研究资料的作用受到怀疑，因而采用整体分析方法更有利。

最后要注意的是，与其他方法相比，本书对何时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的讨论更侧重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恰当性（niche）”，这些论述并不是“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定义。


辅导材料1.1参考文献


Abercrombie, N., Hill, S., & Turner, B.S.（2006）.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5th ed.）. London: Penguin. Present a pocket dictionary, with references, of terms used in sociology.

David, M.（2006b）.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M. David（Ed）, Case study research
 （pp. xxiii-xlii）. London: Sage. Contains nearly 100 reprints of source materials for case study research.

Mills, A.J., Durepos, G., & Wiebe, E.（2010b）. Introduction. In A.J. Mills, G. Durepos, & E. Wiebe（Eds.）, Encyclopedia of case study research
 （pp.xxxi-xxxvi）. Thousand Oaks, CA: Sage. Introduces a two-volume encyclopedia devoted to case study research.

Schwandt, T.A.（2007）. The Sage dictionary of qualitative inquiry
 （3rd ed.）. Los Angeles: Sage. Defines terms, with references, use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1]
 附录A中对案例研究变量数量多的原因进行了详细阐述。


[2]
 这些术语是精心挑选的，尽管它们是对两种理论的简单概括。研究者有可能带入研究的其他微小观点忽略不计。史可万特（Schwandt，2007）辞典中对质性研究的简单定义，认为现实主义（realism）的特点是“认为物质的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p.256）；相对主义（relativism）的观点“否认有永恒的真理”（p.261）；解释学（interpretivism）是“偶尔用作所有质性研究的同义词”（p.160）。


[3]
 美国审计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简称GAO）2004年7月正式更名为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met Accountability Office，仍简称GAO），也译为美国政府问责署或美国政府问责局。本书为方便阅读，保持全书前后统一，沿用美国审计署的旧名。——编者注


[4]
 然而也有例外：某一案例是如此独特、如此重要，以至于案例研究人员不想将其推广。参见史泰克（Stake，2005）的“内部（intrinsic）”个案研究，以及劳伦斯-莱特福特（Lawrence-Lightfoot & Davis，1997）的“肖像画（portraits）”。





第2章

设计

[image: ]




→界定分析单位、确定要研究的案例



→确立理论、假设和相关问题，指导案例研究、归纳结论



→设计案例研究（单案例或多案例、整体式或嵌入式）



→依据4个标准，检验设计，保证案例研究的质量









摘要



研究方案是连接要收集的资料（及待得出的结论）与准备研究的问题之间的逻辑纽带。每个实证研究即使没有明确的研究方案，那也一定暗含有某种设计。在进行案例研究时，阐明与研究内容和结论相关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设计方案的质量。通过得出“分析归纳（analytic generalization）”——而非“统计归纳（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合理的理论假设还可以为研究结论推广到其他情境奠定基础。



确定“案例”或分析单位，以及设定一些限制或界限，对于方案设计非常关键。你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四个测试条件，来检测你刚成型的方案的质量：①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②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③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④信度（reliability）。



具体的案例研究设计主要有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形成一个2×2矩阵。第一个“2”指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第二个“2”指整体型设计和嵌入型设计，可以与单案例研究或多案例研究结合运用。在多案例研究中，无论是整体型设计或嵌入型设计，选择案例必须按照同一逻辑，而不是随机抽取。虽然单案例研究可以获得珍贵的结论，但大部分多案例研究效果比单案例研究效果要好。与单案例研究相比，即使双案例研究也是很值得一试的选择。案例研究可以与其他研究方法一起使用，作为混合型研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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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方案的设计：


选定案例，确立研究的逻辑



设计案例研究的一般方法

就选择研究方法而言，第1章已经告诉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采用案例研究而不是其他方法。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案例研究设计。如同其他研究设计一样，你需要设计一个研究计划或方案。

制订研究方案要求精细化。与其他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全面、标准的案例研究设计程序尚未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在生物学、心理学等领域，已经出版了大量的教材，阐明进行研究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比如如何进行分组，如何选择不同的刺激或实验环境，以及如何测量研究对象的各种反应等（Cochran & Cox，1957；Fisher，1935，引自Cochran & Cox，1957；Sideowiski，1966）。但指导案例研究设计的教材迄今尚未出现。实验室实验中前面每一步骤的选择都反映出与研究问题之间的重要逻辑关系。同样，案例研究领域也没有形成通用的设计方案——譬如，调查法已经形成了诸如追踪调查（panel studies）之类获得广泛认同、可资借鉴的通用研究方案（见Kidder & Judd，1986，第6章）。

一个常常出现的错误认识是，认为案例研究方案仅是其他研究方案（如准实验法）的一个子集或变式（Campbell & Stanley，1966；Cook & Campbell，1979）。长期以来，学者们错误地认为，案例研究仅仅是准实验设计（一次性、仅用于后测的一种设计——Campbell & Stanley，1966，第6—7页）的一个类别。这种错误认识残留至今，最终在一本有关准实验设计的专著修订本中，原作者对其进行了纠正：


正常实施的案例研究确实不应该被贬低，它不应该被错误理解成单组的、仅用于后测的实验设计（Campbell，1979，第96页）。


换句话说，一次性的、仅用于后测的准实验设计仍被看作是有缺陷的，但人们已经认识到案例研究是不同于准实验设计的。实际上，案例研究是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有其特定的研究设计。

不幸的是，设计案例研究方案所要遵循的规范尚未形成。因此，本章就是要阐述本书的前一版出版以来方法论领域的新发展，并讲述设计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方案的基本套路。尽管这些基本套路都还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但我相信这些并不成熟的套路能够帮助你更容易地设计出更周密，在方法论上更完善的案例研究方案。



小贴士



我应该怎样为自己的研究选择案例？



不管是通过找人访谈、查阅文件或记录，或者进行现场观察，你需要获取大量案例资料的途径。如果你有获得若干案例资料的途径，那么就要选择其中最能说明你的研究问题的案例。如果没有这种途径，你就该考虑转换研究问题，寻找能够获得资料的新案例。



你认为资料获取十分重要吗？





研究设计的界定


每一类实证研究都有其隐含的（如果不是明确的）研究设计。就其最本质的意义来说，研究设计是用实证资料把需要研究的问题与最终结论连接起来的逻辑顺序。用通俗的话来说，研究设计是从“这里”到“那里”的逻辑步骤，“这里”指需要回答的一系列问题，“那里”指得出的结论（答案）。在“这里”与“那里”之间也许可以有几个主要步骤，包括收集和分析相关资料。作为一种概括性的界定，有一本书把研究设计界定为这样一种计划：


这种计划能够指导研究者按步骤收集、分析并解释资料。研究设计是一种进行论证的逻辑模式，它能使研究者对研究中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推论。（Nachmias，1992，第77—78页，突出部分为作者所加）


另外一种界定方法是，把研究设计看作研究的“蓝图”，它至少应处理四个问题：要研究什么问题？哪些资料与要研究的问题相关？需要收集哪些资料？如何分析结果？（Philliber，Schwab & Samsloss，1980）。

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研究设计不同于工作计划。研究设计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出现证据与要研究的问题无关的情形。就这一意义来说，研究设计处理的是逻辑问题（logical），而不是后勤保障问题（logistical）。举例来说，假设你要研究某一组织机构，而你要研究的问题是这一组织机构与其他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譬如竞争和合作关系。只有当你直接收集了来自其他机构的材料——而不仅仅是你所要研究的组织机构的材料之后，你的研究问题才能算是设计周严。如果你仅仅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这一组织机构本身，你就不可能客观地了解组织机构间相互关系的实质，不可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你的研究设计有缺陷，而非工作计划有缺陷。如果你在一开始就进行了严密、周详的研究设计，那么这种情况就可以避免。


研究设计的要素


就案例研究法来说，进行研究设计时要特别注意五个要素：

1．要研究的问题；

2．理论假设（如果有的话）；

3．分析单位；

4．连接资料与假设的逻辑；

5．解释研究结果的标准。


分析所要研究的问题


第一个要素在第1章中已经分析过了，不同问题的形式——“什么人”“什么事”“在哪里”“怎么样”“为什么”——能够为你选择研究方法提供一些重要的思考线索。案例研究最适合回答“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所以，你进行研究设计的第一步，就是准确分析你要研究的问题的性质。

更为棘手的是，确定研究问题的基本内容。许多学生一开始就受挫了。当他们发现前人已对同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时，他们顿时气馁。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选择，也尽是琐碎的问题或某一问题的次要方面。有一种方法能帮助你，即用三步法来选择研究问题。第一步，检索文献，缩小研究兴趣，聚焦到一个或两个关键话题，不要过多考虑具体的研究问题。第二步，仔细查看，甚至剖析你所感兴趣话题的已有重要研究。找出这些研究的研究问题，看看它们的结论是否带出了新的问题，是否留下尚未了结的空白问题。这可能会激发你自己的思考和想象，而你也可能因而找到自己的研究问题。第三步，阅读相同主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它们可能为你的研究问题提供支持，也可能帮助你使研究问题清晰、成形。


提出假设


作为案例研究设计的第二个要素，每个研究假设可以引导你关注研究范围之内的问题。例如，假设你要研究组织之间的合伙关系，那么你首先要提出问题：为什么几个组织会共同合作提供某种服务？它们是怎么联合起来共同提供某种服务的？（例如，为什么电脑制造商和电脑经销商会联合起来，共同销售某种电脑产品？）这些“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揭示了你真正想要解答的问题，并引导你选择案例研究作为恰当的研究方法。但是，仅此还不足以指导你如何进行研究。

只有当你明确提出某种具体的假设后，你的研究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例如，你可能会认为，几个组织、企业之所以会合作，可能是因为它们可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这一假设除了反映出重要的理论问题（例如，导致合作、联合的其他动机并不存在，或者并不重要）之外，还能告诉你到哪里寻找相关的证据（去界定和证明各个组织所获得特定利益）。

然而，有些研究可能无法提出假设，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这种情形——存在于实验法、调查法或者其他类似方法中——所研究的问题属于“探索”的主题。但是，每种探索性研究也是有某种目的的。探索性研究中，研究设计需要阐明研究目的，并提出判定研究是否成功的标准，而不是在研究假设中完成这些任务。文本框5中是一个对探索性案例研究的类比。分析案例后请回答：想象一下，你应该怎么恳求伊莎贝拉女王，才能使她答应资助你从事某种探索性研究？



文本框5



“探索”与探索性研究的类比



当哥伦布晋见伊莎贝拉女王、恳求其资助自己进行新大陆“探索”时，他必须向女王汇报要求三艘航船的理由（为什么不是一艘？为什么不是五艘？），必须说明自己为什么要向西航行（为什么不是向南？为什么不是先向南再向东？）。必须提出据以判断其所见到的陆地是印度的标准（当然，他发现的新大陆后来证实并不是印度）。总之，尽管他的发现后来被证实是错误的，但他在探险之前确实已经有了方向和原则（Wilford，1992）。同理，在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之前，也要先提出类似的研究方向和原则。





界定分析单位——“案例”


第三个要素与什么是“个案（case）”这一根本问题有关——这是一个在研究开始就困扰许多研究者的问题（Ragin & Becker，1992）。你至少需要考虑两个步骤：界定案例，限定案例的范围。

比如，在界定案例时，典型案例研究中的“个案”可能是一个单独的人（Bromley，1986，第1页）。詹尼弗·普拉特（Jennifer Platt，1992）曾经分析过，为什么芝加哥大学社会学院早期进行的案例研究所分析的对象都是问题少年或无家可归者。你也可以想象，案例研究的对象都是临床病人、模范学生或者某类领袖。在上述情况下，案例研究的对象是单个的个人，单个的个人是就是分析的最基本单位。如果把相关的多个个人的资料都收集起来，那么就形成了多案例研究。

在分析一个人或多个人的资料时，你仍需要提出问题和相关假设，以帮助辨别收集到的有关单个人或多个人的信息。如果事前没有提出理论假设，研究者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试图把研究对象的所有资料都纳入研究范围，这当然是不现实、不可行的。例如，你可能提出，某些人之所以会如此，可能是受到了儿童时期的经历或者同伴的影响。这就大大缩小了研究的范围。但这种看似普通的议题意味着需要大量压缩相关材料。提出的假设和问题越具体，研究的范围就越小，也就越具有可行性。

当然，“案例”分析单位也可以是某一事件（event）或实体（entity）。已有案例研究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包括小团体、社区、决策、方案、组织变化和一些具体事件。费津等人（Feagin et al，1991）出版的著作中记载了几个有关社会学和政治学案例研究的经典案例。

请注意，就“案例”的起点或终点来说，这几类案例中没有一个是很容易就能分得清楚的。例如，某一特定项目的案例研究可能表现为：①项目界定的变式，由于研究者的视角不同而产生的结果；②项目的要素，它在正式对项目进行定义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这种对项目进行任何形式的个案分析，都会遇到界定分析单位的问题。相似的，也许你首先将一个区域，比如一个“城市”，作为你的案例。但是，实际上你的研究问题和资料收集可能仅限于这个城市的旅游业、城市政策或城市政府。如果将地理范畴上的城市和城市人口界定为分析单位，研究的问题和资料收集方法也会不同。

一般的指导原则是，你对分析单位（或者个案）的尝试性界定是与你对所要研究问题的界定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假设你要研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很多年前彼得·朱可尔（Peter Drucker，1986）曾写过一篇极具煽动性的关于世界经济基本态势演变的论文（但不是案例研究），声称在货物与服务的流动之外，还存在着独立的、重要的“资本运动”。如果你对这一主题的案例研究感兴趣，朱可尔的作品只是一个开端。你仍需要确定感兴趣的研究问题，每个问题都指向一个不同的分析单元（个案）。根据你的问题，恰当的个案可以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也可以是世界经济市场中的某一产业，可以是某一产业政策，也可以是某两国之间的货物或资本流动。每个分析单位及其相关问题、假设，都要求采取不同的案例研究方法，有其单独的设计和资料收集方法。

如果你的研究问题使你无法确定何种分析单位优于其他分析单位，那就表明你要研究的问题要么太过模糊，要么数量太多——这必然会给你的研究增添麻烦。但是，如果你已经决定采取某种分析单位，那你也不要从此一成不变。随着资料收集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发现，你的分析单位应该接受不间断的修订（参见本书中及本章后面部分中有关灵活性的讨论及建议）。

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单位已经被前人所明确界定，但当前的研究却需要对之重新进行界定。最常见的情况是，研究者常把研究社区的案例研究与研究小群体的案例研究弄混淆（或者举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很容易把新技术与技术小组的工作混淆，见文本框6A）。街区这样的地理区域与族群转变、人类进步及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可能明显不同于群体与族群转变、人类进步及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例如，《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作者怀特（Whyte），1943/1993）；又见本书第1章文本框2A）和《泰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作者列勃（Liebow），1967；又见本章文本框9）都常常被误认为是关于都市地区街头社会的案例研究，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关于小群体的案例研究（请注意，尽管书中所研究的小群体都生活在有清晰街坊关系的小区域中，但这两本书都没有描述街区的地理状貌）。相反，文本框6B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充分展示出在世界贸易领域，如何对分析单位进行更为明确、细致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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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分析单位



6A．什么是分析单位？



特雷西·基德（Tracy Kidder）在1981年出版的《新机器的灵魂》（The Soul of a New Machine
 ）曾获得普利策奖。这本畅销书叙述了美国通用数据公司为与数字设备公司竞争而研制一种小型计算机的故事。



这本通俗易懂的书描述了通用数据公司的技术人员设计、研发新计算机的过程，故事以计算机的初步构思开始，终止于技术小组放弃对计算机的控制，转交于通用数据公司的营销团队。



这本书堪称一个优秀的案例研究。但是，本书也触及了案例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即界定分析单位。研究的“个案”是小型计算机呢，还是关于小团体——工程技术小组——的变动？问题的答案非常关键，如果我们要在一个更为泛的科学领域中理解案例研究，即案例研究能否推广到技术创新领域和群体演变领域。因为本书并非学术著作，没有必要，也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






6B．更清楚地界定分析单位



艾拉·玛格津纳尔和马克·帕丁金（Ira Magaziner，Mark Patinkins）1989年出版的《无声的战争：塑造美国未来的全球商战》（The Silent War：Inside the Global Business Battles Shaping America's Future
 ）一书中收录了九个案例研究，每个案例都能帮助读者理解国际经济竞争的真实状况。



书中的两个案例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实际上有不同的主要分析单位。关于韩国三星企业的案例，研究的是能够让企业更具竞争性的关键政策，而理解韩国的经济发展仅仅是研究背景的一部分。案例中还包含有一个嵌入性分析单位——用三星研发微波炉的过程作为说明性的例子。另一个案例是关于新加坡和那些使其更具竞争力的重要政策。在国家案例中嵌入的分析单位是新加坡苹果计算机工厂的发展，实际上是用来说明新加坡的政策是如何影响外国投资的。




为减少在界定分析单位或“个案”时可能出现的混淆和模糊不清，本书建议研究者与同僚讨论相关案例，尽力向他解释你想回答什么问题、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一特定个案或这一组个案来回答这些问题。这可以帮助你避免错误地界定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

一旦完成了对将要研究的个案的总体界定，对分析单位进行更细致、更明确的界定——有时称作“划定案例边界（bounding the case）”——就显得非常必要。例如，假定分析单位是一个小群体，那么，就一定要明确区分小群体之内的人（案例研究的直接主题）与小群体之外的人员（案例研究的背景）。同样，假如要研究的对象是某一特定地理区域的服务，那你就要决定要研究的是哪些服务。还有，无论研究哪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明确界定研究对象的时间界限，确定研究始于什么时间点，结束于什么时间点（例如，作为案例的对象，研究涵盖其全部的生活周期，还是部分周期？）。所有关于分析单位的问题，都需要提前考虑并做出回答，这样有助于你确定资料收集的范围，特别是能将与研究主题有关的资料（“现象”）与案例之外的资料（“背景”）区分开来。



练习2.1　确定案例研究的边界



选择一个你想采用的案例研究的主题，确定研究中必须回答的几个问题或要验证的假设。这些问题或假设是否确定了案例研究的边界？收集资料、证据需要多少时间？能否确定相关的组织结构和地理区域？将收集何种类型的证据？分析过程中哪些问题享有优先权？




接下来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界定你的案例时，重要的细微问题也需要确定其空间上、时间上或其他具体方面的界限。理想的案例应当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现象，有其具体表现形式，而不是诸如话题、论点或假设之类的抽象概念。这些抽象概念在运用其他研究方法的研究中（不只案例研究），可以作为起点。为了采用案例研究法而不引起争议，需要做进一步的努力：你需要界定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案例”来表现这个抽象概念。（有关具体的和不具体的案例研究主题，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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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案例研究个案示例


来源：Clip Art ⓒ Jupiter Images.




连接资料与假设


第四个要素在案例研究中把握得越来越好。这也意味着马上进入案例研究的资料分析阶段。第5章详细介绍了资料分析的步骤以及各种分析技巧和选择方法。但是，在案例研究的设计阶段，你需要注意选择主要资料，并确定所选择的资料是否适合你的案例研究。只有这样，你的研究设计才能为后面的材料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练习2.2　界定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与“个案”）



观察图2.1，讨论图中的每个话题，它们代表一种不同的分析单位。找到一个已经发表的案例研究，该研究至少涵盖图中的一个话题。理解每一个话题的分析单元以及如何选择不同个案进行研究。你认为具体的分析单位是否比抽象的分析单位更易于界定？为什么？




第5章中介绍的所有分析技巧——模式匹配、形成解释、时序分析、逻辑模型和跨案例综合——都是连接资料与假设（linking data to proposition）的方法。真正的分析需要你合并、计算你的案例研究资料，将其作为初始研究假设的直接反映。例如，如果知道你的研究假设全部或部分地涵盖了一个时间序列，这意味着你可能最终要运用某种时序分析。在研究设计阶段，如果你已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可能性，那就要确保你编制的资料收集计划中有适当的时间标记。

注意，如果你在实证研究方面并无太多经验，你可能很难找到最有效的分析技巧，或很难预测所需资料并将分析工具用到极致。即使有经验的研究者也常会记录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频率：①收集了太多资料，却在后期分析中毫无用途；②收集资料太少，以至于无法运用理想的分析工具。有时候，后一种情况甚至会使研究者退回到资料收集阶段（如果可以的话），去补充原始资料。你越能够克服这两个问题，你的案例研究就做得越好。


解释案例研究的标准


许多研究中，当分析材料是否相关时，常会对第五个要素展开讨论。统计分析为研究结果的这种阐释，提供了明确的标准。例如，按照惯例，量化研究认为p值小于0.05表明可观测的差别在“统计学意义上为显著水平”，并据此推论出更重要的结果。然而，许多案例研究的分析并不依赖于数据的使用，因此需要确定其他的解释标准。

案例研究另一种重要的策略是，找到与你的研究发现相对立的竞争性解释。对竞争性解释的阐述是解释你的研究发现的一个标准：解决、拒绝的竞争性解释越多，你的研究发现越重要。这里要再次提到第5章。第5章就介绍了这种策略，以及如何全面地展开这种策略。研究设计阶段遇到的一个挑战是，你要预测并列举出重要的竞争性解释，这样你才能在收集资料时，把竞争性解释的相关信息也收集起来。如果收集完资料，你才想到竞争性解释，那它只是用作你将来的研究，而不能帮助你完成当前的研究。因此，详细说明重要的竞争性解释，是案例研究设计阶段的任务之一。


小结


研究设计应该包括五个要素。前三个要素，即界定研究问题、研究假设和分析单位，将指导你的研究设计如何确定要收集的材料。最后两个要素，即连接资料与假设的逻辑、解释研究结果的标准，将会引导研究设计进入分析阶段，告诉你收集完资料之后该怎么做。

研究设计中理论或理论假设的作用

完成涵盖上述五个要素的工作，将有效地迫使你初步形成、提出与你要研究对象有关的理论或理论假设。在收集任何资料之前建构理论假设，是案例研究与其他方法，如民族志方法（Lincoln & Guba，1985；Van Maanen，1998）和扎根理论（Corbin & Strauss，2007）的不同点之一。一般来说，采用这些相关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之前，可能会避开特定的理论假设（这些方法也不需应对定义“个案”的挑战）。结果，学生们以为这些方法与案例研究可以互换，错误地认为既然采取了案例研究法，他们就可以迅速进行田野调查（例如，急于尽快地制订田野调查方案）。没有哪种建议能比这种建议更易于误导学生了。在其他的考虑之外，相关的田野调查取决于对研究对象——或者说是有关研究对象理论——的理解。


理论建构


对于案例研究法来说，在研究设计阶段进行理论建构是极为重要的。所需理论可以简单明了。例如，用案例研究法来研究一种新的管理信息系统（MIS）的实施情况，那么理论陈述可以直截了当如下：


本研究将展示，为什么只有在组织能够进行自我重构而非仅仅把新信息管理系统强加于旧组织结构之上时，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才可以获得成功。（Markus，1983）


这一陈述表明了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管理信息系统的成功实施需要以组织的重构为前提。

就同一案例来说，另一种有可能形成的理论陈述如下：


本研究也将展示，为什么仅仅撤换关键领导并不足以导致管理信息系统的成功实施。（Markus，1983）


第二个陈述提出了一个对立统一的理论，即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部分人员对变化的抵抗，而成功实施管理信息系统的唯一前提，是撤换这些人。

可以看到，这两种理论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它们都涵盖了问题、假设、分析单位、连接资料与假设的逻辑以及解释结果的标准——研究设计所必需的五个要素。就这一意义来说，完整的研究设计应该包括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

研究设计中的理论绝不应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中的形式主义，也绝对没人要求你必须是一个理论大师。相反，建构理论的目的，仅仅是为你的研究提供一个详细完整的蓝图。这里所说的理论假设，用萨顿和斯道（Sutton & Staw，1995）的话说，就是“关于行为、事件、结构和思想为什么会发生的假设”（第378页）。理论假设可以呈现一系列关键问题，包括研究文献以及诸如区分不同类型教学风格或组织研究中搭档安排等实际问题。这种研究假设能够使研究设计更加完整周密，为你决定应该收集哪些资料、采用何种方法分析资料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正因为如此，在收集资料之前进行理论建构是案例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鲍尔·罗森鲍姆（Paul Rosenbaum）指出，一般情况下，对于所有非实验研究而言，理论越精细，意味着研究发现越可以用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Rosenbaum，2002，第5—6页和第277—279页）。理论建构使得研究设计更有说服力，也使你能较有深度地解释最终的资料。

然而，建构理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花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Eisenhardt，1989）。对有些领域来说，现有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为你的案例研究提供一个相当丰富的理论框架。譬如，假设你准备研究国际经济的发展，彼得·杜克尔（Peter Drucker）1986年撰写的《变化的世界经济》（The Changed World Economy）一书，提出了很多类型的理论假设，可为你提供许多启迪。杜克尔声称，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初级产品（原材料）经济与工业经济已经完全分离，低人力成本与制造业的产品正在经历类似的分离过程，金融市场与货物、服务的分离也正在进行。要验证这些假设，需要进行不同的分析研究，有些人侧重于研究世界经济的解构，另一些人偏重于研究特定的产业，还有一些人则重在解释某些特定国家的贫困化。不同的研究内容必然导致分析单位的不同。杜克尔的理论框架不但可以为你的研究设计提供指导，甚至还可以帮助你收集相关资料。

在有些情况下，研究所要建构的理论会是描述性的（第1章文本框2A可以被看成另一个例子）。此时你应该侧重于考虑如下三个问题：①进行描述的目的；②对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描述的真实与完整程度；③能够被描述且具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仔细考虑这些问题，并分析回答上述问题所要遵循的原则，将有助于你在进行研究设计时建构出合适的理论基础。

对于另一些研究课题，现有的知识基础可能显得不足，可供获取的研究文献无法给你提供合适的理论框架，你也无法形成完美的理论假设。这些知识基础不会直接有助于形成合理的理论陈述，并且任何新的实证研究都可能被赋予“探索性”研究的色彩。所以，如同文本框5所述，即使探索性案例研究也要提出如下陈述：①探索什么？②探索的目的是什么？③判断探索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总的来说，你想要研习那些成功的案例，以求更深刻地理解如何将理论运用到案例研究中。例如殷（Yin，2012，第3章）通过讨论五个真实的研究案例，展示了如何将理论运用到探索性、描述性和解释性案例研究中。


理论的几个示范性类型


一般来说，要克服建构理论的困难，你要提前做好充分准备，检索前人完成的与你的研究有关的文献（见H.M. Cooper，1984），与教师或同僚讨论你的研究课题与设想，给自己提出挑战性的问题，例如你要研究什么，为什么你要进行这个研究，你想从研究结果学到什么东西等问题。

为更进一步做好研究设计，你应该了解与你研究相关的完整理论。例如，前述管理信息系统的案例中，提到了管理信息系统“实施（implementation）”理论。这仅仅是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类型之一，其他常被用到的理论包括如下几类：


●个人理论——例如，个人发展理论、认知行为理论、个性理论、学习和障碍理论、个人感知理论、人际互动理论等；



●群体理论——例如，家庭功能理论、非正式群体理论、团队协作理论、上下级关系理论、人际关系网络理论等；



●组织机构理论——例如，层级理论、组织结构功能理论、组织激励理论、组织间协作理论等；



●社会理论——例如，城市发展理论、国际行为和国际关系理论、文化传统理论、科技发展理论、市场功能理论等。


有些案例也可能会同时用到几种理论。例如，决策理论（Carroll & Johnson，1992）就涉及个体、组织、社会团体等。再比如，对联邦、州或者地方公共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是常见的案例研究主题。在这种情况下，建构有关公共政策应该如何运作的理论是研究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克曼（Bichman，1987）提示，这种情况下需区分有关政策的理论（例如，如何使教育政策更加有效）与有关政策实施的理论（例如，如何制定有效的教育政策）。有时政策制定者想要了解实质性的内容（例如，描述出一个高效的教育方案），但研究者却提供管理方面内容（例如，雇用能干的领导）。如果能在实质性理论方面给予更多的注意，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现象可能得以避免。


案例研究归纳中理论的作用


理论或理论假设不仅有助于你设计案例研究，还有利于你归纳、概括个案研究的结果。本书将理论的这种作用称为“分析性归纳（analytic generalization）”，并将其与实证研究结果归纳的另一种方法——“统计性归纳（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进行对比。理解两种归纳方法的区别，将是你进行案例研究时最大的挑战。

让我们先讨论一种常常提到的归纳方法——统计性归纳，尽管它与案例研究的关系最不密切。在统计性归纳中，研究者通过收集样本的各种实证资料，然后推导出总体的某种属性。如图2.2所示，这种归纳被称为“第一层次推导”（Level One Inference）。
[1]

 这种归纳方法常用于调查（Fowler，1988；Lavrakas，1987）或档案资料分析，如研究房地产和就业趋势。又如，政治民意调查中，对结论的归纳要突破样本的限制，并将结论推广至更大范围的群体。此外，研究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质性研究的步骤，判断这种推断的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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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推导：两种层次的推导


资料来源：COSMOS公司。



在案例研究中，把统计性归纳当作案例研究的归纳方法，是致命性的错误。这是因为，你所选取的个案并不是“抽样单位”（sampling units），数量太小，不足以代表较大的群体。

与将案例看作样本这一想法相反，你应该将其视为揭示一些理论概念或原则的机会，就像实验调查者构思并实施新实验的动机一样。
[2]

 从这种意义上讲，案例研究和实验都有突破某一案例或实验的欲望。两种研究在归纳研究发现或经验——即分析归纳时，都力求突破某一具体案例或实验情境的限制（见辅导材料2-1）。例如，研究发现可能将“工作假说（working hypothesis）”（Cronbach，1975）这一形式用于重新解释其他具体情境现有研究的结论（即其他案例或实验），或者用于定义关注其他具体情境的新研究（即新的案例或实验）。需要注意的是，分析性归纳的目的仍然是对其他的具体情境案例进行归纳，而不仅仅是抽象理论构建。研究者还需注意的是，某一案例研究的结论、原则或经验也有可能适用于多种情形，不只局限于原始案例所代表的“类似案例”（likecases）中严格界定的假定群体。

你在最初设计案例研究中所用的理论或理论假设，经研究发现证实，可以为分析归纳奠定基础。或者，可以单从案例研究发现中得出新的结论。换句话说，分析性归纳可以基于：①佐证、修改、拒绝或其他推演设计案例研究的理论概念；②完成案例研究后产生的新概念。重要的是，你的归纳，无论是从所设置的案例环境中发现的，还是在案例研究的结论中得出的，都必须高于具体案例（实验）的理论水平，即图2.2中的第二层次推导。

下面几个重要的案例研究示例将说明如何将案例研究的发现用于新情境。首先，请思考本书最初的三个案例研究（第1章中的文本框1、2A和2B）是如何归纳结论的：

●文本框1：在古巴导弹危机案例中，艾莉森
 （Allison，1971）将其案例中的三个理论模型与其他许多情形相联系，并置于其他国家间的冲突之上，例如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和北越之间的对抗（第
 258页）。后来的版本
 （Allison & Zelikow，1999）讨论这些模型与“重新思考今日美国受到的核威胁”（第
 397页）以及推断海外势力行为动机对美国的挑战之间的相关性。


●文本框2A：怀特
 （Whyte，1943/1993）的研究因揭示个体表现与团体结构之间的关系而出名，并用保龄球比赛强化。在保龄球比赛中，他直接体会到团体结构对他表现的影响（“就像比我要大的某种事物控制着球”，第
 319页），他观察队员如何得分，模仿他们在团队的位置。后来怀特用他的评论对研究发现进行归纳，“我那时（现在依然）相信这种关系在任何地方的其他团体活动中都可以观察到”（第
 319页）。


●文本框2B：诺伊施塔特和芬伯格
 （Neustadt & Fineberg，1983）提供了另一种样式，声称没有归纳，只有在公共政策课程教学中，通过对案例研究有用性的深度讨论才可以进行总结（第
 231—
 250页）。


其次，文本框7中还有四个例子。虽然这些例子都展示了如何将单个案研究的结论归纳到其他各种情况，第四个案例研究有一个独特之处：它展示了如何将一个完整的案例研究作为一篇期刊论文发表（前三个例子类似于一本书的长度）。

无论你的案例研究中有一个还是多个案例，都可以参照后面的单案例或多案例研究使用分析性归纳法。此外，本章后面关于“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讨论，也将深入阐述分析性归纳。在这里强调的是，你在从事案例研究时，必须使用分析性归纳，避免出现类似“案例样本”或“案例样本量小”等说法，坚决不能将单个案或多个案等同于实地调查中的对象。换句话说，在进行案例研究时，你应采取图2.2中所示的“第二层推导”。

同样，即使将你的案例称为“目的性取样（purposive sample）”也会导致类似的概念或术语问题。或许你想用该词的部分“目的”是说明你选择的个案能够证明你的研究假设。但是，使用“取样”这一术语仍会误导他人，使其以为这个个案是大量类似个案中的一个，再次与分析归纳混淆。最理想的方式是不提任何取样方式（目的性或其他）。（单个案或多个案研究中，选择案例的最佳标准和用语将在本章后面“案例设计”部分讲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案例研究直接平行于实验研究：很少有人将一个新实验设计为大量类似实验的（任何一种）样本，也很少有人会认为从单个实验中归纳结论的主要方式是推导到大量的类似实验上。



文本框7



单个案研究归纳：另外4个例子



7A.“错误”的社会学



1986年，航天飞机“挑战者号”这一悲剧，在电视重播飞船最后几秒中生动再现，无疑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事故的原因成为总统委员会和戴安·沃恩（Diane Vaughan，1996）研究的主题。沃恩的具体研究中讨论组织（NASA）的社会结构如何逐步退化，产生可接受的日常行为。



总统委员会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层管理者的个人错误，与沃恩的解释明显不同。用沃恩的话讲，她的研究“阐明了错误的社会学”（第xiv页）——这些错误是系统的、有社会组织的，并渗入专业、组织、文化和结构的本质（第415页）。她认为，制度化生产压力（源于组织环境）导致琐碎、未经确认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决策（p.xiv），从而使事故转化为可接受的行为。她最后的结论将归纳应用于其他各种情形。例如，她引用研究证明科学家的全球视野导致研究失真、亲密关系破裂、特定科技系统不可避免的事故。



7B．社会阶级理论的起源



第二个例子以美国的一个小城市——扬基城（Yankee City）——的个案研究为基础，是关于揭示和标识社会阶层结构的（Warner & Lunt，1941）。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案例研究，对社会分层理论以及理解“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的区别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年来，对这些概念差异的理解分析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种情形（不仅仅限于其他小城市）。



7C．对城镇规划的促进



第三个例子是简·雅各布（Jane Jacobs）的经典之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es）。这本书大部分基于一个个案——纽约——的历程，各章节介绍了如何根据纽约的经历构建城市规划的理论原则，比如人行道和社区公园的作用、混合主要用途的必要性、对小街区的需求以及建立和拆除贫民窟的步骤等。



雅各布的书在规划领域引起了激烈争论，并有研究者在其他地方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她在不同层面上提出的颇具启发意义的说法，确定其原则在其他具体情境的适用性。如此一来，她的书在城镇规划领域仍发挥重要作用。



7D.“被宠坏”的国家认同政府管理理论



第四个例子创造性地将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著名社会理论——个人耻辱管理（management of stigma by individual people）——应用于组织机构（Rivera，2008）。克罗地亚的一个田野案例研究分析了南斯拉夫战争后的分裂如何将一个国家的旅游胜地形象摧毁，之后这个国家如何利用印象管理策略成功地复兴旅游业。因而，克罗地亚展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声誉管理行动案例”（第618页）。作者建议将她改进的理论模型作为“其他经历过声誉损害事件国家和组织的一个启动点，促进其对共和国代表两难境地的理解”（第615页）。如此看来，案例研究为分析归纳提供了另外一种例证。





小结


本部分已经阐明，一个完整的案例研究设计，尽管包括前述五个要素，但仍必须受助于理论假设的建构。优秀的研究者应该进行，并充分利用理论构建，无论面对的案例研究是解释性的、描述性的，还是探索性的。在案例研究中，理论和理论假设能为制订合适的研究设计和收集所需要的研究资料提供巨大的帮助。而且相同的理论取向，也有助于你对案例研究结果进行归纳分析。

研究设计质量的判定标准

正因为研究设计必须表现为一整套符合逻辑的陈述，所以你能够通过一定的符合逻辑的检验过程，来判别某一研究设计的质量。前人提出的与这种检验有关的概念包括可靠性（trustworthiness）、可信度（credibility）、可确定性（confirmability）以及资料可靠性（data dependability）（GAO，1990）。

在评定实证社会研究的质量时，常常要用到四种检验。由于案例研究是实证社会研究的一种，所以这四种检验同样也适用于案例研究。本书一个重要创新之处在于找出了对案例研究进行这四种检验时所要采取的策略。表2.1列出了这四种常用的检验方法、每类检验所要采取的策略及其所处的研究阶段（在本书以后的相关章节中，将对每种策略进行详细的阐述）。



表2.1　适用于四种检验的各种研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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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四种检验常常被用于所有的社会科学方法中，因此许多著作已经对它们进行过详细的阐述（Kidder & Judd，1986，第26—29页）。这些检验也可以作为战略管理领域中评价大量案例研究的框架（Gibbert，Ruigork & Wicki，2008）。这四种检验是：

●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对所要研究的概念形成一套正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且成体系的研究指标；


●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仅用于解释性或因果性案例研究，不能用于描述性、探索性案例研究）：从各种纷乱的假象中找出因果联系，即证明某一特定的条件将引起另一特定的结果；


●外在效度（Validity）：建立一个范畴，把研究结果归纳于该类项下；


●信度（Reliability）：表明案例研究的每一步骤，例如资料收集过程，都具有可重复性，并且如果重复这一研究，就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上面每个概念都需要关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从事案例研究的学者，不仅需在研究的最初阶段关注上述概念，而且需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都小心处理上述问题。就这一意义来看，“研究设计工作”实际上要远远超越最初的计划阶段。


建构效度


案例研究中的建构效度检验尤其具有争议性。那些对案例研究持批判态度的人常常称，案例研究者没能研发出一套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因此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常常出现个人“主观”的判断——倾向于研究者的先入之见（Flyvberg，2006；Ruddin，2006）。
[3]

 下面就以“社区变化”——常见的案例研究话题为例来说明（如Bradshaw，1999；Keating & Krumholz，1999）。

多年来，人们对都市中的社区如何变化感到困惑不解，曾有许多学者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考察社区的各种变化，并解释其结果。然而，由于没有人能够事先明确告知何种重大事件构成所谓的“变化”，读者就无法辨别某个案例研究中所记载的“重大”事件到底是能够反映社区演变的“真正”的、公认的关键事件，还是仅仅基于研究者个人看法的琐碎小事。

社区演变确实涵盖相当广泛的现象：种族冲突、房屋破败并被废弃、社区服务方式的变化、社区经济体制的转变，或者中产阶级移民的到来使社区得以再次振兴等等。人口普查或者较大区域对是否需要聚合社区也会有不同的选择（Hipp，2007）。

要通过建构效度检验，研究者必须完成两个步骤：

1．以一些具体的概念来界定“社区变化”（并将这些概念与研究的初始目的联系起来）；

2．找到与这些概念相匹配的操作性措施（最好引用已为概念配好操作措施的已发表的研究成果）。

例如，假设你对社区变化的研究以社区犯罪趋势为焦点，这仅仅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你必须选择一项具体的措施作为衡量犯罪率的指标，如警察局的犯罪记录（这恰好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罪案公布署所用的标准措施）。以往文献将表明，这种措施存在必然的缺陷，如果大量的犯罪被隐瞒，或者未被警察记录在案，那么你就需要论述这种缺陷如何不会对你的社区犯罪率和社区变化研究造成偏差。

如表2.1所示，有三种措施可以提高案例研究的建构效度。第一个措施是采用多种证据来源，并对各种证据进行相互交叉印证。这一措施适用于资料收集阶段（见第4章）。第二个措施是形成证据链，它也适用于资料收集阶段（也见第4章）。第三个措施，是让主要的证据提供者对案例研究报告草案进行检查，核对证据的真实性（在第6章中详细阐述了检查的详细过程）。


内在效度


在实验和准实验领域，内在效度检验已经受到极大程度的关注（见Campbell & Stanley，1966；Cook & Campbell，1979）。无数可能引起错误结果，降低内在效度的因素都已经被确认。由于很多教材已经充分论述过这一问题，本书在此不再赘述，仅指出两点值得注意的事项。

首先，内在效度主要与因果性（或解释性）案例研究有关。因果性案例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事件X是否会，以及为什么会导致事件Y。如果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事件Z导致了事件Y，但研究者错误地得出是事件X导致了事件Y的结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位学者的研究设计在内在效度方面存在问题。请注意，内在效度检验并不能适用于描述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无论是采用案例研究法，还是通过统计调查法或者实验法），因为这两类研究并不要求解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案例研究的内在效度检验可以扩展到推导过程这一更广泛的问题上。从根本上说，在进行案例研究时，只要无法直接观察某一事件，就需要进行一次推导。研究者将根据访谈、文件档案等，“推论”出先前发生的某一事件导致了某一特定的结果。这种推导正确吗？研究者是否考虑到了与之相对的竞争性解释或可能性？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一结论吗？论证过程是否无懈可击？只有事前预计到并回答了这些问题的研究设计，才能保证推导、论证过程严密，具有内在效度。

然而，在案例研究中，达到这一效果的具体方法却难以确认。如表2.1所示的四种分析方法。鉴于这些方法在案例研究的分析阶段才会应用，第5章中将详细讨论。这些方法包括模式匹配、构建解释、提出竞争性解释、使用逻辑模型。


外在效度


第三个检验就是要搞清楚某一案例研究，无论使用的是何种研究方法（如实验、统计调查或案例研究），其成果是否具有可归纳性，即是否可以归纳成为理论，并推广到其他案例研究中。案例研究中，这一问题直接与前面的分析性归纳和图2.2中的第二层推导相关。参照统计性归纳，或者与任何一种抽样类比，都会产生误导。

解决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观察案例研究中原始问题的形式。问题形式可以帮助确认或提示最佳归纳方法，即努力达到外在效度。

回顾前面，当你决定进行案例研究时，开始提出的是“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例如，许多描述性案例研究需要描述一个情境“怎么样”，而许多解释性案例研究要回答“为什么”出现某一情境。但是，如果某一案例研究不存在的特别明显的“怎么样”和“为什么”之类问题——譬如一个仅需要记录某一社区、城市或国家社会趋势或者某一组织就业趋势的调查（一般主要提出“是什么”这一问题），在进行分析归纳时可能会有些棘手。要想避免这一麻烦，在研究设计部分加入“怎么样”和“为什么”类型问题（以及收集其他资料）大有裨益。（或者，在上述例子中，如果调查者的研究兴趣完全在于记录社会趋势，采用其他研究方法可能会更好地实现研究目标。）

如此看来，初始研究问题的形式直接影响争取外在效度时采用的策略。这些研究问题最迟也应在案例研究的设计阶段确定好。就像前面表2.1所示，通过识别恰当的理论或理论假设，设计阶段是为论证研究的外在效度奠定基础的最佳时机。


信度


信度检验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信度检验的目的是确保达成如下情况：如果后来的研究者完全按照先前研究者所叙述的步骤，再次进行相同的案例研究，将能得出同样的结果，总结出同样的结论。（请注意，信度检验的侧重点，在于做同样的研究，而不是在另一案例研究中“复制”某一研究的成果。）信度检验的目标是降低、减少研究中的错误和偏见。

其他研究者能够重复进行先前某案例研究的一个前提，是详细记录先前研究的每一个步骤、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记录，你甚至无法重复自己曾经做过的工作（这是进行信度检验的另一方法）。在过去，人们对案例研究程序的记录并不全面，导致外人对于案例研究的信度产生怀疑
[4]

 。表2.1提供了克服这一缺点的两种具体做法——使用案例研究草案解决记录问题（在第3章中讨论），以及建立案例研究资料库（在第4章中讨论）。

提高信度的一般方法，是尽可能详细地记录研究的每一个步骤，就如同有人在你背后监督着你的一举一动一样进行研究。通过记录研究过程，研究者时刻提醒自己，任何资料都要能经得起审核。就这一意义来说，审核者也是在进行信度检验，并且，如果遵循同样的程序，一定会获得同样的结果。因此，对案例研究的建议就是，细心记下每一个步骤，给后来者提供详细的信息，使之能够重复这一研究，并得到同样的结果。


小结


用以判断案例研究设计质量的指标有四个。在进行研究设计和执行研究方案的过程中，你可以采用各种各样方法来提高这四个指标。这些方法并不都处于研究的同一阶段，有些方法出现于资料收集阶段，有些出现于证据分析阶段，另外一些处于起草研究报告阶段。本书将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中详细分析这些方法。



练习2.3　界定判断研究设计质量的标准



对判断研究设计质量的四个标准进行界定：①建构效度；②内在效度；③外在效度；④信度。设计一个案例研究，并分别举例说明这四类判断研究方案质量的标准。




案例研究设计

在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中常会见到正式的研究设计，虽然传统的案例研究一般没有正式设计，但你仍然可以成功地实施一个新的案例研究。潜在的案例研究设计可以提升你的研究质量，也会使研究更加简单易行。因此，你会发现本部分的提示对你的研究很有帮助。在图2.3的2×2模型的基础上，本部分将讨论四种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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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案例研究设计的基本类型（截图）


来源：COSMOS公司



首先，矩阵显示每种研究设计都包括个案及其所处的情境条件，个案与情境之间的虚线表示两者之间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显。其次，矩阵显示，虽然有单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的区别，并且反映不同的设计情境，但它们都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分析单位，结果就形成四种案例研究设计：（类型1）单案例（整体性）研究设计（single-case（holistic）design）、（类型2）单案例（嵌入性）研究设计（single-case（embedded）design）、（类型3）多案例（整体性）研究设计（multiple-case（holistic）design）、（类型4）多案例（嵌入性）研究设计（multiple-case（embedded）design）。这四种研究设计的理论基础如下。


潜在的单案例研究设计是什么（类型1和类型2）？



单案例研究设计的五种适用范围


案例研究设计主要分为两类：单案例研究设计和多案例研究设计。这就意味着在收集资料之前就要作出决定，选择采用一个案例还是采用多个案例来说明要研究的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单案例研究设计比较合适，下面就给出单案例研究设计的五种基本适用范围——批判性的（critical）、不寻常的（unusual）、典型性的（common）、启示性（revelatory）或者纵向的（longitudinal）个案。如前所述，单个案研究就好像是单个实验，适合进行单个实验的许多情境都同样适用于单案例研究。

此外，所选择的个案应该与你感兴趣的理论或理论假设相关。这些理论或理论假设涵盖了五种情境的实际背景。因此，单案例研究的第一个适用范围中——选择一个批判性的（critical）个案——理论或理论假设非常重要（再次提醒，类似于临界试验）。这些理论确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情境，并且在这些情境中研究的理论假设被认为是正确的。然后用单案例研究来判断这个假设是否真的正确，或者是否有比这个理论更恰当的解释。就像格瑞汉姆·亚里森（1971年）将三个理论与古巴导弹危机进行比较一样（见第1章文本框2），通过对这些理论进行验证、批判或者扩展，单案例研究也可以促进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单案例研究甚至有助于重新定位某一学科领域未来的研究重心（见文本框8中组织创新领域的例子）。

其他文本框选择单案例研究的第二种依据是个案可以呈现某一极端案例或独一无二的（extreme）案例，这个案例与理论规范或日常事件相背离。这种情形常常出现在临床心理学中。临床心理学中常常出现某种极不常见的损伤或心理失调症状，由于其极为少见，所以值得进行记录和分析。临床研究中，一种常用的研究策略要求对这些不寻常的病例进行研究，因为研究发现可能揭示病情的一般过程。这种情况下，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于一大群患者而非局限于单个患者的原始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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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批判性的单个案研究案例



选择单案例研究设计而非多案例研究的一个原因是，利用单案例研究可以对一个广为接受的理论进行批驳。1971年，克罗斯（Gross）、贝尔斯顿（Berstein）和贾昆塔（Giacquinta）在他们的著作《组织创新的实施》（Implementing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s
 ）一书中利用这种研究设计对一所学校进行了案例研究（见文本框20B）。



作者挑选这所学校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所学校曾有过创新的成功先例，因而不能被认为存在“创新的障碍”。根据此前风行的理论，“创新的障碍”是导致创新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克罗斯等人（1971）通过案例研究证明：这所学校也出现了创新失败，但失败的原因并不能归结于任何“创新的障碍”；实施过程似乎是导致创新失败的主因。



尽管本书仅仅包含一个案例，但这本书确实成为创新理论的分水岭。在克罗斯的研究之前，学者们研究创新理论时精力主要放在认定“创新的障碍”上；在这本著作出现后，不论是对学校还是其他类型组织，学者们有关创新理论的研究重心由“创新的障碍”转为“实施创新的步骤”上。




与第二种用途相反，单个案研究的第三种用途是用于具有典型性、代表性（common）的案例。在此，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某一日常事件出现的环境和条件——因为该事件反映的社会进程经验可能与某种理论意义相关。如此来说，要了解非正式商业活动所创造的潜在社会收益，街道场景和人行道上的小商贩就可以成为研究环境（如Duneier，1999）；通过研究小企业，可以了解创新和创新过程（如Yin，2012，第9章）；通过研究单个低收入城市社区的社会和体制结构，可以了解贫困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如Small，2004）。

单个案研究的第四种用途是研究启示性（revelatory）案例。当研究者有机会去观察和分析先前无法研究的科学现象时，适宜采用单案例研究设计。第1章中文本框2A中怀特的《街角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菲利普·布儒瓦（Philippe Bourgois，2003）对西班牙哈林（Harlem）——纽约的一个社区——分解和毒品交易市场的研究。作者获得了24个街道交易人员及其家庭的信任，并与他们建立了长期友谊，从而揭示了截至当时少有人研究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例子，是艾略特·列堡（Elliot Liebow，1967）有关失业汉的著名个案研究——《泰莉角》（Tally's Coner，
 见文本框9）。当研究者有类似的机会可以揭示先前社会科学家难以研究的常见现象时，单个案的启示性性质证实了单案例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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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启示性的单案例研究案例



还有一种情况，研究者会舍弃多案例，而选择单案例研究设计，即研究者能够进入以前无法进入的情境中，进行实证研究。这样的案例很值得研究，因为单是描述性资料也将具有启迪作用。



艾略特·列堡（Elliot Liebow）1967年有关失业汉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巨著《泰莉角》，就是这样一本著作。这本书描述了一群生活在一个贫困、居于市中心社区的非裔美国人。通过与这些失业汉交朋友，作者得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谋生手段，尤其是他们对于失业和挫折的感受。虽然失业现象在美国许多城市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一单案例研究展示了如何进行这类社会研究，并启迪其他学者进行更多的探索，最终引起国家政策的改变。




单个案研究的第五种适用范围是纵向（longitudinal）案例：对于两个或多个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案例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将能揭示所要研究的案例是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设定理想的时间间隔，将有助于反映出待研究案例在各个阶段的变化情况。这些时间间隔可能是预精准（pre-specified）时间，例如按照“之前”或“之后”的逻辑，提前或延后某一关键变化。另外，这些变化可能不是按照具体的时间间隔，而是按照发展历程，呈现为一段较长时间的变化趋势。在其他情况下，同一个案例可以是两个连续性案例研究的主题，例如《中镇》（Middletown
 ）（Lynd，1929）和《变化中的中镇》（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Lynd，1937）。无论关注的时间间隔或时间段是什么，所研究的过程仍要反映案例研究的研究假设。理想的时间间隔应该反映案例在各阶段的变化，而且所观察的过程也应该反映研究假设。

以上五种是单个案研究的适用范围。在其他情况下，单案例研究设计也可以用作多案例研究开始时的先行试验个案（pilot case）。但是，此时的单案例研究本身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案例研究。

不论是何种用法（单案例研究的用法不止以上五种），单案例研究设计都存在一种潜在的危险，即选择的案例与研究者最初的设计相比完全走了样。因此，单案例研究设计需要对各种潜在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估计，以降低选错案例的可能性，提高案例的说服力。为避免出现上述情况，本书的一个忠告是，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各种可能性进行充分的分析、设计之前，不要轻易着手启动案例研究程序。


整体性案例研究与嵌入性案例研究


一个案例研究可能包含一个水平以上的分析单位。当需要对一个或多个次级分析单位进行考察时，就会出现一个研究中同时并存多个分析单位的现象（见文本框10）。例如，尽管某个案例研究仅仅涉及一个组织，比如医院，但其分析单位可能包括临床治疗的结果和医院里的雇员（甚至包括对医院以前所有雇员档案的定量分析）。在评估研究中，单个案研究可能是包括众多财政资助的公共项目——每个项目都可能成为嵌入性分析单位（具体见附录B）。无论出现哪种情况，这些嵌入单位可以通过抽样技术或簇群技术选取（McClintock，1985）。不管通过什么方式选取出次级分析单位，这种研究设计都被称为嵌入性案例研究设计（见图2.3，第2类）。相反，如果在某个案例研究中，仅考察某一组织或项目的整体性质，那就会用到整体性案例研究设计（见图2.3，类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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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嵌入性单案例研究设计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马丁·楚尔（Martin Trow）和科里曼（James Coleman）三人合著的《工会民主》（Union Democracy
 ）是一本深受推崇的案例研究巨著。这一关于“国际印刷工人工会”（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al Union）内部政治运动的案例研究，包括多个分析单位（见下表“资料类型”）。整个工会是主要分析单位，单个会员是最小的分析单位，但其他几个中间分析单位也十分重要。在不同的分析层次中，作者使用到了从历史研究到调查分析等不同的资料收集方法。






[image: ]
来源：Lipset，Trow，Coleman（1956，p.422）。引用经著者同意。



单案例研究设计的这两种变式都有其长处和不足。当不存在次级逻辑分析单位（logical subunit）时，或者分析案例的相关理论具有整体属性时，整体性单案例研究设计就较为有利。然而，虽然整体性研究设计能够让研究者不必对案例的细枝末节进行费时耗力的分析，但也会引起新的问题。譬如，整体性研究设计常常出现的一个典型问题是，案例将流于抽象化，缺少明确具体的证据或指标。

整体性研究设计常常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案例研究的性质在研究过程中发生漂移（shift）。研究者最初的设计可能是指向某一问题，但随着研究的进展，新的问题出现了，观察到的证据指向另一研究方向。尽管有些研究者声称这种灵活性正是案例研究的长处，但实际上对案例研究法的许多批评之声正是针对这种改变而产生的——实际执行的研究设计不适于回答先前提出的问题（见COSMOS公司，1983）。为了避免受到这样的指责，你必须避免出现这种预料之外的漂移；如果需要研究的相关问题确实出现了改变，那你就要重新开始，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设计。对无意识漂移保持警惕性的一种方法，是提出一整套次级分析单位，也就是说，嵌入性研究设计能够使你对案例保持高度注意的一个重要工具。

然而，嵌入性研究设计同样也有其不足之处。一个常常出现的问题，是研究者往往把目光集中于次级分析单位，而未能回到主分析单位上。例如，某一公共政策可能包括多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是一个次级分析单位。在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价时，本来要对公共政策层次的分析单位进行分析，但不幸却演变成对项目层次的分析（即演变为对不同项目的多个案分析）。同样，在对组织氛围的研究中，每个人都可被看作一个次级分析单位。但是，如果仅仅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个人身上，那么这一研究就变成对个人的研究，而不再是对组织机构的研究。在这两个例子中，原计划要研究的对象（公共政策或组织氛围），不再是研究的目标，而变成了研究的背景环境。


小结


单案例研究设计是最常用的研究设计之一，本节分析了单案例研究设计的两种变式，即整体性单案例研究设计和嵌入性单案例研究设计。总的来说，单案例研究设计适合用于如下情况：①用于对现有理论进行批驳或检验；②不常见的、独特的现象；③有代表性或典型性的事件；④启示性事件；或者⑤对同一案例进行纵向比较。

在设计和实施案例研究时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界定分析单位（或案例本身）。在开始案例研究之前，必须对分析单位进行细致的界定，并充分听取各方的建议，以确保选择的案例与准备研究的问题具有内部关联性。

由于单案例研究中可能存在次级分析单位，所以可能需要用到更复杂的（或嵌入性）案例研究设计。次级分析单位能够帮助研究者拓展研究范围并对案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但如果给予次级分析单位过多的关注，导致忽视更大的或主要的分析单位，那么案例研究的分析方向将会出现漂移，性质出现变化。如果客观环境确实需要你对研究设计作出改变，那么你必须对此作出交代，并说明新研究设计与原有设计的关系。


潜在的多案例研究设计是什么（类型3和类型4）？


案例研究可能包含多个案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它就是多案例研究设计。近年来，多案例设计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学校改革（例如采用新课程方案、重新调整学期安排或者采用新的教育技术等），这种研究可能要涉及许多所学校，每所学校都参与了一项或多项教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每所学校都是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包含多所学校的教育改革研究，就要用到多案例研究设计。


多案例研究设计与单案例研究设计之比较


在一些学科领域中，多案例研究法一直被看作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单案例研究法的“方法”（methodology）。例如，在人类学和政治学领域，学者们对单案例研究的适用范围与比较性案例研究（也即多案例研究）的适用范围已有定论（见Eckstein，1975；Lijphart，1975）。然而，本书认为，单案例研究设计与多案例研究设计是同一研究方法的两个变式，在经典性案例研究（即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它们都属于案例研究。

与单案例研究设计相比，多案例研究设计既有其长处，也有其不足。从多个案例中推导出的结论往往被认为更具说服力，因此整个研究就常常被认为更能经得起推敲（Herriot & Firestone，1983）。另外，适用单案例研究的场合通常并不适用多案例研究。根据定义，不常见的案例、批判性的案例以及启示性案例都可能适用于单案例研究。除此之外，多案例研究可能要占用如此之多的研究资源和时间，以至于超出一个学生或一个学者的研究能力范围。因此，在作出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的决策之前，一定不能有丝毫轻率。

选择多案例还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在此，强烈建议研究者把多案例研究看作多元实验——也即，在进行多案例研究时，要遵从“复制”法则（replication logic）。以前有一种错误的类比，即把多案例研究中的案例看作是一个调查统计中的多个访谈对象（或者一个实验中的多个实验对象）——它们需要遵从抽样法则（sampling logic）。这种类比是完全错误的。多案例研究与后两者的差别，在于它们背后的理论基础不同，多案例研究遵循的是复制法则，而后两种研究方法遵循的是抽样法则。


多案例研究遵从的是复制法则，而不是抽样法则


多案例研究所遵从的复制法则，与多元实验（multiple experiments）中的复制法则类似（见Hersen & Barlow，1976）。例如，通过某次实验取得某项重大发现后，学者将会重复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相同的实验对之进行验证、检验。有些重复实验可能要一模一样地复制前次实验的所有条件，而另一些重复实验可能会有意改变某些非关键性的条件，来考察是否能得到同样的实验结果。只有通过了这种复制性实验（检验），原有的实验结果才能被认为是真实的、有说服力的，因而也才有继续进行研究和解释的价值。

多案例研究背后的原理与多元实验相同。每一个案例都要经过仔细挑选，挑选出来的案例：①要么能产生相同的结果（逐项复制，a literal replication）；②要么能由可预知的原因而产生与前一研究不同的结果（差别复制，a theoretical replication）。在一个多案例研究中合理地安排6～10个案例，就如同围绕同一问题设计6～10个实验一样，需要精心地准备。一些案例（2～3个案例）应是逐项复制，而另一些案例（4～6个）应是差别复制，并应分属两种不同的模式。如果所有的案例都与事前提出的理论假设相符合，那么这6～10个案例合在一起就能很有说服力地证明最初提出的理论假设。假如某几个案例的结果呈现相互矛盾之处，那么就应对最初的理论假设进行修改，然后再用另外几个案例，对修改后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这一过程与科学家们处理几个相互矛盾的实验结果时所采取的方法是一样的。

复制过程的逻辑也应符合理论框架，而不是仅仅预测两个案例是否相似或是否有差别。例如，有人提出这样的中心论点（initial proposition）：当一种新型的计算机技术同时运用于公司的管理（如会计和人事）和业务（如销售和产品开发）部门时，企业的计算机应用才会增加；但当计算机技术仅应用于管理或仅应用于业务时，企业的计算机应用并不会增加。如果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来验证其理论假设，研究者应首先挑选3～4个同时在管理与业务中采用计算机技术的企业，来验证是否经过一段时间后计算机应用确实有所增加（这是3～4个逐项复制）。另外挑选3～4个仅在管理中使用计算机的企业，假定这几个企业的计算机应用不会增加（这是差别复制）。最后，挑选另外3～4个企业，这些企业仅在业务中使用计算机，同样假定这几个企业中计算机的应用也不会增加（这又是一个差别复制）。如果这三组个案的研究结果都与事前的理论假设相吻合，那么这9～12个案例合在一起，就证明了研究的中心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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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案例重复研究的例子



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如何让市政当局接受研究机构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一直是社会研究的热点。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有与市政当局合作的经历，皮特·桑顿（Peter Szanton，1981）的著作《建议何以难采》（Not Well Advised
 ，Szanton，1981）一书对这些合作行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这是一个极好的多个案重复性研究设计的例子。桑顿首先列举第一组共八个案例——每所高校都与市政当局有过合作，但都失败了。这八个完全相同的、重复的案例足以向读者证明，高校与市政当局合作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次，作者又提供了另外一组共五个案例——五所非高校类研究机构与市政当局的合作也失败了，作者以此证明合作失败的原因与高校的学术性质无关。再次，作者列举了第三组案例，这些高校与商业公司、工程公司等市政当局之外的其他部门的合作都是成功的。最后，作者又列举了第四组共三个案例，这三个案例与政府合作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在这三个案例中，有关高校不仅关心合理化建议的提出过程，而且关心市政当局实施建议的过程。由此，作者最终归纳出市政当局接受合理建议的特殊性之所在。



每组案例中，桑顿采用了逐项复制，而四组案例之间，则构成了差别复制。这种令人折服的研究设计能够也应该适用于其他研究领域。




多案例研究设计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城市研究的案例（见文本框11）。在本书的姊妹书（Yin，2012，第11、12和15章）中，你还可以找到其他三个完整的案例研究例子，它们都遵循了复制法则，分别研究的是大学管理、商业公司的转型和艾滋病预防。

实验法和案例研究法中的复制法则逻辑与统计调查中常用的抽样法则逻辑完全不同。统计调查中的抽样法则要求对总体中所有个体或潜在调查对象进行编号，然后再经由统计学程序从总体中抽取待调查的对象（样本）。从样本上采集到的统计资料也应该完全反映总体的特征。经过推导计算，还能划定研究结果的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在置信区间以内，统计结果应是完全准确的。当研究者需要研究某一现象出现的频率或分布状况时，统计调查往往是最佳选择。

在案例研究中采用抽样法则将是完全错误的。首先，案例研究法并不是考察某一特定现象发生频率的最佳方法。其次，由于案例研究既需要研究现象本身，又必须研究现象的前后关联，这将会生成大量的变量。涉及的变量越多，需要考察的案例就越多，结果导致研究方案过于复杂、难以执行。

最后，如果在案例研究中被迫采用抽样法则，那么许多重要的问题将无法进行实证调查。譬如可能会出现如下局面：你正在进行一个有关美国总统的研究，目的是从领导能力的视角研究现任总统的行为。为做到忠于事实，有关领导能力的研究范围就必须涵盖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变量。考虑到美国开国至今共有44位总统，如果采用抽样法则，研究计划将过于庞大。何况，你根本无法取得44位总统的所有资料（即使能够获得44位总统的所有资料，鉴于有44个采样点，每个点上又有上百个变量，工作量必定极为庞大）。如果采用抽样法则，那么这个研究肯定无法进行下去；但是如果采用复制法则，那么这个研究就相当切实可行了。

采用复制法则进行多案例研究的过程如图2.4所示。该图显示，多案例研究设计的第一步是进行理论构建。该图还显示，在设计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个案的选择与研究类型的界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如果实证结果是内敛的、会聚的，那就证明其结论成立。如果某一结论成立，那就要再进行一次复制的过程，对上一个案例进行检验。每个个案和多案例研究的结果都可以，并且应该是研究报告的重点。每一个单独案例的研究报告要解释原理论假设成立（或者不成立）的理由。所有的案例合在一起，需要再次撰写多案例分析报告，报告中要阐明复制的逻辑，并解释为什么有些案例的实证结果与其理论假设相符合，而有些案例的实证结果与其理论假设不符合。

[image: ]

图2.4　案例研究步骤


资料来源：COSMOS公司



在图2.4中，虚线所形成的反馈环是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反馈环节呈现这样一种情况：在对某一个案例进行研究时，研究者有了重要发现（例如，某一案例与最初的设计方案不般配），这一发现要求研究者重新思考最初的理论假设。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在进行下一个案例研究之前，重新“设计”（redesign）原有的研究方案。重新设计可能包括采用其他可替代的案例，或者改变案例研究草案（见第3章）。如果不修订研究方案，那么别人就会质疑你是否为了使研究结果与最初的假设达到一致而故意扭曲或忽视与之不相符合的发现。而且，别人会接着认定，为了使你的研究结果与你既定的想法（即最初的理论假设）相一致，你是选择性地采集资料，故意忽视对你不利的数据。

总体来说，图2.4描述了一套与抽样设计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这种研究思路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抽样方法，都是很难操作的，因此，在进行案例研究设计之前，与同侪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将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你的研究将有很大的帮助。

当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时，你会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到底要列举多少个案例才能被认为是必要的，或者说是足够的。然而，由于抽样法则在案例研究中并不适用，所以有关样本大小的常用理论（例如，Lipsey，1990）在此也不适用。相反，你在作出决定时，应该扪心自问：我需要或想要重复做几个案例（既包括逐项复制，也包括差别复制）？

逐项复制的数量，并不是由某个公式决定的，而是由你自己主观决定的。这种主观判断常见于非案例类研究，比如实验科学中设定“显著性”的标准。因此，设定类似于“p＜.
 05”或“p＜.
 01”这样的检验标准来决定接受或拒绝虚无假设的置信水平，并不是基于某一公式，而是一种主观判断的选择。就像临床试验中，当病人的健康处于危险状况时，一般情况下，研究者选择将“p＜.
 0001”或更低水平作为显著水平，而不是“p＜.
 01”。同样，决定到底进行几次逐项复制，取决于你想让多案例研究的结果具有多大程度的确定性。例如，如果你所要研究的问题并不要求具有很高的确定性，或者你所提出的理论假设与其他的相关理论假设之间的差别很大，不易混淆，那么你进行两到三个逐项复制就足够了。然而，如果你提出的理论假设与其他相关的理论假设差别极小、极易混淆，或者你要使你的研究具有更高的确定性，那么你可能就需要进行五六个甚至更多个逐项复制。

至于差别复制的个数，则要根据竞争性解释的重要程度而定。对立的竞争性解释越有说服力，就越需要增加案例。并且，每一个案例所得出的竞争性解释都不相同。例如，你一开始假设，暑期阅读项目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分数。逐项复制的几个案例也都验证了这一假设。与之对立的竞争性解释可能是，父母在假期中与孩子亲密合作的氛围使孩子的阅读分数得到提高。你可能得另找一个例子，其中有父母参与，但没有暑期阅读项目。你由此推断，在这一差别复制的案例中，阅读分数没有提高。以下两种理论复制可以为你的研究结论提供更多支持。


多案例研究设计的基本原理


简单地说，多案例研究设计直接来自于你对逐项复制与差别复制的理解。最简单的多案例研究设计就是选择两个或多个逐项复制的案例，就像对某项政策进行评估时，需要挑选一系列示范（exemplary）性案例与一些评估问题——比如“某一发明如何顺利实施，原因是什么”——进行比较。挑选这种类型的案例需要提前对其结果进行某种预判，有了明确的认知，多案例研究才能集中分析为什么某种结果会出现以及怎么出现之类的重要问题，才能一个案例接一个案例地进行逐项复制。
[5]



如果你的研究包括多个差别复制，或者差别复制的数目过多，那就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多案例研究设计。例如，研究者可能会采取“双尾设计（two-tail design）”。在双尾设计中，研究者特意选取两个极端案例（譬如最好的情况和最坏的情况）进行研究。对不同类型的条件提出各种假设，再把所有的条件进行分组，同样也构成复杂的多案例研究设计。类似的研究设计有很多，它们都很复杂。这是因为研究者至少要在每一组中安排两个相互独立的案例，这样才能在组与组之间形成差别复制，在组内形成逐项复制，两者互相补充，提高研究设计的周延性。


整体性多案例研究与嵌入性多案例研究


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并不能消除或减少前述单案例研究的变式：每一个案例都可分为整体性个案或嵌入性个案。换句话说，多案例研究也可分为整体性多案例研究（见图2.3的类型3）及嵌入性多案例研究（见图2.3的类型4）。

采取哪种变式，取决于你所要研究的现象及研究问题的性质。嵌入性研究设计，甚至需要对每一个研究节点都进行调查。例如，假设你研究的内容是相同的课程在不同护理学校的影响，那么每所学校都可以成为案例研究的对象。根据理论框架，选择九所学校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三个案例复制直接结果（逐项复制），另外六个案例则要改变条件，进行对比（差别复制）。

由于在研究中需要对每所学校的学生进行调查（或者换个做法，检查每所学校的学生档案），让他们回答某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有九个案例的嵌入性多案例研究设计。然而，每次统计的资料仅能用于本校，而不能把所有学校的统计资料综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对每所学校所做的统计只能用于本案例（本校）的研究。这些资料高度量化，甚至包括统计测量，反映的是学生的态度或行为；这些资料与档案信息一起，共同说明课程在每一所学校的成功和运作情况。相反，如果一所学校的调研资料能够适用于其他学校，就无须复制设计了。事实上，这个研究现已成为一个单案例嵌入式研究，这九所学校和九所学校的学生都变成更大的分析单位的一部分。这种转变可能迫使研究者抛弃最初的多案例研究设计。新的案例研究需要再次完整地定义主要的分析单位，也可能需要大量地修订初始理论和假设。


小结


本小节主要探讨多案例研究的适用环境。多案例研究现在越来越流行、越来越普遍，但也越来越耗费经费、时间和精力。

任何一种多案例研究设计都要遵循复制法则，而不能沿袭抽样法则。研究者在选择案例时必须十分仔细，所选案例应该如同进行多元实验一样，在研究开始之前就明确地预告其会出现相同的结果（逐项复制）或不同的结果（差别复制）。

多案例研究设计中的每一个单独的案例，既有可能是整体性案例，也有可能是嵌入性案例。在嵌入性研究设计的每一个单独的案例中，都有可能收集并分析高度量化的资料，也可能会在每个单独的案例中使用统计技术。



练习2.4　明确案例研究设计



选择本书文本框中某个案例，完整阅读该案例研究相关内容（而不仅仅是文本框中的内容）。说说这个案例研究的研究设计是什么样的？它是怎么收集相关证据的？又是怎么用证据回答研究前预先提出的问题的？在论据的基础上，研究者釆用了什么方法概括总结出理论？这个研究是单个案，还是多个案？它的分析单位是整体性的，还是嵌入性的？




有关案例研究设计选择的建议

你已经知道如何进行案例研究设计，并准备开始着手设计研究方案，下面给你提供三条建议。


采用单案例研究设计，还是多案例研究设计？


第一条建议是，尽管两种研究设计都能取得圆满的结果，但是，如果有条件（和资源）的话，你应该选择多案例研究设计，而非单案例研究设计。哪怕是你仅能完成一个只包含两个案例的“双个案”研究设计（a“two-case”case study），你成功的机会也比单案例研究设计大得多。这是因为单案例研究设计就好比“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很容易出现“一步走错，全盘皆输”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两个或更多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结论会比从一个案例中总结出来的结论更扎实、更具说服力。

首先，即使只有两个案例，你也有进行逐项复制的机会。分别独立地从两个案例中得出的结论并相互印证，就如同从两个实验中分别得出结论，将比仅从一个案例（或一个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更具说服力。另一种情况是，你并不想进行逐项复制，而特意挑选两个具有较强对比性的案例。在这种研究设计中，如果两个案例都分别证明其各自最初的理论假设——这实际是一个差别复制，那么你的研究结果的效度与单案例研究设计相比，外在效度就提高了许多（Eilbert & Lafronza，2005；Hanna，2005；同见文本框12）。

一般来说，有关单案例研究的批评通常表现为学者们对于案例独特性和人为改变案例环境（例如，以不正常的方法接触主要证据提供者）的疑虑，然而，这种对单案例研究的批评最终却会变为对你从事实证研究（而不是单案例研究）的能力的怀疑。如果你的研究中包含两个案例，将能对这些批评和怀疑做出有力的反击，如果包含两个以上的案例，这种反击的效果会更好。由于有这样的好处，你至少应以包含两个案例为目标。如果你一定要使用单案例研究设计，那你应该清楚明白地说明你的理由，打消别人对你的疑虑。



文本框12



两个“双个案”案例研究的例子



12A．有关社区建设的两个相互对比的案例



为了研究构建社区学习能力的两种不同的策略，切斯金（Chaskin）选择了两个案例。作者的整体概念框架（这也是其研究的中心课题），是声称可以构建社区的学习能力的两种方法是——通过集体合作来①加强现有的社区组织网络；②在社区中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在充分阐述了其基本理论框架后，切斯金分析了两个案例，分别证明每种方法的生命力。



12B．有关教育责任制的两种相互对比的策略



为了研究设计与执行教育责任制的两种不同方法，艾力默、阿贝尔曼、弗尔曼（Elmore，Abelmann & Fuhrman，1997）选择了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具有互补性。所谓教育责任制，是指让学校对学生的学术成就负责。其中一个案例代表着低成本的、比较简单的工作责任核定制度，而另一个案例则代表高成本的、比较复杂的工作责任核定制度。






练习2.5　构建多案例研究的理论基础



初步设想一个例子，作为你的研究案例。另外，从本书文本框中选择一个单个案研究案例。为两个单个案研究案例，各设计一个可能起到补充作用的“伴随案例（companion case）”。在什么情况下，伴随案例的研究发现能够补充单一案例的研究发现？伴随案例的资料能否弥补单一案例的资料的缺陷？两个案例是否能够形成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研究案例？三个案例能否使研究发现更令人信服？





采用封闭式（closed）设计或开放式（flexible）设计？


另一个建议是，尽管本章的主旨是进行研究设计，但你不应认为案例研究设计是僵化的、不变的，不能认为即使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出现新资料或新发现，也不能改动研究设计。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资料和新发现具有很重要的启发作用，你应该据此更改、修正最初的研究设计。

例如，当你在实施一个单案例研究时，随着资料的收集，你发现原来被认为极为关键、极具独特性的案例，其实并不如此。同样，当你在进行多案例研究时，突然发现原来准备用于逐项复制的两个相互并列的案例并不具有相似性。当出现这类情况时，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原来的研究设计应该进行修改。但是，在做出修改之前，你提醒自己，认真思考做出哪种性质的修改：你是仅仅重新选择一个案例，还是改变你最初的理论假设以及研究目的？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研究设计应具有某种程度的灵活性，但并不能因此而降低案例研究设计所应遵循的周密性和严肃性。


混合方法的研究设计：案例研究与其他方法混合？


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混合方法的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一种“在一项研究中混合或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研究技巧、方法、方式、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型”（Johnson & Onwuegbuzie，2004，第17页）。在一项研究中运用多种方法，就要将不同的方法混合成为一个整合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先将不同方法运用于独立的研究、再实现综合的常规情境。

混合方法的研究，要求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共同处理相同的研究问题，收集相互补充的资料，并生成与之相应的分析结果（例如Yin，2006b）。简言之，不同的研究方法要遵循同一个混合设计的要求。正因如此，这种混合方法的研究，使研究者能够处理更复杂的研究问题，收集更丰富、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研究者对不同研究方法的运用能力，混合方法的研究设计，创造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研究设计类型。

前面提到的嵌入性案例研究设计实际上表明，某些类型的案例研究已经展示了混合方法研究的一种形式。嵌入性案例研究依赖于更加整体化的资料收集策略来研究主要案例，但也需要通过调查法或其他偏量化的方法来收集嵌入性分析单位的资料。这样，其他研究方法就嵌入了你的案例研究。

也可能有另一种相反的情况。你的案例研究可能是更大的混合研究的一部分。主要的研究工作依赖于调查法或其他量化方法，而你的案例研究只能帮助调查其中某一实体的情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调查包含于案例中或案例包含于调查中），如图2.5所示（另见附录B关于评估研究中这些混合方法的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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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混合方法：嵌入式安排




同时，有的混合方法研究也可能根本不用案例研究。例如，临床研究可能结合历史研究，对档案记录——比如报纸和其他档案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并且，从更广的意义来说，混合方法研究并非仅是量化方法和质性方法的结合。例如，一个研究可以混合采用两种量化方法：通过调查法来描述某些条件，再控制其中一些条件，做一次实验研究来补充调查研究（例如，Berends & Garet，2002）。

顾名思义，混合方法的研究比单一方法的研究更难实施。但是，混合方法研究能够让你处理比案例研究更广泛、更复杂的研究问题。因此，你应当考虑是否要混合使用案例研究方法和其他方法。


辅导材料2.1

关于“分析性归纳”界定的其他问题


分析性归纳由严谨的理论陈述、理论或者理论假设构成。其形式可以是汲取的教训、工作假说或一些可用于其他情形（不仅是“类似案例（like cases）”）的原则。因此，理想的分析性归纳应置于一个概念层次，高于具体案例（根据推测，这一高层次首先需要证实研究所选案例的重要性）。

其他一些重要书籍尽管没有使用同样的术语，但也一直关注分析性归纳，将其与统计性归纳进行区分：①米切尔（Mitchell，1983）对逻辑推理和数据推理的论述；②布罗姆里（Bromley，1986）对案例推理与数据推理的比较讨论；以及③唐莫伊（Donmoyer，1990）的模式。第四个是布洛维（Burawoy）1991年的作品，在这个作品中，他论述了扩展案例法——即如何将一个狭窄的案例归纳“延伸（extend）”出更广泛的意义（第271—280页）。

把所研究的案例理解为一个示例或某一较大案例组的样本，是一种更加困难并且相反的情形，可能又回到统计性归纳，不能如研究者所愿（样本与母群的关系可参考戈姆（Gomm）、哈默斯利（Hammersley）和福斯特（Foster，2000，第99—103页）的著作）。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个案可能是“类似个案”中的一个例子。但是，考虑到分析性归纳中，案例研究结论的意义远远超出同种案例，并且可以延伸至大量其他不同情境，这一说法似乎又不太恰当（见文本框7，关于3个例子的正文）。此外，除非包含大量案例——如果没有上百，至少几十个（见辅导材料5.3），否则研究将面临一场艰苦的斗争，即将援引样本与案例群进行对比，同时利用量化分析来评估每种关系的强度。

斯帽（Small，2009）提供了分析性归纳的两个优秀例子，并引用上述重要作品对分析性归纳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优选案例的逻辑代表“不同的问题视角和语言”（第18页）。他进一步强调了以实质性命题（例如，偶然联系）而非数据命题（如案例的代表性）为开端进行分析性归纳的重要性。


辅导材料2.1参考文献


Bromley, D.B.（1986）. The case-study method in psych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 Chichester, England: Wiley. Provides comprehensive guidance on case study research in psychology.

Burawoy, M.（1991）.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In M. Burawoy, A Burton, A.A. Ferguson, K.J. Fox, J. Gamson, N. Gartrell, et al（Eds.）,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pp.271-28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resents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for analyzing participant-observation data.

Bonmoyer, R.（1990）. Generalizability and the single-case study. In E.W. Eisner & A. Peshkin（Eds.）,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The continuing debate
 （pp.175-200）.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Offers a way of generalizing from single studies, not based on sampling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Gomm, R., Hammersley, M., & Foster, P.（2000）. Case study and generalization. In R. Gomn, M. Hammersley, & P. Foster（Eds.）, Case study method
 （pp.98-115）. London: Sage. Highlights use of the case method for generalizing, rather than merely studying a case for its own sake.

Mitchell, J.C.（1983）. Case and situation analysis. Sociological Review, 31,
 187-211. Emphasizes case study research as a method for preserving the unitary character of the social object being studied and discusses the challenge of generalizing from the case（s）.

Small, M.L.（2009）.“How many cases do I need? ”On science and the logic of case selection in field-based research. Ethnography, 10,
 5-38.Poses a thoughtful article on key issues in designing field-based research, including the challenge of generalizing form field situations.




[1]
 图2.2仅仅解释了正式的研究设计，而不包括资料收集活动。对于图中的三种方法（实验、调查和案例研究），资料收集技术可以被称为第三层次——例如，对案例研究来说，第三层可能包括采用多元手段收集资料。这在本书第4章中有详细讨论。统计调查与实验法也包括同样的资料收集方法——例如，调查量表的设计与实验中刺激的呈现方法，等等。


[2]
 心理学领域对实验研究是否需要量化结论的争论一直很激烈。量化观点认为，实验中的人类受试应该被看作人口样本，因此，实验结果仅限于同一人口群体。这一争论始于行为研究中对大二学生群体的过度使用（如Cooper，McCord，& Socha，2011；Gordon，Slade，& Schmitt，1986；McNemar，1946；Peterson，2001；Sears，1986），同时也使人们意识到大部分行为研究的受试是工业化国家的白人男性（Henrich，Heine，& Norenzayan，2010）。但尽管如此，研究者仍欲将这些实验的结论用作“全人类的准则”（Prescott，2002：38）。


[3]
 本书第3版的一位匿名评审者曾指出，结构效度还与受访者能否正确理解所要回答的问题有关。


[4]
 有关评审者对案例研究建议书和手稿的其他建议，请参见本书作者1999年出版的有关论著。


[5]
 狭义的量化研究，选择结果已知的案例，遵循同样的设计，也叫“个案控制（casecontrol）”研究或“回溯性（retrospective）”研究，或“案例对照（case referent）”研究。





第3章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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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案例研究者技能



→接受特定的案例研究专门培训



→拟订案例研究方案



→筛选候选个案，选定最终个案



→开展试验性研究



→获得许可，保护受试









摘要



案例研究的准备工作，始于研究者个人技能的提高，还包括接受进行案例研究的专门训练（含对人类受试的保护），拟订案例研究草案，对候选的案例进行筛选，以及亲自开展试验性研究。



就研究者的技能提升来说，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他们具有从事案例研究工作的足够技能，因为他们认为案例研究“简单易行，老少咸宜”。实际上案例研究是最难实施的研究方法之一，因为至今并未形成案例研究的常规作业流程。所以，需要案例研究者能接受整个研究历程中的不确定性。此外，还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特质，包括提出好问题、“倾听”、具有适应性和弹性、牢牢驾驭研究主题和懂得避免偏见的能力。



为了完成高质量的案例研究，研究者应该接受强化训练，包括制订出案例研究草案，以指导资料收集。如果将要从事的是一个多案例研究，或者（并且）该研究涉及多位研究者，那么研究方案就更加关键。最后两个准备步骤包括筛选备用案例和开展试验性案例研究。







3

收集案例研究资料的准备：


开始收集案例研究资料之前，你需要做什么？



尽管案例研究始于待解决问题的确定和研究方案的设计，但许多人把“实施”案例研究等同于个案资料的收集。本章和下一章将详细探讨资料收集的过程。本章主要探讨收集资料的前期准备工作，下一章则主要探讨资料收集的实际方法。

资料收集的准备过程十分复杂，极不易操作。假如准备工作做不好，就会严重影响到其后所有的研究环节，而且所有前期工作——包括研究问题的界定和案例研究方案的设计——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此外，阐明如何保护受访者不受伤害，获得实施研究的许可，也是一个挑战。

良好的准备工作始于①研究者具备研究所需的技能技巧和价值观（desired skills and values）。过去的研究很少关注这两个方面。其他四个议题也是案例研究准备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分别是：②参加有关特定案例研究的训练（training），③制订案例研究的草案（protocol），④筛选（screening）研究的个案，⑤实施一个试验性（pilot）案例研究。制订案例研究方案是从整体上提高案例研究信度的有效手段。只有以上五个课题全部得到妥当处理，研究资料收集过程才能顺利实施。下面的章节将对每个部分进行介绍。

案例研究者理想的技能技巧和价值观

许多学者之所以采用案例研究法，是因为他们相信案例研究法很容易实施。许多社会学者——尤其是崭露头角的社会学者——认为不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就可以完全掌握案例研究法。他们相信，掌握案例研究法只需要学习一些最基本的工作程序；即使缺少形式逻辑或分析方法也无妨大局；案例研究就是“如其所是地叙述事实”（tell it as it is）。事实上，这些想法与案例研究的现实相去甚远。

实际情况是，案例研究法对于研究者的智慧、自尊心、情绪的要求远远高于其他研究方法。这是因为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尚未常规化、程式化。例如，在实验室做实验或统计调查中，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资料收集工作可以交给一个或多个研究助手去完成。研究助手在进行资料收集时极少出现随意性行为，就这一意义来说，实验或统计中的资料收集过程是常规化、程式化的活动——以至于变成十分无聊的机械操作。



小贴士



什么时候才算做好了收集案例研究数据的准备工作？


按照第2章的建议完成案例研究设计之后，因为时间紧迫，而且收集数据的机会就在眼前，你会急切地想开始收集数据。然而，是否准备就绪，并不是由时间限制或外在条件决定的。准备好还是没准备好，取决于你自身实施案例研究的技术水平，以及你是否按程序完成了收集数据前的正式程序和准备工作，比如选择了恰当的案例。

你是否已经练习过这些技能？你觉得案例研究需要按照正式程序来做收集数据的准备工作吗？



收集案例研究资料却不是如此。相反，由于理论假设与所收集的资料之间需要不断调整，而这些调整需要细腻的判断，因而只有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才能从事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他们既可以解决资料收集方面的技术问题，又可以应对道德困境，例如如何分享私人信息或者处理与其他领域的冲突。只有反应灵敏的研究者才能把新出现的问题转化成为取得学术突破的机会，而不是陷入其中难以自拔——同时在研究中不表露出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或偏见。

不幸的是，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可以用来判断某人适合或不适合从事案例研究的考试。这与数学、法律等专业领域中的情形有所不同。在数学领域，人们能够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评分，如果不能解决更高水平的问题，就可以判断自己不具备在数学领域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与素质。在法学领域也是如此，人们必须首先通过某一州的执业资格考试，如果失败，则不能获得相应的资格。

但是在案例研究领域还没有类似的把关考试，来判断某人是否具有从事研究的技能和价值观。然而，下面列出了一些从事案例研究所必备的基本能力：


●优秀的案例研究者能够提出好的问题
 ——并合理解释答案。



●优秀的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好的倾听者
 ，不会被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先入之见所束缚。



●研究者应该具有适应性、弹性
 ，这样他在遇到新问题时，才能化问题为机遇，化挑战为动力。



●即使是探索性研究，研究者也应能够时刻牢牢抓住所研究问题的本质
 。



●对矛盾证据保持敏感，避免偏见
 ，并知道如何合理地实施研究
 。


缺少某一项品质并不十分要紧，因为这些品质都是可以弥补的。如果缺少一两项技能，也可能通过训练而弥补、提高。但是，在测试上述品质或技能的时候，研究者必须诚实，不要试图隐瞒自己的缺陷。研究者可以对照下面的介绍，检测一下自己的能力。


提出好问题


案例研究与第1章中提及的其他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该方法要求研究者在整个资料收集过程中（不仅仅是在这之前或之后）时刻保持刨根问底的探究精神。因此，发现并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就成为从事案例研究的学者必备的条件。研究者最理想的结果，是与所有的证据进行大量的对话活动（rich dialogue），这种对话活动包括：


在对研究对象极为熟悉的基础上思考各种可能性，研判可能收集到的证据的类型，根据收集到的证据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检验，收集更多的证据以处理心理预期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距等（Becker，1998，第66页）。


案例研究确实要遵循一定的正式程序，但是，某些与案例研究有高度关联意义的证据很可能是无法提前预估到的。你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一定要随时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分析，考虑为什么事实与预想的情况不一样。这也许会指引你去搜寻其他更多的证据。

如果你在证据收集过程中很善于提出好问题，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每天结束研究工作之后，在精神上和感情上你都会感到疲劳。这种分析精力的枯竭感与从事调查或实验法收集资料时——这里指对被试者进行实验或者利用调查表进行调查——所产生的疲劳感大不相同。实验法和调查法的资料收集过程极为程式化，资料收集者虽然要采集到一大批资料，但不需要发挥任何个人主观随意性。而且，他们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不需要对所收集资料进行任何分析。因此，这类资料收集过程虽然十分耗费体力，但并未耗费资料收集者的心智与精神。

研究就是提出问题，并不一定要回答问题。但假如你能够提出问题、试探着回答问题，并且问题的答案能够引发更多问题，所有问题加在一起导致意义深远的重大发现，那么你就是一个出色的发现问题者。


做一个优秀的“倾听者”


就案例研究者来说，“倾听”并不仅仅是用耳朵去听，它意味着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信息——例如仔细观察、感知未来的发展方向等。一个好的倾听者要能够在不带任何个人好恶的前提下获得大量的信息。当受访者叙述一个事件时，好的倾听者能够从受访者的遣词造句（有时，受访者的用语、语气能反映出重要的线索）中，掌握其心态和情感，了解事件的前后关联，并理解受访者感受世界的方式，推测出受访者（而不是研究者）传达的意思。

如同观察日常生活环境一样，“倾听”技巧同样适用于检阅文件档案。在检阅文件档案时，倾听表现为时刻提醒自己是否遗漏了字里行间的重要信息。文献中的任何线索都要与其他证据相互一致，但好的“倾听者”要能从字里行间找到其背后的意蕴，不称职的“倾听者”甚至意识不到字面背后还会有其他重要的意思。其他一些倾听方面的缺陷包括对事物不敏感，对保留的信息很挑剔，或者是记忆力太差。


保持弹性（staying adaptive）


极少有案例研究能完全按照事先的计划顺利进行。事实上，你总免不了或大或小地改变研究设计，有时你需要改变研究的主线（发生的概率不太大），而有时你只需要加入新的案例（发生的概率比较大）。有经验的研究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偏离最初的研究目的，但当预料不到的情况发生后，研究者要能够及时、适当地调整、修改研究方案（见文本框13）。

当需要进行调整、修改时，你必须摒除所有的先入之见，完全认清这一现实，即你已经于不经意中开始偏离原有的研究设计，转而研究另一个新问题。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已经完成的所有前期工作，包括最初的案例研究设计，都必须从头再来。对案例研究者的一个最大的指责，是他们已经改变了研究的方向，但却没有意识到其最初的研究设计不足以指导更改后的研究实践，结果导致缺憾和偏差。因此，保持灵活性与严肃性——但不是僵化——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千万不能被忽视。



文本框13



在进行案例研究设计时保持弹性



即使在50年之后，彼得·布劳（Peter Blau）有关大型政府机构行为的研究（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1955），因其对组织中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之关系的精到见解而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



布劳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政府机构上，但这并非其研究的初衷。正如作者所述，他最初的设想是进行一个单案例研究，后来转为对两个组织——一个公立、一个私立——进行对比研究（Blau，1955：272—73）。但后来他发现无法成功打入私立组织之内，同时他也为对两种不同类型政府组织进行对比找到了依据，故而转为研究两个政府机构。



这是在进行案例研究设计时常常出现的、典型的保持伸缩性的例子。布劳的经验证明，一个有经验的研究者能够抓住机会调整研究方案，甚至修改理论假设，以取得最终成功。




但保持弹性并不是指你可以采取“掠夺式”（exploitative）行为。比如，如果一个受访者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回答你的问题，保持弹性意味着你可以延长采访时间，但却不能远远超过预期的时间。类似地，如果一个机构愉快地同意你检索、读取一些之前被禁止的重要资料，在你的意料之外，但你不能立即复制材料，除非机构方主动发出信号表示能够接受这种行为。


牢牢抓住研究的问题


牢牢抓住研究的问题、不偏离既定的研究目标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一开始就充分理解案例研究的目的。每一个研究都必须对案例研究中涉及的理论假设与对策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在证据收集阶段对之加以分析、判断。如果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足够的了解，那么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当需要对研究计划作出调整时，你就不知道这一调整是否可以被接受，或者是否合适。这是因为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与其他研究的资料收集过程不一样，它并不是仅仅机械地记录所观察到的信息。你必须在观察的同时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解释，如果几个证据之间出现相互矛盾的地方，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判断是否要收集更多的证据——这一过程就像侦探在侦破案件一样。

事实上，侦探的比喻能给案例研究者以极大的启发作用。犯罪事实发生后，侦探接到报案，赶到案发现场，研判此前所发生的犯罪过程。侦探必须基于目击者的描述、现场留下的物证，再加上无法具体描述的常识，对案件进行推理分析。最后，侦探可能不得不对多个案件合并分析，以判定这些案件是否是同一案犯所为。后一个步骤与多案例研究中的复制法则相类似。


摒除先入之见，遵从研究伦理


如果研究者采用案例研究的目的仅仅是去证实一个偏颇的先入之见，那么前面所述的所有条件都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案例研究者必须事前对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们很容易形成先入之见（见Becker，1958，1967）。这将会导致研究者偏向支持其先入之见的材料，而忽视相反的证据。研究者也可能挑选一个案例研究，能够使其（错误地）追求或（更严重地）推崇某一立场取向。
[1]



检查是否会出现偏见的一个方法，是看你对相反的研究结果的接受程度有多大。例如，研究者在研究“非营利”组织时，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有些组织已经企业化，并且具有营利动机（即使这些组织不会正式营利）。假如这一发现确实基于坚实的证据之上，那么案例研究的结论就要反映这一事实。要测试你自己对于相反研究结果的容忍与接受程度，你需要把你初步的研究结果——可能出现在证据收集阶段——向你的两三个同僚汇报。你的同僚可能会给出其他不同的解释和建议。如果他的解释引起你的辩驳，那么你可能已经持有某种偏见了。

避免偏见仅是“研究伦理”这一范畴下价值观部分的一个方面。像其他社会科学家一样，优秀的案例研究者在实施案例研究时，尽力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包括履行学术责任，例如不剽窃、不伪造信息，同时做到诚实、避免欺骗，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此外，研究者还应具有深厚的专业能力，了解相关研究，确保信度和效度，了解并公开研究方法的适切性和局限性。

通过熟悉以下机构的文献，你可以了解不同学科的道德标准：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98）；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2006）；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2000）；美国评估协会（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2004）；美国职业道德、权利和自由政治科学委员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Ethics，Rights and Freedom，2010）；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练习3.1　描述案例研究者所应具备的技能技巧



列举案例研究者所必需具备的几种技能技巧。你知道哪些人曾成功地做过案例研究吗？作为案例研究者，他们有哪些长处和不足？他们的长处、不足与你前面所列举的是否一样？






练习3.2　分析你自己具备的从事案例研究的技能



你认为，哪些独特的技能使你能够胜任案例研究？在以前的研究中，你曾经收集并分析过原始资料吗？你是否参加过现场工作？如果做过，你是怎样使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倾听者”或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的？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某些案例研究技能仍需加强，那么你将如何完成任务？




为某一特定的案例研究而接受训练、进行准备


保护被研究者


所有涉及人类“被试”——参加你的研究的人或者需采集数据的相关人，例如个人或客户记录、学生成绩等——的研究都应考虑道德规范。因此，从完成研究设计到开始资料收集工作前的这段时间里，你需要表明将如何保护研究中的人类受试。你的受试保护计划需要获得正式的许可，并且不能仅仅将其视为研究规范的一道程序。

之所以要保护被研究者，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案例研究（比如本书中所介绍的这些案例研究）都是研究人类事务。单就这一点而言，你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们就不同于研究物理、化学或其他非人类系统的科学家，也不同于那些研究“不复存在的过去（dead past）”的历史学家。“在现实的情境中研究一个现时的现象”，你的工作必须遵守伦理规范，正如医学研究有其遵循的职业道德一样。

为保护被研究者，你有责任以关怀的态度和敏锐的感觉来从事案例研究——这远远超出了本书所涉及的研究设计和其他技术因素。你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包括（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3，第23—28页）：


●知会
 所有可能参与你的案例研究的人，让他们知道你的案例研究的实质，正式邀请他们自愿地参与你的研究，并获得他们的同意；



●保护那些参与到研究中的人免受伤害
 ，避免研究中有任何欺瞒
 行为；



●保护参与者的隐私和秘密
 。不让他们因为参与了研究，而在无意中被置于不愉快的境地，比如要求其接受请求，并登记在册，以备参与你或其他研究者将来的研究。



●保护极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做好特别的防范工作（例如涉及儿童参与的研究）；



●平等地
 挑选受试，不能不公平地选取或排除某一群体。


研究计划由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简称IRB）批准。该委员会负责对以人类为被试的研究项目，进行审查并批准。因而，实施案例研究前最必要的一项工作，是找到你所在机构的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遵循它的规范，并获得批准。

委员会的审查内容包括研究目的和保护被研究者的计划方案。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过程中，你与被试者的互动，可以是直接接触的方式（如在访谈中），也可以通过使用个人档案的方式（如员工或学校档案）。与使用其他方法的研究相比，IRB对案例研究比较陌生，因而对案例研究的审查会更加严格。例如，案例研究的访谈比其他研究方法更具挑战性的一点在于，这些互动关系并不像调查法中访谈和闭卷调查一样，是特意建构起来的。委员会想获得如下信息：你打算如何与被研究者进行互动？你准备使用的研究草案和资料收集工具是什么？你如何保证知情同意、伤害预防和保密等保护措施真正落实（关于IRB审查准备和互动工作的详细资料见辅导材料3.1）？

你本身的专业道德，以及制定该领域人类研究（不仅仅是案例研究）道德标准的专业研究机构（例如，教育评价标准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Education Evaluation，1981，也可见87—88页对上述7个专业机构文件的引用），都会为你提供更加广泛的指导。同样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大学中的研究者，还是某一独立研究机构的成员，你所在的机构也有自身的规定，你必须遵守其规则和程序。


为进行案例研究而接受培训


参加培训，也是进行案例研究的必要步骤。培训的时间安排并不总是线性的，它与获得人类受试保护的审核批准时间有关。在获准之前，你要形成初步的资料收集计划。但只要批准没有下达，你就无法完成计划。因此，下面介绍的培训是一个长期的活动，开始于审批之前，结束于审批之后。

研究者之所以需要接受收集资料的训练，是因为每个案例研究者都必须能够像“资深”研究者那样收集资料。一旦你开始资料收集工作，你就必须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不能再依赖任何工作手册或教条来指导你的研究。你也必须在资料收集过程中进行明智的判断。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对研究者的训练工作应该在界定问题、设计研究方案阶段就开始。如果上述两个步骤像第1、2章描述的那样，进展顺利，那么接下来只需进行短暂的训练就可以了，尤其是当只有一个研究者时更是如此。

然而，事实往往是另一种情况，案例研究常常会因为下述原因而需要一个研究团队
[2]

 ：

1．即将开始的研究虽是单案例研究，但却需要同时收集多个采样点上的资料，因此需要一个研究者“团队（team）”（见文本框14）；

2．进行的是多案例研究，需要不同的研究者同时收集不同节点上的资料，或者轮流收集不同节点上的资料（Stake，2006：21）；或者

3．同时出现以上两种情况。

这种情形下，研究团队所有成员都需要参与案例研究草案的文稿设计。案例研究草案文稿需获得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许可，研究者应将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许可文书一并纳入案例研究方案的终稿。

当同一项案例研究需要多个研究者或一个研究团队参与时，所有参与者都需要通过培训而成为“资深”的研究者。案例研究培训应采取小组研讨的形式，而非死记硬背手册。这是因为在小组研讨中，培训者可以有大量时间阅览相关文献、进行充分准备、掌控培训过程（表3.1是一个案例研究培训的议程安排）。


表3.1　案例研究培训的多专题议程




	
预备性读物
 ：包括案例研究的初始申请书（如果有的话）；实地调查的方法论；该案例研究内容的相关著作；以往案例研究的样本材料（报告或出版物）。



	
专题1：
 讨论该案例研究的目的、主要研究问题和案例的选择



	
专题2：
 评析该案例研究的草案



	
A．讨论其理论框架及已有文献





	
B．如果需要，制订或评估研究的逻辑模式





	
C．深入讨论草案的主题（主题是否重要？各主题能够收集到哪些类型的证据？）





	
D．预计案例研究的总结报告可能会包含哪些主题（有助于在最终目标上达成共识）





	
专题3：
 审议研究方法



	
A．安排所要调查的地点（如发给受访者的确认函样件）





	
B．实地调查的程序（讨论实地调查方法的原则）





	
C．运用证据（审查证据类型，是否有合并的需要？）





	
D．记笔记或者采用其他实地调研方法





	
E．后续活动（例如，发给受访者的感谢信样件）





	
F．项目日程安排，包括关键环节的截止日期








文本框14



实地调查的后勤管理（约1924—1925年）



在“管理”案例研究时，安排研究的进程及采用合理的方法收集相关证据是十分重要的一环。一些当代的学者可能会认为，研究活动的后勤管理工作只是在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大”社会科学的发展才出现的新事物。



然而，案例研究的许多管理与后勤保障技术，在几十年之前的一项堪称经典的研究中就已经出现了。两个研究者和他们的助手在他们要研究的城市设立了一间办公室，在其他时间，这间办公室也供其他研究项目使用。借助这间办公室，两位研究者和他们的助手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的日常生活，以此为据点查阅文献资料，编辑统计资料，进行访谈、分发和接收调查问卷。通过5年的密集研究，罗伯特和海兰·林德（Robert，Helen Lynd）出版了堪称有关美国小城镇研究的经典之作——《中镇》（Middletown
 ，1929）。




一般来说，培训的内容将涵盖案例研究的各个阶段，包括阅读、了解研究对象，熟悉案例研究设计的理论架构以及案例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在方法论培训部分，你可以温习“其他案例研究所运用工具”的范例（参见文本框15）。



文本框15



温习其他案例研究所用的工具和方法



21世纪，网站为掌握其他案例研究所用工具和方法提供了机会。例如，网络上的文章、学术杂志可能会再现纸质版文章中没有呈现的附注材料，这些补充性附注材料中包括规范的案例研究草案、案例研究编码表与部分案例研究数据库链接的证据表，以及案例研究数据库中的一系列文档资料。（Randolph & Eronen，2007）




培训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参与者都能够理解相关的基本概念、术语、方法论及其他与研究相关的问题。通过培训，每个研究者都应该知道：


●完成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为完成这一研究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可能会出现哪些变动（如果真的出现这些变动，那么该怎么应对）；



●哪些证据能证实某一特定理论假设，哪些证据能证伪某一特定的理论假设。


在专题研讨会中，能让参与者达到理想的理解水平的活动不是演讲，而是讨论。

用专题研讨的方法进行案例研究的培训与进行其他研究方法的培训——如对调查访谈人员的集体培训——又有所不同。调查培训也要涉及讨论，但其培训重点在于讲解调查问卷所涉及的术语、用语。这种培训也不会涉及整体性或理论性的问题，接受培训的调查人员只需要理解调查量表的机制，而不需过多了解调查研究的全过程。调查培训也极少涉及有关研究对象的其他文献材料，接受培训的调查人员不了解他们收集到的资料在研究的后期阶段将会被怎么分析、处理，也不关心研究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种培训方式也许能够达到调查的目的，但远远不能满足案例研究的需要。


制订研究草案


接下来的部分，要讨论案例研究草案的内容。因为，一个合理且受欢迎的培训任务，就是让每一位研究者都能理解案例研究草案。

为加深研究者对草案的理解，需要将草案涵盖的系列主题分配给每个研究者或每个团队成员。然后，每人负责查阅所分主题的阅读材料，添加相关信息，并主持讨论，讲清所负责的内容。这种安排能够保证每个成员都掌握草案的内容，并与小组合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每个成员以及整个团队深入了解草案内容，并相互交流。


培训中要解决的问题


培训阶段也是发现研究设计中的问题、考察研究团队是否具有研究能力的一个契机。如果发现研究设计确实存在问题，或者发现研究团队有些成员不称职，你应该感到欣慰：如果等到收集资料时才发现这些问题，那就难以补救了，及早发现这些问题有利于采取补救措施。因此，好的研究者应该想方设法在培训活动中，把潜在的所有问题全都暴露出来。

培训中最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发现案例研究设计存在的缺陷，或者是发现对所要研究的问题界定不够清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必须对原有的研究设计进行某种修订，尽管这会浪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有时，这种修订甚至会对研究的目的形成挑战。例如，某项研究的初衷是分析某一技术现象，譬如个人电脑的应用，但最终的案例研究方案却变成了对组织行为的分析，譬如监管不力。不管怎样，只要更改了研究设计，那你就要再次检索相关的先期研究文献，重新制订研究计划，并保证通知到参与研究的其他相关人员。你还应查询IRB的规则，确认是否需要重新审查受试保护方案。如果培训过程中发现原有研究设计的不现实之处，并予以修正，那么这次培训也是很有价值的。

培训阶段可能出现的第二个问题，是发现研究团队之间的不相容性——尤其是某些研究人员可能与项目主持人的研究理念不同，不认可既定的研究设计。例如，在一个有关社区组织的多案例研究中，研究者们对于组织的效益具有不同的看法（如美国社区委员会，1979）。当发现研究人员心中存在很深的成见且互不妥协时，一个处理办法是告诉研究者，如果他们能够找到有力的证据，那么他们的想法都将受到尊重与承认。当然，研究者也可选择要么继续进行研究，要么退出研究项目。

培训阶段可能出现的第三个问题，是发现原有的研究设计对研究的最后期限或研究资料来源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例如，某个案例研究可能假定要以自由、开放的方式访谈20个对象，但要完成如此多的访谈，将花费的时间比原定计划多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想访谈20个对象，那就要修改原定的资料收集进度表。

最后，培训活动也可能发现一些正面的、积极的特征，譬如发现两个或多个研究人员之间形成良好的、有利于研究工作的默契伙伴关系。在培训阶段出现的这种亲密关系很可能会延续、扩展到资料收集阶段，也可能有助于研究人员的优化组合。但一般来说，培训应以形成收集资料的群体工作规范为主要目的，这种形成规范的过程比形成亲密的伙伴关系更重要。如果形成了收集资料的工作规范，那么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出现预料不到的情况时，所有的研究人员都将会互相支持，共同应对复杂的情形。



练习3.3　开展实施案例研究的培训



描述一个案例研究项目的准备与培训工作，和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如统计、实验、历史研究、档案分析等）的准备和培训工作有哪些不同之处？如果你需要和另外2～3个研究者一起从事案例研究，请制订出一份对他们进行培训的辅导材料。




案例研究草案

案例研究草案与调查量表的唯一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面向单一资料点——或者从单案例研究（或者该个案是复杂的多案例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采集资料，或者从单一受访者那里采集资料。

除此之外，案例研究草案与调查量表之间没有任何相同之处，案例研究草案要比调查量表复杂得多。首先，案例研究草案包括研究工具、工作程序以及实施案例研究草案的原则。其次，案例研究草案面向的对象与调查量表面向的对象完全不同。再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制订研究草案都有助于进行案例研究，尤其是进行多案例研究时，帮助会更大。

案例研究草案是增加案例研究信度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目的是指导研究者更好地通过单案例研究（复杂的多案例研究可以分解为多个单案例研究）收集证据。表3.2是一个研究草案的例子，用于研究执法实践的改革。这一执法实践的改革是在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进行的。在此之前，研究者通过筛选程序界定了要研究的执法实践（详情请参见本章“筛选案例研究对象”一节）。另外，由于需要从多达18个案例中收集资料，因此在某一特定案例上无法深入地搜集资料，对每个案例提出的问题不是很多，最多也就10个（见表3.2中C部分）。


表3.2　执法实践改革研究草案内容表




	
A．案例研究简介




	
1．介绍项目赞助者（如果有的话）和研究人员感兴趣的研究任务、目标群体





	
2．研究的问题、理论假论及中心论点





	
3．案例研究的理论架构（逻辑模式）





	
4．案例研究草案对于研究者的指导作用（表明研究草案是研究者进行调查研究的标准程序）





	
B．资料收集过程




	
1．负责现场调查的联络人的姓名





	
2．资料收集计划（涉及想要收集的资料类型，包括受访人员的作用、待观察事件以及其他需要查阅的文件资料等）





	
3．参观访问之前所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现场调查前列举出需要研究的特定文献资料，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C．研究问题（具体问题见表3.4）




	
1．当前的执法措施及其创新之处：





	
a．详细描述该执法措施，包括其人事和技术发展过程（如果有的话）





	
b．为了实施新的执法措施，社区及司法机关采取了哪些措施，共同付出了哪些努力（如果有的话）？其本质是什么？





	
c．当前的执法理念是如何形成的？





	
d．当前的执法实践是否经过周密的计划？进展情况如何？这一执法实践最初目的是什么？是针对哪一个人口群体或区域的？





	
e．与同类型或同一司法行政区的其他执法实践相比，该执法实践有何创新之处？





	
f．该执法实践是否得到司法部门的常规财政支持，或者其他外部资金支持？





	
2．创新司法实践的评估





	
a．评价该实践的方案是什么？谁来实施评估？





	
b．曾经执行过什么样的评估活动？





	
c．采用了什么样的效果评估方法？到目前为止，得出了什么结论？





	
d．在解释执法措施的实施效果与联邦资助之间关系方面，曾经进行过哪些探索？得出何种竞争性解释？





	
D．案例研究报告内容索引




	
1．报告的受众以及受众对交流方式的偏好





	
2．运行中法规政策的实施





	
3．该法规实践的创新之处





	
4．目前的实施结果





	
5．法律实施部门与该法规相关的现状和历史





	
6．待陈列的内容：执法措施在该地执行情况和结果的事件年表；执法措施的逻辑模型；结果或其他资料展示；相关参考文献；受访人员名单






如表3.2中的示例所示，一般来说，案例研究草案应包括四部分：


●A部分：案例研究概述（研究目的及前景、需要研究的问题、有关研究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B部分：实地调研程序（受试保护程序、潜在资料源的鉴别、调查时需要出示的介绍信、其他后勤备忘事项）；



●C部分：研究问题（收集资料过程中研究者必须牢记的特定问题，能够回答特定问题的证据的来源渠道——见表3.4）；



●D部分：研究报告撰写指南索引（研究大纲、资料呈现方式，其他记录材料的使用和呈现，研究者简介等）。


只要稍微游览一下案例研究草案的内容，你就会明白它为什么如此重要。首先，它能使你的研究活动锁定在研究对象上。其次，制订研究草案将迫使你对相关问题，包括案例研究报告的撰写方式等进行深入思考。这意味着，你必须在进行案例研究之前，就思考研究报告的阅读对象是些什么人。从长远来看，这些思索将会使你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出现重大失误。

表3.2所示的案例研究草案显示出案例研究报告的另一个重要性质：报告的大纲始于描述要研究的创新性执法实践（见表3.2中的“D2”），只是在最后才描述执法机构的情况以及与执法实践相关的历史背景（见表3.2中的“D5”）。这种安排反映出这样一种事实：大多数研究者在历史和背景材料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尽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研究的对象——在本案例中指执法实践的创新——才是研究的重点，应给予更多的注意。

下面分别讨论案例研究草案的四个部分。


案例研究概述（研究方案中的A部分）


概述部分应包括案例研究的背景信息、研究的实质问题以及相关阅读文献。

背景信息部分可以从讲述研究赞助者（如果有的话）和受众（如论文委员会）的任务和目标开始。在研究中需要对此保持关注。譬如，如果赞助者或受众希望能够展示研究与以往其他研究的关系，研究者可以采用一般形式或者按照某种时间序列撰写研究报告。赞助者或受众对研究此类特点的明确认可一般在概述部分。

在背景部分还要纳入一个针对相关人员的声明，这些人员包括想了解这一研究目的和赞助者（如果有的话）的人员，以及研究实施中可能涉及的其他人员。在该声明的下面可以附上一封给受访者和受访机构的介绍信（表3.3是一封介绍信的样件）。


表3.3　介绍信样件




	
全国社区工作委员会





	
2000 K大街，N.W.大厦350房间





	
华盛顿特区，20006





	
电话202-632-5200





	
1978年5月





	
________________有关机构或人员：





	
________________先生是一位在社区复兴和社区组织方面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学者，他受聘于全国社区工作委员会专家小组，参与一项研究计划。该小组将对40～50个案例进行研究。





	
全国社区工作委员会希望通过案例研究最终回答如下问题：在实力、公众态度、投资政策（包括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等外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社区如何才能继续保持繁荣？怎样才能使社区保持活力？如何增加社区的人口数量？社区振兴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如何形成有利于社区复兴的大环境？





	
本介绍信将面向社区领袖、管理人员及城镇官员。我们恳请您拿出宝贵的时间、经验和耐心，接受我们的采访。您的合作对于这个研究的顺利进行极有助益。我们的研究结果将提交给总统和国会，为未来的政策改革提供建言。





	
我代表全国社区工作委员会的20名专家，对您的合作表示感谢。如果您希望得到我们寄送的研究简报和最终的研究报告，我们的访谈员将会很高兴地为您安排。





	
再次感谢。





	
社区工作委员会主席

约瑟夫·F．蒂米奇参议员

（签名）






然而，概述部分的主体应该是你要研究的实质内容。这包括筛选案例的原则，需要验证的理论假设，该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对公共政策可能产生的未来影响等。在概述部分应列出所有主题之前已完成的相关文献资料，并保证研究小组中的所有成员都能拿到这些前期研究文献。

好的研究概述应能够向那些有见识的读者（即很熟悉该项研究相关内容的人员）介绍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安排。其中一些材料（例如研究方案的简单描述）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所以对前期研究进行概述就具有双重价值。同样道理，资料丰富、用语恰当的概述可能为最后研究报告中“背景”和“引言”部分的撰写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实地调研程序（研究方案中的B部分）


在第1章中我们已经讨论过，案例研究是在不脱离现实生活情境中对事件进行研究。这一特性对于案例研究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这在第1、2章中也已有所讨论。

然而，对于资料收集来讲，案例研究的这一特性也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精心设计实地收集资料的程序。你必须在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收集资料，而不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安静的图书馆中进行。你也没有严格的调查量表来约束受访者的行为。在案例研究中，你必须学会把真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与收集资料的方案结合起来。就这一意义来说，你不能像第1章中所讨论的其他研究方法那样，可以对资料收集的环境进行控制。

在实验室实验中，被试进入实验室——实验室内的环境几乎全部被研究者所控制。被试在伦理约束、物理条件的控制下，必须遵从研究者的指示，根据指令作出反应。同样，采用调查量表进行统计时，受访者一般也不会偏离调查量表所列举的问题，他们的行为也受到研究者事先设定的基本规则的约束。当然，如果被试和受访者不愿遵从研究者的指令，他可以自由地退出实验或调查。最后，在采用历史法进行研究时，研究者可能无法随时拿到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去查阅。在以上三种情况下，研究者基本可以控制资料收集活动。

但案例研究所面临的环境完全不同于以上三种情况。为了采访关键人士，你必须迎合他们的日程安排表，而不是按你的日程表进行采访。采访的性质更加开放、自由（open-ended），受访者不一定按照你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同样，在进行日常观察时，你是闯入受访者真实生活的不速之客。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成为一个观察者（甚至是参与性观察者）。因此，在案例研究中，受到约束的应该是你的行为，而非受访者或被观察者的行为。

由于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与其他研究方法的资料收集程序有所不同，因此在安排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活动时，必须详细计划，尽可能多地设想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并设计好应对措施。例如，假如你是一个准备参加野营的少年，由于你不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情况，那么最好的准备就是尽可能多地携带相关生活必需品。案例研究的实地研究程序与其大致相同。

搞清楚这一点之后，案例研究草案中的实地研究程序就要着重阐明资料收集的任务，包括：


●联系主要机构或受访对象；



●携带足够的必需品——包括个人电脑、文具、纸、纸夹，以及事前建好的供个人记录资料用的安静场所；



●提前制订在需要的时候向同僚或其他研究者求助的程序；



●制订工作时间表，对一定时期内的资料收集活动做出明确的安排；



●预留出一定的时间，以应付突发事件，如受访者日程的变化，或者研究过程中你自己阅历、心态、动机的调整等。


以上这些是案例研究草案中实地程序部分可能涵盖的内容。具体详细的实地程序应根据案例研究的性质、内容而作出相应的调整。

实地程序设计得越具有可操作性，对资料收集活动的帮助就越大。在此仅举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例子。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活动往往要如实地记录下大量的文档，搬运大量的文档往往给研究者造成不便，有两种方法可以减少这种不便。首先，案例研究小组可以多准备一些大的、贴好标签的信封，以便他们能通过邮局把这些文档寄回研究基地，减少搬运、携带的不便。其次，在资料收集的日程中预留出一定的时间，以使研究者能仔细研读文件，找出其中有用的文档，利用当地的复印设备加以复印，然后把全部文档退还给其所有者。这些细节安排能够提高资料收集工作的整体质量和效率。

实地研究草案的最后部分应清晰地说明，要用什么样的程序来保护被试。首先，应该重申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现场研究程序。其次，应该提供“便于记录”的用语（scripted words）或说明（instructions），以便研究团队征求受访者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否则，就要告知案例研究的受访者和其他参与者，该研究存在的风险或其他情况。


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方案中的C部分）


研究草案的核心是一系列能够反映出实际研究概况的问题。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一部分是案例研究的“工具”。其实，研究草案中的问题与访谈调查中的问题有如下两大不同之处。


问题的一般定向


首先，草案中的问题询问的对象是研究者，而非受访者。就这一意义来讲，研究草案与调查量表完全不同。从本质上来说，研究草案中的问题是用以提醒你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你这样做的理由。在有些情况下，研究草案中的问题也可以作为访谈时向访谈对象提问的问题，但是，研究草案中的问题的主要目的是让研究者在资料收集过程中不偏离既定的轨道，保持正确的方向（表3.4是某学校改革案例研究草案中的一个实例，整个研究草案包括几十个这样的问题）。


表3.4　研究草案示例问题（源于某学校的实践研究）




	描述学校2年或多年前实施的、旨在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措施。这项措施的名称是什么？



	

●把有关这一措施的相关问题放入逻辑模型中，按时间顺序排列，解释题目之间的因果关系。






	

●收集资料，看这一措施在某一时间段内，使学校工作的哪些方面有了哪些提高，例如：






	

○统一了有关人员对教学目标的认识






	

○提高了教育标准，加强了学术要求






	

○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技能






	

○促使家长积极关心子女的学业成长






	

○学生学业水平有所提高（如积极选修某一特定学科，出勤率或者竞赛成绩有所提高等）






	

●援引支持（或否定）原始逻辑模型的证据，解释该措施导致这些变化的原理和原因。







每个问题的后面应该附上与这一问题有关的资料来源。资料来源包括受访对象的姓名、有关文件或者观察记录。在问题与证据的来源渠道之间建立联系，对于资料收集极有帮助。例如，在进行某一特定的访谈之前，研究者快速浏览一下问题，就可以做到对访谈内容心里有数（再次强调，草案上的问题只是研究问题的框架，与研究者向访谈对象提问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


问题的5个层级


第二，研究草案中的内容分为不同类型或水平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体现为如下5个层级：

第1级水平：要求特定的访谈对象回答的问题；

第2级水平：与单个案例有关的问题（在某一单独个案中，案例研究草案要求研究者回答的问题，在这里，所谓单独的案例可以是单案例研究中的案例，也可以是较大的多案例研究中的某一特定案例）；

第3级水平：多个案中有关研究结论模式的问题；

第4级水平：与整个研究有关的问题——例如，查找案例研究之外的其他证据，纳入其他研究成果，从已出版的著作中引用相关资料等；

第5级水平：在研究范围之外的、与提出政策建议或进行总结、评价有关的问题。

在这5个水平层级中，研究者在研究草案中应重点关注第2层级水平的问题。

第1级水平和第2级水平的问题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由于研究者误认为他们要研究的问题（第2级水平的问题）与他们将向受访者提问的问题（第1级水平的问题）非常相似，因此常常将两类问题混为一谈。为区别这两类问题，你可以设想自己是一个侦探，最好是一个老谋深算、经验丰富的侦探。侦探心中思考的是某一罪案可能的发生过程（第2级水平的问题），但他实际询问目击者和嫌疑犯的问题（第1级水平的问题）却并不一定要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全都表露出来。口头表达出来的问题与心里想的问题并不相同，这就是第1级水平问题与第2级水平问题的区别。对于案例研究草案来讲，清楚明确地提出第2级水平的问题远比试图提出第1级水平的问题重要。

现场访谈中，牢记第2级水平的问题，同时又能对受访者问出第1级水平的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样，在审阅详细的文件（这些文件会成为案例研究证据）时，你会忘记第2级问题（问自己“我为什么要阅读这个文件？”，往往会有启示作用）。参与前面的研讨式培训，有助于克服类似问题。你要记住，成为“资深”研究者意味着你知道怎样去探究问题。案例研究草案中的问题（第2级水平）就是这种探究的具体化。

研究者还应该清楚地理解其他三个水平的问题。贯穿多个案例研究的问题（如第3级水平的问题）可能包括，是否大的组织单位比小组织单位反应更迅速？或者复杂的官僚结构是否会使大组织单位变得更臃肿、更迟钝？然而，第3级水平的问题不应该出现在单一个案资料收集的研究草案中，因为单一案例只能解释一个组织单位的反应灵敏程度。只有多案例研究中各个案例的资料都收集完了之后，研究者才能提出和分析第3级水平的问题。所以，只有在多案例研究中才能涉及第3级水平的问题。同样，第4、第5级水平的问题也超出了单案例研究的范围。你在制订研究草案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请记住：研究草案是为收集单一案例（或者是作为多案例研究中的一部分）的资料而制订的，它并不能扩展到整个研究项目中。


资料收集单位与分析单位的混淆


在区分案例研究草案中的第1级和第2级水平问题时，还会产生另一个更微妙、但更严重的问题。该问题也许可以归为案例研究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的问题。它与案例研究资料收集单位（unit of data collection）是不同层次上的不同问题。如果两者混淆在一起，分析单位会出现不必要的变化。

这种混淆的出现，是由于资料来源可能是单个的人（例如，对单个的人进行访谈），但案例研究的分析单位可能是某一组织（访谈对象可能隶属于这一组织），这是常见的研究设计。尽管你不得不大量使用通过个人访谈得来的证据，但你的结论不能全部基于访谈之上（否则你的研究将会成为一个开放的调查，而非案例研究）。因此，在这个例子里，草案应当针对组织设置问题，而非针对个人。表3.5中第二行介绍了一个组织案例研究，列举了资料源于个人访谈（框1）或者组织政策记录及文件（框2）时的不同情况。



表3.5　设计与资料收集：不同分析单位


[image: ]


但是，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情况同样会引起混淆。你的分析单位是个人，但资料来源包括来自组织（框3）的文档记录（如人事资料或学生档案）。在这种情况下，你同样要避免把你的研究结论完全建立在组织机构提供的资料之上。因而，在这个例子中，草案中的问题不是关于组织的，而应该是关于个人的。表3.5中的第一行就是一种关于个人的案例研究。


其他资料收集方法


研究草案中的问题也可以用空白“表壳（empty table shells）”（有关详情，请参见Miles & Huberman，1994）形式出现。“表壳”实质上是一个表格的框架，已经定义了“行”和“列”——但表格中的内容却是空的。就这一意义来说，表壳指明了需要收集的资料，你的任务就是把表格中缺少的部分填满。相关资料可以是量化（数据）资料，也可以是质性（分类或描述性）材料。如果是质性材料，你应将空表和已完成的表列为“字表（word table）”。

表壳有以下几个作用：首先，表壳能一目了然地告诉你应该收集哪些资料。其次，它使你明白，在多案例研究设计中，相类似的资料将出现在哪些节点上。最后，它还可以告诉你，一旦完成所有资料的采集后，下一步该做哪一项工作。


指导撰写研究报告（研究方案中的D部分）


大多数案例研究草案往往缺少这项内容。研究者尚未完成资料收集之前，往往并不考虑研究报告的大纲、呈现形式、面向的读者群等问题。然而，虽然表面上看，在实施研究前的准备阶段就尝试撰写研究报告有些违反研究的先后顺序，但是在研究草案中尝试勾勒出研究报告的大纲，却有着重要意义（本章开篇的图中，从“准备”指向“分享”的箭头显示的正是这一尝试）。

再者，传统的线性研究顺序——即先完成资料收集工作，然后才考虑报告——源于其他研究方法实践。比如，实验者在完成全部实验之前通常并不考虑研究报告的格式，也不考虑研究报告的读者对象，因为他们的研究报告通常都刊登于学术刊物上。因此，绝大多数实验报告都遵循相同的大纲结构：提出问题和研究假设，叙述实验设计、实验器材及资料收集程序，呈现收集到的资料，分析资料，讨论并得出结论。

不幸的是，案例研究报告并没有可供遵循的、广为接受的大纲结构。正因为如此，在实施研究之前，每个研究者都应该对案例研究报告的设计有所思考（第6章将进一步讨论报告准备工作）。最终报告的质量能确保报告发表于学术期刊的概率。预测并确定报告可能得以发表的一两种期刊之后，效仿该期刊所刊载的文献的模式撰写研究报告，对报告的发表也会有所帮助。

无论采取前面所述的哪种方式，研究草案的制作都将受益于你对以往相关研究的查阅——例如，曾发表于候选期刊的案例研究或者曾受赞助者支持的报告。草案中的指导可能会指出研究报告潜在的读者、主题，或规定最终报告的长度。譬如，有些案例研究的赞助者如果对穿插名人轶事的报告没有兴趣，但可能会觉得小插图有趣，那么指导方案应强调对这种类型材料保持敏感。

除此之外，研究草案还应该对研究报告中的文献、文档引用作出说明。如果处理得当，一个资料翔实的案例研究将会引用到相当多的文献，包括已出版的研究报告、公开刊物、备忘录以及在案例研究中收集到的其他文档。研究完成后如何使用这些文档资料，展示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文档资料被堆放起来，束之高阁，乏人问津。但是，这些文档资料其实是案例研究“资料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见第4章）。一种方法是在案例研究报告中附上参考文献目录，列出每个参考文献。注释和参考文献可以帮助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到哪里去查找与研究有关的更详细资料。

总而言之，研究草案中应该包括尽可能详细的研究报告大纲。它将有助于研究者收集相关资料，以合适的形式呈现，并降低研究者被迫对同一问题进行补充访谈的可能性。然而与此同时，研究者不应被预先制订的研究草案所束缚。实际上，案例研究的一个长处就是具有灵活性、伸缩性——如果运用得恰当且没有先入之见的话——我们鼓励研究者在初步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调整不合适的研究设计。



练习3.4　制订一个案例研究草案



从你们学校的日常生活中（过去或现在）选择某一需要解释的现象，例如，为什么学校近来改进了某些措施，或者是如何做出有关课程或培训决策的。尝试解释这一现象，并制订出收集相关材料的案例研究草案。你的主要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设是什么？你的资料来源有哪些（例如要访谈的人员、查找的文献、要做的实地调查等）？你的研究草案是否能够指导资料收集过程？




为你的研究筛选候选案例

另一个准备步骤是对那些能够成为你研究“核心（centerpiece）”的案例进行最终筛选。有时，你几乎不需要进行筛选，因为你要研究的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它的身份在研究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确定了，或者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或安排，你早就确定了要研究的对象。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你也许要面对许多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的案例，必须从其中选择一个案例作为单案例研究的对象，或者选择一系列案例作为多案例研究的对象。筛选的目的是确保你在进行资料收集之前，能确定合适的案例。最坏的情况是，你在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却赫然发现你选择的案例不具备可行性，或者选取的案例并不是你所期望的那一类型。


一阶段筛选方式


如果可供选择的案例（无论分析单位是组织、个人，还是其他实体）的数目在12个以内，你就必须向熟悉这些案例的人请教，请他帮助你进行筛选。你也可以收集有关这些案例的初步资料，但千万要注意避免把收集资料进行筛选的过程复杂化为“迷你型”的案例研究。在收集筛选材料时，你需要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以区分哪些适合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案例。如果做的是单个案研究，同等条件下，选择资料来源最丰富的案例；如果是多案例研究，则选择最适合（逐项或差别）复制设计的案例。


两阶段筛选方式


如果备选案例太多（如12个及以上），那么就需要实施两阶段筛选程序。第一阶段中，研究者需要借助档案资料（如关于学校或公司的数据库）收集有关备选案例总体特征的各项量化资料。研究者可以从核心资料源（central source）（如联邦、州或地方管理机构，以及一些其他全国性的组织）中找到这些资料。拿到这些资料之后，研究者必须划出某种标准，对候选案例进行分层或者压缩案例数量。把备选案例的数目大致压缩到12个或更少之后，研究者再启动前一段所述的筛选程序，确定所要研究的案例。一个关于本土经济发展的案例研究就是按照两阶段筛选程序来选择案例的，本书的姊妹篇有关于其筛选过程的详细记录（Yin，2012，第3章，第32—39页）。（也可参见文本框16中的例子。）

完成筛选程序后，研究者还需要回过头来，再审慎考虑一下自己先前预定的准备研究的案例数目。如果在通过了各种筛选后，可供选择的案例仍然有多个，那么这将给以后的研究提供回旋的余地。



文本框16



选择案例的方法步骤



马维尔的一项关于城市社区复兴的案例研究，以假设“社区组织在城市社区复兴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开始（Marwell，2007）。这一研究在两个社区中开展，对每个社区中四种不同的组织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在选择社区时，研究者先依据人口统计学数据将候选社区的数量从54个压缩到14个，然后按照另一标准从14个社区中挑选出这两个社区。在附录中对此有详细介绍（第241—247页）。接下来，作者描述了这两个社区的组织，以及筛选这些组织的具体标准（见附录第247—248页）。作者的阐述为了解如何选择案例以及如何应对意外事件提供了范例（如第244页脚注6）。




试验性案例研究

试验性案例研究有助于研究者优化资料内容和步骤，从而提高资料收集计划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讲，试验性研究与其说是一次预试（pretest），不如说是一次试测（pilot test）。试验性案例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有时甚至帮助你更清楚地了解某些概念。相比之下，预试则可以被看作是“盛妆彩排（dress rehearsal）”，使用的资料收集计划尽可能忠实于最终的资料收集方案。因此，最好在获得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最终批准之前（本章前面部分讲到过IRB审核事宜）进行试验性研究。

选择试验性案例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参与试验的受访者异常友好、平易近人，或者受访地点非常接近研究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便于实施试验性研究，或者该案例能提供大量的资料。当然，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即挑选出来成为试验性研究的案例比真实进行的案例更为复杂，能够在试验过程中暴露实际研究中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由于试验性案例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正式收集资料之前，研究者一定要在试验性案例上付出比其他环节多得多的精力。因此，下面几个因素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试验性案例的选择、试验性研究的性质、试验性案例研究报告的性质，等等。


选择试验性案例


一般来说，便利性、可接近性和地理上的相近，可能作为选择试验性案例的主要标准。这可以使研究者与试验对象之间建立比“真实”的案例更和谐、更融洽的关系。试验性研究就像一个“实验室”，能够细化研究草案，让研究者能够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观察试验对象的各个方面，了解可能出现的各种现象。

一项有关地方服务机构技术改革的研究（Yin，2012，第29—32页）采用了七个试验案例，每个案例代表一种不同的技术改革。其中四个案例位于研究小组所在的城市中，研究者最先完成了这四个试验性研究。另外三个案例位于另一个城市中，研究者随后完成了对这三个案例的试验性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另一个研究基地。研究小组之所以选择这七个案例，并不是因为其技术多么与众不同，也不是因为其他实质性的原因。之所以选择这些案例，除了地理上接近之外，还因为研究小组提前与这些案例有过私人接触、便于开展试验性研究。另外，这七个案例中的受访者之所以接受试验，是因为他们觉得研究活动正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固定的议程，不会给他们造成多大不便。

试验性案例的主要受访者往往希望得到你对他们参与案例的反馈意见，以作为回报。他们视你为外部的观察者，而你也应当提供反馈。即使你已经有了代表你的研究旨趣的草案，你还是应该稍作调整，以适应受访者的需要。然后，你应遵照（并试测）正式的实地研究程序，进行试验性研究。


试验性研究的提问范围


在试验性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提出比最终资料收集计划更为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与研究内容相关的实质性问题，也可以是与研究方法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在前面所提到的例子中，研究小组采用七个试验性研究，来提高不同类型案例的概念化水平，分析各种技术对组织机构的影响。研究小组在确定特定的资料收集方法之前，甚至在提出有关理论假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试验性研究。因此，这些试验性研究对主要的研究问题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进行试验性研究的同时，研究小组还检索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他们在进行研究设计时不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纳入了自己通过试验性研究得来的实证资料。
[3]

 研究小组的双重资料来源，使得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不但回答了与案例有关的问题，而且归纳出了有意义的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试验性研究为相关的现场调查问题和现场调查的后勤工作提供了方法上的启示。在前述的例子中，研究者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后勤问题：是首先观察技术改革的实施过程，还是首先收集与组织机构有关的资料？与这一问题相关的是如何配置研究人员：如果研究团队有两个及以上的人员，哪些任务需要小组成员协同作战？哪些任务需要小组成员单独完成？在试验性研究中，研究人员反复试验了各种组合。汗水没有白流，他们最终摸索出了令人满意的资料收集方案。


撰写试验性研究报告


虽然阅读试验性研究报告的人主要是研究者本人，但是，研究者也应该把试验性研究的心得体会以书面文字的形式表述出来，即使是以备忘录的形式呈现。试验性研究报告与最终的研究报告的区别在于，试验性研究报告必须详细描述研究设计与实际研究程序之间存在哪些不协调之处。试验性研究的报告可以围绕这一内容，分几个小问题来写。

如果有好多次单个试验性研究，那么一个试验性研究结束后，在其报告中要体现出下一个试验性研究中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改善、提高。换句话说，报告中要包括下个试验的改进措施。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经过多次重复，那么最后一次试验性研究的试验方案，实际上就成了案例研究草案的原型。



练习3.5　选择一个案例进行试验性研究



在实施新研究之前，确定要进行的试验性研究的特点。你将如何联系潜在的参与人员？怎样使用这个案例？你为什么选择一个案例，而不是两个或更多？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收集研究资料的准备程序。根据案例研究范围的不同——是单个案还是多个案、是一个研究者还是多个研究者等——收集资料的准备程序也有简单与复杂之别。

本章主要讨论了案例研究者应具备的技能技巧、研究者进行案例研究的准备和培训、案例研究草案的性质、备选案例的筛选、试验性研究的目的和作用等问题。每个案例研究设计根据探讨的具体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遵守这些研究程序。

就像从事其他工作一样，如果研究者能按照上述程序进行适当的准备工作，必将能顺利地完成案例研究。因此，我们建议研究者在开始一个复杂的研究项目之前，先从管理的角度进行一个简单的试验性研究。成功地完成每一个试验性研究之后，准备工作将成为研究的第二特色（nature）。另外，如果同一个研究小组一起完成了多个试验性研究，那么成员间的合作将更具效率，更能达到令人满意的专业效果。


辅导材料3.1

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IRBs）


获得研究伦理委员会的许可，已成为涉及人类受试的案例研究标准程序的一部分。但是，审批过程并没有统一标准。比如，如果IRB对你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在获得审批之前，你可能需要完成多项子任务，这些任务耗费的时间可能会影响你的研究日程表执行情况。

一般情况下，你要认真准备接受IRB的审查。每个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自己的IRB，常常由五个或更多资深同事自愿组成，轮流负责。你可以通过查看单位的IRB是否有自己的网站，来了解其要求。大部分网站会提供信息，详细介绍IRB的审批过程和实践经验。

你或许可以查阅之前提交给该IRB中与你的研究项目类似的申请项目。同样，你的文献综述也要突出强调与你的主题和方法高度相似的已有研究。如果你的研究别出心裁，较少突出方法论，那么，IRB一定会提出方法论方面的问题，你就要预留时间准备回答这些问题。

你可以通过广泛查阅深入研究受试保护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与你的实质研究领域相关的资料源（比如做商业方面的研究，可以借鉴埃里克森（Eriksson）和卡瓦莱宁（Kovalainen）2008年作品中第62—76页的内容；社会工作和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照格林内尔（Grinnell）和安洛（Unrau）2008年作品中第30—59页的内容；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则可以参照斯伯格曼（Speiglman）和斯皮尔（Spear）2009年的作品），来熟悉受试保护原则。同样，你可以从各种社会科学专业指导中选择你最认同的一种，从中寻求咨询意见（譬如看一下第3章“摒除先入之见”部分中引用的几个专业文献）。

请记住，由于人员变动，不同机构IRB以及不同IRB关心的问题会有所差异。一定要提前与你所在单位IRB中的一个或两个成员进行交流，了解委员会的工作程序和要求。


辅导材料3.1参考文献


Eriksson, P. & Kovalainen, A.（2008）. Qualitative methods in business research
 . London: Sage. Treats case study research as one of nine methods in qualitative business research.

Grinnell, R.M., & Unrau, Y.A.（Eds.）.（2008）. Social work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Foundation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rve as a comprehensive textbook on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n social work.

Speiglman, R., & Spear, P.（2009）.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Ethics: Now you see them, now you don't. In D.M. Mertens & P.E. Ginsberg（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ethics
 （pp.121-134）. Thousand Oaks, CA: Sage. Describe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1]
 撒切尔（Thacher，2006）极力主张被他称为“规范性”的案例研究。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冒着被指责“资料不公”的风险，通过案例研究来倡导某一议题。我们最好将这种风险留给那些极为资深的研究者。最好不要建议那些对案例研究没有经验的新手承担此类风险。


[2]
 拥有一个研究者和需要多案例研究者对整个研究的不同取向具有重大影响。如果该项目只有一个人承担，那么他常常根据资料收集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证据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新模式等，快速地、本能地、创造性地作出调整。然而，如果该项目由多个研究者共同承担，那么为了保持研究小组各成员之间的一致性，某个研究者的创造性将受到压制。但是，多个研究者共同承担某一项目的好处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案例研究中的先入之见。


[3]
 最终发表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美国公共行政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颁发的威廉E.莫什奖（William E. Mosher Award），成为1981年发表于该期刊（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的最优秀文章。





第4章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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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运用6种资料来源



→建立各来源资料的数据三角形



→将资料编入综合数据库



→维护证据链



→慎重使用电子资料









摘要



案例研究的证据来源有六种：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用好这六种来源，需要掌握不同的资料收集过程。一个一以贯之的总体目标是，收集关于研究对象的真实事件和行为方面的数据，或者从独特视角捕捉案例中实际参与人员的信息（或者同时采取这两种措施）。这意味着在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中，将大量时间用于现场调查，包括在多个调研现场中延长访谈时间。



除了需要掌握如何运用这六种证据来源，研究者还需要了解案例研究资料收集的四种总体性原则，这几项原则对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也非常重要。这些原则包括：（1）使用多种来源的资料（从两种或多种渠道获得资料，并融汇到相同的一组事实或结果上）；（2）建立案例研究资料库（不同于案例研究最终报告的一组正式资料，资料库囊括研究者所有的研究笔记、现场调查的文件和表格材料以及研究者对资料的初步阐述和备忘录）；（3）在形成证据链时要保持敏感；（4）使用电子资料源（如社会媒体）时要小心谨慎。把这些原则综合运用到案例研究中，会进一步提高研究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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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案例研究资料：


从六种来源获取证据时所要遵守的一些原则



案例研究的证据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得。本章将讨论六种主要渠道：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每一种来源都有对应的一系列数据或资料。本章的目的，一是简要介绍这六种来源；二是撇开具体的证据来源，阐述资料收集的四个主要原则。


提供支持的教材


六种证据来源是相互联系的，即使在同一研究中也可能会使用所有六种资料，因而把六种证据来源放在一起做简要介绍，对大家会有所帮助。迄今已有大量关于方法论的专著和论文，对每种证据来源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解释和说明。因此，你需要阅读这些文献，如果某种来源的资料对你的研究极其重要，就更需要仔细地查找、选择和研读所需要的文献。

首先，资料收集方面的专业书籍（这些书籍的确比较久远）为研究者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例如Bouchard，1976；Fiedler，1978；Murphy，1980；Schatzman & Strauss，1973；Wax，1971）。这些书的书名中往往含有“实地工作（fieldwork）”或“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等字样，并且不会指向具体的方法，如民族志等。除了介绍基本的资料收集步骤外，这些书籍还会提供后勤计划和实地研究工作方面的指导。虽然内容不是直接重点介绍案例研究，但这些步骤与案例研究类似，操作性强，因而依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因为出版年代久远，这些书可能越来越难以找到了。

其次，虽然当代相关书籍很容易找到，但选择起来较为复杂。这些书通常只涉及几种资料，如实地访谈（如Rubin，2011；Weiss，1994）、参与性观察（DeWalt，2011；Jorgensen，1989）、文件证据（Barzun & Graff，1985），因而不能了解多种资源之间的互补作用。其他书籍涵盖的资料类型会多一些，但不一定符合研究需求，因为它们可能有明显的实质性或学科性倾向，例如临床研究或主要护理部门的研究（如：Crabtree & Miller，1999）、项目评估研究（如：Patton，2002）、社会救济研究（如：Rubin & Babbie，1993），或者人类学研究（如：Robben & Sluka，2007）。

再次，有些书籍期初看似乎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论著作，除介绍资料收集外，还包括其他主题，但最后却发现，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介绍资料收集过程的（如：克雷斯韦尔（Creswell）2007年的著作中，11章中只有1章讲资料收集；希尔弗曼（Silverman）2010年的著作中，28章中只有1章讲资料收集）。还有一些书籍确实很全面，也较细致地讨论了各项资料收集技巧，但是它们是作为参考书编写的，不适合独立研究者作为指导书使用（如：Bickman & Rog，2009）。

由于以往的方法论书籍与研究者的预期可能存在上述偏差，方法学方面显得零散、杂乱，因此必须克服这些困难，有效掌握资料收集的步骤和方法，从而有效地开展资料收集工作。



小贴士



收集案例研究资料需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



我们怎样判断是否已完成资料收集？



案例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不同，没有明确表示资料收集已经完成的分界线。研究者应收集尽可能丰富的资料，确保①大部分问题都有确凿的证据（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来源的证据）；②有据查证对立的竞争性假设或解释。



你认为运用其他研究方法的研究，完成资料收集的标志是什么？为什么这些标志对于案例研究没有作用？





提供支持的理论


除熟悉各类来源资料的具体采集步骤外，你还需注意第2章列举的与研究设计相关的一些问题：建构效度、内在效度、外在效度、信度。因此本章后面部分将把重点放在第二个目的上，即重点讨论资料收集的四个原则。

这些过去被忽视的原则，这里将作详细讨论：（1）使用多种而不是一种来源的资料；（2）建立案例研究的资料库；（3）组成完整的证据链；（4）注意使用电子资源中的资料，比如社会媒体。这些原则对确保案例研究的质量至关重要，尤其是如第2章（见表2.1）中提到的，它们将有助于解决建构效度与信度的问题。这些原则适用于六种来源的资料，研究中应当尽量遵循。



练习4.1　辨别其他案例研究中资料的来源



选择本书文本框材料中引用的一个案例研究实例，阅读并归纳出其中五条重要结论，指出支持这些结论的证据来源。指明在哪些情况下，案例运用了一种以上的证据来源。




六种证据来源

这里讨论的是案例研究中几种最常见的证据来源：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和实物证据。但如果将所有的证据来源完整地列举出来，将会包罗万象——包括电影、照片、录像带；投影技术和心理测试；人类环境学（proxemics）；举止神态学（kinesics）；“街道”民族志（street ethnography）；生活史等（Marshall & Rossman，2011）。

表4.1列举了六种主要证据来源相互对照的优缺点。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来源能够完全优于其他来源。所有来源各有短长，不同种类的证据来源相互补充。因此，成功的案例研究应努力通过各种来源获得资料（见本章“多类型证据来源”部分）。



表4.1　六种证据来源渠道的优点与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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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



文件


除了对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的研究外，几乎每个案例研究课题都会使用文件信息。
[1]

 文档类的证据资料又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一个完整的资料收集方案应充分考虑其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文档类证据可以呈现为：


●信件、备忘录、电子邮件和其他个人文件，如日记、日历和笔记；



●议事日程、布告、会议记录和其他的事件书面报道；



●管理文件，如方案、进展报告和其他内部记录；



●与案例相关的正式研究与评价报告；



●大众媒体与社区通讯报纸中的剪报和其他文章。


上述文件以及其他种类文件越来越容易通过网络获得，虽然不一定准确，或者可能有些偏差，但都是有用的。事实上，使用文件时应小心谨慎，不能将其作为已发生事件的真实记录，即使是美国国会官方听证的逐字记录也难免有人为的修改——在最终定稿印刷之前，听证记录需经过参与听证的国会工作人员和其他人编辑，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在其他研究领域，如历史研究，使用原始文件时必须要考虑文件的真实性。

对案例研究而言，文件的首要作用是证实或证伪通过其他来源获取的资料。第一，文件有助于验证访谈中提到的某些组织名称及单词拼写是否正确。第二，文件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细节检验其他资料提供的信息。如果文件信息与其他资料存在矛盾而不能相互印证，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三，可以通过文件进行推导——例如，如果你注意一下某个文件的传送单，就可能会发现某一组织内部通信网络的新问题。然而推导的结果未必正确，因此不应把推导作为确定的研究结果，而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鉴于文件的整体价值，它们在案例研究的资料收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使用什么资料收集方案，系统地收集有关文件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开展实地访谈之前，利用网络搜索可能会获得一些重要信息。在实地采访期间，有些文件，比如过期期刊，可能找不到电子资源，你可以分配一定的时间到当地图书馆和其他资料中心查阅。你还可以设法找到并阅读与你所要研究的组织有关的文件，包括可能已经库存起来的文件汇编。这些检索工作在时间上可以灵活安排，不要和其他的资料收集活动混杂在一起，怎样方便就怎样进行。因此，没有理由省略细致地阅读文件这一步。在该类型的资料中，报刊报道对某些课题的研究非常适合，例如文本框17和文本框18中的两个课题。



文本框17



将个人参与所得信息与大量报刊文件相结合



改善教学条件——尤其是美国都市地区学校的教学条件——已成为21世纪最大的挑战。唐纳德·马科亚当斯（Donald McAdams，2000）做过一个很有趣的案例研究课题，即休斯顿、得克萨斯的体制如何对有限的财政资源、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和当地政治机构进行管理。马科亚当斯三次被选举为该体系的学校委员会成员，并从四年任期中受益匪浅，他的文章像是讲故事，而不是罗列枯燥的社会现象。同时他的著作中包括了大量当地报刊文章的参考资料，以检验事实真假。该研究结果是最值得一读的案例研究内容之一，也是读者常见到的被详细记录的案例研究内容之一。






文本框18



比较两份档案资料对相同社区事件的记录资料



20世纪90年代最有煽动性的社区事件之一，被人们称为“罗德尼·金事件（Rodney King crisis）。几名白人警察殴打一个非裔美国人的过程，被人偶然摄入录像镜头；一年后白人警察无罪释放。此判决一出，立刻引起了民众大暴乱，造成58人死亡、2000人受伤、11000人被捕。



一项基于罗德尼·金事件的案例研究，特意从两家不同的报纸中提取材料：一家报纸是某大城市的主要日报，而另一家是非裔美国人社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R.N. Jacobs，1996）。事发后，第一家报纸共有357篇报道，而第二家（周报，不是日报）共有137篇。案例研究追溯了事件的始末，展示了两家报纸如何建构起对同一事件的不同理解。该案例说明，文件资料可能偏离真相，研究者需要注意这种偏差。




需要说明的是，很多人批评案例研究中存在过度依赖文件的倾向。这或许是因为研究者有可能误以为各种文件——包括项目的文件方案——都是绝对可信的。但实际上你应知道每个文件的撰写都带有某些具体目的，面对的是特定的读者群，而不是专门为案例研究撰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案例研究者是一位代理观察员，文件来源的资料反映了力求达到某些目标的团体之间的交流。不断判定这些目标，你就可以较少地受到文件的误导，从而更准确地批判性地解释资料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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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能够检索到大量的材料，这带来了一个新问题。阅读此类材料可能会让你迷失方向，浪费不少时间。需要注意，这种情况无异于当你要进行一项社区邻里关系的研究时，研究案例的数值资料有很多，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如美国普查资料（然后，再参看下面对档案记录的讨论）。遇到这两种情况，你需要对研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马上抓住相关的信息。一个建议是，根据材料（文件或数值资料）对研究的重要性，整理并归类。然后，多花一点时间阅读或审阅那些看起来更贴近你的研究的材料，将不太重要的材料搁在一边，留作以后阅读。这一程序并非完美无缺，但它将为你保存力量以完成其余的案例研究任务。


档案记录


很多案例研究会使用到档案记录——通常以计算机文档与记录的形式出现（如上面提到的美国普查数据），比如：


●“公共事业档案”，如美国普查资料，或其他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使用的统计数据；



●服务记录，如关于某一时间段内客户数目的记录；



●组织记录，如预算或人事记录；



●关于某地地理特征的地图与图表；



●调查资料，如已经收集到的有关某地的员工、居民或参与者的数据。


案例研究可以把这些及其他类型的档案记录和其他来源的信息结合起来使用。但是与文件资料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案例研究中，档案记录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对于某些研究，档案记录至关重要，以至于成为全面检索和定量分析的对象（例如，殷在2012年的著作中关于20所高校的多案例研究中使用的成本数据）；而在另外一些研究中，它们的作用则很小。

如果档案记录对研究很重要，研究者就必须细致地核实这些档案记录的产生背景及其准确性。有些档案记录被高度量化，但数字本身并不能作为精确度的标志。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很清楚，使用联邦调查局统一的犯罪记录，或基于其他执法机构犯罪报告的档案记录可能会出现哪些错误。前面提到一些使用文件信息时应当注意的问题，这里也同样适用：大多档案记录都有一定的目的性，为特定读者群（而不是为案例研究）而记。在分析记录的有效性与精确度时，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些情况。


访谈


访谈是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由于访谈与调查之间通常有联系，因而访谈这种考察方法常被质疑。不过，访谈是案例研究中常见的信息来源。虽然你会沿着一条连贯的线索提问，但在案例研究访谈中，实际发问仍然是灵活的，而不是死板教条的（Rubin，2011）。这种访谈也被称为“强化访谈（intensive interview）”、“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或“非结构访谈（unstructured interview）”（Weiss，1994，第207—208页）。

需要注意的是，这意味着在整个访谈过程中要做到：①沿循自己的发问线索，就像在案例研究方案中设计的那样；②发问方式不带有任何偏见，以得到所需要的信息（参见本书第3章中第1级水平和第2级水平的区别）。例如，你在提问线索中可能希望知道“为什么”某一特殊事件会像实际情况那样发生。然而贝克（Becker，1998，第58—60页）分析了向信息提供者提出“为什么（why）”和“怎么样（how）”这两种问题的方式之间的重要区别——他认为前一类问题会引起访谈对象的防卫心理，他比较倾向提“怎么样”这类问题，认为这是实际谈话中询问“为什么”的好办法。由此可见，案例研究的访谈应同时满足两个要求——得到所需要的信息（第2级水平的问题），以及通过开放式访谈收到“友好”、“没有威胁性”的提问效果（第1级水平的问题）。

关于访谈的一个常见问题是要不要录音。使用录音设备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个人偏好。比起其他方法，录音带在准确性上的优势显而易见。但有些情况下不宜使用录音设备：①被访者不同意，或者录音时被访者表现得很不自然；②缺少转录和系统地去听记录的具体计划——这个过程需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③研究者不能熟练使用录音设备时，会干扰采访的正常进行；④研究者认为有了录音就不必仔细地去听整个采访过程。

鉴于前面提到的几点内容，研究者最好了解一下案例研究访谈的三种类型：深度访谈（prolonged case study interviews）、焦点访谈（shorter case study interviews）和调查访谈（survey interviews）。


深度访谈


这种访谈能持续两个小时以上，既可以在单个情境中进行，也可以是一个包括多个情境的时间段。访谈中研究者可以向主要访谈对象提问对某人、某事的理解和看法，或者是他们对某一特定事件的见解、解释或意义阐释。在某些情况下，你甚至可以将受访者的观点作为进一步询问的基础，让受访者推荐其他访谈对象和资料信息来源。

受访者越是以这种方式提供协助，他们的角色就越像是“信息提供者”而不是“受访者”。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对案例研究的成败至关重要。他们向案例研究者提供的不仅是对某一问题的见解，还会帮助研究者找到其他受访者，获得相关与相反的资料。一位名叫多卡（Doc）的人在著名的《街角社会》案例研究中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treet Corner Society
 ，Whyte，1943/1993；见第1章第8页文本框2A）。类似地，在其他案例研究中也有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当然，也应避免过度依赖信息提供者，尤其是避免他们可能对你产生的人际影响性因素，这种影响通常是很微妙的。为避免掉进这个陷阱，要多使用其他信息来源，与信息提供者的观点相佐证，而且尽可能仔细地寻找相反的资料来检验。


焦点访谈


很多案例研究的访谈会更加集中，持续的时间很短，一般只有一个小时左右。这类访谈中，访谈者可能也会保持开放的谈话风格，但更可能按照案例研究方案中的问题（或一组问题）发问。

例如，这类访谈的一个主要目的可能仅仅是证实你已确定的一些事实，不再问其他宽泛的、开放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具体问题必须措辞严谨，显出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这样有利于受访者做出独到的评论。相反，如果你提出一些引导性问题，就很难达到通过访谈去证实事实的目的。如果不同的访谈对象总是给出相似的观点——互相印证，却好像是串通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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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谨慎小心，并且有必要进一步调查。一个办法是有意识地向持有不同见解的人询问，来检查连续事件的序列是否正确。如果其中有一位访谈对象没有发表任何观点，那么即使其他人的描述是一致的，一位优秀的研究者也应该像优秀的新闻记者那样，快速记下：有一位访谈对象不愿意做任何评论。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是，研究草案需要你格外留意某一受访者对某一事件的描述。这种情况下，有关该受访者观点和意义感知的材料是研究者必须掌握的（Merton，Fiske & Kendall，1990）。这种单独访谈的对应组（group counterpart）称为焦点小组（focus group），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于研究军队士气，后来广泛用于市场研究，如收集消费者对未来广播节目的反应等。这种焦点小组访谈的程序首先要求研究者招募一小群人，然后对研究的某些方面开展适度讨论，有意地揭露每个人的观点（Krueger & Casey，2009）。要想了解较大群体的观点，千万不要扩充焦点小组的人数，而是将受访者分为几个较小的焦点小组。

上述两个例子中，无论是为了通过访谈证实某一发现，还是为了了解某一受访者对事实的感受，你都要将访谈对话特性造成的方法性威胁最小化。访谈中的谈话会使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产生相互的微妙影响——有时称之为人际因素影响（reflexivity）：研究者的观点不知不觉中影响访谈者的回答，但这些回答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研究者的问题逻辑。结果使访谈材料“染色”，受到不良影响。

然而你可能意识到，通过深度访谈，你和受访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为保证研究质量，这种关系需要得到监控。但焦点访谈也会产生人际因素影响。虽然你不能够完全避免这些威胁，但如果时刻对其保持警惕，你也能完成高质量的案例研究访谈。


调查访谈


这种案例研究访谈采用结构化问卷，是一种典型的调查访谈。经常将问卷调查设计成为嵌入式案例研究的一部分（见第2章），将得出的量化资料作为案例研究的部分资料（见文本框19）



文本框19



包含调查的案例研究



汉娜（Hanna，2000）使用包括调查在内的各种来源的资料，进行一项关于城乡下水道设施的案例研究。此类设施有一整套资源管理综合计划，以解决环境规划和经济规划问题。这项案例研究关注的是下水道设施，包括对设施的描述，以及与之有关的政策和公众参与情况。在案例研究中，决策过程的参与者被作为一个嵌入式分析单位。汉娜调查了这些决策者，调查资料经检测整理出来，构成单案例研究的一部分。




这种调查很有必要。比如，你对某一个城市设计项目进行案例研究，会对该项目的设计者进行调查（例如Crewe，2001），或者在做一个关于某个组织的案例研究时，会对团体的工人和管理者进行调查。这种调查所使用的抽样方法和工具与一般的调查研究一样，并且后面的分析方法也相同。不同的是调查资料在研究中的作用。比如，居民对社区评价的变化不会用来测量居民态度提高或降低的实际水平，而只是作为社区整体评价的一部分。


小结


访谈是案例研究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很多案例研究都是关于人类事务或行为的研究。见多识广的受访者还可以为这类事务或行为提供一些重要的见解。他们还有助于研究者快速了解这一情景的早期情况，从而找到相关的资料资源。

同时，即使访谈关注的是行动性事件，因为行动性事件是构成研究案例的关键部分。但我们往往认为，访谈仅仅是口头陈述，不管陈述的是事件如何发生的，都免不了一些通病，例如存在一些偏见、描述不清、发音不准、不确切。有效的做法是，将通过访谈得到的资料与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料结合起来。

有时，你会对访谈对象解释行动性事件之外的个人观点（如意见、态度或意义）感兴趣。这些观点或态度可能与其他证据毫不相干，正如它们与处理行动性事件也不相干。你可能是想拿这些观点或态度与其他人的观点、态度做个比较，看看这种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性。但是，你越这么做，越像是在进行常见的调查研究，反而需要按照调查的程序和注意事项来做了。


直接观察


因为案例研究应在“案例”的自然情境中进行，所以研究者需要创造直接观察的机会。如果要研究的某种现象并未完全成为历史，那么与之有关的社会或环境条件可以供研究者观察，为案例研究提供另一种来源的证据资料。

作为资料收集活动的观察，可以比较正式，也可以比较随意。如果很正式，观察工具可以扩展为案例研究设计的一部分，现场操作者可以实地测量某些行为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发生率（见文本框20中的两个例子）。观察对象包括会议、人行道上发生的事件、工厂的劳动、教室内的教学等。如果不是很正式的直接观察，则可以在实地访问期间穿插进行，有时还可以同时收集其他资料，比如访谈信息。例如，办公楼和车间的条件可以反映一个组织的文化；类似地，受访者办公室的位置和布置能反映受访者在组织中的地位。

观察性证据通常能为研究课题提供附加信息。例如，如果要对一项新技术或一个新课程进行案例研究，那么观察这项技术或课程的应用将会十分有利于理解技术或课程的实际使用情况和潜在问题。类似地，对一个居民区或一个组织的观察能为理解研究背景和研究对象开拓思路。既然观察至关重要，也许需要在案例研究现场拍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至少有助于向外来的研究者传达一些重要的案例特征（见Dabbs，1982）。但应当注意，多数情况下（即使在室外），比如在公立学校操场给学生拍照或者给人行道上的行人拍照，在拍照前必须得到书面许可。



文本框20



运用现场观察的证据



20A．现场观察资料



“超净间”是半导体芯片制造工艺的关键。在“无尘室”里，员工们穿着叫作“兔宝宝”的无绒布服装，操作超小型组件。罗杰斯和拉森（Rogers & Larsen，1984）对高科技工作进行的案例研究《硅谷热》（Silicon Valley Fever
 ）中，运用观察性证据，展示了员工是如何适应超净间的工作环境的。研究还发现，当时大多数员工是女性员工，而大多数管理者是男性员工。



20B．将现场观察资料与其他类型的证据相结合



案例研究不能局限于某种单一的资料来源。实践证明，成功的案例研究往往使用多种来源的资料。



使用多种证据进行案例研究的一个例子是克罗斯（Gross et al., 1971）等人撰写的一本书，书里讲的事情都发生在同一个学校（见第2章文本框8）。该案例研究包括一个测量学生用于不同任务所需时间的观察方案；一项结构化的大规模教师调查；一项对小规模关键人物进行的开放性访谈；一份组织文件总结。观察和调查的资料构成学校态度与行为的定量信息，而开放性访谈与文件资料构成定性信息。



把各种资料综合起来进行总结分析，促使案例研究的结论不单一取决于定量或定性资料，而是建立在汇集各种不同信息的基础上。




为提高观察所得资料的信度，通常的做法是安排几个而不是一个研究者进行观察——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随意的。因此，如果资源允许的话，案例研究的调查应允许调用多个研究者。


参与性观察


参与性观察是观察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时你不单纯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在案例研究的现场调查情景中，你可能要担当不同的具体角色，并实际参与所研究的行为（见DeWalt，2011，第2章）。例如，在城市居民区中，这类角色多种多样，从与各种居民的非正式接触，到参与居民区内部的具体活动（Yin，1982a）。研究者在居民区或组织中进行参与性观察研究可能会担任的角色包括：


●成为所研究居民区的一个居民（见文本框21）；



●在居民区做一些社会服务工作，比如做商店老板的助手；



●成为组织中的一名工作人员；



●成为组织中的一名重要决策者。




文本框21



对“街角社会”附近居民区的参与性观察



参与性观察常用于城市居民区的研究。一个有名的例子是《都市村民》（The Urban Villagers
 ，1962）的作者哈勃特·甘斯对“美籍意大利人生活中的群体与阶层”的研究。



甘斯在著作中用单独的一章介绍了他的研究方法。他的资料收集工作采用了六种方法：使用居民区设施、参加会议、与邻居和朋友的一般性会面、正式和非正式的访谈、消息提供者、直接观察。在所有证据来源渠道中，“参与研究发挥了最大的用途”（第339—340页）。甘斯本人和他的妻子都是该研究中居民区的实际居民。研究结果得出一个经典结论：居民区生活受到城区扩展和变化的影响，这与大约20年前怀特（Whyte，1943/1993）在《街角社会》的研究结果——邻近的居民区很稳定——截然不同（见第1章，文本框2A）。




在对不同文化群体、社会群体的人类学研究中，经常用到参与性观察这种方法。它也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中，如大型组织（见文本框22）或非正式的小团体。



文本框22



日常情景中的一个参与性观察研究



埃里克·雷德曼（Eric Redman）有名的案例研究《立法艺术》（Dance of Legislation
 ，1973），以局内人的视角叙述了国会的工作程式。该研究追根溯源地调查了1970年第91届国会期间，提出“建立国家健康服务部队”议案并通过立法的过程。



雷德曼写这本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是国会议员沃伦·马纽松的下属，而后者是该法案的主要支持者。所以本书不仅文字浅显易读，而且对国会的日常运作也有深刻见解——从提出方案到最终通过立法，包括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即将卸任的议会政治。



这些叙述为在当时情境中进行参与性观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书中所涉信息只有为数很少的内部人员才能得到。这项案例研究展示了微妙的立法策略，被忽略的委员会文书和提案者的作用，以及政府的立法与执法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都会加深读者对立法过程的总体理解。




参与性观察为收集案例研究资料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最大的优点是，某些研究很难通过其他方式进行科学调查，而参与性观察使你有能力深入某些事情的细节和某些群体内部。换言之，对某些研究而言，参与性观察是采集资料的唯一手段。另一突出优点是，你在案例研究中能以局内人而不是局外人的视角进行观察。很多人认为，对准确描述研究调查的对象而言，这一点意义重大。最后，你将有能力控制一些小的局面——比如召集案例研究中的一群人开会。这种控制只有参与性观察可以实现，因为其他方式，如在文件、档案记录、访谈中，调查者都是被动的。虽然这种控制不会像实验控制那样精确，但能够为采集资料提供更多可选择的余地。

参与性观察的主要问题是它可能会带有偏见（Becker，1958）。第一，研究者不便以外来观察员的身份工作，有时所处的位置、角色有悖于科学研究实践要求。第二，参与性研究者很可能认同大家普遍接受的现象，如果所研究的群体或组织对之缺少支持，研究者可能会提供这种支持。第三，参与活动耗费大量精力，影响观察活动。结果，参与性研究者可能会没有足够的时间记笔记，或从不同的角度提问，而这些又是成功的观察所必需的。第四，如果研究的组织或社会群体解散了，参与性研究者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去参与或是去观察重大的事件。

运用参与性观察时必须全面考虑、权衡这些优点和缺点。在某些情况下运用参与性观察效果会很好，但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损害整个案例研究的可靠性，效果会很糟。


实物证据


最后一种证据来源是包括物理或文化的人工制品——如技术装置、工具或仪器、艺术品以及其他的实物证据。这些实物证据可以作为实地访问的一部分进行收集与观察，在人类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物理性实物证据，在越典型的案例研究中用得越少。但一旦运用，实物证据则会成为整个案例的重要组成部分。譬如，研究教学中个人电脑的使用，需要确定它们的实际使用状况。虽然可以直接观察电脑的使用，但电脑打印材料等实物证据也是可以得到并加以利用的。学生展示出打印材料作为最终的学习成果，并且保留着打印材料的记录。每份打印材料不仅展示了该项作业所属类型，还说明了完成该作业的日期和花费的上机时间。通过查阅这些打印材料，案例研究者就能更准确地理解整个学期计算机机房的使用状况，与直接观察相比较而言，后者只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某地进行实地访问。


小结


本部分介绍了六种常见的案例研究的证据来源。研究者必须独立学习、掌握每种来源的资料收集步骤，确保能够得当地通过每种来源获得资料。并非每种来源都适用于所有的案例研究，但训练有素的案例研究者必须熟悉每种资料收集方法——或者让具备所需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同事成为案例研究小组的成员。



练习4.2　辨别案例研究中资料的来源



选定一个你有兴趣研究的案例研究题目。为说明这个题目的某些方面，有可能要用到哪些类型的资料？例如，如果需要使用文件，用哪一种文件？如果做访谈，访谈的对象和问题是什么？如果用档案记录，用什么记录，涉及哪些要素？如果想要突出参与人员的不同观点，具体是哪些参与人员？




资料收集的四大原则

这四条原则有助于最充分、最有效地使用六种证据来源。四条原则对所有的证据来源都适用，如果认真遵循，将有助于解决确保案例研究资料的信度和效度难题。四条原则如下。


原则一：使用多种证据来源


前述几种证据来源都可以单独作为某些研究唯一的、全部的基础，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比如，有些研究完全依赖于参与性观察，而不依赖于任何一份文件；类似地，大量研究依赖于档案记录，却不做任何访谈。

各种证据来源的作用是彼此独立的，但并不意味着必须孤立地去使用它们。很多人认为研究者应该选择一种最适合的或是自己最熟悉的资料收集来源及相应方法，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证据三角形：使用多种来源采集资料方法的合理性


不应提倡在案例研究中单独使用前述某种来源采集资料的方法。相反，好的案例研究应尽量通过多种渠道采集资料（研究实例见文本框23、文本框20B）。因而，研究者在设计新的研究时通常要确认两点：一是研究问题，二是研究中首选的唯一的证据来源及相应采集方法——比如仅仅运用“访谈”法——的局限性。

案例研究对多种来源资料的需求远远大于其他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调查法或历史法。比如，实验法大多局限于在实验室测量、记录实际行为，一般无需系统使用调查信息或口头信息。调查则相反，强调口头信息，而不是对个别行为的测量与记录。最后，历史研究法的史实都过于久远，现在很难找到证据来源，比如很难直接观察一个现象，或访谈主要当事人。



文本框23



将个人经验与大量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案例研究



全美上下很多人都听说过“黑德·施塔德”项目。齐格勒和穆恩肖（Zigler & Muenchow，1992）研究了它是如何发展为联邦最重要的项目之一。他们的著作见解深刻，这可能得益于齐格勒从担任该项目首任主管开始的一系列个人经历。但也同时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第二作者做了历史和现场调查研究，采访了200名与“黑德·施塔德”有关的人。将通过各种来源获得的资料有机结合，推导的结论即使不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可以自圆其说。因此，该书不仅可读性强，还被大量引用。




当然，应在使用中灵活调整、组合每种来源的资料采集方法，运用多种策略，综合使用多种渠道来搜集证据。一个典型例子是历史研究中对“口述史料”的发展演进，这种研究涉及对已退休的关键政治领导者的深度访谈，并约定只有在这些人去世之后才能公开访谈资料。然后，历史学家采用历史资料传统矩阵，整理分析这些资料。但是，这种对传统研究方法的调整并不改变案例研究处理多种来源资料的要义，不过其他研究方法改变了，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

在案例研究中，使用多种来源的资料有利于研究者全方位地考察历史问题和行为问题，但其最大的优点在于“殊途同归（converging lines of inquiry）”。即不同途径的资料相互印证，形成前面提到的证据三角形（Yardley，2009）。因此，如果把案例研究建立在几个不同但相互确证的证据来源上，研究结果或结论就会更准确，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见文本框24）。



文本框24



多种证据共同构成证据三角形



巴苏、迪尔史密斯和古普塔（Basu，Dirsmith，Gupta，1999）对联邦政府审计机构即美国会计总署，进行了一项案例研究。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了组织的实际工作与它对外界的公众印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大致吻合）。这项案例研究使用了大量的资料——长期的现场观察及其记录；对55个人进行了访谈；对历史文献、公众记录、管理者的个人文件和新闻文章的总结整理——这些证据共同形成了稳定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三角形。




巴顿（Patton，2002）讨论了评估中四种类型的证据三角形——分别针对于：


1．不同证据来源（资料三角形
 ）；



2．不同的评估员（资料三角形
 ）；



3．同一资料集合的不同维度（理论三角形
 ）；



4．各种不同方法（方法论的三角形
 ）。


下面的讨论，仅针对这四种类型中的第一种（资料三角形），它提倡的是从多种渠道收集资料，并力求验证同一个事实或现象。图4.1对两种情况进行了对比——①真正形成了稳定的资料三角形（图的上半部分），以及②在同一个研究中使用多种类型的证据，但这些证据侧重论证不同的事实（图的下半部分）。如果真正形成了证据三角形，案例研究的事件、事实就可以相互印证。相反，如果你使用了多种来源的资料，但对每种来源的资料单独进行分析，这个过程类似于将不同研究的结论（每个研究基于一种资料来源）进行比较——并未真正形成稳定的证据三角形。

[image: ]

图4.1　多种证据来源的汇合和分离




将证据汇总，形成证据三角形，提高了研究的建构效度（construct validity），这是因为多种证据来源对同一现象进行了多重证明。不同类型案例研究对研究现象的侧重点不同。
[4]

 首先，很多研究中，研究现象与行为或社会事件有关，汇合的研究结论都暗含一个事实。使用多种来源的证据则进一步证明你的研究精确地呈现了事实。

在其他类型的案例研究中，研究现象可能是研究参与者的意向或观点——因为你采用一个相对主义的取向来解释多重事实（multiple realities）的可能性。此时证据三角形同样很重要，用于确保研究准确地呈现了研究参与者的观点。如果不出意外，你至少向同一个参与者提问三四个问题或者在不同场合向其提问——这也是“多种”资料来源的一种方式。


使用多种来源资料的必要条件


使用多种来源资料虽然有很多好处，但如前文所述，也会给你带来很重的负担。首先，与收集单一来源资料相比，收集各种不同来源资料的费用会更高（Denzin，1978，第6页）。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每个研究者都要知道怎样运用各种来源收集资料。例如，历史研究可能需要收集分析文件资料，经济或经济运行研究需要检索、分析档案记录，调查研究需要设计并进行调查。无论运用哪种研究手段，如果使用不当，都会影响下一步的研究，或是影响结论的一致性。研究者要掌握多种资料收集方法，这就对他们的业务素质及相应的培训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遗憾的是，很多研究生课程只强调讲授某一种来源的资料收集方法，即使很优秀的学生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掌握其他来源的资料收集方法。为克服这个缺陷，你应该利用其他机会对之进行弥补。一个办法是与一家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合作，而不局限在单一的学术系、所。另一个办法是分析各种社会学家的科研方法论著作（见Hammond，1968），在实践中向经验丰富的学者学习各种资料的收集手段，并体会其优点和不足。第三个办法是参与不同的小规模研究，借此机会练习使用不同的证据收集技术。

不管我们如何获得这些经验和技术，每个案例研究者都应当熟悉各种资料收集技术，以确保在一个案例研究中能使用不同来源的资料。如果不使用多种类型的资料，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就很难体现。更糟糕的情况是，本来要做案例研究，却在做的过程中变了样。例如，你可能过于依赖开放性访谈资料，忽视了那些可以用来验证访谈资料的文件或证据。如果你就此完成研究，那你做的可能就是一个“访谈”研究，类似于做了一次调查，而调查的资料完全来自于开放性访谈获得的口头报告。你做的并不是案例研究。这种“访谈”研究的文本（text）将不断地提醒你，你的研究资料只是一些自我陈述（self-report）的文字，充斥着“正如访谈对象所叙述的”、“正如在访谈中提到的”或者“她/他说……”之类的语言。



练习4.3　寻找相互印证的资料



谈谈日常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如果现在要证明发生过什么（回溯），怎样确立这件事情的“事实”呢？你会去釆访一些重要的人吗（包括自己）？会有一些实物证据、文件可以使用吗？在回忆和定义这件事时，多角度有作用吗？





原则二：建立案例研究数据库


第二条原则是关于如何整理案例研究中采集的资料并建立资料库。这个环节从第1章所介绍的其他研究方法中获得过许多启示。其他方法收集的资料通常分为彼此独立的两类：


1．资料或证据库；



2．研究者的报告（以文章、报告、著作或口述的形式呈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两类资料的区分更为明显。例如，做心理研究、调查或经济学研究的人，可能会交换只包含数字的资料库或其他电子文档，比如心理学测量中的某种行为的反应时间或测试分数，被试对象对问卷中各种问题的回答，或社会发展中的各项经济指标。实际上，数据库可以是独立的研究对象，由其他学者对之进行专门的分析，而其分析的过程也可能不出现在原始研究者的任何报告之中。

然而，案例研究尚未形成把单独的资料库与案例研究报告进行区分的惯例。过去很多时候，案例研究的资料——主要采用陈述形式——嵌入在研究报告的正文中，因此，如果带有批判眼光的读者希望对推出结论的原始资料进行检验，就会发现难以下手，因为案例研究报告中的陈述与作者对资料的分析混在了一起。

所需的资料库是对案例研究中所有的资料进行单独、有序的汇编。这些资料不仅仅局限于一些陈述性或数据性的信息，也包括现场调查中收集的文件和其他材料。研究者可以借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CAQDAS）或者更常规的文本处理工具（如word或Excel）对陈述性和数据资料进行整理。但是，若将其他类型材料纳入数据库，研究者应该设计一个文件夹，存放在文件柜或者档案柜内，用于存放多种文件（文件和资料）。其他人除了能够阅读研究报告外，还可以查阅整个资料库（电子文件和文件夹）。这样一来，资料库极大地增强了整个案例研究的信度。

同时，有了完备的数据库并不意味着案例研究报告不再需要呈现充分的资料（第6章中将进一步讨论）。每个报告仍要包含足够的证据，从而使读者能够像阅读其他研究报告一样，可以推导出研究的演绎过程和结论。如果读者受研究报告驱动较大，就会查阅研究的资料库，进一步了解资料库中的所有资料，而不只限于报告中的材料。

资料库主要用于保存研究者收集到的资料，以便于检索，因而必须井然有序，但不必过度打磨。结构整齐的资料库不仅为外部读者提供便利，也便于研究者后面的研究分析。

不幸的是，大多数有关实地研究的书籍都未曾涉及建立案例研究资料库这个难题。因此，下面将介绍有关这方面的最新进展，从四个方面分析建立资料库的方法：记录、文件、图表材料、描述。


案例研究现场记录


研究者的记录是案例研究资料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记录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来自研究者的访谈、观察或对文件的分析；可以是手写的、打印的，也可以是录音材料，或是计算机文档，或是用日记的形式集合在一起，或做成检索卡片，或是其他比较随意的形式。

案例研究的记录不论用什么样的形式，记录什么内容，都必须便于研究者本人和其他人日后查找使用。通常，记录可以按照案例研究中的主题进行划分——像研究方案中概括的那样，只要采取的分类方法可以为外来者所用，任何分类方法都是可取的。只有这样，记录才可以成为案例研究资料库的一部分。

将记录作为案例研究资料库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研究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改写访谈笔记，或为了清楚地呈现记录而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可以说，再次建立正式的研究记录，包括编辑和重写访谈笔记，可能是画蛇添足。即使需要做某些修改，也应当直接为案例研究报告服务，而不是单纯地把记录做得更好看。记录的唯一的、本质的功能是经过整理、归类、补充完整以供日后使用（见文本框25）。



文本框25



现场记录的形式



研究者应当每晚或每天将现场调查中的笔记整理成比较正式的记录。笔记和正式记录都应纳入资料库。下面是四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中的笔记记录了研究者与一名当地消防站联络主任相处的第一天（Yin，2012，第2章）。记录侧重于对社区物质条件的描述，来自三个街道社区团体的领导者对社区物质条件的看法，以及社区联络主任对社区的看法和意见。然后将随后几天中对同一社区类似的记录汇编。



其他三个例子来自德尔瓦特的（DeWalt，2011，附录）一本书。每个例子恰好对应一个不同的研究：一个是关于厄瓜多尔马纳比省妇女社会权利和经济策略的研究；一个是关于肯塔基州农村老年人营养策略的研究；还有一个是关于墨西哥社区林业项目评估的研究。这些例子都详细展示了研究记录，反映了大量实地调查工作。





案例研究文件


案例研究所需的很多文件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收集。第3章已经提到，研究方案中要指明使用这些文件的目的，一个很好的做法是给这些文件编写注释性的目录。这些目录有助于资料的保存与检索，供后来的研究者检索并分享资料库。

文件唯一的特点是占用存储空间大，除非研究者采用便携式文档格式（PDF），以电子文档形式存储。此外，在资料库中，不同文件的重要性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建立初级和二级文件夹，这样分类的主要目的在于方便以后阅读检索。如果某些访谈使用了文件，文件与访谈笔记还可以相互参照。


图表材料


资料库包括以图表形式出现的材料，既可能是从研究地点直接收集的，也可能是由研究小组建立的。这些材料需要整理、保存，供日后使用。

图表材料包括调查资料和其他量化资料。比如：在一个地方进行的研究调查可以作为嵌入式案例研究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图表材料甚至可以保存在电脑文档中。此外，如果使用档案或观察资料，就可能要计算各种现象出现的次数，即常说的“挡风玻璃调查（windshield survey）”（见Miles & Huberman，1994）。研究小组计算出来的资料也应整理保存为资料库的一部分。


新描述材料的汇编


最后，研究者可能还要把自己所作的描述进行汇编，纳入资料库。这些资料有多种形式。第一种是前面所提到的参考文献、交叉引用或资料库中有助于检索的分类材料。

有些主题或思想常常在资料收集过程中或资料收集之后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第二种描述材料就是对与这些主题或思想有关的证据进行汇编。这样有助于研究者对资料进行系统地归类，明确实证资料对这些主题或思想的说服力。整个过程可能需要研究者运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对备忘记录进行整合（例如Corbin & Strauss，2007，第6章）。虽然描述材料或者备忘录中包含的这些主题或思想起初貌似彼此孤立，但将这些材料汇编，是研究者对资料进行全面分析的第一步。

第三种描述性材料要求研究者自己拟写案例研究草案中各项开放性问题的答案，这也有助于研究者的分析工作。在编写每个问题的答案时，研究者尝试将资料与某一发现联系起来，以对应研究草案中的某个问题。根据每个问题的性质，汇编材料或汇聚于问题的事实，或将受访者反映的多种现实与其试探性解释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分析过程，开启了案例研究的分析环节。

问题答案的形式可以借鉴学术性课程开卷考试中综合考试题的答题形式。作为调查者，你就是答题者，目标是引用有关资料写出充分的答案。这些资料可以是访谈、文件、观察提供的资料，也可以是档案记录。开放性答案的主要目的是找到具体资料与案例研究中不同问题之间的联系，常常会用到脚注和注释。

所有问题的回答可以看作是案例研究资料库的一部分，甚至可以作为最终研究报告（单个案）或交叉案例分析的开端。在真正成为研究报告的一部分之前，答案只是资料库的一部分，研究者不需花太多的时间整理这些答案，即不需要像做标准的编辑工作那样花费精力。（然而，如果一个案例研究完全依赖于描述回答，这种编辑就很必要。见Yin，2012，第6章。）出色的回答的最重要特征是，通过充分的引用，切实地在相关问题与具体资料之间建立联系。



练习4.4　练习建立一个资料库



针对练习4.3的话题（介绍日常事件的某些方面），按照下面的框架写一篇简短的报告（两倍行距，不超过两页）。报告中首先明确将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再给出答案，引用已经使用过的资料（格式应该包括脚注）。对第二个问题采取相同的步骤。设想这种问答的形式怎样大量用于整个案例研究资料库中。





原则三：形成一系列证据链


提高案例研究中证据的信度，需要遵循的第三个原则是组成一系列证据链。这条原则的理论基础类似于司法调查的思路和程序。

此原则旨在帮助外来的调查者——即案例研究报告的读者——从最初研究的问题到最终的案例研究结论之间，找出每项证据的各种推论（见图4.2）。同时，外来的调查者应能够双向地进行这个推导工作（从结论反推出最初的问题，或从问题推出结论）。就像处理司法卷宗那样，这个过程应当非常严谨，因为必须确保在“法庭”上呈现的证据，即案例研究报告，与在“犯罪”现场采集的证据是相同的。相反地，也不能因为疏忽或偏见故意无视原始证据，否则对案例“事实”的分析会显得不足。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保证案例研究的建构效度，从而提高整个案例分析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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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建立完整的证据链




设想下面的情景：你阅读完一份案例研究报告的结论部分，引起你对建立结论的基础做更多了解的欲望。此时，你就需要反向推导论证过程。

第一，报告应该对案例研究中资料库的有关部分做充分的引用，包括引用具体的文件、访谈或观察记录。第二，资料库经过检验，应反映事实，研究者可以在文件中用黄色的笔将关键段落或词句标出。研究方法部分应指明这些资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收集的——比如，访谈的时间和地点。第三，这些情况应与案例研究方案中具体的步骤和问题一致，从而体现资料的采集遵循了方案中规定的步骤。第四，审阅方案须确保充分体现了相关内容与最初问题之间的联系。

由此，就能够从案例研究过程的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方法论步骤与支持结论的证据之间具有明确的相互参照关系。这就是希望最终建立起来的完整“证据链”。



练习4.5　建立完整的证据链



提出一个案例研究能够推导的假设性命题，接着找出可以支持这个结论的具体资料。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研究方案中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会有助于收集到这些资料，而什么样的研究课题会要求在方案中设计这些问题。试着理解这组资料是怎样形成的，又是如何反反复复通过各种环节找到这组资料的？





原则四：谨慎使用电子资料



来源广泛的电子资料


本章开始介绍的六种资料来源（包括社会媒体在内）中，大部分可以用电子资源呈现。例如，经过正式的安排，研究者可以通过网站，例如SuveryMonkey，或者网上聊天软件，进行访谈。同样，如果调查地点路途遥远，可以让同事帮忙，通过电话或平板电脑对真实发生的事件进行直接观察。参与聊天室以及其他群体的网络对话是一种参与性观察，相关的实物证据可以是摘录的网络照片和视频。也就是说，当代电子媒体和电子档案开启了所有资料源的远景，包括了解前人调查研究的途径。

在有些案例研究中，电子资源就是研究的对象（例如，研究Skype中的对话和人际关系）。这种情形下，研究者要格外小心。当研究者通过电子来源收集本章之前讨论的任何一种资料——例如，查阅文件、网络访谈或者远程观察，而不是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时，需要特别小心谨慎。


注意事项


丰富的电子资料可能会令研究者不知所措，因此使用电子资料源的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设置限制条件，比如确定要花费的时间、设定优先浏览事项、了解研究的信息核心等。当然，随着搜集的信息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投入会增加或减少，但尽量将一切掌握在控制范围以内。

研究者需要注意的第二个事项是交叉检查所用资料源以及所获得的资料。比如，维基百科是理解一个新概念或话题的简单起点，尽管网站尽力确保发布信息的准确性，但实际上作者才是最了解该概念或话题的人。因此，如果查阅作者的其他作品（如果有），研究者很可能会发现材料的观点有所侧重。交叉检查网络资料和其他来源资料是了解潜在意向、不完整观点或偏见的重要途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使用的网站，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个人微博，尤其是当研究对象侧重于发生在这些网站上的事项时，研究者在使用这些网站上的信息（例如，注意产权声明、地点、时间）时，应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这些信息能否证明材料的准确性。最后，研究者要获得使用网络资料，尤其是照片的许可。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六种来源的案例研究资料，包括它们的收集方法，以及资料收集过程中的四条重要原则。

资料收集过程在案例研究方法中比在其他研究方法中更为复杂。案例研究者必须熟悉在其他研究方法中可能用不到的技术；同时，研究过程还须遵循一定的程式规范，以确保资料收集过程的质量。前述的三条原则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它们不是用来限制研究者的思考能力和创造性，而是使研究过程更加清楚，使最终结果——即采集到的资料——体现出对建构效度和信度的关注，从而提升对其进一步研究的价值。下一章将介绍如何进行证据分析。




[1]
 有人研究了美国低收入社区印刷资料的匮乏状况，包括学校和公众图书馆的声像及纸质材料（Neuman & Celano，2001）。在这种印刷材料贫乏情景下，探索周边地区和社区组织（或学校）的研究者可能会发现，能够用作证据的文件来源也很有限。


[2]
 有关如何确证文献证据，包括如何确定文献实际作者之类的特别问题，巴森和葛瑞夫提出了很好的建议（Barzun & Graff，1985：109-133）。莫斯特勒和华莱士（Mosteller & Wallace，1984）对作者的考证提供了此类问题量化研究的典范。


[3]
 当采访“封闭式”机构的成员时，如毒品禁用项目的社区居民参与者或在结构严整的学校供职的教师，可能会得到惊人一致的回应。很显然，这其中有虚假的成分，因为所有受访者都清楚什么样的答复会“得到社会认可”，并似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实际上他们不过是重复着对所在机构的赞扬。


[4]
 作者非常感激本书第4版的评论员。他们指出图4.1的最初版本围绕单一“事实”描述汇总证据，实际上代表的是现实主义的观点。作者本意并非局限于此，现在修正的版本在一系列“发现”的基础上汇编资料。案例研究及其发现能够适用于现实主义或相对主义取向，故在此澄清事项并表明观点。





第5章

分析

[image: ]




→采用不同方式排序、展示资料



→注意可行的模式、观点和概念



→形成归纳分析策略



→同时考虑五种分析技巧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探索竞争性解释









摘要



证据分析包括检查、归类、列表、检验，或合并资料，以根据实证依据得出结论。因为案例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尚未明确定义，所以在案例研究中对资料进行分析的难度比较大。研究者可以从“把玩资料”开始分析工作，摸索可行的资料排列模式、观点和概念——目标是确定优先分析事项及理由。除了研究者自己的策略外，资料分析的另外四种基本策略是以理论假设为基础、“从下向上”分析资料、进行案例描述、检验对立的竞争性解释。尽管计算机辅助程序可以帮助研究者分析数量巨大的资料，但不能代替总体分析策略，仍然需要研究者确定相关代码、解释观察到的模式。



以上几种策略，被灵活地应用于案例研究的五种具体分析技术中：模式匹配、建构性解释、时序分析、使用逻辑模型和跨案例分析。如果案例研究采用嵌入式设计，在对嵌入分析单位的资料进行精细筛选后，可以建立嵌入分析单位统计模型，但不能应用于整体的案例研究。我们自始至终都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如何保证资料分析的质量。这就要求研究者考虑到所有的资料，并在解释性分析之外独立地呈现资料，同时也兼顾其他替代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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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的证据分析：


怎么开始分析？选择哪些分析策略？这些策略的效果如何？



分析策略：不仅仅是熟悉资料分析工具


分析策略的必要性



另一个挑战


证据分析一直是案例研究中发展最慢的一个环节。常常出现的情况是，研究者启动一项研究的时候，往往还不清楚将怎样去分析收集到的资料（虽然第3章建议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就考虑到证据分析的方法技术）。结果，研究到达分析资料阶段时，就变得死气沉沉，进展缓慢。笔者有一些同事，因为不知道怎样分析、处理资料，只好把资料一天天堆积起来，放到一边不管不问。

因此，在资料分析阶段，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比新手有更大的优势。与统计分析不同，案例研究中没有固定的公式可以给新手以指导。相比之下，研究者灵活的思路就显得十分重要。除此之外，还要加上详细的资料和审慎考虑到其他的可能解释，才能做好资料分析。

与此同时，研究者，尤其是新手，还要继续寻找一些程式、窍门或分析工具，因为熟悉这些分析工具有助于得到所需要的分析结果。这些工具重要而实用，但只有知道目的何在或有一个总的分析策略，它们才能真正起作用。遗憾的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的话，将可能会被推回到研究的起点。


计算机辅助工具


像Atlas.ti、HyperRESEARCH、NVivo或者The Ethonograph这样带有软件包的计算机辅助程序，都是能够分析质性资料的计算机辅助软件（CAQDAS，Fielding & Lee，1998）。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些软件发展得日趋多样，也更加实用。编码技巧和技术指导也大大提高，并且更易于操作（如Auerbach & Silverstein，2003；Saldana，1998）。这些软件和技术指导能够帮助我们对大量陈述性文本（如从开放性访谈或历史文件、报纸等中获得的资料）进行编码和归类。

可以借助两个词理解这些软件包的好处：辅助和工具。软件本身不会帮你做分析，但它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一种可以信赖的工具。例如，当你输入文本资料，定义一系列初始编码，软件包就能迅速地检索出所有与初始编码相匹配的文字，并计算出每个编码或词组出现的频率。软件甚至能够进行布尔搜索（Boolean），找出编码组合的文字。你可以用迭代的方式进行布尔搜索，即逐步加大编码组合或编码类别的复杂程度。但是，与统计分析不同的是，你只是让软件输出了分析结果，并不能将此看作完成了资料分析。



小贴士



怎样开始着手分析自己的案例研究资料呢？



你也许需要从问题（如你自己的案例研究草案中的问题）开始，而不是从资料开始。首先从小问题入手，确定能解释这一问题的资料。进而在大量证据的支持下，推出暂定的阶段性论点；同时问问自己怎样展示证据，以便让读者能检验你的判断。然后，触及较大的问题，并重复这样的过程。坚持下去，直到你认为解释了自己的主要研究问题为止。你从资料开始，还是从问题开始？




相应地，你还需要研究软件输出的结果，看看能否发现有意义的资料排列。这些资料排列——如编码或编码组合的出现频率，极有可能比最初引发你进行案例研究的“为什么”和“怎么样”的研究问题还要粗糙。也就是说，如若想充分地、全面地解释案例，或是精彩地描述案例，以回答“为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你还要在计算机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再作许多思考和分析。

让我们再回到编码的问题。界定初始编码和二级编码前，你也要明晰这样定义的原因。你为什么将这些编码与最初的研究设计联系起来（创造编码的是你，而不是计算机）？这些编码或概念在哪些方面准确地代表了检索出的单词或词组？为什么？回答这些问题，你需要有相应分析的论据。

只有在某些条件下，用计算机分析资料才是特别有用的（见辅导材料5-1）。最起码的条件是①文字或口述报告是逐字记录的，它们构成了研究的主要证据；②收集到了大量的这类资料。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使用扎根理论作为分析策略的研究中（如Corbin & Strauss，2007）。文本中逐渐浮现出的新概念或新主题，对于运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极为宝贵。然而，即使条件极为有利，几乎所有的学者还是对使用计算机辅助工具的研究者提出警告：你必须做好准备，你仍然是主要的分析者，你指挥着工具；而它们只是助手，不能代替你。

大多数案例研究对计算机辅助工具的使用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逐字记录，如受访者的回答，可能只是所有案例研究证据的一种。而某案例正好与复杂的事件和行为有关，且事件发生的现实情境可能更为复杂。除非你将所有证据——包括现场笔记和已经收集到的档案文件——都转化成必要的文本格式，否则计算机工具无法处理这些多样化的证据。但正如第4章中强调的那样，这种多样化的证据是你的案例研究的一大优势。面对这种多样的证据，你需要开发出特有的分析策略。


开发分析策略的方式


在研究的早期阶段，“做资料游戏”会很有效果。研究者在处理资料（比如将来自两个受访者的材料并列）时，资料的排列方式、对材料的理解和概念可能会慢慢浮现。其他分析处理技巧包括（见Miles & Huberman，1994）：


●把信息整理成不同序列；



●构造一个类别矩阵，把资料归到不同的类别中；



●确定资料的呈现方式——流程图和其他图表——以检验资料；



●编制不同事件出现的频率图；



●按照时间先后或其他顺序对信息资料进行排序。


另外一种方式，如第4章所述，是在资料观察时撰写备忘录或做笔记。运用扎根理论的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提倡使用备忘录（Corbin & Strauss，2007）。他们希望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就开始书写和绘制备忘录（备忘录的图表形式），并一直持续到资料分析阶段。备忘录中包含对数据所有部分进行初步解释的提示、线索和建议——主要是将资料概念化（Lempert，2011）。开始做备忘录时，及时将一些典型内容记下来，就像记下在洗澡过程中突然想到的好主意一样。

这些前期工作——例如制作资料矩阵、展示、统计表、备忘录或者图表——有助于形成整体的分析策略。形成整体分析策略需要遵循一种循环（cycle）（或重复的循环），涉及主要的研究问题、资料、对资料的操作和解释以及研究者描述研究发现和概括研究结论的能力。研究者在这个圆中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迫使形成分析策略。例如。研究者可以通过自问能够从研究中得出什么结论将研究向前推进，然后客观地检验资料，判断研究如何支持（或不支持）研究结论。一旦建立初步联系，研究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如何分析资料。

这个策略是必不可少的，可以指导整个资料分析工作。除了研究者自己想出的策略，下面将简述四种策略，然后概括介绍案例研究资料分析中用到的五项具体技术。这些策略和技术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你可以综合运用几种策略或技术，它们并行不悖。在收集资料之前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可能的选择，从而确保能够有效地分析获得的资料。


四种主要策略



依据理论假设


一个策略是遵循案例研究的理论假设。案例研究的初衷和方案设计都是以理论假设为基础，而该理论假设反过来会帮助研究者提出一系列问题、检索文献，以及提出新的假设与理论。

一般来说，在提出理论假设后，研究者通常会根据理论假设来制订资料收集方案，并据此选择合适的证据分析策略。例如，一项对政府组织之间关系的研究，其基本假设是，联邦资助不仅起到二次分配的作用，还能导致地方政府组织机构的改革（Yin，1980）。其中心论点——在地方政府的规划部门、民政部门或其他部门中将会形成与特定的联邦资助计划“相应的”机构——同时在几个城市中接受检验。对研究的每个城市，案例研究力求探究在相关的联邦资助方案出台之后当地机构中出现哪些新的部门，有什么样的变动。当地机构作为政府的组成部分，面对联邦资助方案采取了哪些措施。

上述例子中的理论假设说明了案例研究中理论取向如何指导资料分析工作。理论假设有助于研究者组织整个案例资料分析过程，明了需要描述的相关情境状况，帮助提出其他可能的解释并对之进行检验（见文本框26中其他示例）。


整合原始资料


与第一个完全相反，第二个策略从资料入手，而不考虑任何理论假设。不论是前面“玩资料游戏”的结果，还是第一次就发现的资料排列形式，此时，研究者会发现一些资料指明一两个概念。这一发现是分析路径的开端，将引导研究者深入挖掘资料，揭示其他关系（见文本框27）。



文本框26



使用理论分析比较政治学中的案例研究



比较政治学中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如何通过解释已有理论来推进案例研究分析。罗戈夫斯基（Rogowski，2010）论述了五种典型的案例研究，认为已有理论“足够精确到对单个或几个观察产生影响”（第95页），从而有助于案例研究。首先，每个案例研究提供实证资料，证明已有理论存在不足（anomalies），然后“巧妙地推测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理论，从而弥补这一不足（第95页）。其中三个研究中有一个案例（荷兰与其宗教和社会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个中等规模德国小镇及其生活，如俱乐部、社团、宗教团体；一个中欧国家成为现代早期强国的发展史），另外两个研究有多个案例（独立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个小型欧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




这个归纳策略效果很明显，但需要注意一点。经验丰富的研究者由于对研究领域了解更深入，头脑中可能有类似的概念，在研究初期也会遵循这种归纳策略。但是，新手却相反，首先他们对研究问题不怎么熟悉，此外，他们在建立资料之间的有效联系方面也面临着挑战。

多年来，质性研究扎根理论的创立者（Corbin & Strauss，2007；Glaser & Strauss，1967）为使用归纳策略进行资料分析提供了很多指导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对不同的资料配给不同的代码，每个代码代表一个概念或研究内容摘要。这些指导意见，除了可以用于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也适用于所有的案例研究。

如果研究恰好需要收集量化资料，那么归纳策略还为你的研究提供了其他便利。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该类资料包含你的研究所要解释的行为或事件——尤其是评价性案例研究中的“结果”；第二，该类资料与较大研究中的一个嵌入型分析单位有关。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量化资料对于解释或验证案例研究的核心论点，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设想要对一个学校、街区、组织、社区、医疗实践，或其他常见的主题进行案例研究。评价性案例研究的结果可能分别是学生成绩（对一个学校的案例研究）、住房价格（对一个街区）、雇员薪资（对一个组织）、各种犯罪率（对一个社区）或发病率（对一次就医过程）。



文本框27



通过分析资料得出案例类型



一项对小区居民巡逻队的案例研究很好地阐释了归纳策略（Yin，2012：第5章）。研究者通过仔细检验资料，在资料中发现了关键概念，而不是从前面的理论假设中找到。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在什么情况下，巡逻队会受到意料之外的、类似治安民团行为的影响。选择案例的主要标准是巡逻队是由市民团体组织的（而非私人安全服务），活动范围是居民区，而非商业场所。在研究者观察了32个类似的巡逻队后，巡逻队的三种类型才逐渐变得明显：仅限于建筑物或住宅小区的巡逻队（建筑物巡逻队）、主要负责监督街道的巡逻队（街道巡逻队）、负责护送和其他社区服务的巡逻队（服务巡逻队）。街道巡逻队更容易出现类似治安维持会的行为，巡逻队成员不太容易将住宅区居民与陌生人区分开来——当面对行为可疑的人（即使是该社区的居民）时，行为更类似于治安维持会。




这些解释性结果或嵌入型分析单位，都使研究者有机会收集到精细的量化资料。但是，主要的案例研究问题也许涉及的是更大范围的对象：一所学校（而不是其学生）、一个街区（而不是其住户）、一家商业公司（而不是其雇员）、一个社区（而不是其居民），或一项医疗事件（而不是其病人）。要从高层面探索、描述或解释事件，你还应收集并运用质性资料。因此，你的案例研究要直接整合质性资料和量化资料。



练习5.1　在一个案例研究中，使用量化资料



从你做过的实证研究中（含有量化资料的分析），选出一项研究——但不能是案例研究，或者从文献中选出一例类似的研究。请描述，该研究是如何分析资料的。谈谈同样的资料分析（几乎是相同的形式）是否可能成为案例研究分析的一部分？你是否觉得，量化资料与案例研究的相关程度不如质性资料与案例研究紧密？





进行案例描述


第三种分析策略是根据描述性框架组织案例研究（见文本框28）。这种策略可以单独使用；如果研究者运用前两种策略有难度，也可以选择案例描述的策略，作为替代策略。换句话说，如果研究者还没有选定最初的一系列研究问题或研究假设（使得研究者不能使用第一种策略），就已经收集到大量的资料，并且还没有从资料中发现任何有用的概念（使得研究者难以利用第二种策略），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进行案例描述。



文本框28



根据描述性框架组织案例研究



内森（Nathan）等人在2007年对坦桑尼亚的一个农村委员会进行了一项单案例研究，分析委员会对当地自然资源的管理行为（Nathan、Lund、Gausset & Anderson，2007）。政策的目的是提高森林监管的效率，促进平等和民主。研究者根据委员会行为的四种主题对研究发现进行组织：委员会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与其他村庄的关系以及与本村村民的关系，委员会的能力限制。这四种主题反映了政策领域的一种逻辑模式，因此使用这种描述框架增强了研究结论的信度——即单一的控制权下放并不能克服自然资源管理中的所有限制因素。




有时候，案例研究的最初目的本来就是描述性的。著名的社会学研究《中镇》的目的就是如此（Middletown
 ，Lynd，1929），这是关于中西部地区一个小城市的案例研究。《中镇》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它作为一个内容丰富的历史案例所具有的经典价值，还在于它的结构设计，该书的章节安排就体现了这一点：


●第一章：谋生



●第二章：成家



●第三章：教育下一代



●第四章：享用休闲时间



●第五章：参加宗教活动



●第六章：参与社区活动


这些章节涵盖了20世纪早期中型城镇中有关社区生活的一系列问题。虽然该案例称其一开始就按照不同的话题收集资料，但请注意其描述性框架是如何有效地组织、衔接案例研究分析的。从这点来看，在决定资料收集工具之前，你就应该考虑（起码有初步的考虑）描述性框架。通常，你的框架是基于最初所查的文献而形成的，也正是这些文献透露出以往研究的空白或是启发了你的研究兴趣，从而引起了你展开案例研究的兴致。另一条建议是，你可以回顾已有的案例研究的结构（例如，你可以仔细阅读本书文本框中引用的案例的原著），至少要看看这些案例研究的目录，因为目录表在一定程度上含蓄地展现了不同的描述方法。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案例研究的最初目的也可能不是描述性的，但描述策略或许有助于确定需要分析的适切的因果联系，甚至有利于开展定量分析。一个著名的案例研究，旨在研究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地区推行、实施公共服务政策的复杂性（Pressman & Wildavsky，1973）。研究者认为，这种复杂性可以描述成确保成功实施公共服务政策的多种决定。这类描述随后可以发展为列举、列表决定多元性的量化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描述性策略可以用来确定复杂的总体模型，然后用模型来“解释”方案实施为什么会失败。该案例研究为早期政策实施研究作出了突破性贡献（Yin，1982b）。


检验与之相反的竞争性解释


第四种总体分析策略是确立和检验竞争性解释。这种策略与前面的三种策略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最初的理论依据（第一种策略），可能就包括了竞争性假设；对原始资料的分析（第二种策略），可能形成竞争性的归纳框架；案例描述（第三种策略）可能形成对案例的其他竞争性描述。

譬如，评估研究中的一个典型假设是：观察到的状况是计划干预的结果。与此相反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竞争性解释是，除了这些干预之外，最终结果还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且资金投入也不一定是必需的。如果研究者能事先意识到这样的竞争性解释，就应尝试着收集可能反映“其他影响”的资料。同时，要尽力去做好这些资料的分析处理工作——犹如需要证明其他因素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影响一样，而不是寻找理由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Patton，2002，第553页；Rosenbaum，2002，第8—10页）。这样，如果你找不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他可能的解释，别人也就不大可能说你为了支持最初的假设而人为地“制造假证据”。

直接的竞争性解释——在前例中，资助不是导致所观察到的结果的原因——是这几种竞争性解释的一种。表5.1就多种竞争性解释进行分类，并详细地逐条列举（Yin，2000b）。对于每种竞争性解释，为使其主旨更明确，在正式的社会科学分类之外还有非正式的、简洁的描述（表5.1中括号和引号中的内容）。



表5.1　对不同类型竞争性解释的简要描述


[image: ]
来源：Yin（2000b）



表5.1提醒我们，在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三类技术方面的竞争性解释（craft rival），研究者比较容易在此处犯错误，因此一些教科书对此做了大量的说明。此外，表中还列示了六种“实际生活”中（real-life rival）的或实质性的（substantive）竞争性解释，它们在其他的教科书中几乎未被提到（大多数文章也未讨论到竞争性解释的难点和优点，以及将竞争性解释引入研究的作用）。实际上在收集资料之前，研究者就应仔细考虑这些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竞争性解释（同时也不要忽略技术方面的竞争性解释）。有些实际生活中的竞争性解释观点可能会等到收集资料时才变得明朗，到这一步才留意到它们依然是可行的，也是值得称道的。总之，如果分析资料时能考虑并且逐个验证、排除竞争性解释，那么所得的结论就会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

在本书前述文本框引用的几个案例研究中，竞争性解释都是不容忽视的关键部分（如第1章的文本框1和第2章的文本框11）。这些课题的研究者充分借助竞争性解释观点进行整个案例的分析。本书的姊妹书（Yin，2012，第10章）中还有更多的例子——包括地方经济发展案例以及一个前50强企业的消亡——都有意地集中研究有关竞争性解释的证据。


小结


可以说为案例研究分析所做的最好准备就是找到一个总的分析策略。分析策略的目的是建立案例研究资料与一些相关概念的联系，然后从这些概念中找到分析资料的方向。研究者可以制定自己的分析策略，也可以考虑采用上文讲解的四个策略：利用理论假设、整合原始资料、进行案例描述、检验竞争性分析。

使用任何一种分析策略，包括自己制定的策略时，研究者需考虑本章中提示的五个分析技巧。这些技巧尤其适用于解决内外效度方面遇到的问题（第2章）。这些技巧有：①模式匹配；②建构性解释；③时间序列分析；④逻辑模型；⑤跨案例聚类分析。



练习5.2　确立总的分析策略



如果你已经收集了研究资料，但还没有一个分析策略。想一想你将如何把这些案例资料编排到不同的章节中。使用的标题，要有实质性内容（如不要用“引言”作为题目，而在标题里就说明引言中要谈什么问题，即使这样的标题字数会长一些）。试着变换每个标题的前后次序，看看这些变化会如何影响你的分析策略。现在找出一个顺序，动手把你的资料放到一定的章节中。为进行后面的资料分析做好准备。




五种分析技巧

用好下述的具体分析技术绝非易事，要经过大量训练才能有效地运用。一个可行的建议是，你的起点不要定得太高，工作要细致，并不断地进行反思，不要期望一蹴而就，在一段时间内全面培养各项分析技能。这样，分析就会有理有力，最终也能做出高质量的案例研究。


模式匹配（pattern-matching）


对于案例研究而言，最值得提倡的技术就是遵循模式匹配逻辑。这种逻辑（Trochim，1989）将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模式（即建立在研究发现基础上的模式）与建立在预测（或几种可能的预测）基础上的模式相匹配。在政治科学研究中，有一种技巧与模式匹配很像，被称为一致性检验法（congruence method）（见George & Bennett，2004，第9章）。如果这些模式相互之间达成一致，案例研究结论的内在效度会更理想。

如果案例研究是解释性的，模式可能与研究中的因变量或自变量（或两者）相关。如果研究是描述性的，模式匹配依然能发挥作用，只需在资料收集之前确定具体变量的预计形式即可。


将非对称因变量作为一种模式


从可信的准实验研究中推导出来的因变量的模式，被称为“非对称的因变量设计”（Cook & Campbell，1979，第118页）。根据这种设计，一项实验或准实验研究可以有多个因变量——即多种结果。例如，在公共卫生研究中，研究者预测一些治疗结果受一种治疗方案的影响，而其他结果可能不受治疗方案的影响（Rosenbaum，2002，第210—211页）。这种模式匹配的发生过程为：如果发现了每个结果的初始预测值，而却没有发现预测值的其他模式（包括从方法学人工物证中得到的值或对有效性的“威胁”），就可以推测这些治疗结果与治疗方案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你在从事一项关于新的分散式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效果的研究。你的主要论点是（由于每个终端都可以独立于任一个服务器而工作）某种组织模式变化将引发组织内部一定形式的变革和压力。根据已有的分权理论，你推导出可能会产生如下变革及压力：


●员工为适应办公系统，将建立新的工作方式
 ，这些工作方式对每个员工都是新奇的；



●传统的监控体系
 会受到威胁，因为对工作任务的监控和信息中心来源的使用都被削弱；



●由于同时需要共享资源和向独立终端服务，组织矛盾
 会被激化；



●生产力
 水平比安装新系统之前高。


上例中，四种结果分别代表不同的因变量，你应当用不同的测量手段和工具进行评价。在这个意义上，你所进行的是一个有特定非对称因变量的研究。你可以预测包含每个因变量的整体结果模式。如果结果模式与预测的模式相符，你就能得出有关分权效果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反之，如果结果模式与预测的模式不相匹配——即使只有一个因变量的表现与预测的模式不相匹配——最初提出的论点就是令人怀疑的（另一个例子见文本框29）。

上述案例可以通过下面的案例二进一步明朗化，案例二是研究安装新的联机式办公自动化系统——即所有个人终端设备连接成一个网络。现在你能用与上例同样的四个因变量预测到不同的结果。如果结果表明分散式系统（案例一）的实际结果与预测相符，而联机式系统（案例二）生成的第一种结果与预测不同，就能对分散式的结果下一个更有力的结论，这样也就在案例之间做了一次差别复制（另一种情况是，通过确认、研究两个或多个分散式办公系统会构成逐项复制）。



文本框29



多重结果的模式匹配



研究者与政治家一样，都认为遍布全美的军事基地对当地的住宅建设、就业率和其他市场有重大的贡献。人们相信，如果关闭这类基地，社区经济和社会将相应地蒙受灾难性的损失。



为验证这种观点，布拉德肖（Bradshaw，1999）对加利福尼亚一个中等规模社区的军事基地关闭事件进行了案例研究。他首先确定了人们担心会出现灾难性后果的一些方面（如房屋销售额、公民就业率、失业率、人口流动量和稳定性以及零售市场），然后收集了基地关闭前后每个方面的数据变化。模式匹配（将每一部分关闭前的结果模式与关闭后的结果模式进行对比，再将该地每一方面的结果与其他社区和全州的数据作比较）的结果显示，基地关闭的结果和影响远不如人们预想的严重。有些方面甚至没有任何衰退的迹象。布拉德肖还呈现了解释结果模式的证据，进而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




最后，你应当注意那些可能影响到效度的因素（Cook & Campbell，1979，完整地列举了相关因素）。例如，新的公司执行委员会可能使用了案例一的办公系统，这为驳论提供了空间：单机办公所导致的明显效果可归因于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而不是新安装的办公自动化系统。为了驳斥这个竞争性解释，应找出最开始的因变量的子集，并阐明如果公司管理水平是这些结果的实际原因，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模式（案例一）。如果进行的是单案例研究，这样的步骤就是必要的；你可以使用同样的资料排除可能威胁到效度的因素。如果还有第二个案例，就像前面假设的例子，你也可以阐明公司管理水平无法解释案例二中出现的一部分结果模式（即如果没有公司管理层的干涉应该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实际上，你的目标是找出各种可能损害到结论有效性的因素，不断对各种模式进行对比，分析为什么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因素均无法对两种模式做出解释。


作为模式匹配的竞争性解释


竞争性解释，除了是一种有效的总体分析策略，也是对自变量进行模式匹配的一种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文本框30），几个案例可能会出现某一相同结果。调查应侧重于每个案例中的结果是怎样产生的，并且为什么产生。

这种分析要求形成以可操作性语言表述出来的竞争性假设。这些竞争性假设的特点是每种解释都包含了一种在形式上相互对立的自变量：如果有一种解释是有效的，那么其他解释就都是无效的。这意味着某些自变量的存在（原始解释的预测结果）排除了其他自变量的存在（竞争性解释的预测结果）。自变量可以包括几种或多种不同的性质或事件，每种都由不同的手段与工具进行评估。然而，案例研究分析的难点在于观察到的模式与预测的模式在何种程度上相匹配。



文本框30



竞争性解释的模型匹配和多案例间的复制法则



有关政策研究的一个常见问题是，理解在何种条件下，研究发现才能达到造福社会的目的。有一则案例研究（Yin，第3章第46—48页）就研究了这个问题。该研究包含九个案例，而研究者首先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在每一个案例中，重要的研究发现都已经被运用于实践了。



接着，该研究着重探讨：这种结果“怎样”产生？“为什么”产生？研究者比较了三种模式（“竞争性”解释模式），即（1）研究者选择自己的研究主题，并成功地将研究发现传播到实践领域（技术“推广”）；（2）实践领域的问题吸引了研究者的注意，从而导致问题的成功解决（需求“吸引”）；（3）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研制一个从辨别问题延展到检验解决方案的流程（“社会互动”）。每一种模式，都先于预先设立的竞争性结果给出了不同的框架。例如，需求“吸引”理论需要先出现一个问题，作为启动研究项目的前兆，但其他两种模式并不存在需要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



研究表明，九个案例的事件与理论二和理论三的混和形式最为匹配。这个多案例研究综合运用不同的框架对每一个案例进行模式匹配，并运用复制法则实现跨案例之间的分析。




自变量的模式匹配既适用于单案例研究，也适用于多案例研究。对单案例研究而言，如果能成功地将模式与竞争性解释搭配起来，则可以断定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其他解释就是错误的）。同样，即使是单案例研究，也需要找出并且排除影响有效性的因素——它们基本上构成了另一组竞争性解释。另外，如果多个案例都推导出这个相同的结果，就可能构成对单案例的逐项复制（literal replication），切片分析的效果就会更有力地表现出来。然而，如果预计到由于存在不同的环境条件，将导致第二组案例无法得出相同的结果，那就构成了差别复制（theoretical replication），最初的观点就成立，并更有解释力了。


模式匹配的准确性


就当前研究水平看，模式匹配程序尚未发展到精确比较的阶段。无论是在竞争性解释的基础上预测一种不对称的因变量，还是简单的模式匹配中的预测，预测模式与实际模式之间的比较可能都未达到量化的程度（现有的统计学技术可能用不上，因为这些形式中的变量都没有变化，每个变量实质上代表了一个单一资料点）。如果研究中事先确定了一个基准，就可能得到精确的量化结果（如生产力将增长10%）。实际结果的水准可与这个基准做比较。

对研究者而言，低准确度允许他们保有某种解释的弹性，他们能通过推断下结论说某种模式匹配或不匹配。当然，你可以通过更精确的测量手段增强案例研究的说服力。一个重要的建议是，如果达不到一定的准确度，你就不要预测精细的模式，这样得出的解释就不容易被推翻。


建构性解释


第二种分析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模式匹配，不过步骤更复杂、操作更难，因而需要单独介绍以引起重视。这一技术的目的在于通过建构一种关于案例的解释来分析案例研究的资料。（建构性解释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又被称为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见Bennett，2010；George & Bennett，2004。）

与本章所选的案例研究类型相对应，这里主要涉及解释性案例研究的分析步骤。同样的一个解释性案例研究的步骤常常被引用，即“生成假定”程序中的一些步骤（见Glaser & Strauss，1967），不过后者的目的不在于为一项研究下结论，而是为了促进后续研究形成观点。



文本框31



单案例研究的建构性解释



商业公司为什么成功或失败，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也一直是一个研究者普遍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全国和该行业都名列第二的一个计算机制造商，其公司规模也在50强之列。在该公司运行了30年并成功地发展壮大后，确实需要一些解释，才能理解它为何倒闭。埃德加·施恩（Edgar Schein）对这一难题进行了单案例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文件和访谈资料（另见第6章文本框50）



麻省理工学院的施恩教授曾担任过该公司高级管理顾问，任职时间之长可与该公司历史相比。他的案例研究试图解释，该公司的“失去的基因”——对公司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基因——是“怎么”丢失的？以及“为什么”会丢失？作者认为，公司需要这种基因，以克服过度注重技术创新和卓越的倾向。该公司本应给予其商业和市场运作更多的关注。这样，公司也许就有能力更及时地裁掉无效员工，从而在多个相互抵触的发展项目中确定优先次序（例如，该公司开发了三种不同的个人电脑）。





解释的要素


“解释”一个现象，就是提出一套有关该现象的假定存在的因果关系。这些因果关系与前面提及的竞争性解释中使用的自变量类似。在大多数的研究中，复杂的因果关系难以用精确的方式评定（见文本框31）。

在很多现有案例研究中，建构性解释都是以描述性形式存在的。由于不可能准确，如果解释能反映出一些具有理论意义的观点，则更具意义。例如，因果联系能揭示有关公共政策进程或社会科学理论中最主要的观点。如果这些关于公共政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可以成为未来推行政策的建议（见文本框32A）。同样，关于社会科学的观点如果是正确的，就可能对理论建构作出重大贡献，例如国家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实例（见文本框32B部分）。



文本框32



多案例研究的建构性解释



32A．一项多社区研究



多案例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建立适用于每一单案例的总体解释，尽管各案例之间在具体细节上是有区别的。这种目标与多元重复实验相类似。



玛尔塔·德西克（Martha·Derthick，1972）的《镇中新镇：一个联邦项目失败的原因》一书写的是约翰逊总统时期政府管理下的一个住宅开发项目。联邦政府要向当地政府提供城内空地用于住宅开发。但四年之后，七个考察点的发展步子都很小，大家认为这个项目失败了。七个考察点包括圣安东尼奥、新贝德福德（马萨诸塞）、圣弗朗西斯科、华盛顿特区、亚特兰大、路易斯维尔、克林顿镇区（密歇根）。



德西克的描述是首次对七个考察点情况所做的分析。然后，原定的总体性解释——这个项目之所以失败在于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足够支持——就难以让人信服了，因为这种情况并非在所有考察点都很明显。据德西克的观点，地方政府的支持确实存在，但“联邦官员仍然宣称如此巨大的项目在实施中必然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败”。最后，德西克建立了一个较为中庸的解释——“空地建设住宅项目失败的原因在于，一是联邦政府对地方的影响力有限，二是项目确立的目标过高”（第93页）。



32B．一项多元社会研究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在他的史学著作《专政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使用了与德西克相类似的分析方法。尽管其中的案例实际上是历史事实，但该书对如何在多案例研究中进行建构性解释提供了另一种例证。



该书的基本主题是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对英国、法国、美国、中国、日本、意大利等六个不同国家的上层阶级和小农阶级在转型中的角色进行总体解释。这个解释无疑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解释建构的重复性质


有关解释性案例研究的建构解释过程，已有文献中尚未出现操作性很强的阐述。不过不难推测——最后的解释可能是一系列不断修正的循环过程：


●对政策或社会行为提出一个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或命题；



●将原始案例的研究结果与上述观点或命题进行比较；



●修正该观点或命题；



●将案例的其他细节与修改后的内容相比较；



●将修改后的观点与第二、第三或更多案例中的事实相比较；



●根据需要将上述过程重复数次。


从这个意义上看，由于最后的解释可能无法在研究刚刚开始时就确定下来，因而有别于前面提到的模式匹配技术。通常对案例研究的资料进行检验，理论观点经过修正，又一次从新的角度以重复的模式处理资料。如果你只是做一个单案例研究，这一过程最后不会得出结论，但是如果你将修改后的解释应用于多案例研究中的其他案例，得出的研究结论会令人叹服。

逐步建构解释与提炼一组观点的过程相类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要考虑看上去似乎有说服力的、相对立的竞争性解释。如前所述，目的在于证明，在给定实际的案例研究发现时，其他的解释为什么不能成立。


建构性解释的潜在问题


有些人指出了逐项复制的挑战和缺陷，例如黛安·沃恩（Diane Vaughan，1992）在其“理论阐述（theory elaboration）”中对此进行了贴切、周密、有效的描述。研究者运用这种方式进行案例研究分析时需要注意这些不足，建构解释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分析思维和敏锐力。例如，随着这种重复式过程的延展，研究者可能逐渐脱离原来的实际课题。更糟的情况是，研究过程中可能产生多余的选择性偏见，导致解释掩盖一些关键的证据资料。

为了减少这些潜在的危险，研究者应该时常提及最初的目的，让研究之外的同事充当“批判朋友”，并不断地检查可能得出的其他解释。其他避免这些风险的办法已经在第3章、第4章中述及——即确立案例研究方案（指明要采集哪些资料），为每个案例建立案例研究资料库（正式采集的整个资料系列，供第三方查阅），形成证据链。



练习5.3　构建一个解释



指出你所在的居民区（或校园周围的居民区）有哪些明显的变化，为这些变化提出一个解释。指明你要收集哪些资料来支持或推翻这个解释。如果你能够获得这些资料，你可以保证解释的完整性和说服力吗？研究结果对于调查其他居民区的类似变化也是有用的吗？





时序分析


第三种分析技术是时序分析（time-series analysis），这与实验及准实验研究中进行的时序分析相类似。时序分析有多种复杂的形式，关于实验与临床心理学领域单案例研究的几本主要教科书都提到这个问题（例如Kratochwill，1978）。（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该书，从中获得更多具体的指导。）模式越复杂、越精确，时序分析越能为案例研究的结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简单的时间序列


与较为宏大的模式匹配相比，时间序列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要简单得多：时间序列中可能只有一个自变量或因变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众多资料是相关且可以得到时，可以使用统计技术来检验和分析资料（Kratochwill，1978）。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种分析技术的形式可能更为复杂，因为这个自变量的起点与终点不一定清楚。尽管存在这一问题，能找到前后时间跨度中的变化轨迹仍然是案例研究的一个明显优势——可以不再局限于跨时期的或特定情境中的静态评估。虽然案例研究也会用到其他技术，但如果跨时期事件得到了细致与精确的检验，那么就可能进行某些时序分析（见文本框33）。

时间序列设计的内在逻辑是把资料的趋势与以下两个趋势进行比对：①在调查开始之前就明确下来的某种理论性趋势；②前期确定的某种相反趋势。譬如，在一段时间中，同一单案例研究可能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假设。坎贝尔（1969）在其著名的有关康涅狄格州交通限速法案——1955年该州出台法案限速降至每小时55英里——的研究中就是这样设计的。一个时间序列模型的基本观点是新法案（“时间序列”中的一个分段）大大减少了伤亡量，而另一个时间序列模型的基本观点是新法案没有产生这样的影响。检验实际的资料——即新法实施前后一段时期内的年度实际死亡人数——判定预设的两个时间分段中的哪一种模式与实际资料比较匹配。在很多情境中，都可以同样对同一案例做“分段的时间序列”比较。



文本框33



在单个案研究中运用时序分析技术



纽约市曾发起过促使城市地铁更安全的活动。随后，纽约警察局发起了另一个类似的活动：采取措施，降低城市犯罪率。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对轻微违法事件进行执法处理（“秩序重建与维护”）、安装控制犯罪的计算机技术装置、重组警察局部门以使警员对犯罪控制负有责任。



克林和科尔（Kelling，Coles，1997）首先十分详尽地描述了这些措施，使得这些措施在降低犯罪率方面起的作用能够为人所知，也为人所信。接着，案例研究呈现了七年内特定犯罪类型的年发生率的时间序列。在这七年中，前两年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后几年呈下降趋势。该案例解释，警察局相关措施的时间安排和犯罪率的变化趋势相匹配。作者先说明了警察局措施的有效性，再结合措施的时间安排与犯罪率的变化趋势，对解释“为什么那个年代纽约市犯罪率下降”提供了证据。




多案例研究也可以遵循同样的逻辑，只需给不同的案例设定不同的时间序列模式。例如，有关城市经济发展的案例研究中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论假设：以制造加工业为基础的城市与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城市相比，就业趋于劣势。相关的资料可能涵盖一段时期，比如十年内的年度就业数字。在以加工制造业为基础的城市中，资料可能会反映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而在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城市里，资料可能会反映就业形势不断上扬。其他研究也可以运用类似的分析技术，如一段时期内每个城市的青少年匪帮、健康状况的变化（如婴儿死亡率）、大学排名的趋势，等等。如果有合适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统计分析来显示变化趋势。例如，你可以计算出不同情况下的时间趋势的“斜率”（例如，比较学生不同课程上的在校成绩），然后比较这些斜率，看斜率间的差距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Yin，Schmidt & Besag，2006）。你还可以通过回归断点分析，检验在某一关键事件（如通过了新的限速法）发生前后，趋势变化是否存在差异（见Campbell，1969）。


复杂时间序列


某个案例中变量的发展趋势越多变，时间序列设计也会越复杂。比如，我们不仅可以假定变量的发展趋势是上升的或下降的，也可以假定在同一个案例中变量先升后降。这种跨时期的混合型模式引起了复杂的时间序列。通常，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不仅在于对这种时间序列的估计（借助或不借助数据），还在于对有关复杂趋势进行全面揭示。



文本框34



更复杂的时序分析：当单案例研究含有一个嵌入型分析单位时，使用量化方法



34A．评估教育系统改革的影响



苏波维兹和泰勒（Supovitz & Taylor，2005）在佛罗里达州杜瓦郡学区进行的一次案例研究，将该学区的学生作为一个嵌入型分析单位。调整干预变量后，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对学生在四年内的分数进行量化统计，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系统化改革对学生的学习（与其他学区相比）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该案例研究包含丰富的现场观察资料和对校领导的调查。研究追踪了四年前和四年期间，实施系统变革的困难所在。作者还详细地阐述了他们对系统改革的见解，以及该案例对评估者的启示——这种“干预”很难在体系内完成；除了需要评估学校系统本身的运作情况，还要评估更广泛意义上的制度环境。



34B．评估一项社区复兴战略



加尔斯特、塔提安和阿科尔迪诺（Galster，Tatian，Accordino，2006）的文章，并没有以案例研究的形式来呈现。他们的研究目的是评估1998年位于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的一个社区复兴战略（正如一个单案例研究）。文章呈现了该战略的基本理论，记录了战略实施的历程，最后得出了关于复兴战略的主要结论。但是，该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重点分析了“嵌入型”的分析单位：独立住宅房屋的售价。这表明，总体的评估设计应用于多种嵌入性案例研究，是完全可行的。



为检验复兴战略的效果，作者运用回归模型，比较了目标社区和对照社区的房屋价格在干预（时间序列）前后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社区复兴战略使得目标社区的独立住宅房屋与其他贫困社区的同类房屋相比，市场价格大幅增加”。




有些研究中牵涉的不仅仅是一个变量，而是一组变量，每个变量在一定时间内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这时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这种情况尤其经常出现在嵌入式案例研究中：案例研究可能是关于某一单案例的，但是广泛收集的资料涵盖了一个嵌入型分析单位（见第2章中图2.3）。文本框34介绍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见文本框34A）是有关一个学校系统的单案例研究，但运用了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一系列复杂的学生档案资料。第二个例子（见文本框34B）研究的是发生在几个社区中的一个社区复兴战略。作者运用统计学的回归模型，分析了独立住宅房屋在目标社区和对照社区的销售价格的时间趋势，从而评估了这一复兴策略的结果。

总之，尽管时间序列越复杂，资料收集工作就会越困难，但发展趋势（或一组趋势）会展现得更具体，分析也就更有力。如果预测的时间序列与实际时间序列很复杂，并且相互匹配，就能为最初的理论观点提供强有力的资料支持。


大事年表


编制大事年表是案例研究中常用的技巧，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时序模型。大事年表的时间序列直接体现了前面提及的案例研究的突出优点，即案例研究允许追溯一段时期内发生的事件。

不要将大事年表仅仅作为描述一组事件的工具。编制过程要以分析事件为目的，即分析假定有因果联系的事件，因为有关原因的基本序列及其影响在时间上都无法逆转。而且，大事年表可能会包含很多不同类型的变量，而不仅仅是一个自变量或一个因变量。因此，编制大事年表比起运用一般的时间序列的方法会更为全面和深刻。分析的目的是，将大事年表与解释性理论所预测到的情况相比较——这个理论可能包含下面的一种或多种情况：


●某些事件必然发生在其他事件之前，不能有逆向的序列（sequence）；



●某些事件之后必然出现其他事件，基本上可看作一种附带事件（contigency）；



●某些事件只能在其他事件之后出现，并出现在事先指明的一个时间间隔（interval of time）之后；



●某一定时间段（time periods）内可能会出现某一组事件，它们与其他时间段有本质的区别。


如研究者能对事件进行详细的记录、审核，且研究中的实际事实符合预测的事件序列，而不是出现相反的序列，那么单案例研究就可以成为因果推断的基础。此外，与其他案例相对照，并对有损研究内在效度的因素做清晰的解释，会进一步提高推断的说服力。


时序分析的总体情况


无论对时间序列的本质如何规定，案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去探讨一定时间内各种事件之间的关系，回答相关的“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不是仅仅观察时间上的趋势。时间序列的分段为判定潜在的因果联系创造了条件。同样，大事年表也包含因果关系的判定。

如果在有关的案例研究中运用到时序分析技术，那么研究的基本特征就是找出特定的指标，划分合适的时间段，提出几个事件之间假定存在的因果关系。所有这些在收集资料之前就应明确下来。只有事先对此心中有数，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带有最少偏见地采集到更多相关的资料，不必要的分析则会变得更少。

相对而言，如果研究仅限于对时间趋势的分析研究，比如并不十分看重因果关系的描述性模型，可能会更多地用到案例研究以外的策略技术。例如，对一段时期内物价指数变化趋向的经济学分析。此外还要注意的是，离开了理论假设或因果推断，大事年表就有成为流水账的可能——尽管对事件的描述和记录很有价值，但未对因果推断部分给予任何侧重而导致研究贬值。



练习5.4　分析时间序列趋向



确立一个简单时间序列，如过去20年中每年你所在的大学正式注册的学生数。你如何将这20年内的一段时间与另一段时间相比较？如果这段时间内学校的入学政策有所改变，你将如何比较这些政策的效果？这项研究如何作为相关学校的更全面的案例研究的一部分？





逻辑模型


第四种技术在近年日渐变得重要，尤其是在案例研究的评估中更为有效（例如Mulroy & Lauber，2004）。逻辑模型是一定时期内各个事件之间复杂而精确的链条。这些事件能展现“原因—结果—原因—结果”的重复与循环，前一阶段的因变量（事件）成为下一个阶段的自变量（原因事件）（Peterson & Bickman，1992；Rog & Huebner，1992）。研究者还分析了协作建立逻辑模型的好处——即当研究者和官员在实施要研究的政策问题时，一起界定项目模型（见Nesman，Batsche & Hernandez，2007）。这种方式能帮助研究团队更加明确远景和目标，并了解行动方案过程（理论上）如何实现目标。

运用逻辑模型分析技术，需要将实际观察到的事件与理论预测到的事件相比对。因此，从理论上讲，逻辑模型也可以看成模式匹配的一个变式。但鉴于连续性事件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因而人们亦将逻辑模型看作是模式匹配之外的一种独立分析技术。

约瑟夫·沃利（Joseph Wholey，1979）是把逻辑模型发展为一种分析技术的鼻祖。他首次提出了“项目”逻辑模型，认为如果出台某一公共政策希望得到某种结果，就要对事件进行追溯分析。公共政策的出台先会引起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会产生直接结果；接下来，这些直接结果又会产生某些中间结果。反过来，这些中间结果又会导致最终结果。

这里用一个假设事例来说明沃利的分析框架。假定的命题是：学校采取措施，希望借此提高基础教育阶段各类重要考试中本校学生的成绩。假设学校在每天一小时的课外活动中开展一系列新的教学活动，则会导致学生家长关心学生的学习（直接结果）。接下来，学生、家长和教师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提高了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中间结果）。最后，随着练习的持续开展和满意度的提高，学生会更好地掌握某些概念，提高学业成绩（最终结果）。

整个例子主要（仅仅）通过测试学校改革和学生高分成绩之间的关系，说明逻辑模型如何帮助解释最终结果，并且优于一般的实验设计。由于无法解释改革如何导致最终结果，这种实验设计常被称为“黑箱”评估（例如Rogers，2000，第213页）。利用逻辑模型，案例研究可以“打开”黑箱，解释政策实施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

撇开沃利的思路，运用本书前面讲过的竞争性解释方法，分析中还应考虑是否在对立的一连串事件之外从外部假定一个事件。如果资料支持最初的事件链，也找不出对立事件，才可以下结论，即学校采取的干预活动与学生学习的改进有因果关系。否则，可能会形成这样的结论——事件的具体序列是不合逻辑的，例如，学校干预的学生与接受学习评估的学生处于不同的年级。在这种情况下，逻辑模型就可能帮助解释了一个虚假的发现。

项目逻辑模型技术可用于多种情况，例如组织改革（Burke，2007）或社区和经济发展（例如Phillips & Pittman，2009），而不是仅仅适用于公共政策案例研究。运用这一技术时，关键是建立一个因果循环的事件序列，并且各个事件能联结成一个整体。根据案例研究中个案的数量，对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质性或量化分析。

质性分析首先要比较每个个案观察所得顺序与原先预定顺序的一致性，确定（或拒绝、修正）原始序列。完整的分析步骤还需提供其他质性资料，客观地解释序列为什么被强化了（或拒绝、修正）。量化分析遵循同样的分析步骤，但要以大量的个案为基础。借助大量个案，研究者可以运用路径分析，如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第一次比较（例如Bryk，Bebring，Kerbow，Rollow & Easton，1998）。在强化（或拒绝、修正）原始序列后，分析过程中要继续增加新的资料，潜在地假设将不同类型的变量加入结构方式模型，从而解释序列为何被强化（或拒绝、修正）。

这些执行或量化分析策略都可以用于下面描述的三种逻辑模型。这三种模型因案例研究的类型即分析单位而异。

为了说明研究目的，所有的图形描绘了一个线性序列或者时间序列。尽管实际生活中的事件更加复杂，但这种直接明了的描述可以通过图形满足大部分案例研究的需要。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增加图像的复杂性，辅导材料5.2摘录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非线性逻辑模型。正如医疗卫生研究（例如Anderson，Crabtree，Steele & McDaniel，2005；Anaf，Drummon，Sheppard，2007）和商业研究（例如Dubois & Gadde，2002）中所描述的那样，案例研究分析能够检验非线性相关事件之间的互存和其他关系，进一步解释这些联系比图形本身更重要。


个体层面的逻辑模型


第一种类型事先设定案例研究针对的是个体的人。图5.1描述了一个年轻人行为变化的假定过程。事件的发展变化反映于图中从左到右的一组方框和箭头中。它们表明这个年轻人有可能成为匪帮的成员，随后参与匪帮的暴力和吸毒活动，再后来参与和匪帮有关的犯罪活动。这个逻辑模型的特点是与图中各箭头相联系的11个数字构成的数字系列，每个数字代表着一个机会，通过某种有计划的干预（如社区或公众项目）来防止这个年轻人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例如，社区发展项目（数字1）会改善社区的工作与住房状况，从而在一开始就降低了这个年轻人加入匪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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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年轻人的行为与11种可能的干预




暂且不想这些干预措施，研究可能只是简单地通过图5.1所示的事件序列，对青年的行为变化进行追踪，以年轻人犯下帮派罪行而结束（研究者也可以对一个已经犯下帮派罪行的年轻人的行为进行追溯，收集回顾性资料）。通过研究，可能发现序列不正确，对几个年轻人的行为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即复制原则），可能会生成新的序列。如果提供了关于青少年发展的新观点，那么你的研究，无论是对于研究本身，还是实践应用，都为促进知识发展作出了贡献。

此外，你的研究也可以侧重于图5.1中的11种干预行为。通过资料分析，探索某个青年如何遇到并应对1个或所有这11个可能的干预，从而证实每一项干预的作用，或者得出新的结论。无论是仅仅根据方框中的序列，还是同时借助干预措施，研究青少年的行为变化，研究者均可以明白逻辑模型如何证实最初的理论，继而提供资料分析的框架。


①社区与社会策略的目的是中断这条发展路线；②③④预防性策略的目的是中断这几条发展路线；⑤禁毒的目的是中断这条发展路线；⑥⑦⑧法律强制禁止与压制的目的是中断这几条发展路线；⑨⑩早期干预、司法系统策略的目的是中断这几条发展路线；⑪司法系统干预策略的目的是中断这条发展路线。




公司或组织层面的逻辑模型


第二种逻辑模型追溯单个组织机构中发生的事件，如一家制造企业的变化。图5.2展示了企业改革（框5和框6）如何引起生产过程的改善（框8），最终提高销售业绩（框10和框11）。框图流程还反映了一个假设——最初的变化是由外界经纪人业务与技术支持服务（框2和框3）引发的。根据这样的假设，这一逻辑模型也包含着相反的竞争性解释（框12和框13）。由此可见，案例研究的证据分析要追踪一段时间内的事件，至少要对特定时间序列给予足够的关注。资料收集还要指明方框中的情形怎样与实际生活中的情况相联系，从而证明各个方框之间的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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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制造公司业绩变化


来源：Yin and Oldsman（1995）




项目层面的逻辑模型


图5.3包含了第三种逻辑模型。这个模型展示了一项联邦项目的理论依据，该项目欲通过支持社区的规划和预防工作，从而减少艾滋病的发生率。该项目对全美的65个州和当地卫生部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研究所用模型对由八个案例研究中得到的资料进行组织与分析，包括收集的竞争性解释资料——再次显示了竞争性解释在论证过程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多案例研究见Yin，2012第15章）。这样，你可以建立一个项目水平的逻辑模型，研究其他任何国家的其他公共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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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完善社区防控艾滋病和艾滋病毒项目


来源：Yin（2003，第8章）




充分利用逻辑模型


迄今为止，上述示例不仅说明了逻辑模型在设计新研究中的作用，还阐述了将其作为分析工具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些逻辑模型方面的专业教科书仅侧重于研究的开始阶段，对分析阶段则轻描淡写——如诺尔顿（Knowlton）和菲利普斯（Phillips）（2009）。图5.4和图5.5中的两个话题可以帮助研究者提高逻辑模型的使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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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突出变化，而不仅仅是变革






[image: ]

图5.5　考虑情境条件和竞争性干预




图5.4中的两个部分描述了第一个主题：突出逻辑模型中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改革。两部分重复了同一逻辑模型，这个模型明确规定了学校合作伙伴关系如何支持学校采取恰当的变革，最终使中小学学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但是，图5.4底层部分主要强调位于各个框之间的“箭头”，提示案例研究者解释事件如何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大部分个案中的资料仅倾向于解释“方框”中的内容，分析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却忽视变化过程。

例如，质性资料中可能有事件的时间顺序，在后面的研究中，研究者也会发现时间顺序与原始逻辑模型的顺序相匹配（或不匹配）。量化资料中，结构方程模型同样评价各个框之间的关系和顺序。然而，量化资料和质性资料都不会解释变化过程——比如，（一个）框内的事件如何导致后面（下一个框内）的事件，原因是什么。这些解释对逻辑模型的解释更引人注目、更有效，因而这里主要讲述收集和呈现关于变化过程的资料，而不仅仅是变革。
[1]



图5.5描述了第二个主题：将环境条件作为逻辑模型的组成部分。许多逻辑模型，如前面所举的例子，几乎不涉及实际情境。实际情境不仅是案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情境甚至可以掩盖所研究的“个案”。因此，即使没有误解个案，忽视这些条件也可能导致案例研究不完整。

例如，图5.5中的逻辑模型描述了在一般干预下，一个从“资源”投资到“产出”的假设发展过程。这种干预可以是案例研究中的个案，并且逻辑模型要与表5.1和图5.1中的逻辑模型相似。但亦有例外，与前面的逻辑模型不同，图5.5中通过引起读者对诸多相关现实情境和其他情境条件（包括竞争性干预）的注意，故意放大了案例研究的潜在范围。虽然是案例的外在因素，但实际上这些情境条件和竞争性干预会给干预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有可能胜过投入资源和变革的效果。

案例研究中需要确定和控制的具体情境条件因个案而异。例如，对个人的案例研究主要注意家庭、同辈和社区环境——所有这些都可能加深对图5.1中年轻人变化的理解。同样，关于企业等组织的案例研究需要注意竞争者的作用、行业发展状况和政策条件——在图5.2中同样很少提及。


小结


无论是利用逻辑模型检验理论发展（即社区振兴过程中事件的假定顺序），还是评估一个干预措施，都采用了第四种案例资料分析技巧。这种分析方法适用于质性资料或量化资料（或者两者同时），可以采用前面讨论的三种描述模型。每一种模型因研究的个案（个人、组织或政策）类型不同而异。



文本框35



使用“双案例”研究检验政策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际市场由日本占领。日本的优势来自于专门的政府部门在计划与提供支持方面所发挥的强大作用。与其他国家的政策相比，很多人认为这种竞争是不公平的，如美国就没有相应的支持体系。然而，格雷戈里·胡克斯（Gregory Hooks，1990）的一项成功的案例研究指明了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个反例：即美国国防部在国防工业范围内实施工业计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胡克斯为两个案例提供了量化资料——航空工业与微电子工业（开发计算机芯片市场与电脑技术，如个人电脑）。传统观点认为，一个工业部门（航空部门）依赖联邦政府的支持，而另一个不依赖政府支持。但胡克斯的资料表明，国防部在两个工业部门发展最为关键的早期阶段，通过财政资助、研究与开发支持，以及为工业产品创造市场等措施来支持它们的发展。这种情况在两个案例中都出现了，而不仅仅是为航空工业所独有。这就确保了整个论证过程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跨案例聚类分析


第五种技术专门用于多案例研究的分析（前四种技术既可用于单案例研究，也可用于多案例研究）。如第2章所述，如果案例研究包括两个以上的案例，此种技术就大有用武之地。与单案例研究相比，分析起来更容易，结果也更有说服力（关于六个个案的聚类分析，见Ericksen & Dyer，2004）。相对于单个案研究，分析相对容易一些，研究结论也会更有说服力。文本框35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运用双案例进行政策研究的例子。如前所述，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案例，研究结论就会更有力度。

无论是把单案例作为独立的课题分别研究（由不同的人负责），还是作为同一研究预先设计的一部分，都可以进行多案例聚类分析。此外，也有运用这项技术分别研究每个案例的情况。因此，这项技术与其他的综合性研究一样，都是对一系列单个研究的结果进行综合（见文本框36）。如果要进行多个单案例研究，此技术就可以贯穿在其他定量研究方法的综合过程（见Cooper & Hedges，1994）或元分析（如Lipsey，1992）中。辅导材料5-3中讨论了专门用于多个案案例研究的两种技巧。如果案例数目不多，就需要用其他方法。



文本框36



11个项目评估和一个跨“案例”分析



丹尼斯·罗森多包姆（Dennis Rosenbaum，1986）在他编撰的一本书中收集了11个项目评估作为单独的一章。这11项评估由不同的研究者承担，使用了多种方法，不属于案例研究。每个研究对不同社区为防止犯罪行为所采取的防控手段进行了评估。有的评估报告呈现了大量的量化资料，并采用了数据分析。这11项评估是特意挑选出来的，几乎每项评估的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本书作者（Yin，1986）对此做过一个跨“案例”分析，把每项评估作为单独的“案例”来看待。该分析用表格形式细致地分析并排列了从11项评估中得到的资料。因为这11项评估的结果都让人满意，通过一个复制式逻辑，在探讨任何具体的防控手段之外，还可以对社区如何成功地防控犯罪行为得出总体结论。




多案例聚类分析的一个常用办法是编制文档表格，构建一个总体框架来呈现单案例的资料。表5.2就是这样一个文档表格，它呈现了对14个组织中心的案例研究（COSMOS公司，1998）。14个中心中，有七个得到了项目支持，其他七个作为对比参照对象。



表5.2　组织合作者之间的协同状况（14个中心与它们的合作伙伴组织）


[image: ]




[image: ]
来源：COSMOS公司，1998



每个组织中心的重要分类反映了中心与合作组织的资源共享（如共享设施）情况，这是最初研究的几项成果之一：假设得到项目支持的组织中心与合作伙伴进行资源共享，而对照组则没有。表5.2中的结果显示两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别，因此，项目支持对这个结果并没有影响。其他文档表格用同样的方法解释了这14个中心如何以及为何（不）进行资源共享。对所有文档表格进行质性分析可以得出跨越两组的研究结论，尤其能够解释获得项目支持的中心为何没能建立资源共享点。

案例研究起初可能没有明确界定分组，如组织中心的两个分组。或者研究者创建了更复杂的表格，陈列一整套分类或特征，而不仅限于一种类型，翔实地介绍每一个个案——但仍是逐个个案进行。这种陈列布置便于研究者分析探讨不同案例的资料是否有相似之处，是否可以作为同一“类型”案例的个案（复制）。或者，这些个案的资料差异颇大，可以将其作为对比个案。假定相似或差别之处就是最初研究设计的一部分。这样，观察所得的结论将证实或者否认研究假设，并与研究设计阶段查阅的前人研究顺利衔接。

上述例子讨论了案例研究在探索所研究个案之间是否为复制或对立关系时，如何进行跨案例聚类分析。运用这种案例聚类分析技术时必须注意，分析跨案例表格的关键是辨别和解释，而不是罗列数字。第2章已指出，这个方法与跨实验的解释十分类似，二者都不强调数字，也没有太多的实验需要分析。作为案例研究者，时刻需要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资料支持的基础上建立有说服力的、合理的、清晰的论证。

跨案例聚类分析至少还有另外一种类型，这种类型不同于前面讨论，其案例研究的设计水平更高——高于聚类分析。这种情况下，案例研究主要是关于更大范围或更多的个案或分析单元，而多案例研究（以及跨案例聚类分析）则是嵌入单位。研究结果和结论从作为主个案（仍然使用复制模型分析）的较大分析单位资料中得出。来自这两个层次（较大分析单位和嵌入案例）的资料将服务于最终的案例研究（见文本框37）。



文本框37



案例研究中嵌入的案例分析



在一些多案例研究中，跨案例分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实施的一项评估项目中，每个案例研究的主题是四个国家——博茨瓦纳、乌拉圭、多哥和沙特阿拉伯。研究目的是评估这些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目标的。事实上，这四个国家是分析的嵌入单位，因为更大的案例研究是探讨UNDP对各国发展的支持作用。鉴于这是一个双水平调查，因此，最后的资料分析中，既包括每个国家的资料，也包括UNDP中的政策、实践和人员配备资料。最后的成果实际上是关于UNDF的案例调查，其中（仅仅）有一部分是对四个国家进行跨案例研究。




无论你是否进行跨案例聚类分析或使用本章讨论的其他分析技巧，本章结尾部分将提供一些想法供你思考，这些或许有助于提高整个研究分析的质量。

确保高质量的分析

无论采用哪种具体的分析策略或技术，必须千方百计地确保分析的质量。一项优秀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具备四个原则（Yin，1994a，1994b，1997，1999），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和坚持。

第一，分析应表明考虑了所有的资料。分析策略，包括建立的竞争性假设都应当详尽地概括所有的关键研究问题（要高度重视区分尖锐问题和模糊问题）。分析时应尽可能多地获得所有可能得到的资料，解释过程也应利用所有的资料，不能有任何纰漏。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有可能（无意地）忽略一些资料，而这些资料会推导出不同的解释。

第二，如果有可能，分析中应当指出所有合理的竞争性解释。如果其他人对研究结果的一点或几点持有不同的解释，就应把这种解释作为竞争性解释进行说明，看是否能找出资料，能得到什么结论。如果找不到资料，那么要考虑是否应指出这个相反结论属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调查？



文本框38



一个关于国际贸易竞争的多案例研究的质量



案例研究分析的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尽管方法很重要，但另一点也同等重要，即研究者在分析过程中要表现出很好的专业素养。马加齐纳和帕蒂金（Magaziner，Patinkin，1989）的著作《无声的战争：塑造美国未来的全球商战》（The Silent War：Inside the Global Business Battles Shaping America's Future
 ）就表现出了这样的专业素养。



作者把九个案例很好地组织起来。研究在多个案例之间通过复制（replication）的形式进行，分析了有关美国竞争优势（或劣势）的几个主要问题。在每个案例中，作者做了大量的访谈，引用了大量的文献，指明了研究结果的来源。（为保持叙述的连贯性，大量资料都放在了脚注和附录里面，以文本表格、注解和量化表格的形式出现。）此外，作者还表明，通过大量的国内与国际访谈，研究者与研究课题都有过广泛的个人接触。



从技术上讲，把研究方法作为单独的章节处理可能会更好。但即使没有这样一个独立的章节，该书中所反映的细致认真的研究工作，也很好地说明了每一位研究者都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第三，案例分析要清晰地说明案例研究中最有意义的方面。无论是单案例还是多案例研究，如果你重点分析了最重要的问题（最好在案例分析的开始就明确下来），就表明运用了最好的分析技术。如果没有过多讨论次要的问题，分析自然会主次分明，且没有忽略最主要的问题。

第四，案例研究中应合理运用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理想的情况是，你对研究领域当前的观点和学术话语非常熟悉。如果你从以前的调查研究与论文中了解到所研究课题的各种情况，则是最好不过了。

文本框38中的案例研究，是由一个具备良好专业素养与丰富实践经验的研究小组完成的。该研究分几个步骤进行，表现出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高度重视，这种态度对于所有的案例研究都是值得借鉴的，它不在于把研究方法作为单独的章节编排在报告或书里，而是渗透在对案例的陈述中。如果能运用好这些及其他研究策略和技术，案例研究分析就会得到充分的肯定与认可。



练习5.5　对分析过程进行分析



从本书文本框材料中选择一个案例。找出一段既有资料也有结论的章节（通常在研究的中间阶段）。谈谈这种从资料到结论的联系是怎样产生的。资料是用表格还是用其他形式呈现的？研究中有没有进行比较。




本章小结

本章讨论了案例研究分析的几种方法。第一，要确立一个总的证据分析策略，以降低潜在的分析难度——这个策略建立的基础既可以是理论假设，也可以是对原始资料的分析整合、使用描述性框架，或者是检验竞争性解释。如果没有这样的策略，就不得不“玩资料游戏”以先对资料做一些初步处理，搞清楚哪些资料值得分析，怎样进行分析，然后才能对证据分析有较为系统的认识。

第二，在一个选定的总体分析策略下有几种具体的分析技术。这五种技术（模式匹配、建构性解释、时序分析、逻辑模型与跨案例聚类分析）为高质量的案例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项研究可能会用到所有这五种技术，如果某项研究包含多个案例，还可以运用类似的复制法则（从而获得更高的外在效度）。每一案例都还要考虑到相反的观点和可能破坏内在效度的因素，并进行比较对照。

这几种技术都不是轻轻松松就可以运用的，无法简单地按照书上的步骤机械地套用。实际上，案例分析是案例研究中最难的部分，缺少经验的研究者会感到有些困难，这是不足为奇的。可以先从简单的案例研究（最好是“双案例”设计）入手，虽然简单的课题可能不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复杂和具有创造性，但通过进行简单的案例研究，可以积累一些经验，为以后进行更复杂的研究而准备主观条件。


辅导材料5.1

使用CAQDAS软件分析案例研究资料


第5章已经为使用CAQDAS软件提供了充分的指导，也提出了忠告。如果研究者计划使用这些工具，区分CAQDAS软件的三种功能有助于研究的开展（Yin，2011）：（1）资料汇编（检索和整理笔记中的具体词汇和术语）；（2）汇编资料拆解（为相似的词汇和术语等编码，在方法方面上升到更高的概念层次）；（3）重新收集资料（解释代码之间的关系，以及代码组合和较高层次的概念模式）。不同的工具在这三个功能上各有所长。虽然大部分工具有助于汇编和拆解汇编资料（例如Saldaña，2009），但在分解资料时，研究者很可能需要近距离操作工具。此外，虽然研究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汇编或拆解汇编资料，但最后的结果却不明显。

想要预知可能出现的问题，研究者在使用软件工具处理资料之前，可以抽出一部分资料，手动汇编、拆解和重新收集资料。如果决定使用CAQDAS软件（尤其是资料较多时），研究者可以寻求综合指导（例如Hahn，2008；Lewins & Silver，2007），确定选择哪种软件，并充分有效利用。研究者还可以查阅关于常用软件的具体指导资料（例如Friese，2012）。

对CAQDAS软件的过高期望，源于大家利用计算机辅助分析量化资料的经历。在那些情况下，由分析员提供一系列输入数据，计算机位于输出或结果一端，按照复杂且预先建立的统计算法，输出数据。如果借助CAQDAS软件，情况则相反，研究者必须自己设置复杂的统计算法，包括粒度（如是否对单个字、词、语句或段落进行编码）、关注组合值以及最后数据的汇编分析程序（Fielding & Warnes，2009，第278页）。与量化分析过程不同，没有研究者的指导，计算机自己是不会输出有价值的信息的。


辅导材料5.1参考文献


Fielding, N., & Warnes, R.（2009）. Computer-based qualitative methods in case study research. In D. Byrne & C.C. Ragin（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ase-based methods
 （pp. 270-288）. London: Sage. Provides a conceptual overview-but not specific steps as in the following three works-on how CAQDAS tools and functions apply to case study data.

Friese, S.（2012）.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with ATLAS.ti
 . London: Sage. Covers ATLAS.ti
 .

Hahn, C.（2008）.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using your computer: A practical guide
 . Thousand Oaks, CA: Sage. Gives step-by-step guidance for using three common tools: Word, Excel,
 and Acess
 .

Lewins, A., & Silver, C.（2007）. Using softwar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step-by-step guide
 . London: Sage. Discusses three leading CAODAS packages individually: ATLA.ti
 5, MAXqda
 2, and NVivo
 7.

Saldana, J.（2009）. The coding manual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 London: Sage. Presents a wide array of coding choices and practices.

Yin, R.K.（2011）. Qualitative research from start to finish
 . New York: Guilford. Gives operational guidance for compiling, disassembling, and reassembling qualitative data.


辅导材料5.2

描述非线性模式


第5章中的逻辑模型全部是非线性模式。但现实情境中，事情的发展过程错综复杂。忽略所有短暂的曲折，从长远看，一个序列还是线性的，所以线性逻辑模型还是有优点的。但如果你想清晰地描述复杂的非线性序列，图5.6或许对你有帮助（Yin & Davis，2006，2007）。

[image: ]

图5.6　K-12教育系统改革的假设状态




图中有四个板面，每个上方有一个标题，右手下方的角上有一个时间间隔（t
 1
 —t
 4
 ）。每一个版面的同心圆组代表一个组织，每个组织的改革状况在不同板面之间垂直变动。因此，在t
 1
 时间段内，所有的圆形最分散，表明该组织的改革力度最小，而到t
 3
 时间段时，所有组织的改革力度达到最大水平。垂直维度之间的流动使得改革状况呈非线性变化，在t
 4
 时间段内改革水平出现倒退。如此一来，任何时间段内的改革进退都可以通过图表得以描述，甚至以动态图呈现出来。

在这个例子中，这个组织是一个学校系统。同心圆中标有字母的圆（解码见图5.6底部的图解）代表学校系统的各种要素。教育改革理论断定当教育系统的元素对齐时，系统改革将会进步（随着时间变化，从同心圆的外围移动到中间）。垂直刻度代表学生成绩，改革理论认为较大的改革会提高学生的成绩。因此，理论进一步假设所期待的改革影响的系统单位会不断增加，在这个案例中系统单位指学校系统内的学校（用小旗代表）。

类似的非线性逻辑模型可以代表一个正经历协调操作变革的企业或其他任何组织，而改革的目的是改变组织以及组织的文化——甚至企业的名字（见Yin，2012，第9章和第12章中关于单个公司的案例研究，以及改革公司群体的跨案例分析）。


辅导材料5.2参考文献


Yin, R.K.（2012）. Application of case study research
 （3r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Contains case studies on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within business firms.

Yin, R.K., & Davis, D.（2006）. State-level education reform: Putting all the pieces together. In K. Wong & S. Rutledge（Eds.）, Systemwide efforts to improve student achievement
 （pp.1-33）.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Describes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reform.

Yin, R.K., & Davis, D.（2007）. Adding new dimensions to case study evaluations: The case of evaluating comprehensive reforms. In G. Julnes & D.J. Rog（Eds.）, Informing federal policies for evaluation methodology
 （New Directions in Program Evaluation, No.113, pp.75-93）.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Discussses the educati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illustrative nonlinear logic model.


辅导材料5.3

多个案的案例研究


大部分案例研究只有几个甚至一个案例。但如果一个研究中有许多案例——比如15～20个，或更多——就可能需要使用其他分析策略，而不是第5章中强调的那些。如果你有这么多个案，那么你至少要考虑两种分析策略。

第一种是将每个案例分解为一系列常见的变量。在回归或其他多变量统计分析中，数据根据变量类型分类（因此是跨案例分析）。但案例研究不同，理想的数据分布能够保持每个案例的完整性以及变量合并的独特性——包括不在常见变量范围内的重要变量。只有这样，才可以像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的“质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技巧那样，在一系列案例中追踪这种个案内模式（Ragin，1987；Rihoux & Lobe，2009）。通过量化跨案例分析，研究者可以观察（tail）每个案例中变量的组合。同时，在处理过程中你需要注意：一些质性分析（复制）能够补充所有的量化计算，这也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因此这个过程中需要将每个案例的独特性考虑在内。在使用复制逻辑时，每个案例都能够随后建立对相应理论假设的支持（如，Small，2009）。

第二种策略假定个案数量更大——一般情况下，至少100个案例已经由不同的研究者实施（例如，Wolf，1997；Yates，1975）。分析方法重新采用严格的量化方法——“调查”案例研究（例如，Yin，Bingham & Heald，1976；Yin & Heald，1975）。这要求研究者编制和使用正式量表对每个案例进行调查，形成编码、闭端的答案。然后像分析其他调查数据库一样，分析编码数据。


辅导材料5.3参考文献


Ragin, C.C.（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scrib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as a new method.

Rihoux, B., & Lobe, B.（2009）. The case for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 Adding leverage for thick cross-case comparison. In D. Byrne & C.C. Ragin（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case-based methods
 （pp.222-242）. London: Sage. Describes and explains QCA procedures.

Small, M.L.（2009）.“How many cases do I need? ”On science and the logic of case selection in field-based research. Ethnography,
 10, 5-38.Poses a thoughtful article on key issues in designing field-based research, including the challenge of generalizing from field situations.

Wolf, P.（1997）. Why must we reinve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utti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al claims to the test.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3, 358-388.Analyzes 170 case studies of federal agencies.

Yin, R.K., Bingham.E., & Heald, K.（1976）. The difference that quality makes. Sociology Methods and Research,
 5, 139-156.Examines 140 case studie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local services, highligh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gh- and low-quality case studies.

Yin, R.K., & Heald, K.（1975）. Using the case survey method to analyze policy stud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
 rly, 20, 371-381.Describes the techniques used in the case survey method.

Yin, R.K., & Yates, D.T.（1975）. Street-level governments: Assessing decentralization and urban services
 .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Analyzes 269 case studies of neighborhood services.




[1]
 如果将逻辑模型和流程图的图表混淆，很容易导致忽视变化过程。流程图中的线条仅指一个框后面紧随另外一个框。在逻辑模型中，线条的作用是预设一种引发关系——一个框的内容导致另一个框的出现。如何引发就是变化过程，需要使用逻辑模型解释。





第6章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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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读者，书面或头报告



→早早开始，撰写文本和可视材料



→为读者得出自己的结论提供足够的证据



→审阅、修改









摘要



不管是以书面的形式，还是口头形式，分享研究结论意味着要公开呈现研究结果和研究发现。无论报告的具体形式如何，写作都沿着一些类似的步骤：摸清报告的读者，安排写作结构，由他人修改草稿。除了这些常规程序，也有其他报告撰写建议。本章将介绍一些具体的方法，研究者在创作研究报告时可能会用到。



比如，关于案例研究报告的写作格式，有六种建议：线性分析、比较、时间顺序、理论建构、“悬念式”及不注重顺序的无序（或混合）结构。关于报告中研究方法和文献综述部分，本章也有所有涉及。



不论是把案例研究看作一项完成了的研究，还是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的研究的一部分，撰写案例研究报告是案例研究中最有价值的环节之一。一条最通用的建议是，尽早动笔写下案例研究的某些部分（可能有四部分），而不是等到证据分析结束了才开始动工。至于是匿名还是公开个案信息，在案例研究报告中也要做出选择。最后是一些建议，有助于保证报告的质量，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完成一项普普通通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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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案例研究报告：


写什么和怎么写




写作天赋


一个普遍规则是，写作阶段对案例研究者的要求最高。案例研究报告并不遵循一些现成的固定形式，比如心理学期刊上的论文。而且，报告无须仅仅做成书面形式，还可以做成对案例研究的一种口头陈述。因为，一些不愿意写作的研究者在一开始就会怀疑自己对案例研究是否有兴趣。大多数著名的案例研究学者都是喜欢写作的人，他们也确实具有写作的天赋。你的情况呢？

当然，大多数研究者最终都能学会轻松并熟练地写作。缺少写作经验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做案例研究，但需要大量的练习。另外，为做好案例研究，你应培养良好的写作能力，而不仅仅是勉强能写。一个可以部分地预测某人在这个阶段能否胜任的观察指标是，他在读高中和大学时觉得学期论文写起来是否困难。如果觉得难，那么写案例研究的报告也就会很难。另一个指标是，你把写作看成一个机会还是看成一种负担。成功的研究者通常把写作阶段看成一种机会——为知识积累或实践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机会。


写什么


本章的主题不仅仅是写，而是“撰写”，因为案例研究报告包括文本和非文本两种形式。最常见的非文本形式有表、图、图表、绘图及其他图表形式。比如，研究者可以制作一个幻灯片，与整个研究团队交流（如Naumes，1999，第10章）。其他的案例研究也可以有一些视听材料——尽管研究者在同一场合同时汇报第一份案例研究报告和第一份视听成果会有很大风险。

报告构思是一个认知过程：需要研究者深入思考。头脑中没有具体的想法，撰写工作就会有难度。单纯的观察不会得出有价值的观点：如果没有思考就开始构思写作（例如应付最后期限），你会感到受挫。实际上，你在一开始就应该先思考。一种方法是阅读与自己研究有关的重要文献，另一种方法是温习笔记。作为经验丰富的学者，希望你能够用其他的方法调动你的思维，在撰写前就开始思考。



小贴士



怎样才能在最少时间内最方便地完成研究报告？



由于研究者们各不相同，所以你要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喜好。每写一次案例研究报告，你都能从中获得进步。因此，不必为第一份报告难写而惊讶。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由内向外（inside-out）”“从后向前（backwards）”地写作报告。“由内向外”：先列出一个表格、一个证据（exhibit）、一幅小插图，或引述一段案例中的故事（但是不尝试着写记叙体的文稿）。这样，你将整个报告要用到的表格、例证、插图、引文都聚集起来，按照它们将来在报告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好。“从后向前”：先写案例研究报告的最后结论，再写最后结论的资料分析，并以此类推。



如果你成功应用了上述建议，你是否已经完成了报告？或者已经形成了初稿，只需再作调整以使各部分更加协调？




关于撰写研究报告，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虽然本章鼓励研究者创造性地、有思想地构思研究报告，但绝不是写小说。对故事、剧本或其他优秀文学作品特色的借鉴——无论措辞多么华丽——都会导致读者即使不怀疑研究的效度和假设，也会质疑研究和研究的解释。研究者应该将研究报告与纪实作品相对应。创造性和有效性纪实类的作品很多（例如Caulley，2008），研究者可以参阅其他相关文献，寻求指导。

同样，研究者可以查阅其他关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报告写作的教科书（例如Barzun & Graff，1985；Becker，1986；Wolcott，2009）。这些书籍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建议，包括记笔记，列提纲，使用简明的语言，写出的句子要清楚明晰，为写作过程设计一个时间表，以及排除写作中的惰性。希望这些能够帮助研究者提高创作水平，避免“写作短路”。

最后，本章的目的不是重复这些通用的注意事项，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研究，包括案例研究。这些通用事项一般都强调“何时”“何地”最便于写作，但没有具体地指导研究者考虑写“什么”，以及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尤其是撰写研究报告。因此本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确立研究报告的目标读者；



●案例研究报告的结构；



●案例研究报告写作中要遵循的步骤；



●对示范性案例研究特征的总体思考（超越报告本身，涉及案例的设计与内容）。


第4章指出，不应把案例研究报告作为记录与保存案例研究资料的主要手段，并曾提倡用建立案例研究资料库的方法达到这个目的（见第4章，原则2）。与此相联系，本章主要讨论案例研究的写作过程，其主要目的是做研究报告，而不是做资料、文献记录。



练习6.1　减少报告写作的障碍



每个人在写作时都会遇到困难，无论所写的是不是案例研究报告。为了成功地编写，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釆取有效的措施，从而减少编写报告的障碍。举出五个你会釆取的措施，比如在研究早期就开始撰写报告的一部分。你是否曾经用过这五条措施呢？




确定研究报告的目标读者


潜在读者


开始撰写研究报告的时候，最好考虑一下报告会有哪些读者，报告的格式如何。案例研究与其他类型的研究相比可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包括①学术界同事；②政策制定者、从业者、社区领导，以及案例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的专业人士；③特殊群体，如学位论文的评审委员会；④研究项目的资助者。
[1]



对大多数的研究报告而言，如实验报告，第二类读者通常不会形成，因为很少有人会把实验研究报告拿去给非专业的人阅读。但对案例研究报告而言，第二类读者却是报告常常要面对的对象。而其他类型研究的另一个不同点是，某些类型的研究如评估研究，很少会遇到第三类读者，因为评估报告不适合写成学位论文。但社会科学领域有一大批学术论文是以案例研究为基础的，因此第三类读者也是案例研究报告的一类常见读者。

因为案例研究比其他类型的研究有更多的读者，因此总体设计案例研究报告的最主要任务就是确定报告的具体读者。由于每个读者都有不同的需要，任何报告都无法同时满足所有类型的读者的需要。

例如，对学术界同事而言，最重要的内容可能是，案例与案例之间的联系、研究的新发现、以前理论与研究的综述（见文本框39）。对非专业人士而言，重要的是对真实生活情境的描述，说明研究暗示着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对学位论文评审委员会而言，报告需要体现出对研究方法与理论的熟练掌握，以及对整个研究过程的各种投入。最后，对研究项目资助者而言，既要体现出对研究工作的投入，还要表明研究新发现的重要意义，包括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如果需要与不同类型的读者交流，可能就需要写出几个版本的案例研究报告。研究者应当认真考虑是否需要这么做（见文本框40）。



文本框39



重印的著名案例研究



很多年来，菲利普·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的《美国田纳西水利局和基层群众》（TVA and the Grass Roots
 ，1949/1980）一直作为公共机构的经典案例研究。随后很多研究联邦机构、政治行为和机构反集权的报告都参考、引用了该案例。在其首次发表30年后，该案例报告于1980年被作为图书馆重印系列图书之一被原来的出版商——加州出版社——重印。这样的再次重印发行，让更多的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这项著名的案例研究，反映了它对这个领域作出的贡献。






文本框40



同一个案例研究的两种版本



佛罗里达州布罗沃德市的城市规划办公室部署、推行了一项始于1982年的办公自动化系统项目（“规划办公室自动化的政治”，Standerfer & Rider，1983）。办公自动化的推行策略既富于改革精神也很重要——特别在同市政府计算机部门的紧张关系中体现出来。结果，这项案例研究的版本很有趣，内容丰富，广为流传——在一本实践者杂志上刊登——读起来既有趣也易懂。



由于这种办公自动化的实施同时存在复杂的技术问题，案例研究报告的作者又对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补充信息。通俗版提供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以便感兴趣的读者能够获得补充信息。这种案例报告的双重撰写说明同一个案例研究可以写出很有区别的报告，从而为不同的读者服务。






练习6.2　确定读者对象



说出几类你能想到的案例研究报告的读者群。对于每一类读者，列出你认为应该突出或淡化的案例研究的特征。同一份案例研究报告能满足所有读者群的需求吗？为什么？





案例研究报告要以读者需求为导向


总体来讲，案例报告的形式应该由目标读者的喜好决定。虽然研究步骤和方法应当遵循第1—5章的建议，最终报告的重点内容、细节、结构，甚至长度，却要满足读者的需求。研究者可以收集关于读者需求方面的正式信息，了解读者青睐的信息交流方式（Morris，Fitz-Gibbon & Freeman，1987第13页）。莫里斯等人在其作品中，反复提醒撰写论文或学位论文的学生，论文或学位论文委员会可能是他们唯一的读者。这种情况下，案例研究最后应当尽量直接与论文委员会交流。建议学生将委员会成员的研究与论文结合，生成更大的概念（方法）性交叉，促进论文与特定读者的交流。

无论读者是什么群体，以自我为中心创作研究报告，是最严重的错误。如果研究者没有确认或者不了解特定读者的需求，很容易犯这种错误。因此，为了避免这种错误，研究者必须先明确读者群体。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办法是，阅读、探究以前成功地同读者交流的案例报告。这些以前的报告能为撰写新报告提供有益的启示。比如，再来看看那些写学位论文的学生，他们应该参考以前已经通过学术审查的论文——或者那些被作为范例的论文。对这些论文的考察，可以得出一些关于院系管理制度（和评审人喜好）的有用的信息，便于设计新的学位论文。


案例研究的交流


案例研究和其他种类的研究之间还有一个区别，即案例报告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手段。对很多非专业人士而言，对一个案例的描述和分析常常能够让他们知道并深入了解某一特定问题，甚至提出解决方案。简洁却富有吸引力的非文本材料，如插图、照片和图表等，能够增强案例研究的效果。当研究中有大量密集或抽象数据阵列时，无论读者对这些数据信息的兴趣有多大，在帮助读者了解某一现象方面，非文本信息的效果是其他信息所不能媲美的。

在向代表委员会作证时常常会出现一种被忽视的情况。譬如，如果一位老人向这样的委员会就他（她）得到的健康医疗服务提供证词，委员会成员可能会认为，通过这一“案例”他们了解到一般老年人的健康医疗服务状况。只有在这种时候，委员会的委员们才愿意对类似案例的普遍性做出评论。不久之后，在新的立法提案之前，委员会可能会质询最初这个案例的代表性。而在整个过程中，最初的“案例”——由一位见证人代表的情况——在首先引起大家对健康医疗问题关注方面成为了关键因素。

通过这种以及其他一些方式，案例研究报告可以依据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关于某现象的信息与很多非专业人士交流。研究甚至还可以采用录像带或其他多媒体设备的形式，而不仅限于陈述性报告的形式。因此，案例研究报告的用处远远超过了普通的研究报告，因为普通的研究报告一般都是给同行而不是业外人士看的。显然，描述性案例研究和解释性案例研究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作用，不应忽视一个陈述完备的案例研究报告所具备的潜在描述效果（见文本框41）。



文本框41



运用比喻将理论和陈述组织起来



北美殖民地、俄国、英国和法国这四个“国家”的重大政治革命，是否都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呢？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1938）的著名历史研究《剖析革命》（The Anatomy of a Revolution），
 就研究了这一问题。作者用陈述的手法，回溯并分析了革命事件，因为作者除了要解释革命，更主要的目的是判断四场革命是否有相似的历程（另见文本框44B）。



通过“跨案例”分析，揭示了四国政治革命的主要共同点：社会经济处于上升态势；阶级矛盾尖锐；知识分子抛弃了他们的政府；政府机器效率低下；统治阶级或荒淫无度，或肆意挥霍，或表现无能（或是三者兼具）。作者并没有仅仅依赖于描述这些“因素”，而是运用比喻——忍受着高烧折磨的人体——来描述事件的发展态势。作者巧妙地用发热和打寒战循环交替的现象，比喻革命到了决定性时刻又回归虚假的安宁的状况，从而体现了四国革命中的兴衰起伏。




案例研究报告的书面格式

案例研究报告有多种书面形式，其中一些与其他研究方法的报告相似。但是，在写作案例研究报告时，研究者会面临与案例分析相关的很多选择，这些选择属于该部分将要介绍的几种类型：①报告格式（reporting formats）；②案例研究报告的例证性整体结构；③案例研究报告的研究方法和文献部分；④作为大型、多种方法研究组成部分之一的案例研究报告。


报告格式


案例研究报告的格式有四种类型。


单案例研究报告


第一种是经典的单案例研究报告，用表格、图表和图片等说明形式，用一篇文章描述和分析一个个案。由于案例研究达到一定的深度，这种典型的单案例研究报告更可能以书籍形式出版。同时，现在许多学术期刊，包括最优秀的学科期刊，能够为构思缜密的案例研究提供所需的版面空间。建议研究者先咨询所在领域的期刊，之后决定是否以书籍的形式将研究成果出版。

再者，单案例研究可能采用了嵌入式研究设计（第2章图2.3），根据这种设计，研究者也许会采用其他方法收集嵌入分析单位的资料（例如，关于健康状况指数的档案资料调查或量化分析），这种情况下，研究报告形式应当结合其他研究方法的报告形式（见第4章，文本框19）。


多案例研究报告


第二种报告格式是包含经典单案例的多案例版本。这种多案例报告包含多个单个案，通常由独立的章节来描述每一个案例。除了对每个案例的单独叙述，报告还用一个章节作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另一种常见的形式是跨案例材料占据整个报告的一大部分（尤其适用于期刊文章长度的报告），每个个案放在一组附录中（或者在附录中单独分开呈现）。更复杂的一种形式是，要求安排几个章节用于案例综合分析，这几个章节组成一卷，然后单独一卷介绍每个个案（见文本框42）。



文本框42



一份多案例研究报告



多案例研究报告经常既有独立的案例研究部分，也有一些综合分析的章节。撰写这样一种多案例研究报告也许要由几位作者共同承担。



这类编排形式，在由赖津和布里顿（Raizen，Britton，1997）编写的一个关于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领域八项革新的案例研究中使用过。该项研究报告以《大胆的探索》（Bold Ventures
 ）为题，编排了三个独立的长卷（三卷分别长达250页、350页和650页）。每一个案例研究都在后两卷出现，而第一卷的七个章节都是综合分析。很多不同的作者编写了单案例研究和综合性章节，整个研究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工合作的。





适用于单案例或多案例研究的报告


第三种书面格式既可以写多案例研究，也可以写单案例研究，但不包含传统陈述手法。相反，每个案例的报告要遵照一系列问题与答案来编写，它们以案例研究资料库的问题和答案为依据（参见第4章）。考虑到报告目的和可读性，资料库的内容被压缩和改编。相应地，最终成果采用综合考试的形式（与此不同的是，案例研究的传统陈述可能和学期论文的形式相同）。这种问答格式或许不能充分反映你的创造力，但它能帮助你避免编写中遇到的难题。因为你可以通过回答一系列设置的问题，推进研究报告（同样，综合性考试比学期论文有类似的优越性）。

如果把这种问答格式用于多案例研究，那么其好处将是无限的：读者只需要考察每个案例研究中同一个问题或所有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进行跨案例比较。因为每个读者可能对不同的问题感兴趣，整个格式对具有特别兴趣的读者进行跨案例分析尤其有利（参见文本框43）。殷在《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2012，第2章）中收录的一个完整的案例研究，可以作为这种格式的范例。



文本框43



问答格式：没有传统陈述的案例研究报告



案例研究的证据不一定要通过传统的陈述形式表达出来。另一种表达证据的格式是以问答形式表述证据。可以提一系列问题，并给出一定长度的答案——比如，每个答案有三到四段的篇幅。每个答案可以包含所有相关证据，甚至可以用图表式的表述和引摘。



由全美社区关系委员会（1979）所做的40个社区组织的案例报告《人民，建设居民区》就采用了第三种格式。每个案例都用了这种问答形式，这样，感兴趣的读者就可以读完贯穿所有案例的同一问题，做出自己的跨案例分析。这种形式可以让一些着急的读者准确找到每个案例中的相关部分。对于那些因为没有传统陈述而感到不满的读者，每个案例都要求编撰一段总结，形式不限（但篇幅不能超过三页），让作者有空间发挥其文学才能。





仅适用于多案例研究的报告


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书面报告格式只适用于多案例研究。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独立的章节叙述单案例。相反，不论是纯描述性的还是阐释性的问题，整个报告可能都是跨案例分析。这样的报告中，每个章节讨论的是某一个跨案例分析问题，而每个案例的信息则分散在各章节里，如果没有全部被省略（参见文本框44，以及第1章中文本框3B），就会在简短的小插图中出现。尤其是做多案例研究的口头报告时，将这些插图穿插在展示中，用于介绍跨案例问题，效果非常好。



文本框44



撰写多案例研究报告



在多案例研究中，对每一个案例的研究不一定总要在最终的报告里写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单案例只是作为研究的例证基础，可以在跨案例分析时灵活地加以引证（另参见第1章文本框3B）。



44A．一个没有陈述单案例的例子（单个案例不单独呈现的例子）



这种办法1981年在《联邦首脑官员的行政行为》（The Administrative Behaviour of Federal Burea Chiefs
 ）中使用过，这本书是由赫伯特·考夫曼（Herbert Kaufman，1981）对六个联邦官员所做的案例研究的成果。考夫曼在每位官员身上集中花了一段时间，以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轨迹。他与这些官员面谈，在电话上听了他们讲述，出席了一些会议，并出席首脑办公室里的员工讨论会。



但是该书的目的并不是刻画其中任何一个首脑官员。相反，它综合他们的所有信息并围绕这样的话题加以组织，如官员们如何决策，怎样接收和评价信息，如何激励他们的下属。在每一个话题下面，考夫曼从六个案例中摘引恰当的例子，但没有一个案例被作为独立案例研究加以陈述。



44B．一个（来自其他领域的）不单独陈述单案例的例子



同考夫曼的报告类似的设计在另一个领域——历史学——的研究报告中被用到，那就是克兰·布林顿的著作《革命的剖析》。布林顿的这本书以四场革命为依据：英国、美国、法国和俄国革命。该书是各革命时期的理论剖析，从这四个“案例”中选出相关的例证。但是，和考夫曼的书一样，布林顿没有尝试对单个革命作为独立的案例研究加以描述。




最后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特定类型的案例研究报告撰写，至少需要在这四种格式中选择，应在设计案例研究的时候就定好。当然，开始的选择可能需要修正，因为可能出现一些未能预料的情况，而不同的撰写格式可能比最初选择的那种格式更切题。不过，早期的选择将有助于案例研究的设计和操作。这样的最初选择应该是案例研究方案的一部分，提醒你注意最终报告的隐含特征及其要求。


案例研究报告的例证性结构


在单个案研究中，报告的章、节、小标题及其他组成部分必须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构成案例研究报告的写作框架。设定这种框架也是很多其他研究方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基德尔和贾德（Kidder，Judd，1986，第430—431页）所写的关于“沙漏”形态的定量研究报告。类似地，在民族志领域，约翰·范·马宁（John Van Maanen，1988）创立了一种用“小故事”形式报告实地调查结果的理念。他划分出几种不同类型的小故事：现实主义故事、忏悔型故事、印象型故事、评论型故事、正式的故事、文学性故事、混合讲述的故事。这些不同的种类可以运用于同一个报告的不同部分。

另外还有一些案例报告写作的结构类型。本节提出六种例证性结构（见表6.1），它们可用于前面所述的任何一种案例研究。这种例证主要是依据单一案例研究的写作来进行的，且对多案例研究报告的写作也同样十分适用。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如表6.1所示，前三种结构对描述性、探索性和解释性的案例研究都适用，第四种结构主要是适用于探索性和解释性的案例研究，第五种结构则对解释性案例研究适用，第六种结构对描述性案例研究适用。



表6.1　六种结构及其在不同目的案例研究中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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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分析式结构


线性分析是一种撰写研究报告的标准结构。子题目顺序遵照研究的问题或项目的顺序，且以对相关文献资料的综述开头。然后概述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从收集和分析的资料中得出了什么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结论和意义。

与很多案例研究报告一样，实验科学的大部分期刊文章也都体现了这种结构特征。当案例研究的主要读者对象是研究同行们或者论文评审委员时，大部分研究者都觉得这种结构很好，甚至认为是最好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线性分析式结构对解释性、描述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适用。例如，一个探索性案例需要包含探索的问题、使用的探索方法、探索成果以及（进一步研究的）结论。


比较式结构


比较式结构把同一个案例重复两次以上，比较对相同案例的不同陈述或解释。这种结果的突出优势是能够普适于基于现实主义或相对主义要求的案例研究。

阿亚森（Graham Allison，1971）对古巴导弹危机的著名案例研究（参见第1章，文本框1）是应用于现实主义研究的一个典型例子。在该书中，作者把该案例研究中的“事实”重复叙述了三遍，每次都联系不同的理论模型。重复叙述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事实在何种程度上适合某一种模型。这些重复和解释分为三章，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模式匹配技巧。

当同一个案例从不同的视角重复时，则是相对主义者的实践，适合采用相对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方法，展现多种现实。费德瑞克等人（Frederic Wertz et al., 2011）在其著作中描述了一个类似情况，他们用独立的章节展示对一个单独的深入访谈的五种不同的解释。在这一访谈中，一个少妇讲述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以及她是如何康复的。每一种解释故意用不同的方式分析同样的访谈资料。

请注意，无论案例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性的，还是解释性的，都可以采用相对主义或现实主义研究。例如，同一个案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或者用不同的叙述手法进行反复描述，以便确定该案例（如现实主义案例）如何依据描述目的采取最佳分类——无论其目的是否是为了形成一种解释。比较式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把整个案例研究（或解释）用一种明显的比较方法重复两次以上。


时间顺序结构


由于案例研究通常包含一定时间跨度上的一些事件，第三种结构就是依据时间顺序陈述案例研究的例证。这时章节的顺序可以根据案例发展早期、中期和末期的时间顺序来安排。这种结构在解释性案例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事件的因果顺序必须一件接一件以时间顺序展开。如果一件事的起因在其结果产生之后才发生，那么我们有理由质疑先前的因果命题。

不论是以解释还是以描述为目的，时间顺序都需要克服一个缺陷：通常对早期事件关注过多，而对后来的事件关注则不足。最常见的是，研究者会花费过多精力撰写报告的介绍部分，包括早期历史和背景介绍，而对该案例的现状则描述不足。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笔者建议采用时间顺序式结构时，采用倒叙手法起草案例报告。与案例现状有关的章节先写，写完之后再写背景介绍。一旦初稿完成后，再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撰案例研究报告的终稿。


理论建构式结构


这种结构里，章节的顺序依照一些理论构建的逻辑来安排。所谓逻辑，取决于特定题目或理论，但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应揭示出理论论证的新颖部分。如果结构处理得好，整个顺序就具备独特的表述风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这种结构适用于解释性和探索性案例研究，这两种研究都涉及理论建构。解释性案例需要研究因果论证的几个方面；探索性案例则需要论证进一步研究几种假设或命题的价值。


悬念式结构


这种结构与前面讲的线性分析式结构正好相反。案例研究的直接“答案”或结果在开头的章节里陈述。剩下的部分——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则用于解释这种结果的形成，以及后面章节中采用的各种解释方法。

这种结构主要适用于解释性案例研究，因为描述性案例研究并没有十分重要的结果。自如运用这种解释性结构，通常会创造漂亮的行文结构。


无序（混合）结构


无序式结构中章节的顺序并不是特别重要，这种结构通常用于描述性案例研究，例如《中镇》（Middletown
 ，Lynd，1929）。通常，读者会改变那本书的章节顺序（见第5章），但不会改变它的叙述价值。

对机构的描述性案例研究经常表现出相同的特征。这些案例研究会用独立的章节描述某个机构的起源和历史，其隶属关系和雇员、生产线、组织模式、财政状况。安排这些章节的顺序并不特别重要，因此可能被划分为无序式结构（还有一个例子，参见文本框45）。



文本框45



一本章节无序的畅销书



一本畅销书吸引了普通读者也吸引了学术界，那就是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 & Waterman，1982）的《追寻完美》（In Search of Excellence）。
 尽管该书立足于对美国60多个最成功大企业的案例研究基础上，它却只包含了综合案例分析，每章都蕴含一种和企业成就相联系的有独到见解的普遍特征。但是，这些章节的顺序却是可以变动的。即便章节顺序作些调整，这本书仍然具有自己的价值。




如果运用无序结构，研究者则需要考虑一个问题：测试完整性。因此，尽管章节的顺序或许并不重要，但是总体的完整性却很重要。如果某些重要题目疏漏了，整个报告都会显得不完整。研究者必须熟知这个题目——或者能够参考相关模式——以避免此类问题。如果没有其他原因，但没对案例研究做出完整的描述，那么，读者会质疑研究者歪曲了案例的实际情况——尽管其研究只是描述性的。


案例研究报告中的方法和文献部分


前面所述的各种案例研究报告，无论是采用多种（comprehensive）形式，还是非正式形式，至少还包括另外两个主题：使用的方法和相关研究文献。因为案例研究报告一般不要求遵循任何非传统风格或形式，研究者可以参阅一般作品，查找关于这两个部分的相关建议。但是，案例研究中的下述问题值得讨论。
[2]




研究方法描述


许多外行读者并不很了解案例研究中所采用的某种特殊研究方法。此外，有些读者不熟悉案例研究一般方法的现象也并不罕见。鉴于后面这种情况，研究方法描述不应期待通过常规性介绍，就能使读者相信方法的可靠性。因此，研究者应采用一种周全、和谐和透明的基调：在追求错误最少化、质量最大化的同时，让读者了解你所做的工作、你的认真态度以及你在研究方法方面的知识。

描述可长可短，根据读者喜好而定。如前所述，有些读者会对研究发现更感兴趣，却不怎么关心研究方法。即使这样，你也应认真对待，将方法部分作为辅助文件，写得更加清晰透彻，如果处理得当，也可以单独发表（见辅导材料6.1）。

无论报告的长度如何，都应包括以下几个主题（见表6.2）。每一部分中，都要突出主要的研究问题，例如：



表6.2　案例研究报告方法论部分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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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研究问题表述措辞精准，逻辑上表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而非其他研究方法的必要性（见表6.2中条目2）；

②个案的界定和选择（见条目3）；

③资料收集方案要充分说明收集的个案资料是非常贴切、深入的（条目5）；

④明确、清晰的分析策略（条目6）

在讲述研究方法时，研究者应像是在描述研究报告中最重要的部分一样，高标准要求自己，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无聊的常规工作。此外，可读性、可信性、可确认性也都很重要。总之，研究者要刻画出研究的突出优势。比如，如果研究报告中含有插图或名人轶事，那么大部分情况下，研究方法部分不会再确认或描述这些插图或名人轶事的出处（例如，Bachor，2002）。同样，读者也会感激作者减轻了他们的阅读量，比如允许略过不想阅读的细节部分（见表6.2条目4），甚至研究中出现简化词、缩略语或专业术语（如行业术语）的词汇表。


研究文献的范围


描述相关文献的目的有两个——表明你对该主题相关研究的掌握程度，利用文献显示研究问题和案例研究的重要性。同样，描述部分的长度不限，也不需将文献综述置于重要位置，主要取决于读者的需求。

关于如何描述相关研究文献，还有另外两个建议。首先，不要将掌握相关研究等同于散漫的或者引用大量参考文献的、冗长的文献综述。相反，研究者要尽可能鉴别出重要的引文，并作客观处理。其次，在引用文献支撑研究时，不要对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犹豫不决。研究者可以分析采用其他研究方法的研究，指出只有优秀的案例研究才能弥补其研究的不足之处。


案例研究作为大型、多种方法研究的组成部分


当案例研究被有意识地设计为一项更大的、混合方法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时，与上述完全不同的情况就发生了（Yin，2006b）。更大范围的研究将包含整个案例研究，但同时也独立报告用其他方法采集的资料得出的成果。于是，更大研究的总报告就会以这两方面的例证为依据。

对这种多方法研究的情况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从而才能了解它对自己的案例研究有何意义，即使由此撰写的报告与普通“独立”研究报告没有任何区别。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依据，说明了更大范围的研究需要采用多种方法。

第一，更大范围的研究可能要求采用多种方法，以便考察运用不同的方法是否能够获得相同的证据（三角）（Datta，1997）。在这种情形下，案例研究应该同样思考那些对其他方法起导向性作用的研究问题，避免没有考虑到这些而展开了独立的调查、分析和撰写（报告）。在更大范围研究的评估中，将会有一部分比较案例研究结果和其他方法得出的结果。

第二，更大范围研究可能建立在对档案资料进行调查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例如研究福利制度下家庭的经济情况。这一更大范围研究，可能也需要用案例研究来更好地说明单个家庭的不同情况。在这种条件下，案例研究的问题只可能在调查或档案证据分析之后产生，而且案例的选择可能在那些被档案记录调查过或包括进去的案例库中进行。这意味着，案例研究的时间安排和方向都取决于其他调查的进展和成果。

第三，更大范围研究可能需要多个案例研究来阐明一些基本过程，并用另外一些方法（如抽样调查）来解释这种过程的普遍性或频率。在这种对同一环节的相辅相成的互补中，就需要把案例研究的问题和其他方法涉及的问题协调好，互补性调查可以同时进行或即时进行，但每个调查得出的原始分析和报告编写应该独立进行（尽管最终分析需要综合所有不同方法得出的成果）。文本框46包含了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两个更大范围研究的例子。



文本框46



整合案例研究与调查资料：结果的互补性



多方法研究可以编写成通过不同方法处理的互补性报告。最常见的是，案例研究用于找出过程的原因，而统计则可预测某一现象出现的频率。有两个研究说明了这种整合。



第一个是由美国教育部（Berman & Mclaughlin，1974—1978）资助的对一些教育项目的研究。该研究既包括对29个项目的案例研究，也包括对293个项目的调查研究，得出了有关教育项目实施过程及其成果的重要认识。另外一个研究（Yin，1981c）则把19个地方的案例研究同另外90个地方的调查研究结合起来。该研究发现的成果，对于认识地方公共服务中技术革新的周期有重要意义。




上述三种情况说明了案例研究及其报告应该如何与更大范围的研究背景取得一致性。假如你所做的不是独立的案例研究，那么就要同其他研究的截止时间、技术方向等取得一致，而你的案例研究报告写作进程也可能与事先预想的不一致。此外，在做出任何承诺之前，要仔细估测自己加入较大研究团队的意愿和能力。

撰写案例研究报告的步骤

每个研究者都应有一套完整的分析社会科学资料和撰写实证性报告的步骤。本书中引用的很多教科书就如何形成自己的步骤习惯提出了良好的建议。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书籍中大多指出写作意味着反复修改——而很多学生则不以为然，在研究生涯的早期他们常低估了修改的作用（Becker，1986，第43—47页）。修改得越多，特别是根据别人的评语修改，最后写出来的报告就越好。在这种意义上，案例研究报告同其他研究报告并没有多少不同。

但是，三个重要步骤与案例研究报告关系十分密切，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第一步是开始写作的一般技巧；第二步则涉及是否需要隐匿案例名称；第三步则是强化案例研究的建构效度。


何时以及如何开始撰写报告


第一步是要在研究初期阶段就开始撰写报告。这有助于研究者撰写任何社会科学报告，尤其是案例研究报告。因为案例研究报告写作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模仿，作者可以自由地进行创作——比如可以从前面所述的六种结构中任选一种——但同时也有可能遭遇创作瓶颈。因此，“开始写作永远不会过早”（Wolcott，2009）这一告诫对于案例研究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实际上，这一建议的目的是促使研究者在完成资料收集或者分析工作之前，就开始起草报告中的某些部分。尽管在开始资料收集或分析工作时，你可能尚未完成这些部分的写作，但是你已经开始撰写报告了，这也是一种成果。

下面举几个例子，说明何地、何时开始报告撰写。比如，你的研究活动开始部分是阅读文献和进行研究设计。完成这些工作之后，你就可以确定研究报告的几个部分：参考文献、研究方法、对前人研究的讨论，以及个案初步描述。

如果需要加入新的资料，随后可以进一步修改完善初期的文献目录，如果你已经阅读了相关研究，参考文献的大致内容总体上就已经确定了。这时可以将参考文献的形式正式化，确保文献的完整性，初步形成文献目录草稿。如果有些引用资料不完整，其余的细节可以随案例研究剩下部分的展开而补充完整。这将能避免那些最后拟写书目的研究者常犯的错误，即在研究快要结束时花大量时间做文员的工作，而不是集中精力完成更重要（也是更愉快）的任务，如写作、修改和编辑。

方法论部分也可以在这一阶段起草，因为资料收集和分析的主要程序已经成为案例研究设计的一部分了。在资料分析即将结束之前，你还不能完成描述工作。不过，着手起草描述部分，有助于你更精确地记住研究设计和资料收集的步骤。你还可以在获得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之后，立即开始起草方法论部分，这取决于所在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审核和批准状况。至少在开始实施研究时，你会惊讶自己竟然记得研究方法的一些细节。

可以提前起草的第三个部分是讨论研究文献，以及这些文献是怎样引出你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的。因为你的案例研究已经选定了研究问题和假设，以便形成研究草案、收集资料，所以你一定也知道研究问题与文献资料之间存在什么关联。收集完资料后，你可能需要修改这个初步的文献综述。但是，有一个初步的草稿总无坏处。

在采集资料之后，分析开始进行之前，另外一个可以起草的章节则包括所研究案例的描述性资料。尽管方法论部分已经包含了案例选择的问题，但描述性资料应包括关于案例的定性和定量信息。在这个阶段，你可能仍然没有最终确定使用哪种案例研究模式以及使用哪种报告结构。但是描述性资料很可能会提供帮助，它们本身的编写也与研究模式和报告结构无关。此外，起草描述性章节，即便是用简略方式，可能也对整体模式和结构有所启发。

如果能在证据分析完成之前起草这三部分，那么会赢得极大的优势。另外，这些部分需要丰富的文件证据（例如，最终案例研究方案的备份），而收集这些资料的最佳时机就是这个研究阶段。如果所有的细节——摘引、参考书目、组织名称、人名和头衔的拼写——都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准确录入并加到报告中了，那么将受益无穷（Wolcott，2009，第52—53页）。

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资料证据分析完成之前——你可以补充已经起草的方法论部分。在资料收集阶段，你会更加了解资料收集步骤，也会更加了解设计的分析策略，从而有助于提高前面起草的研究方法部分。

如果较早开始初稿写作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调整，你会发现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分析工作以及形成结论和新发现的工作中。也就是说，清楚研究进展有助于把握研究前进的方向。早点动手写作，也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心理功能：可能会逐渐习惯这种写作过程而有机会在任务变得棘手前就已有所准备。当然，如果认为其他部分也可以在早期阶段撰写初稿，那么也应该动手去写。


案例的性质：真实的还是匿名的？


几乎每个案例都允许研究者有权选择匿名处理方式：应该精确地公布每个案例信息提供者呢，还是隐去整个案例、参与者的名字呢？需要注意，匿名问题在两个层次上存在：整个案例（或案例群）的匿名以及案例（或案例群）中个人的匿名。

在遵守受试保护规定前提下，公开案例和其中个人的身份，是最理想的选择。这么做会带来两个好处：第一，在阅读和解析案例报告时，有助于读者回忆起其之前所知道的关于同一案例的其他信息——从以前的研究或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这种把新案例研究与以前的研究综合起来的能力非常重要，这和阅读一套新实验报告时回忆起实验结果的能力类似。第二，整个案例变得更明白易懂，在必要时还可查阅脚注和引用，同时也便于对已发表的案例材料形成恰当的评论。

但是，有些情况下必须采用匿名方式。最普遍的原因是该案例属于争议性议题，匿名就能保护实际的案例对象和参与者。另一个原因是最终案例报告的发行可能会影响研究对象将来的行动。这一原因在怀特（Whyte，1943/1993）的著名案例研究报告《街角社会》（关于一个匿名社区Cornweville，几年后该社区的名字被泄露）中体现出来。出于说明的目的，该案例研究可能只是描绘一种“理想模式”，这样的案例就没有必要透露其中人物的身份。林德夫妇的《中镇》（1929）也体现了这种原因，研究中的小城市、居民和产业都是匿名的（多年之后也被泄露）。

不过，即使在正当匿名的情况下，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折中办法。首先，应该确定仅仅隐去案例中个人的身份是否足够，从而准确保留案例对象的名称。

另外一种折中办法是显示个人的名字但要避免从任何角度把原因归结到个人身上或对个体发表评论，同时也让案例对象自身能被准确识别。当需要保护某个个体的隐私时，这种办法最好。但是不点名也许并非总能完全维护他人的隐私——可以去掉评论，这样案例参与者（或其他读者）都无法推测出它们的来源。

至于多案例研究，第三种折中办法是避免撰写任何单案例报告，而只写综合案例分析。这种情况大致上相当于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做法，即不披露个人的情况，已发表的报告仅局限于总体资料。

只有在这些办法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研究者才应考虑隐匿整个案例研究和知情人的名字。但是，匿名并不是首选的办法。因为匿名不仅仅排除了关于案例的一些重要背景信息，还使报告的写作变得很难。需要注意的是，案例和它的组成部分应系统地从真实身份转变成虚构的身份，研究者必须努力保证更改前后的一致性。不应该低估这个程序所花费的代价。



练习6.3　案例研究要保持匿名操作



找出一项隐匿真名的“案例”研究（或者从本书文本框材料中找一个例子）。使用这项技巧的优缺点有哪些？在报告你自己的案例研究时，你会釆用什么方式？为什么？





案例研究报告初稿的检查：确认程序


撰写案例研究报告应该遵循的第三个步骤和研究的整体质量有关。这个步骤需要让别人评阅报告初稿，不仅仅由同行评阅（这和所有研究报告初稿的评阅一样），还应该由案例的参与者和信息提供者来评阅。如果他们的评语特别有帮助，研究者可能需要把它们作为整个案例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展示出来（见文本框47）。



文本框47



评阅案例研究——打印评语



提高案例研究质量的一个主要途径是，让那些曾经是研究被试者评阅案例初稿。阿尔津等人（Alkin，Daillak，White，1979）编撰的一套包含五个案例研究的报告就很好地遵循了这一步骤。



每个案例研究都涉及一个学区及其对学生表现所使用评估性信息的处理方法。作为分析和报告撰写过程的一部分，每个案例研究报告的初稿都由相关学区的被试评阅。通过研究者为这一目的设计的开放式问卷获得评语。在有些情况下，被试的回答很有启发性和帮助作用，因此，研究者不仅修订了他们的原始材料，还打印了回答的内容，作为报告的一部分。



根据这些补充的例证和评语，所有的读者都能对例证的充分性得出自己的结论——遗憾的是，这个步骤在传统案例研究中很少被采用。




这种评阅并非仅仅是职业礼貌。按道理，这一程序应被看作是对研究中所引用的事实和证据真实性进行确认的途径，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并不这么认为（Schatzman & Strauss，1973，第134页）。证据提供者和参与者可能对研究者的结论和解释保留看法，但他们对案例的事实应不持异议。如果他们在评阅过程中对案例中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那么研究者就应该明白，此时完成案例研究报告为时尚早，必须进一步寻找相关证据来解决评论者提出的异议。通常，评阅初稿的过程也会产生更多证据，因为证据提供者和参与者可能回忆起他们在以前资料收集阶段所遗忘的资料。

即便案例研究或者它的某些部分需要隐去身份，这类评阅工作仍然应该进行。在这种条件下，初稿必须让被调查者和参与者审阅。在他们评阅完初稿、对所有事实的分歧得到解决之后，研究者可以隐去身份，从而只有被调查者和参与者知道那些真实的身份。怀特（1943/1993）完成《街角社会》初稿时，遵循了这个步骤，把初稿给他主要的被调查者“多克”看。他写道：


我在写报告的时候，把几个部分拿给多克看，并和他一起阅读全文。他的评论对我的修改工作十分重要。（第341页）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个过程所做的更正工作将提高案例研究的准确性，从而增加研究的建构效度。这样，对一个案例做出错误结论的概率就减小了。另外，在没有客观真理存在的情况下，评阅过程有助于区别几种视角，而这些视角可能在案例报告中出现。同时，你不必对关于初稿的所有评论作出回应。比如，有权坚持自己对例证的解释，不必机械地把被调查者的解释纳入报告中。在这一点上，你有选择的权利，正如你可以有选择地回应同行评审的意见一样。

由被调查者对案例研究报告初稿进行评阅，显然会延长完成报告所需的时间。被调查者和学术评阅人不同，他们可能会把循环评阅当作开始新一轮对话的机会，谈论案例的各个方面，从而延长评阅时间。你必须预见到这些拖延情况，不要将它们作为省略评阅步骤的借口。密切关注这一过程，有助于写出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报告（见文本框48）。



文本框48



案例研究的正式评阅



和其他所有的研究成果一样，评阅过程在提高和保证最终报告的质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对案例研究而言，这种评阅过程应该至少包含案例研究报告初稿。



有一个系列案例研究遵循了这个步骤，可以作为典范，那就是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1980—1981）主持的一系列研究。17个关于医疗技术的案例研究中，每个都“至少被20个，多则被40个以上的外部评阅人评审过”。另外，评阅人体现了不同的视角的意见，包括政府机构、专业社团、消费者和公众利益团体、医疗行业、医药学界、经济学和决策科学等各个角度。



其中一个案例研究的最终报告公布了一个评阅者提出的对立观点以及报告作者的回应。这种开放式交流增强了作者对案例研究结论的解释能力，提高了案例证据的整体质量。






练习6.4　预想评阅过程中的问题



案例研究报告通常通过听取别人的意见而得以改进——那些人就是该研究的被调查对象（或参与者）。讨论一下，听取这种意见的利弊。对于质量控制目标能有什么具体的好处？有什么不利之处？总体权衡这些意见有价值吗？




示范性案例的特征有哪些？

在所有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讨论中，对示范性案例研究下定义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尽管没有直接的依据，但有些推论似乎可以作为本书的恰当结论。
[3]



示范性案例研究所需要运用的远不止本书已经强调的各种方法、技术。作为案例研究者，即使已经采用了最基本的技术——设计案例研究草案、保持例证的一致性、建立案例研究资料库，等等——仍然可能难以做出示范性案例研究。掌握这些技术能使人成为一个好的技师，却不一定能成为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做个类比，如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的区别：虽然前者技术上正确，但却没有后者所具备的考察人类或社会进程的独特眼光。

下面介绍示范性案例研究的五大特征，希望它们对你的案例研究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练习6.5　界定什么是好的案例研究



选一个你认为最好的案例研究（可以从本书的文本框中选取）。让它成为一个好的案例研究的因素是什么？这些特征为何在别的案例研究中很少见？要进行一项更好的案例研究你会做出哪些努力？





案例研究必须要“有价值”


第一个普遍性特征可能超出了很多研究者的控制范围。如果一个研究者只能触及少数“研究点”，或者资源非常有限，那么单就某一个问题的案例研究可能会显得意义不大。这种情形不大可能产生示范性案例研究。但是，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优秀的案例研究很可能是这样的：


●仅指向个人旨趣的案例或案例群并不常见，一般能够引起公众的兴趣；



●从理论角度、政策或从实践角度看，根本性议题具有全国性的意义；



●或者前两种条件都得到满足。




文本框49



研究有意义的全球事件



1989年东欧剧变以苏联解体而结束，成为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尤其是改变了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苏联为何没有军事干预东欧革命，仍然难以解释。安德鲁·贝内特（Andrew Bennett，2010）对大部分主流解释进行了总结分析，包括后来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失利、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以及苏联统治下国内民主政治等。贝内特的报告，尽管不是正式的案例报告，却展示了如何用案例研究方法解释此类意义重大的国际事件。




例如，一项单案例研究首先可能由于案例本身具有启示性而被挑选出来——这个案例反映了某些社会科学家过去无法考察到的真实情景。这一启示性案例本身就很可能被看成一种发现，为进行一项成功的案例研究提供了机会。其次，一项重要的案例可能由于要比较两个相互对立的命题而被选定；如果命题在一个著名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或者反映了公众观点的重大分歧——那么这种案例研究很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再次，设想一种情形，即实践发现和理论发展都蕴含在同一案例研究中，就像一项多案例研究中的每个案例都能有所发现，且案例间的综合分析对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有所贡献。这种情形的确对一项示范性案例研究不无裨益。

与这些有利情形相反的是，很多学生选择的研究课题要么不具有重要性，要么只是与陈旧的理论问题有关。其实，学生只要改进现有研究体例，进而把作业完成得更好，就可以部分地避免这种情况。在选择一项案例研究之前，学生应该假设该项研究能够成功地完成，并详细叙述其研究意义。如果出现令人不满意的情况，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是否应当进行这项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必须“完整”


这一特征极难进行操作性描述。但是，案例研究实施过程中这种完整性非常重要，这和设定一套完整的实验室试验（或完成一部交响曲，抑或大型壁画）的完整性同样重要。从哪些方面努力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这方面的指导性文献却很少。

对于案例研究而言，完整至少有三种表现方式。首先，在完整的案例中，该案例的边界——即被研究的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区别——应得到明确而详细的说明。

样本边界可以包括指定的案例时间和地域（或组织）界线、案例研究的活动、个案之外的关于情境条件的显性符号（Baxter & Jack，2008）。如果只是机械地完成这一点——譬如，尽管也应该包括其他参与者，却将参与者范围仅限定在少数能够接触的人中——那么很可能产生一项不成功的案例研究。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逻辑论证或通过陈述证据表明，达到分析范围边缘的时候，信息和案例研究的相关性不断降低。这种对研究界限的测试，可用于整个案例研究的分析和报告阶段。

第二种方式涉及证据的收集。完整的案例研究，应令人相信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精力收集相关证据。这些证据的记录不一定放在案例的文本中，否则会使正文变得繁杂、枯燥，收入脚注、附录等部分就行了。不过，总体目标是让读者确信研究者已经搜罗了限定范围内几乎所有的证据。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应该收集到所有现存的证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需保证“全面”关注了所有的重要证据。譬如，这些关键证据是那些代表竞争性观点的证据。

第三种方式涉及缺乏某些工作条件的情况。如果研究仅仅因为资源用尽，或因为研究者的时间不够（学期结束的时候），或因为面临其他非研究性限制而停止，这样的案例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时间或资源有限，有责任心的研究者就应该设计一项能够在这些有限条件下完成的案例研究，而不是达到或超出他们的限制。这种设计要求有丰富的经验，也要求有一些机遇。不过，这些都是产生优秀案例研究的条件。不幸的是，如果在案例研究中突然出现时间或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那么，做出来的案例研究几乎不可能会很成功。


案例研究报告必须考虑不同的观点


对于优秀的案例研究，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考虑对立的观点，从这些对立的角度分析资料（参见第5章）。在案例研究报告中也应引述竞争性解释或其他观点（Kelly & Yin，2007）。即便是探索性或描述性的案例研究，如果从不同角度考察证据，也会提高案例研究的质量。

比如，一项未能考虑各种不同角度的描述性案例研究，就可能会引起批判性意识很强的读者的怀疑。研究者可能没有收集到所有相关证据，可能只关注了支持一种观点的证据。尽管研究者并非刻意地表达某些成见，但因可能不愿意考虑不同的描述角度，从而陈述了一个片面的案例。迄今，这类问题都还在不断出现，对企业机构的研究好像总是体现管理者的角度而没有考虑工人的角度，社会集团对于性别问题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似乎总是十分迟钝，针对青少年的项目仿佛总是代表成年人而忽略青少年的视角。

要充分体现各种来自不同角度的观点，研究者必须找出那些最能挑战案例研究设计的对立观点。这些角度可能在互补的文化观点中、不同的理论中、参与案例研究的人或决策者的不同想法中，或者一些类似的对比中找到。如果这种对立的观点非常重要，可以运用本章前面介绍过的“比较式报告写作框架”，比较相同案例的不同解释。有些对立的观点不是太重要，但也很有价值，可以将其作为可供参考的观点，形成独立的一章或一部分（见文本框50）。



文本框50



添加研究参与者的不同观点，补充案例研究



埃德加·施恩（Edgar Schein，2003）的单案例研究，试图解释一个全国50强的计算机公司为什么会最终倒闭（见第5章，文本框31）。案例研究的“同时代性”特征在该研究中体现出来，即能够找到该公司的前任主管，而他们对公司的命运给出了不同解释。施恩利用大量文件和访谈资料支持他自己的观点。但其研究的独特之处却是该研究的补充性章节：每一个补充性章节都有一个主管给出不同的解释。




很多时候，如果研究者向一位具有批判思维的听众描述案例研究，听者会立刻提供对案例事实的不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很可能为自己辩护，称最初的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或者切题的。实际上，优秀的案例研究能够预计到这些“显而易见的”不同意见，进而尽可能强烈地坚持自己的立场，通过实证证明这些不同意见的基础是能够被推翻的。


案例研究必须有足够的依据


尽管第4章中鼓励研究者建立一个案例研究资料库，但是案例研究报告仍然必须包括该案例研究的关键依据。优秀的案例研究会明智而有效地陈述最相关的依据，包括“如何进行调查以及如何收集和解释资料”（Bachor，2002，第21页）。也就是说，理想的报告能够让读者判断出该案例分析的优势和发现。

筛选依据不允许带有偏见的做法——比如只选择那些支持研究者的结论的证据。恰恰相反，证据应该客观地陈述出来，应既有支持性的，也有质疑性的资料。这样，读者才能自己得出结论，弄清某种分析解释是否合理。尽管如此，对证据的选择还是必要的，这有助于报告只采用最关键的证据，而避免杂乱地叙述有力但不太关键的证据。这样的选择对研究者约束很大，因为他们通常都想陈列出所有的证据材料，误以为单纯的篇幅或数量就能够左右读者的判断（事实上，纯粹的长篇累牍只会让读者感到厌倦）。

案例研究提供充实证据的另一个目标是，使读者信服研究者“熟知”其研究对象。譬如，在实地调查研究中，陈述证据应该让读者相信研究者的确到过该地，做了透彻的问卷调查，并且早已对实例中的问题十分精通了。大多数案例研究中体现了类似的目标：研究者应向读者表明其中每一件实例都是被平等看待的，还应表明综合各实例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没有对其中某个或某几个案例投入不充分的情况。

最后，充分陈述重要证据时应做些提示，说明研究者仔细考虑过证据的效度——例如，保留了一系列证据。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案例研究都需要套用方法论规则，来长篇累牍地专门论述。事实上，几个恰到好处的脚注就能解决问题，案例研究序言中的几句话就能概述保证效度的几个关键步骤，或者表格、图表的注解也能起作用。举个反面例子，没有注明证据来源的表格或图表就是研究者粗心马虎的标志，令读者会对该研究的其他方面更加挑剔和存疑。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典范的案例研究的。


必须以吸引读者的方式撰写案例研究报告


最后一项特征是关于案例研究报告编写的。不论用何种手段（书面报告、口头陈述或者其他形式），报告必须引人入胜。

对书面报告而言，这意味着既要有清晰的写作风格，又要能不断吸引读者读下去。一份好的报告应是那种能“诱惑”读者眼球的作品。读到这样的报告时，读者的眼睛不想离开页面，会一段接着一段、一页接着一页地读下去，直到疲倦为止。这种诱惑应该成为编写所有案例报告的目标。阅读过优秀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这种吸引力同样适用于非文学类作品，也应是案例研究报告的追求目标。

写出这种文章需要才能和经验。如果一个研究者为相同的读者群写作的频率越高，沟通起来就可能越有效。不过修改得越多，报告的清晰度也会越高，这一点值得向大家积极推荐。研究者在使用电子写作工具时，没有理由省略修改这道工序。

吸引读者，引人入胜，极具诱惑力——这些都是案例研究不同寻常的特征。要编制这样一份案例报告，研究者必须对相关调查研究感兴趣，并且愿意广泛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实际上，优秀的研究者甚至可能会认为他的案例研究要有惊天动地的结论。应把这种热情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从而最终促生一项示范性的案例研究。


辅导材料6.1

将方法论部分作为独立的研究文章进行汇报


正如第6章所论述，正式的案例研究报告应对研究方法进行描述。即使读者只需要简单的概述，研究者也应考虑创作一个更详细的版本，将其作为报告的附录，最好作为一篇独立的研究文章发表。这种付出，既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帮助，也能够保留研究的详细过程，以备研究者自己将来参考。这绝不会有损研究者进行案例研究的名声。

梅耶（Christine Benedichte Meyer，2001）在《田野研究方法》（Field Methods
 ）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这样的方法论文章。面对多种研究方法，以及对案例研究的思考，他在研究中——关于挪威金融业中两起公司合并事件的案例研究——嵌入了对其研究方法的讨论。也就是说，她用案例研究阐述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因此使这部分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合法化。

比如，梅耶讨论了使用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可以使其调查、探索一些问题，如合并公司之间的权力斗争、整合合并公司过程的复杂性、一段时期内的文化融合状况等。其他研究方法很难解答这些问题。她还论述了如何“界定”个案，包括排除受合并影响较小的业务部门、主要关注核心业务的决定，以及在合并公司内选择访谈人员的具体标准等。资料分析方面，梅耶阐述了如何运用分析性归纳解释研究发现的意义，并告知读者有些发现“既不能被合并或用所得文献解释，也不能从四个理论角度进行解释”（作为研究的一个部分展示）（第343页）。她没有忽略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她无法获得所需要的文件这一情况。总之，文章中提到的一般性问题，以及具体的经历，都增加了文章的价值，提高了可读性。


辅导材料6.1参考文献简要注释


Meyer, C.B.（2001）. A case in case study methodology. Field Methods, 13,
 329-352. Illustrates how the methods used in a case study can become the topic of a separate research article.




[1]
 这里省略了案例研究最常见的受众：参加以案例研究作为教学素材课程的学生。正如本书第1章所指出的那样，教学中所用的案例是为了教学目的而非研究之用。在这些情况下，案例研究的定义和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


[2]
 其中很多信息，源于我这些年来评阅的大量案例研究稿件，以及2010年以来对几十位博士生的论文的书面评论，当时这些博士生需要书写一份包含方法论和文献综述的学位论文报告。


[3]
 这种推论也是基于某些经验。作为早期调查的一部分，要求21位知名的社会科学家提出最好的案例研究的标准。这些标准也在示范性案例研究中得到了反映。






附录A


在心理学中运用案例研究的注意事项



与其他领域一样，心理学中所有的案例研究源于同一显著的特点：期望近（零）距离或深度了解某一或少量“个案”。（Bromley，1986，第1页）。除了近距离重点关注案例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外，研究者还要将研究设定在真实情境中。因为情境条件与案例之间会以微妙的方式互动，所以优秀的案例研究应对案例以及案例的内外复杂性进行精辟的分析。

明确案例研究的利弊：三种比较


1．案例研究方法与案例研究的其他用途相比较


案例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不同于作为教学工具的其他常见案例。作为教学工具的案例研究本来是无价的，但是教学案例的数据可以被操纵用于教学目的，并且案例也不属于研究文献。相反，案例研究必须遵循正式的方法步骤，将所有研究发现与实证材料相联系。关于心理学中教学案例的例子，可参照戈登（Golden，2004）和邓巴（Dunbar，2005）的作品。关于教学案例在商业、法律和医药领域的应用，可参见加文（Garvin，2003）的作品。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同样有别于案例记录（case records）——有时被用作或称作“案例研究（cases studies）”——主要在服务性机构中使用。布罗姆利（1986）认为这种记录，尽管看似案例研究，但会受到服务提供者“对可信度而非实际数据的期望”的影响（第69页），因此从研究角度看，“常被意外或故意删漏和歪曲”（第90页）。


2．案例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比较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本书第一章将案例研究方法界定为包括实验法、准实验（也称为观察研究，见Rosenbaum，2002）、调查法、档案分析法和历史研究法等一组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尽管所有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有交叉，但第1章已经表明，同其他方法一样，案例研究是一种独立的方法，有其独特的设计、资料收集和分析技巧。如第2章中所讨论的那样，案例研究不应被视为其他某一研究方法——如准实验法——的一部分。

在心理学中，案例研究也常与定性研究分开——因为现实中关于定性研究的心理学教科书一般会忽略案例研究。有两本教科书均用正文的大部分篇幅讲述心理学中大量的“定性研究方法”，例如话语分析、扎根理论、现象学分析和叙事研究（见Forrester，2010；Wertz et al，2011）。尽管这两本书涵盖的内容很广泛，其中一本书即使认可案例研究在心理学研究方法史上的突出位置，但在其当代研究方法阵列中也忽略了案例研究方法；另一本书有对单个案例的轻描淡写，但是并不是指所有的案例研究。

另外两本教科书都收编了关于心理学定性研究的文章（Camic，Rhodes，& Yardley，2003；Smith，2008）。在第一本教科书中，有一篇文章认为心理分析疗法（psychoanalysis therapy）是一种案例研究，但是所有文章都没有进行讨论。在第二本教科书中，每篇文章都介绍了不同类型的一种定性研究（例如，现象学分析、扎根理论、描述心理学、会话分析、话语分析、焦点小组和行动研究）。但全书并没有提及案例研究，在索引中也没有呈现，更不用说关于案例研究的章节。

与前述四本教科书相一致，布罗姆利的关于案例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1986）——本附录多次引用——没有过多讨论定性研究。总之，心理学中未尝试将定性研究与案例研究结合的缺憾，似乎进一步证实了案例研究独立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观点。


3．案例研究与其他三种心理学研究方法相比较


与心理学相关的还有案例研究与其他三种研究方法的对比。前两种方法的名字听起来很相似：

（1）单一受试研究法（single-subject research），一般见于神经心理学和行为学研究（比如，Barlow & Nock，2009；Kazdin，1982，2003；Kratochwill，1978；Morgan，2009），以及特殊教育研究（例如，Tawney & Gast，1984）；

（2）病例对照研究法（case control studies），常用于流行病学研究（比如，参见Schlesselman，1982）；

（3）实验法，其实验组设计是心理学研究中最常用方法的基础（比如，参见Murray，1998）。

表A.1描述了四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尽管包含所有研究方法，但这四种方法可以交叉使用，该表呈现了一种理想的分类。表A.1尝试从两个维度描述这些方法之间的关系：（1）研究是基于一组受试的数据，还是一个受试的数据，（2）研究中是否有干预——行为操作（behavioral manipulation）。



表A.1　案例研究与其他三种行为研究的比较


[image: ]


从横向看表A.1和侧重个体数据的两种研究方法（第2行），单一受试研究法与案例研究法的区别是，侧重于正式的干预，比如使用不同刺激组合（包括没有任何刺激）的重复试验模式。研究者可以直接设计这种研究类型来干预因果关系，而案例研究却不可以。同时，单一受试研究可以包括一个或多个案例，与案例研究有相似之处，即单一受试研究也可以包括多个主体（例如Chassan，1960）。

从纵向看表A.1和能够实施干预的两种研究方法（第1列），传统实验设计法提供的证据基础比单一受试研究法的基础更坚固——只要有足够的个体达到所需要的实验组数量（Robertson，Knight，Rafal，& Shimamura，1993）。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幸的是，一些重要的心理学现象太少，以至于不能满足所要求的实验组数量。

无干预能力的两组方法之间的比较（第2列），与案例研究的关系更密切。与案例研究不同，病例对照研究法含有分组数据，一般是一组已经展现出观察行为的个体（比如烟民）。然后会评估实验观察组均值与对应控制组（比如非烟民）均值之间的差别。原则上，案例研究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如果单案例研究包括两个样本足够大的多案例小组。但是，除特殊情况外——案例研究对每个案例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或耗费了广泛的、大量的资源和时间——案例的数量不大可能足以支撑两组之间进行深入地对比。

总之，鉴于表A.1中的两个维度，案例研究占据两个独特的单元，即侧重于个体（而非分组的个体）数据并且没有实施干预的能力。

案例研究：导致变量多于数据点的情境

假设每一个案例是一个数据点，当研究的变量数远远超出可获得的数据点数时，案例研究的定义在本书第1章中已经给出。在任何既定的案例研究中，导致出现大量研究变量的三种情况为：进行深度探究（making an in-depth inquiry），调查随时间变化的情境（studing conditions over time），以及包含语境的情境（covering contextual conditions）。心理学案例研究恰如其分地阐述了这三种情境。


深度探究


首先，案例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探究，案例的多样化特征转化为大量的研究变量。

在心理学中，案例很可能是关注某些个体的行为。在心理学研究早期，这些研究个体可能既是调查者，又是研究的对象，就如艾宾浩斯（Ebbinghaus）、斯特拉顿（Straton）、高尔顿（Galton）分别在记忆力、知觉和学习力方面开展的著名研究（见Garmezy，1982），以及医学中的第一期安全性试验所创造的成果——在这期间，医学科学家首次在自己身上试验新创的医药配方。这些研究中，实验个体要么是研究者，要么是他们的医学研究同事（Jadad，1998，第14页），同样也是应用语言学案例研究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Duff，2008，第37页）。

在当代，研究个体所处的情境非常广泛，包括临床案例、皮亚杰认知发展研究中的个人发展或学习研究，以及比较心理学中的单一实验动物制备（single animal preparation）。
[1]

 在最有名的神经学案例研究中，有一项研究被分析家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神经学案例”（Rolls，2005，第51页），该研究涉及一个名为“H.M.”的个案，仅在1957年至1968年间，关于这个案例的论文就已发表了30余篇（Scoville & Milner，1957；Sidman，Soddard，& Mohr，1968）——也可见文本框A1。



文本框A1



心理学中的经典案例研究



多年以来，心理学家一直研究众多不同寻常的个体。有些人因为严重的脑损伤导致行为异常（例如，H.M.和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案例）。另一些人患有诸如《三面夏娃》中的多重人格障碍等精神疾病。然而还有一些人不幸遭受到奇怪的环境或社会条件的影响，比如纽约皇后区中的吉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案例，或者法国所谓的阿韦龙野孩（wild boy of Aveyron）。这些案例都曾是规范的心理学研究主题，有些吸引了大众媒体的关注，因而也闻名于心理学领域之外。



一本名为《心理学经典案例研究》（Classic Case Studies in Psychology
 ，Geoff Rolls，2005）的精编书中，汇编了16个该类案例，整理成一系列单案例研究。每一个案例研究使用了最小数量的专业术语，但附有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如果读者想进一步了解案例，可以通过参考文献找到研究文献。




或者，心理学中的亚领域（如社会、教育、管理、职业、环境和社区心理学）以及心理学之外的相关领域，会重点研究组织或实体单位，而非个体（见文本框A2）。对这些实体的深入调查也要转化为大量的研究变量。



文本框A2



心理学中的组织实体案例研究



心理学内外的案例研究可以重点研究组织、决策等事件以及实体——不仅仅是个人。医院、诊所或心理学家的办公室等临床情境可以作为案例研究中的案例。



一种应对整合精神卫生和基本保健服务挑战的合作医疗诊所，可以作为例子。因此，这种诊所成为一本30余篇研究论文集的研究对象，这些文章旨在促进卫生保健的再设计，尝试创造“效果更明显、效率更高、病人参与、成本合理的医疗保健”（Kessler & Stafford，2008，第4页）。有几篇文章呈现了对具体诊所的案例研究。有一篇描述了一项始于1994年的长期项目，采用了质性和量化数据——后者以测量病人在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对病人满意度调查进行反馈的方式呈现（Kates，2008）。





随时间变化的情境


第二种常见情境源于这一事实——案例的观察对象（interest）常常包括多种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分析观察对象的时空变化（temporal pattern）可以在展开关键事件的过程中解释某个最终事件——或者在发展性案例研究中，用来追踪人类或动物在特定时期的行为（比如，Denenberg，1982），因此可以作为案例研究的明确主题（explicit subject）。

即使观察对象的时空变化不是调查的直接主题或者非常短暂（比如，Bromley，1986，第5页），但仍能制造一种相互关联的、不被忽略的持续性变量流（flow of variables）。如此一来，即使时间短暂，案例研究也可以避免成为文字快照——仿佛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包括看似一样（但不完全相似）的重复行为，是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的。这些事件产生一大组变量，是理解案例的重要部分。


语境


第三种情境来自于案例外部。因此，除了深入、随着时间推移探讨案例外，还包括对与案例相关语境资料的研究。实际上，案例研究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全面调查看似相关的语境条件。比如，如果案例是个人，关于个人家庭、工作、同辈环境的数据是一个完整案例研究的常见组成部分。如果案例是一个小组或组织，关于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发展趋势的数据则是相应的组成部分。

此外，由于现实事务不会完全划入明确的种类，因此，案例与情境之间的界限可能不是很明显。允许将这种模糊作为案例的一部分，是案例研究的一个优势。语境条件甚至可以引导研究者对案例产生全新的理解——这种理解在案例研究之初并没有预料到。

而其他研究方法，充其量会将研究重点与情境条件之间的模糊不清作为研究的困扰因素。事实上，其他研究方法不能轻松地应对情境条件。比如，在实验法中，除了少量协变量（covariates），研究者试图通过排除语境条件，将其影响最小化。类似地，由于自由度的类似限制，调查法也不能排除与情境条件相关的许多问题。这些方法中，充分的自由度是数据分析的基本条件——所有既定变量有多个数据点。


对三种情况的总结


总而言之，这三种情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案例研究中变量的数量可能会很大。相反，如单案例所呈现的那样，数据点的数量有可能很少。实际上，没有一项单案例研究，即使包括多个案例，能找到足够的案例匹配变量数量，更不用说超出几倍。

这种情况对案例研究的设计和分析影响深远。这种研究设计为该方法体系所独有，不能归入其他方法设计的范畴，比如准实验或定性研究设计。同样，案例研究不能采用其他研究方法惯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因为案例研究的数据点不多、甚至没有方差（variance）。

心理学中采用案例研究的动机

鉴于上述种种限制，案例研究起初看似价值有限。然而，实际上，案例研究早已成为心理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常见组成部分。为什么呢？


探索


一种迅速却过于狭隘的回答认为，案例研究只是为了探索——比如，收集资料确定某个话题是否值得进一步调查，如果值得，则研究问题或资料收集步骤在后续研究中最为重要。在这种探索模式中，案例仅仅是研究的前奏，因为后续研究可能会采用一种不同的方法，比如调查法或实验法。

这种过时的研究方法等级制看法，肯定是不正确的（比如，Bromley，1986，第15页）。研究方法等级观点的诸多问题之一是，调查法和实验法也有探索模式这一事实。相反，除了探索模式，案例研究在描述、解释和评价模式研究中也可以使用。因此，无须借助其他研究方法，案例研究也可以得出研究发现和结论。


描述和解释


描述性案例研究可以满足多种研究目的，比如呈现一种罕见的或者一般情况下研究者难以获得的情境。再以临床和神经学研究为例，文献中常见的一种描述性案例研究侧重于症状奇特或者行为显著、值得继续研究的个案（见文本框A3）。



文本框A3



关于无法识别人脸的个体的描述性案例研究



心理学中对患有罕见病症的个体的案例研究尤其珍贵，比如面孔失认症（prosopagnosia）——由严重的脑部损伤诱发，个体无法辨认或区分不同个体的面部。过去几十年间出版的案例研究中，患有面部失认症的受试不超过20人（Busigny，Graf，Mayer，& Rossion，2010）。



证明面部失认症是一种具体的疾病，或者属于视觉识别缺陷的一部分，一直是案例研究的一个挑战。尽管是描述性研究，案例研究最常见的发现是证明面部失认症患者同样不能执行其他识别任务（比如Busigny & Rossion，2011）。这些案例研究，与现代脑成像研究（McKone，Kanwisher & Duchaine，2007）中对健康成人和患有穿透性脑损伤病人的其他实验研究（Yin，1978），以及猴子等非人类受试研究，开始证实是一种基于神经的面部具体识别能力，而不是更大范围综合征中的一种。同时，研究者尚未解释面部识别如何进行，以及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特殊能力。




对于案例研究的解释模式，一个常见的例子来自教育心理学。这个例子也指明了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互补关系（见文本框A4）。



文本框A4



解释模式中的案例研究



在K-12教育系统中，利用实验（或准实验）设计在处理和对照条件下比较两组学生，可以研究课程的有效性。成功完成此类研究可以解释两组学生之间显著的数据差异。然而，数据并不会解释实验处理如何、为何导致所观察到的结果。寻求这样的解释，需要进行案例研究（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2004，第167—168页）。



理想的案例研究会仔细调查在现实教室情境中实验处理是如何发生作用的。研究涵盖相关的事件包括实验处理的实施、实验处理如何改变教室的教和学。如此宽泛的话题需要多种基于现场的证据，比如教室观察、对教师教学策略的访谈、对学生学习策略的访谈，以及与学校和社区具有潜在关系的数据。这些解释对后期复制原始实验研究或者将课程推广至其他学校非常宝贵。




还可以引用、列举许多其他的描述性和解释性案例研究，无论研究的主体是个人、小组、组织，或者更抽象的主体，比如“决策”。


评价


评价可以说是心理学中进行案例研究的第四个动机（也可见本书附录B）。有一项案例研究是，对某种特殊类型残疾儿童的教学策略进行评价。该研究由多个案例组成，因此是一个多案例研究（见文本框A5）。



文本框A5



基于多案例研究的评估性案例研究



一项心理学多案例研究通过调查七对教师和学生，对教学策略的有效性进行评价（Miyahara & Wafer，2004）。教学策略的目的是应对学生的一种行为状况——发展性合作障碍，每一组师生是一个单独的案例。研究采用组间复制逻辑来确定系统性改变教学策略与学生表现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变化，采用多种心理测量方法，以量化方式评价学生的表现。




另一种情况是，在评价学术环境时，常模仿案例研究方法，尽管这些做法不是正式组织的，或者不能严格称之为案例研究（例如Wilson，1982）。这些案例研究采用评价的形式，由认证小组和国家统筹委员会等视察委员会（visiting committees）实施，并定期审查各学术部门。视察委员会重点审查各部门的状况和成绩，收集多种证据（观察、访谈、审查部门出版物等有关文件），最终形成正式的、总结性评价。

前面的讨论说明在探索性、描述性、解释性或评价性模式中使用案例研究方法时，研究者如何突显案例研究作为全部研究方法技能重要组成部分的潜在价值。

进行案例研究的注意事项

尽管案例研究在研究与现实相关的情境、解释重要研究问题方面的适用性显而易见，但是作为一种可选性方法，案例研究在心理学领域尚未获得广泛认可。有人将案例研究作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差评，部分源于人们不信任案例研究过程的低信度。人们对案例研究的步骤存在偏见，认为研究者只会搜寻起初设定的研究发现（或结论），而且案例研究的实施程序似乎不足以对抗这种偏见。比如，研究者可能在某种设计的基础上启动案例研究，遵循最初的某种数据收集方式，却发现研究设计要么不适用，要么不如起初所想的那样有效。在实验室中，研究者会通过停止按照原先的设计收集数据，并改进实验设计，然后重新收集数据。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批判案例研究不会舍弃先前数据，而是重新使用，从而招致不必要的偏见和缺陷。

人们对案例研究评价不高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研究所用的质性资料收集方法没有量化数据的收集方法可靠。质性资料通常是叙事性而非数值信息，由于对叙述性资料的收集和评价程序不了解，很多人感觉数据别扭，比如本书第5章正文部分的讨论。

人们对案例研究的另一个不满是，认为研究的发现不能推广到更广泛的层面。案例研究归纳面临的挑战在本书正文中也已讨论过，我们需要用批判的眼光辨别分析性归纳（analytic generalization）和统计性归纳（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见本书第2章）。

如果案例研究完成得不好，前面所警告的问题都会暴露出来，导致人们对案例研究产生新的偏见。相反，如果更系统、认真地使用案例研究，即使不能消除，也可以克服这些忧虑。比如，就像本书第4章所讲，案例研究应当依靠多来源的证据材料，以三角方式尽力克服任何资料来源的不足。第4章还讨论了其他有助于提高数据可靠性的技巧——比如建立案例研究数据库、证据链。

这些建议可以消除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担忧，但仅仅是所有措施中的几个例子。本书两个章节中介绍的方法步骤，包括研究设计、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实施研究中理论的作用，都是为了巩固案例研究在心理学中的作用，将注意事项中提到的风险最小化。




[1]
 在比较心理学中，大量变量也是单一受试研究的特点。比如，在动物生命周期的不同年龄段刻意操纵自变量（Denenberg，1982）。不同自变量相互作用，产生更多的变量，挑战变量的独立性，研究者常在这一过程中得出重要发现，因而需要“更加复杂的模式而非解释（某）研究结论的因果框架”（Denenberg，1982，第22页）。






附录B


在评价学中使用案例研究的注意事项



评价学教科书对案例研究的关注较为混乱。一本使用多年的教科书，在其七个版本中，对案例研究始终置之不理（Rossi，Lipsey & Freeman，2004）。这本书没有提及案例研究评价或案例研究，在词汇表或索引中也没有出现“案例研究”这个词。第二本广泛使用的教科书（Mertens，2010）在初步评审评价模型的数量和过程中省略了案例研究评价（第47—87页）。这本书认可案例研究，但却将案例研究贬至最低位置——服务于七种质性研究模式中的一种（第230页）以及六种数据收集模式中的一种（第352页表12.1）。

与前面两种对待方式相反，第三本教科书（第一作者同样是一位有影响力的评价学者）非常重视案例研究评价的作用（Stufflebeam & Shinkfield，2007）。首先，该教科书认可案例研究评价是26种评价方法之一（第181—184页）。其次，根据美国评价协会标准对所有方法进行正式排序后，在八种最优秀的评价设计与实施方法中，将案例研究排在第五位（第242—243页）。

尽管现有的教科书对其认识参差不齐，但案例研究在评价中有其功能和合法化地位。在已出版的评价书籍中，案例研究常见的主要用途有三种。第一，一个或多个案例研究可以是更高水平评价的一部分（Cronbach & Associates，1980，第222—223页；Datta，1997，第348—351页）。第二，案例研究可以作为主要的评价方法（比如，Yin，2000a）。第三，案例研究可以作为双层评价（dual-level evaluation）中的一部分。第一种用途最常见，应用时间最长，但第二种和第三种更具有挑战性。

下述讨论的目的是重新简要阐述案例研究在评价中的作用，然后进一步详细描述三种用途。

案例研究作为一种评价方法

在评价研究中采用案例研究法源于本书第一章所强调的案例研究的特色定义：深入（近距离）研究真实情景中的“案例”。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如调查法、实验法、准实验法，案例研究评价可以：（1）捕捉案例的复杂性，包括随时间发生的相关变化；（2）充分了解情境，包括与案例相互作用的潜在条件。尽管有这些优势，案例研究评价方法的早期参考资料遭受严重的误导性对待，包括最初被混淆为准实验中的“后测”（posttest-only）设计——是与案例研究的不恰当联系，后来被原作者撤回（见本书第2章）。

用于评价时，案例研究也具有其他类型案例研究的特征。在本书正文中有所介绍，现总结如下。

第一，若要介绍一个案例及其情境的复杂性，案例研究评价需要依靠多种资料来源，包括访谈、文件、田野观察、档案记录、实物和参与观察。案例研究评价应将这些多种来源的证据直接三角形化，以便确认、证实研究发现。

第二，多样化证据可以包括质性或量化数据（或都有），也可以采用现实主义或相对主义（或解释学）视角。比如，案例研究评价的量化部分可能会是一种现实主义取向（比如呈现研究者关于研究案例的问题和解释），而质性部分相反，假定是相对主义（或解释学）取向（比如，呈现参与者的多种视角和意义——包括挑战研究者原始假设这种可能）。

第三，一个关于案例的初步、试探性（a initial though tentative）理论，对案例研究评价也有好处。初始理论可以是描述性的（例如推测所期待的案例特点）或者解释性的（比如，揣测关于案例的“如何”和“为什么”问题）。如果是解释性的，案例研究评价应明确将竞争性解释作为研究设计和资料收集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见本书唐纳德·坎贝尔所作的前言以及第2章。）

案例研究的这些特点都与案例研究评价相关，以下将要讨论三种典型用途。

案例研究作为较高层次评价的一部分

在第一种用途中，一个或多个案例研究为一个较高层次评价的组成部分。较高层次的评价重点关注一项新方案（initiative）——无论是有计划的行为，还是正在实施的项目——有可能是通过实验设计或准实验设计评估方案的有效性。作为设计的一部分，有些评价甚至会随机将各主体分配到实验和对照情境。

作为其中一部分，案例研究将更密切地观察实验和对照情境中的一个或多个实体。案例研究通过以下方式补充更高层次的评价研究：实验或准实验部分通过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关系的强度来评估行为的有效性，而案例研究部分为这种关系提供解释，表明行为如何（不能）产生相关结果。就像一个权威性机构在评审无数K-12数学课程及其学生成就评价时所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4，第167页）：


通过比较学生成就（比如学习结果），案例研究促进了对隐藏的现行机制的了解……而大规模（实验）研究中实际的实验处理常常定义不清。


比如，较高层次的评价可能包括涉及大量教室的创新课程。评价的实验设计会将各组教室分为不同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分析时，依据某种共同的措施对比两种情境下学生的学习结果——比如学生的分数。然后一系列案例研究直接聚焦于从各实验情境中选出的一些教室，研究这些少量教室的教学过程。这样一来，案例研究为了解创新课程的有（无）效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较高层次评价中案例研究部分的发现，可以以案例为单位单独呈现，或者整合为跨案例分析。但是案例研究结论报告属于较高层次评价研究报告的一部分——前面例子中，学生成绩的分析跨越不同的教室组。

你可以想象类似上述示例的其他例子。在公共卫生领域，评价一项新医疗项目会呈现不同诊所治疗结果的临床数据，然后采用案例研究总结个别诊所的经验。在社区发展研究中，房地产项目评价涉及经济学研究，可以利用案例研究分析这些住房单元的少量住户，调查新方案与住房单元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商业研究中，可能对一项旨在培养未来领导人的行政管理项目进行评价：较高层次的评价通过调查，对参与项目的小组和未参与的项目小组进行比较，采用案例研究重点分析从两组中挑选出来的、数量较少的一些人。

多种示例充分表明了为什么案例研究的第一种用途在评价中如此常见，并可能依然如此。将较高层次的评价研究设计与部分案例研究或多个案例研究结合，可以视为一种采用混合方法进行研究的例子（Datta，1997；Yin，2006b）。

同时，这种用途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关于案例研究评价较早的一个注意事项是，由于田野调查的劳动密度大、时间长，案例研究的成本可能较高（比如，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1990，第10页）。然而，当代评价研究倾向于采用实验设计，目前成本好像已经超过案例研究。同样，案例研究需要投入的精力也比较大。

评价团队及其性质是另一个需要注意的事项。由于案例研究是评价研究的附加研究，而非主体部分，研究的设计和实施可能得不到足够重视。案例研究实施者也可能缺乏案例研究经验，导致案例研究做得很一般，没有多少独到的发现。相反，如果研究者经验丰富，赋予案例研究独特的性质，也不符合较高层次的评价研究。而在其他情境中，案例研究的实施者与较高层次评价的实施者之间交流不够密切，案例研究有可能会被（不希望）视为一个独立的评价。

案例研究作为一种主要的评价方法

在第二种用途中，需要评价的方案是案例研究评价的主要案例。附属案例研究从较小分析单元（比如个人或小组）中获得的数据，或者通过其他质性或量化研究方法获得的数据，可以用来补充对主案例的研究。第二种用途至少与三种情形有关——侧重于①要评价的方案，②方案的结果，或者③方案与结果。


侧重于方案


由于案例研究具有捕捉案例的复杂性及其变化的优势，因而是进行过程或实施评价的常规方式。案例研究评价遵循方案付诸实践时所有事件的先后顺序，尤其是当该方案具有复杂的协调或组织特点时，这种方式非常有益。相反，诸如新药品测试等方案，药品在病人身上只是一次性使用；这种情况下，方案的实施非常直接，研究过程信息量不大。

借助方案实施期间的田野工作，案例研究评价可以追踪研究方案的实施过程。另外，评价研究的数据资料可以通过对受访者的开放性调查以及对早期文件的检索获得，从而案例研究可以建立一个研究日历（calendar period），突破实地工作实施时间的限制。

案例研究评价从揭示方案的复杂性开始，关注主要的与所有的附属分析单位，以及实施项目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然后调查和解释实施过程中的“如何”和“为什么”——追踪随着时间推移采取的行动，并深入了解方案的潜在优势、时机和保真度。

如果对结果的跟踪还为时尚早，案例研究评价就可能是全部评价。这种情况下，案例研究评价是形成性（formative）研究，其研究结论有助于改进或重新指导创新项目。比如，一个重大方案的实施可能需要一年或多年。这样，在第一年内完成的案例研究评价，可以提供有效的形成性反馈。

另外，如果评价的主要目的是确认几个名称类似的方案实际就是同一项实验，或者仅仅是相关的类型（见文本框B1），那么案例评价可以作为评价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案例评价研究促使待评估方案的类型明确化，从而为后续的评价研究奠定基础。



文本框B1



将案例研究评价作为后续评价研究的前奏



干预措施具有类似的标签或者看起来非常相似，但实际上不同，是评价研究中一个常见的问题。研究者不应稀里糊涂地将这些措施混淆。比如，许多社区的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开展正式的公民巡逻以预防犯罪。理解这种自愿的巡逻工作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些组织自身是否会产生问题，比如演变成“治安维持会”（vigilante groups），是多种社区情境中该类巡逻队评价研究的主题（见第7章文本框27）。



对32个此类巡逻队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尽管这些巡逻队的名称相近，但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仅限于建筑物或居民小区的巡逻队（建筑物巡逻队），社区街道巡逻队（社区巡逻队），提供护送、搬运或其他社区服务的巡逻队（服务巡逻队）。其中社区巡逻队成员不能很好地将社区居民与非社区居民区分开来，因此最容易被指控为治安维持会（vigilantism）（见Yin，2012，第59—66页）。研究发现为之后的巡逻队评价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提醒评价研究者在选择巡逻队时，注意区分巡逻队类型。





侧重结果


第二种情况中，案例研究评价只重点关注方案假定的结果。比如在确定某个公共机构服务绩效评价的措施和指标时，案例研究评价的任务是公开所有的结果（Wholey，1997，第131—132页）。

在研究结果确定后，案例研究结果评价也非常有用。此时研究面临的更大挑战是收集结果的数据，总结指导意见的结论或者结果发展趋势的幅度（magnitude）（比如，Schwandt，2009，第202页）。例如，对公立学校选择方案的评价研究——允许学生选择自己的学校，而不是为学生分配学校——评价了两种结果：学生成就趋势和方案是否增加了所有家长和学生的教育机会，而不仅仅是选定的一组家长和学生（Teske，Schneider，Roch，& Marschall，2000）
[1]

 ——见文本框B2。



文本框B2



量化分析结果作为案例研究评价的一部分



对公立学校选择方案（即“案例”）的评价非常依赖统计分析，即在22年期间每年调查一个学区十年级学生的成绩得分（Teske et al., 2000）。数据分析将该学区学生的分数与该城市中其他32个学区学生的分数进行比较，发现与全市平均分数相比，该学区学生的数学和阅读分数上升非常明显。



其他学区均未实行该类型学校选择方案。因为，所有评价不仅分析了学生成绩数据，还分析了学区官员的访谈数据，并检索了文件资料。这些数据为详细描述方案（包括完全实施的时间）提供了支持，从而确定相对于其他学区，本学区中十年级学生的分数最有望得到提高的年份。




除了揭示结果或收集、诠释假定结果发展趋势的数据外，案例研究可以尝试对结果进行解释。比如，在另一项教育评价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父母不会充分协助子女完成在家中执行的任务（Yin，2011，第188—192页）。对该结果的一个重要解释是，无论是因为工作、需要照顾其他子女，还是因为家务太多，父母们太忙或者精力太分散。但是，对案例研究田野调查数据的大量分析表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这一发现是在分析家庭外部更大的情境时得出的——恰好是一个连续几十年经济、人口和就业衰退的农村：父母担心如果子女在学校表现优秀，很有可能获得社会流动能力，在完成学业后离开社区。因此，父母不想帮助子女完成学校作业。


侧重方案和结果


在第三种情况中，案例研究评价尝试解释方案与结果之间的联系（Marks，2008，第125页；Shavelson & Towne，2002，第99—110页）。

在这方面，案例研究评价的作用与采用实验设计的评价相反——包括含有随机对照组的实验（RCTs）。RCT的主要优势是，可以对方案的有效性进行因果干预（比如Bickman & Reich，2009）。但是，RCT仍然是“黑箱”评价（Labin，2008，第101页），因为它不能解释项目产生结果的过程或机制（比如，Julnes & Rog，2009，第102—103页）。案例研究评价可以填补这一缺陷。

这种情况下，在设计所需案例研究评价时，逻辑模型（见本书第5章）的作用非常重要。实施评价时，可以用假设语句（hypothetical terms）将逻辑模型具体化——界定概念上相连接（linked）的关系，其中某项目（输入）可能导致某种直接的观察结果（输出），反过来这个结果产生研究想要的结果（影响）。尽管逻辑模型基本上被描述为线性，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输入、输出和影响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和密切。因此，研究应该绘制一个递推和更加动态的、而非线性的模型，并将其作为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对象（比如见Dyehouse，Bennett，Harbor，Childress，& Dark，2009；也可见本书辅导材料5.2）。

相关逻辑模型应将这些连接操作化——即将行为“如何”产生直接的观察目标等具体化，而不是仅将它们命名为相关因素。
[2]

 即使是逻辑性更强的模型也会存在竞争性解释与最初界定的连接关系相冲突。这些竞争性解释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干预与所测结果变化之间潜在的关系越大，就越难以排除其他因果解释”（Julnes & Rog，2009，第110页）。

尽管案例研究评价在解释方案实施中如何产生结果方面比较困难，一些优秀的例子也可以提供参考，包括：


●军事基地关闭对小型社区产生的影响（Bradshaw，1999）；



●住宅区振兴方案的结果（Galster et al., 2006）；



●综合性儿童精神保健系统的实施结果（Bickman & Mulvaney，2005）；



●大城市校区教育改革方案中学生成就变化趋势（Supovitz & Taylor，2005）。
[3]




其他例子可见殷2012年著作中的第13—15章，其中有社区毒品预防联合行动、法律实施方案、HIV/AIDS技术援助项目。

案例研究作为双层评价设计的一部分

案例研究的前两个用途均可用于双层评价研究设计——该设计中每个评价研究包括一个或多个子评价。最常见的一种是，在一个广泛却单一的纲领性方案（broad but single programmatic initiative）（在健康促进、教育、精神健康服务、社区复兴或社区服务协同等政策或实践领域）中有一组接受单独资助的项目，每个项目在不同的区域展开。此外，每个项目甚至可以由两个或更多合作组织共同实施。这些组织负责各自范围内的几个方案，并通过合作创建一个多方面的方案。

较大的纲领性方案需要一个单独的方案评价（program evaluation），然而较窄但相关的项目则需要多个项目评价（project evaluation）。方案评价和项目评价相结合是一种典型的双层或多层次设计（比如Chaskin，2003）。在这种设计中，单个项目评价很可能就是案例研究。这种设计的一种形式是，案例研究评价审查、整合多个项目评价的工作（见文本框B3）。在其他的形式中，每个项目评价仍采用各自的方法——案例研究或其他方法——分析、处理各自收集的全部数据，案例研究评价则汇总、分析所有项目评价的样本数据，将方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总结。换句话说，方案评价可以结合项目评价，共同界定项目评价中的数据收集方法和工具。



文本框B3



双层评价



1999年英国启动了一个新的法律项目——“确保开端”（Sure Start）（见Allen & Black，2006）。这项复杂的社区项目要求地方服务采取协同改革——为有4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演讲、医疗和社会支持，使儿童、家庭和社区收益。从评价角度看，该项目的重要特征是，它最终在英格兰设立了约500个Sure Start项目。结果，“国家”层次的案例研究评价审查了56个“地方”评价的研究设计和结果。在其他的评价结果中，国家级评价显示，虽然地方评价的结果认为各地成功地实施了该项目，但只有一半的地方评价收集了结果数据，收集比较数据的地方评价更少。




双层或多层设计更为复杂的一种模式是采用阶段性方法（phased approach），在第一个阶段用一组项目评价评估实施的过程，而在第二个阶段则采取结果取向的项目评价（比如Rog & Randolph，2002）。在这种设计中，只有方案评价研究收集结果数据，并且只收集方案实施优秀的项目的数据。因此，单独的方案评价研究在评估整个方案有效性和长远影响方面尤为关键。这种设计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中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赞助的项目中尤为多见。


小结


前面所述展示了在不同情境中如何使用案例研究评价。事实上，多样化的情境意味着判断案例研究评价的有用性、相关性和质量，必须仔细辨别各种情境。例如，当仅作为较大评价的一小部分时，案例研究评价可能不会受到重视。相反，当案例研究是主要的评价方法时，很有可能会提供实际和可用的信息。因此，无论各种教科书对案例研究评价的认识如何，它仍然是评价方法组合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原文的长篇节选见教育案例研究文集（Yin，2005，第227—304页）。


[2]
 逻辑模型常以图形方式呈现为一系列由箭头连接的文本框。尽管评价通常界定文本框的内容（一般是变量），但很少将箭头——解释性连接——操作化（见Yin，2000a）。因此，箭头代表不同输入产生输出、输出导致结果等的机制或者过程。因此，案例研究评价面临的挑战是界定这些机制和过程（同见本书第5章的图5.4）。


[3]
 社区复兴和儿童精神健康评价的作者都没有将他们的研究认定为案例研究评价。但是，在这两个研究以及其他两个例子中，评价收集了主要项目（将其作为主要的观察“案例”）的田野数据，并都从这一层次作出总结。因为四个研究在一个较低的、子单元层面上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军事基地研究中的经济指标、社区复兴研究中的住宅区划分、精神健康服务研究中顾客的行为，以及教育改革研究中的学生成就），这些较低层次采用的方法是作者报告的一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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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案例研究相关术语词汇简表




分析性归纳
 （analytic geralization）：基于相似理论概念或原则之间的关联，将案例研究发现拓展至原始研究之外的一种逻辑。也可见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与统计性归纳（statistic generalization）相对。


案例
 （case）：案例研究的主要对象——一般为一个具体的实体（比如，一个人、组织、社区、项目、过程、时间、机构或决定等）；完全抽象的“案例”（比如，争论、宣告或提议）涉及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稍微区别于案例研究中的案例。


案例界限
 （case boundaries）：时间段、社会群体、组织、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属于案例研究中案例范围的情境，这些界限比较模糊。


案例记录
 （case record）：一种管理文档，一般用于医疗、社会工作、法律和其他实践，但不用于案例研究本身。


案例研究
 （case study）：对现实情境中一种暂时的现象进行深入调查的研究。


案例研究数据库
 （case study database）：见数据库（data base）。


案例研究设计
 （case study designs）：案例研究的四种类型，形成一种2×2矩阵（typology）（无论是单案例研究还是多案例研究，无论是整体性研究还是含有嵌入分析单元的研究）。


案例研究访谈
 （case study interview）：见访谈（interview）。


案例研究草案
 （case study protocol）：见草案（protocol）。


证据链
 （chain of evidence）：能够增强案例过程信度的连接——显示如何从收集的数据中产生结论，以及如何根据案例研究草案中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的研究问题收集数据。


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工具
 （computer-assiste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CAQDAS）tools）：支持质性（如描述性）数据编码和分析的计算机软件，包括案例研究数据在内。


建构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案例研究措施能够准确测量研究概念的程度。


跨案例聚类分析
 （cross-case synthesis）：通过调查各个案例的结果，并观察不同案例研究结果的模式，将多案例研究的数据进行汇总；比较有效的聚类分析会有足量的数据，从而形成合理的竞争性跨案例分析模式。


数据库
 （database）：一项案例研究中所有数据（现场笔记、文件、档案记录等）的系统化档案，如需要，在汇集数据后可以检索具体的证据材料，并将数据充分组织化，从而供项目组外人员在必要时可以查阅所有的档案。可参照现场笔记（field notes）。


描述性案例研究
 （descriptive case study）：旨在描述现实生活中一种现象（即“案例”）的案例研究。也可参照解释性案例研究（explanatory case study）和探索性案例研究（exploratory case study）。


嵌入分析单元
 （embedded unit of analysis）：小于主分析单元，是案例研究数据的来源（比如，社区案例中的住房数据、组织案例中的雇员数据、改革计划案例中的项目数据）。可参照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


解释建构
 （explanation building）：利用数据解释案例中出现的事件，从而对案例研究数据进行分析；较深入地分析需要有充分的数据作支撑，从而应对合理的竞争性解释。


解释性案例研究
 （explanation case study）：研究的目的是解释情境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比如，一系列事件如何以及为什么（不）会出现）。也可参照描述性案例研究（descriptive case study）和探索性案例研究（exploratory case study）。


探索性案例研究
 （exploratory case study）：研究的目的是确认用于后续研究的研究问题或步骤，但后续研究不一定是案例研究。也可参照描述性案例研究（descriptive case study）和解释性案例研究（explanation case study）。


外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指案例研究的结论可以被分析归纳为普遍结论，并推广到其他不同研究的程度。也可参照分析性归纳（analytic geralization）。


现场笔记
 （field notes）：研究者在现场调查中所做的笔记；笔记的形式变化多样，可以是随笔，也可以是正式的叙述，甚至包括研究者所做的的图画和其他非叙述性材料。也可参照数据库（database）和田野调查（fieldwork）。


田野调查
 （fieldwork）：一种常见的案例研究数据收集模式，是指在所研究案例的真实情境中综合运用访谈、文件材料和直接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


知情人
 （informant）：案例研究的参与者是研究的对象，但也是案例重要信息或解释的提供者，可能会为研究者提供其他可调查的资料源。也可参照参与者（participant）。


内部效度
 （internal validity）：案例研究中因果联系的强度，没有虚假关系并拒绝竞争性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判断外部效度。


访谈
 （interview）：一种数据收集模式，主要是从案例研究参与者那里收集言语信息；访谈一般是研究者心理议程指导下自然情境中的对话，对每一个访谈对象的提问不必使用完全相同的语言。案例研究访谈也称为“深度访谈”或“非结构式访谈”。也可参照心理线索调查（mental line of inquiry）和言语线索调查（verbal line of inquiry）。


逐项复制
 （literal replication）：在多案例研究中选择预计能产生相同结果的两个（或以上）案例。也可参照复制逻辑（replication logic）与理论复制（theoretical replication）。


逻辑模型
 （logic models）：通过对比实证基础上的概念性方案（即逻辑模型）与数据收集之前制订的概念性方案，分析案例研究的数据；更深入的分析应有充足的数据作支持，以应对竞争性概念方案。


心理线索调查
 （mental line of inquiry）：帮助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思考（或“心理议程”）的草案问题和话题。与言语线索调查（verbal line of inquiry）相对。


混合方法研究
 （mixed methods study）：指在一个单独的研究中采用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是其中潜在的一部分。


多案例研究
 （multiple-case study）：对两个或多个案例进行调查分析的研究。也可见单案例研究（single-case study）。


多种证据来源
 （multiple sources of evidence）：指数据来自不同的收集源（比如访谈、文件、直接观察、档案与参与式观察），主要目的是利用数据融合或数据三角形巩固研究的结论。


参与者
 （participant）：从这些人那里收集案例研究的数据，一般情况下通过访谈获得；后期会请一个或多个参与者审阅案例研究报告的草稿。


参与观察
 （participant-observation）：一种数据收集模式，案例研究者会参与所调查案例的活动。


模式匹配
 （model matching）：指利用收集数据之前预设的模式比对或匹配实际的数据收集模式，从而分析案例研究的数据；更深入的分析需要有充足的数据，从而应对合理的竞争性匹配。


先行案例研究
 （pilot case study）：一项初步的案例研究，目的是制订、测试或完善后面用于正式案例研究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步骤；先行案例研究中的数据不应继续用于正式的案例研究。


草案
 （protocol）：案例研究数据收集步骤指南，包括研究者提出的一系列现场调查问题，代表研究者的“心理议程”。也可参照心理线索调查（mental line of inquiry）。


信度
 （reliability）：案例研究中研究草案的一致性和可重复性。


复制逻辑
 （replication logic）：多案例研究中选择两个或多个案例所遵循的逻辑。也可参照逐项复制（literal replication）和理论复制（theoretical replication）


研究设计
 （research design）：是一个研究计划，在逻辑上连接研究问题与要收集、分析的证据，最终限定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的类型。


研究问题
 （research question）：大部分实证研究的驱动力量；对于案例研究，最恰当的研究问题很可能以“如何”和“为什么”发问。


竞争性解释
 （rival explanation）：一种用于阐释案例数据和发现的合理选择——不同于最初设定的研究假设。


单案例研究
 （single-case study）：围绕一个案例开展的研究；之所以选择某个案例是因为它是一个批判性、典型的、不同寻常、启示性或纵向的案例。也可参照多案例研究（multiple-case study）。


统计性归纳
 （statistical generalization）：将样本的结论用于同类群体的一种逻辑，通常涉及一些统计推断；一般与案例研究分析无关。与归纳性分析（analytic generalization）相对。


表壳
 （table shell）：图表的展示图，确定了表的行和列，但是单元格中没有（数值或陈述性）数据；用于确认案例研究中待收集的数据。


教学案例研究
 （teaching case study）：用于教学的案例研究，不能与用于研究的案例研究混淆。


理论复制
 （theoretical replication）：在多案例研究中选择两个（及以上）案例，是因为研究预测这些案例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而不是由于不可预见的原因。也可参照复制逻辑（replication logic）。与逐项复制（literal replication）相反。


时序分析
 （time-series analysis）：一种案例研究数据分析模式，按照时间标志陈列数据，并将研究的发展趋势与数据收集前设定的趋势进行对比；更深入的分析应有足够的数据，从而应对合理的竞争性发展趋势。


（为进行案例研究而接受的）培训
 （training to do a case study）：为理解所计划的案例研究的关键概念和方法而作准备——获得一定的专业知识，可以自由裁决数据收集过程中以及其他研究阶段中出现的问题。


三角形化
 （triangulation）：将不同来源的数据汇总，以确定研究结论的一致性。


分析单元
 （unit of analysis）：案例研究中的案例。也可参照嵌入分析单位（embedded unit of analysis）。


言语线索调查
 （verbal line of inquiry）：案例研究中询问一个人时使用的语言。与心理线索调查（mental line of inquiry）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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